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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弁言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自20世纪80年代初一路走来，已经将近而立之年。

中心创立伊始，我们的前辈邓广铭、周一良、王永兴、宿白、田余庆、张广达等先生曾经共同制定了“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多出成果，快出成果”的方针。全体同仁在这片清新自由的学术天地中勤勉奋励，从容涵育，术业各自有专精，道并行而不相悖。

为有效凝聚学术力量，积极推动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持续发展，并集中展示以本中心科研人员为主的学术成果，我们决定编辑《未名中国史丛刊》。《丛刊》将收入位于前沿、专业质量一流的研究成果，包括中心科研人员、兼职人员、参加中心项目成员和海外长期合作者的个人专著、文集及重大项目集体研究成果等。

致广大，尽精微，这是中心学人共同的方向。我们将为此而努力。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2011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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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法典体系的演变

从先秦经秦汉到曹魏，是中国法制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一时期，随着令的编集和完善，律由原可不断增减的开放性体系，变成大致固定和封闭的体系。《魏律》是秦汉法典体系演变成果的集中体现；此后的《晋律》直至《唐律》，不过是对《魏律》的继承和修补。《法经》是一部法学著作，而不是一部法典；盗、贼、囚、捕、杂、具，是法学意义上的分类。所谓“汉律九章”，是在《法经》分类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三类，同时也是泛指汉律篇章之多，而非实指汉律只有九个篇章。从律、令的制定和文本演变的过程，以及律令间的相互关系，可以看出“令”是对“律”的补充、修正和说明。这是汉代律、令关系的实质。

对秦及汉初法律体系的认识，我们主要根据的是《汉书·刑法志》和《晋书·刑法志》的有关记载。《汉书·刑法志》称：

汉兴，高祖初入关，约法三章曰：“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蠲削繁苛，兆民大说。其后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相国萧何攗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
[1]



《晋书·刑法志》的说明则更为详尽系统：

是时承用秦汉旧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师李悝。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故著《囚》《捕》二篇。其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淫侈、逾制以为《杂律》一篇，又以《具律》具其加减。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商君受之以相秦。汉承秦制，萧何定律，除参夷连坐之罪，增部主见知之条，益事律《兴》《厩》《户》，合为九篇。叔孙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张汤《越宫律》二十七篇，赵禹《朝律》六篇，合六十篇。……《盗律》有贼伤之例，《贼律》有盗章之文，《兴律》有上狱之法，《厩律》有逮捕之事，若此之比，错糅无常。后人生意，各为章句。
[2]



这不仅成为此后如《唐律疏议》《唐六典》等典籍叙述秦汉法律演变的直接依据，而且也成为今人研究这一问题的主要根据
[3]

 。如程树德称：“九章之律，出于李悝《法经》，而《法经》则本于诸国刑典，其源最古。”
[4]

 这一认识一直沿续至今。

按照这样的梳理，先秦、秦汉法典体系的演变线索是，李悝《法经》将法典分作六篇，商鞅以之相秦，则秦律本于《法经》，也作六篇。汉初萧何在此六篇的基础上，增加三篇，是为汉律九章
[5]

 。但睡虎地出土的秦律，时在商鞅变法之后，律篇已远不止六篇。张家山出土的汉初吕后二年律令，时在萧何之后不久，律篇却已有二十七篇之多
[6]

 ，且恐非当时律的全部，这也远远超过了所谓汉律九章。文献记载《户》《兴》《厩》三篇为萧何所增益，但在战国时魏律（前252）中即已出现了“户律”
[7]

 。当然，这可以用汉承秦制而非魏制来作解。秦统一以前的秦律中已有厩律
[8]

 ，却不能不令人怀疑所谓萧何增益三章而成汉律九章之说
[9]

 。更重要的是，张家山出土的这批颁布于萧何之后，包括有二十八种律令的法律条文，抄写者名之为“二年律令”，而没有称作“九章律”。不名“九章律”，说明“九章律”并不是汉代律的法定名称或总名。

从史源上看，唐初修《隋书》时，已言“汉律久亡，故事驳议，又多零失”
[10]

 ，可知修《晋书》诸臣也未见过汉律。《汉书·刑法志》虽然明确说萧何“作律九章”，但具体情况却语焉不详。魏收在撰著《魏书·刑罚志》，追述汉代情况时，也未及所谓汉律九章。因此，《晋书·刑法志》对此所作的详明、准确的记载，十分可疑
[11]

 。

有鉴于此，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这一关于先秦、秦汉法典体系演变的传统说法。

一、“汉律九章”质疑

文献记载所涉及的汉律篇名已不止九章
[12]

 。对此，程树德在未见到出土秦汉律文的情况下，用区分正律与单行律的办法作了解释，认为九章律是正律，以外的律是单行律
[13]

 。《晋书·刑法志》将九章律、越宫律、傍章、朝律总计为六十篇，程树德视此六十篇为汉律
[14]

 。

近来学者虽然有幸见到了原始的秦汉律条，但仍将出土简文中的律令篇目与九章律比对，视之为两个部分。如李学勤认为，“既然简中有吕后时律令，便不限于萧何所作被称为‘律经’的九章律，这涉及到是否存在所谓‘傍章十八篇’的问题”
[15]

 ；“《二年律令》不是《九章律》的全部，它的内容应该是包含《九章律》的一部分，还可能有所谓‘傍章’的一部分，再加上后来添加的若干律令条文”
[16]

 ，将九章律视作律经。张建国也认为凡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不属于正律即九章律篇名的，就应当是傍章中的篇名
[17]

 。

这一解释需以当时已经出现了所谓正律与单行律的区分为前提。如果将《越宫律》《朝律》视作单行律，那么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的大量溢出九章之外的律令篇目也应被视作单行律或傍章。但是，出土的这些律篇，无论是编排形式，还是法律效力和内容，我们既看不出其间有正律与单行律的区别，也看不出正律与所谓傍章的区别。我认为，律所分的篇目与单行律是两个概念。日后的魏律、晋律，直到唐律，虽然逐渐确立了律、令、格、式的法典体系，但就“律”而言，并没有所谓的“单行律”。即使在汉代存在与“律”相对的“傍章”并起着法律的作用，律与傍章的区别，也绝对不会是所谓九章律与九章律以外的律的区别。换言之，出土的秦汉律令中同称为“律”的法条，其地位、作用是一样的。用“单行律”的概念来认识汉代的法律体系，恐怕是受了近现代西方法律体系及名词概念的影响所致，同时也是受了《魏律·序》说法的误导。

“正律”一词出现于《魏律·序》。它在谈到魏律与汉律结构的不同时说：“凡所定增十三篇，就故五篇，合十八篇，于正律九篇为增，于旁章科令为省矣。”
[18]

 所谓“正律九篇”是指汉律九章，但事实上，汉代律的篇目本不止九章。我们从出土的吕后二年律中，看不出律篇之间存在着正律与非正律的区别。

所谓“律经”一词，是文颖在注《汉书》地节四年九月诏令中提及“令甲”时说的：“萧何承秦法所作为律令，律经是也。天子诏所增损，不在律上者为令。令甲者，前帝第一令也。”
[19]

 是为区别萧何所定律令与后代天子诏所增损的部分
[20]

 。从现在出土的张家山汉初二年律令来看，萧何之后所增损者也并非只称令而不称律，如关于吕后亲属的待遇一定制定于刘邦身后，但它也居律中。“律经”的提法，恐怕是文颖用来解释九章律之外还有大量律令存在这一事实的。至于王充在《论衡》的《程材》《谢短》两篇中将律与经并提，旨在说明儒生与文吏各自所尊奉为“经”的对象不同（儒生以儒家经典为经，文吏以汉家法令为经）
[21]

 ，并非律本身可区分为律经与非律经两部分。当然，律学在当时是一门专门的学问；在律学的传习过程中，各家弟子将自己所从习的那部分律条奉为经，或者各家都有自己所认定的在律条之上更具原则性的精神或条文并奉之为经，也未可知。但这至多是法学意义上的认识。所有的律条，其适用范围和对象有所不同，但其法律地位和作用却是相同的。在司法实践中，我们还没有发现高出一般律条之上的“律经”。

魏人提出的律经、正律等概念，是为了解释汉律实际不止九章这一事实与流传的汉律九章这一说法之间的矛盾。我们不能将这一说法当作汉代已有正律与单行律之别的依据。

吴树平认为，睡虎地秦简中有明确律名的律条内容，基本上没有超出商鞅律的六大体系；汉律九章也可作如是解
[22]

 。这实际是认为秦汉律的分类存在不同的等级，至少是“两级分类”，即总体上分为六篇或九章，其下再分为若干篇。我不同意这一认识。吴氏写作此文时，可能尚未得见汉律。即以秦律而言，明确标出律名者，至少已有二十八种。它们虽然可以按其内容被分作《法经》的六类，但这并不等于说在司法实践中，律篇都应被分作六类。换言之，研究者眼中的律条的内容分类，与当时实施的律条的分类是两回事。我们用张家山出土的汉初律令或许更能说明这个问题。该律令中有贼律、盗律、具律、捕律、杂律、户律、兴律，这与九章律中的盗、贼、捕、杂、具、户、兴的名称完全相同，但它们与出土的其他溢出九章的律篇的法律地位和作用也完全相同。也就是说，同样名为盗、贼、捕、杂、具、户、兴的律篇，却同时分别属于上下两级分类，这如何加以区分呢？为什么抄写者会不加标示以作区别呢？如果曹魏律放弃了这一分类原则（即法典结构），为什么在《魏律·序》中会不着一语呢？这样的法典结构在此后如魏律、晋律等律典中毫无反映，似乎也不符合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除标明的二十八种律令篇名外，其总的标题是“二年律令”；如果有所谓的“两级分类”，则“二年律令”就应当被看作是一级分类，但这只是表明这批律令颁布于“二年”，绝不可能成为一级分类的名称。换言之，在具体的律篇之上，我们还没有发现上一级分类存在。

有学者提出，也许汉初曾一度实行过只包含有九篇的律，因此名为九章律。我认为不可能。汉承秦制，只能是在秦代原有律条的基础上，作一些修正、补充。这种修补也只能是局部甚至是枝节的，不太可能从整体上将原来至少有二三十篇的律简约为九篇。当然也不太可能，由萧何时的只有九章，到吕后时即增到至少二十七篇之多。有学者推测汉代将不宜归类的、八种律之外的律条纳入杂律这一篇之中。这涉及对杂律的认识。杂律之“杂”并非无所不包。睡虎地出土的秦律中有尉杂、内史杂，张家山出土的汉律中也有杂律，都是与其他各种律篇并列的一篇。显然，溢出八章以外的其他律篇并没有都被包含在杂律之中。这也说明，杂律并未因其名为“杂”而成为一个包括多种律篇的上一级律篇。面对汉代律令的实物与文献记载的所谓“汉律九章”的矛盾，如果仍旧一味弥逢“汉律九章”的说法，似有胶柱鼓瑟之嫌。

“九”之为泛称，以喻其多，前贤已有论说
[23]

 。汉人编辑书籍，多以九称之，但并不实指其篇目为九，如《九章算术》。该书有九个部分，分作九卷，即方田、粟米、衰分、少广、商功、均输、盈不足、方程、句股，似乎“九章”之名是因其分作九个部分。但据刘徽在注该书时所写的序：“昔在包牺氏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九九之术以合六爻之变……按周公制礼而有九数，九数之流，则九章是矣。……徽幼习九章，长再详览。”
[24]

 所谓“周公制礼而有九数”，见《周礼·地官·司徒》：“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郑玄注引郑众云：“九数，方田、粟米、差分、少广、商功、均输、方程、赢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夕桀、句股也。”
[25]

 孙诒让也列举了许多后代学者的解说，当然其重点仍是对九篇名称的辨析
[26]

 。钱宝琮认为，上引九数中的“均输”应是汉武帝太初元年以后的赋税制度，不是《周礼》九数原有的细目；上述九个内容，“大概是西汉末传统算术的主要纲目，‘今有重差、句股’说明数学有了新的发展”
[27]

 。不论这九个部分的名称究竟是哪些，以上的歧异至少可以说明，《九章算术》一书所收的算术问题，并不是始终固定不变的，而是有个变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所涉及的算术问题（即其篇目分类）当然会有增减。因此，其以“九章”命名，不是因为它包括的这九个方面的算术问题，而是因《周礼》的所谓“九数”。也许《周礼》九数所反映的是实指有九种算术问题，但到汉代以“九章”为名编定该书时，它所包括的内容却未必即九个问题；此后更是不断有增减，如《隋书·经籍志三》所著录的名为“九章算术”的书就有十卷、二卷、二十九卷之别，甚至有以“九章六曹算经”为名者
[28]

 。

再如楚辞之《九歌》《九辩》《九章》，其得名也并不因为其篇章分作九篇，如《九歌》即十一篇；其得名之由来，或与歌舞有关
[29]

 ，但我以为，将“九”理解为当时编集多以九来泛指更为妥当。

“九”也常见于法律文献。如叔向在给子产的信中说：“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三辟之兴，皆叔世也。”
[30]

 汉代政府构成中有所谓“九卿”，亦作泛称，并非实指
[31]

 。

其实，秦汉人对律的篇章并不十分重视。睡虎地所出秦代“法律答问”中，大多都没有标明“答问”所针对的律条属于何律。比如《法律答问》“律曰与盗同法”条：

有（又）曰“与同罪”，此二物其同居、典、伍当坐之？云“与同罪”，云“反其罪”者，弗当坐。

“律曰斗夬（决）人耳，耐”条：

今夬（决）耳故不穿，所夬（决）非珥所入殹（也），可（何）论？律所谓，非必珥所入乃为夬（决），夬（决）裂男若女耳，皆当耐。

在依据律条所作的相关惩罚时，只是说“以律论”，也不标示律的篇章名称，如“公祠未[image: 014-01]
 ，盗其具”条：

或直（值）廿钱，而柀盗之，不尽一具，及盗不直（置）者，以律论。

又如“斗，为人殴殹（也）”条：

斗，为人殴殹（也），毋（无）疻痏，殴者顾折齿，可（何）论？各以其律论之。
[32]



律的篇章也处在不断的增减之中，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出土秦汉律的篇章会有如此之多；不仅律条与律条之间有重复，篇章与篇章之间的区分也十分模糊。如，在睡虎地秦墓所出秦代律令中，有关“工”的律条，被分别编入工、工人程、均工三种律；有关仓廪出入的律条，也分别可见于仓律、效律，而内史杂也有一些相关内容
[33]

 ；有关官器的制作、标识及损坏等规定，见于厩律“叚（假）铁器”条、金布律“百姓叚（假）公器及有责（债）未赏（偿）”条、金布律“县、都官以七月粪公器不可缮者”条、工律“公器官□久，久之”条、效律“公器不久刻者”条、内史杂“都官岁上出器求补者数”条
[34]

 ，等等。这是由秦、汉律尚未确定一个统一、完整的结构，没有固定的篇目所造成的。因此，我很怀疑所谓“汉律九章”是实指汉代律的篇章只有九章这一说法。

二、从《法经》到“汉律九章”

《法经》性质的认定，是与所谓“汉律九章”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

具体交待《法经》一书的最早史料是《晋书·刑法志》：“是时承用秦汉旧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师李悝。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似乎是指李悝采集诸国法典，撰成了一部新的法典，名为《法经》。随之对这部法典的内容所作的交待是：“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故著《囚》《捕》二篇。其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淫侈、逾制以为《杂律》一篇，又以《具律》具其加减。是故所著六篇而已。”
[35]

 似乎谈的是他对此前法典所作的整理，如这部法典所包括的六个部分的顺序以及对一些内容的合并。

首先，我很怀疑他做这种整理工作的必要性。其时虽然各国都在变法，但变法都必然要以其已有的法律条文为基础来做增删。变法者对他国变法措施进行借鉴是肯定存在的，但将其认为对本国有用的别国法条汇编起来，一次性予以颁布，却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各国在变法中，新法的公布是一个长期的、逐渐的过程。当时不需要、也不可能有这样一部集诸国法条之大成的法律汇编。我们最多只能将《法经》理解成李悝变法之后的魏国法条的汇编，但这与所谓“撰次诸国法”相矛盾。其次，从现已发现的秦汉律令来看，律的篇目顺序并不重要。同时，律的篇目很多，如睡虎地秦墓出土有《秦律十八种》，而在《秦律杂抄》中又有十种不见于《十八种》，这大大超出了六篇的范围；就魏律而言，也已有“户律”“奔命律”的篇名
[36]

 。虽然这些材料都晚于李悝变法之时，但这至少可以说明，秦汉的法典变化绝不是从《法经》六篇到汉初增为九章这样的历程。第三，说这六篇“然皆罪名之制也”，十分费解。盗、贼属罪名，自无可疑，但囚、捕无论如何不能算罪名，虽然它一定是规定依据不同的罪名来劾捕的。第四，这部法典的名称也不无可疑。目前已知的先秦史料中，法典名称均无称“经”者
[37]

 。另外，从史源上说，虽然今本唐修《晋书·刑法志》对此叙述应有所本
[38]

 ，但这部集大成的法典在西晋以前的史料中却罕见踪迹。因此，《晋书·刑法志》对《法经》一书内容的叙述未必准确；我想《法经》可能是李悝所著的一部法学著作，而不是一部集大成的法典。

这样理解，上述难解之处便可涣然冰释。李悝对当时各国实施的法典进行了综合研究，撰写了一部法学著作，即所谓“撰次诸国法，著《法经》”。他认为从法理上可将这些法条分成六个部分
[39]

 ，并且明确提出“以罪统刑”，即所谓“皆罪名之制也”。这在中国法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六个部分的排列顺序，表达了他对罪行危害的认识。这部著作主要是以法典的编排和完善为中心来展开的。此前各国陆续公布、实施了成文法，客观上也需要对此进行学理上的研究和总结。正因为这是一部法学著作，而且鉴于它在法学史上的地位，故后人在整理、流传时，称之为“经”。《汉书·艺文志·法家》中著录有“李子三十二篇”，注云：“名悝，相魏文侯，富国强兵。”沈家本、杨宽等认为《法经》当即包含其中
[40]

 。我认为这一意见十分正确。这也许就是此书单篇别行较少的一个原因。换言之，如果按《汉书·艺文志》所反映的《七略》的分类，则李悝《法经》应属“诸子略·法家”，是子书的性质。当然，作为研究当时各国法律的一部综合性著作，其中一定会征引或转述各国所实施的律条。因此，即使后代征引了此书中的法律条文，也不能说明此书即系法典。

李悝在此书中，将其讨论对象称作“法”。法者，罚也，其最终目的仍在于惩罚
[41]

 。这种称谓在它同时代的其他著作中也有反映，最显著的例证就是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守法守令等十三篇》中，名“法”者有《守法》《库法》《市法》《李法》《王法》《委法》《田法》等七篇。这些“法”并不是法律条文，而是与《尉缭子》《管子》等书有密切联系的子书
[42]

 。裘锡圭将《守法》《守令》《市法》三篇定为战国时作品，吴九龙则进一步对此作了论证，并以商鞅改法为律作为座标（这十三篇中有七篇称法不称律），认定这些作品形成于商鞅变法前后
[43]

 。我认为，将这些作品定位于战国时代是没有问题的，但吴氏以所谓商鞅改法为律为依据，则欠妥，因为《十三篇》不是法律条文，这里还暂且不谈所谓商鞅改法为律是否可信的问题
[44]

 。作为子书而称“法”，至少说明了李悝将其书定名为“法”的时代背景，虽然我们还不能确定二者是如何互相影响的。——我倾向于认为《法经》影响了后者，因为这些篇中的内容与《管子》《尉缭子》等多有相同之处，但这些子书的篇目却并不称“法”。这种称谓，正可说明《法经》成书后的影响。

过去学者们围绕《法经》的争论，都是将它作为一部法条汇编来看待的。如果认识到它是一部法学著作，很多争论也许会迎刃而解；至少讨论的角度应有所变化。

《法经》既然不是一部法典，我们又该怎样看待它对此后法律发展的影响呢？

首先，是关于商鞅受《法经》而相秦的问题。

商鞅与李悝同为法家，《汉书·艺文志》将李悝所著《李子》列为法家类第一部著作，可见李悝作为法家学派开山鼻祖的地位。《法经》又是李悝撰写的一部研究当时各国所实施法律的综合性著作，无论是理论意义还是现实意义，此书都一定是该学派十分措意的一部著作。

我们从《史记·商君列传》中所看到的商鞅与秦孝公几次对话的情形，与孟子见梁王并无不同。商鞅所谈的，一定是他根据李悝的法学理念，为秦国设计了一套变法措施及其所体现的变法精神，而绝不会是给秦孝公背诵当时各国正在实施的各种法律条文。这与当时诸子百家纷纷周游列国，以期实现自己学派的治国理念是一样的。他被秦王委以重任，开始着手变法时，又本着这样的理念和精神，对秦法典进行了系统的改订和整理，而不是拿着一部各国现行法律汇编到秦国去推行变法。这就是所谓“商君受之相秦”的真实含义。日后他陆续实施的如奖励耕战等种种具体措施，已大大超出了李悝《法经》以讨论法典的编排和完善为中心的内容，更多地强调了鼓励耕战、富国强兵等方面，这就又形成了后人视之为一个新学派的商鞅学派
[45]

 。

其次，作为法学著作，《法经》对秦代法学及司法实践的影响非常巨大。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睡虎地秦墓所出秦代法律文献中的“法律答问”中找到旁证。

睡虎地出土秦简中，属于法律文书的大致可分作三类。一是法律条文，有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二是法律答问；三是封诊式。第三类属法律公文的格式，姑置不论。整理者在对“法律答问”所作“说明”时称：“《答问》所解释的是秦法律中的主体部分，即刑法。……《答问》解释的范围，与这六篇大体相符。”
[46]

 与“秦律十八种”“秦律杂抄”等法律条文相比，“法律答问”主要辨析的是如何定罪、定何罪以及如何处罚，具有很强的司法实践性。这很类似于后代的案例或具体的法条解释。但为什么这些解释或案例的内容与《法经》所讨论的盗、贼、囚、捕、杂、具等内容非常吻合，而出土的具体律条却又远远超出了这些内容呢？整理者认为“答问”只是就法律主体作了解释。言外之意，对非主体则未予解释，或者墓主未抄对非主体的解释；也就是说，超出六篇范围的律条就应属于非主体的部分。“主体部分，即刑法”，则整理者显然认为主体与非主体的区别是刑法与非刑法的区别。但从目前已知的秦律、汉律来看，律条之间并无主体与非主体，或刑法与非刑法之分，因为在“秦律十八种”和“秦律杂抄”所涉及的律条中，也含有具体的惩罚。换言之，在当时的司法实践中，并不存在两个系统的法条，一套用以规范人们的行为（规定何者可做，何者不能做），即所谓非刑法；一套专门用以量刑和惩罚，即所谓刑法。有学者认为“答问”就是汉代的所谓“律说”
[47]

 ；这是正确的，但仍不能解释上述疑问。

睡虎地出土的秦简“答问”或“律说”的内容与《法经》吻合而与律条却存在很大差异，说明了李悝《法经》对秦汉法律的巨大影响。李悝根据当时的法律条文和司法实践，将法律的内容概括为六个方面。睡虎地秦简的“答问”或“律说”所涉及的内容也是以此六方面内容为主，正说明了在当时的司法实践中，重点和难点仍然是以此为主，而这也正是曾经负责过地方司法的墓主所特别留意和关心的方面。除此之外的内容，主要是：（1）如何界定及判决，（2）执法者的责任及因失职而要受到的惩处（这更与墓主的身份相吻合）。“答问”的每条或每类之后，并不标注律名
[48]

 ，说明它们是以《法经》的六项内容来分类的。这反映了律学对法律实践的影响。当然，李悝的这些法学思想，也是对当时的司法实践和法学思想的总结，即当时已有不少人或多或少从不同侧面认识到了这些问题。

上引《法律答问·说明》称：“本篇决不会是私人对法律的任意解释，在当时应具有法律效力。”具体就这篇“答问”而言，这一判断我是同意的，否则墓主不会抄下来。但就“律说”这样的著作而言，可能还存在一个从法学著作到具有法律效力的转变过程。如，汉代为律作章句的叔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等十余家，家数十万言，“凡断罪所当由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二千二百余言，言数益繁，览者益难。天子于是下诏，但用郑氏章句，不得杂用余家”
[49]

 。汉代对律令的整理，恐怕也包括这种认定其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的内容。

第三，是所谓商鞅“改法为律”的问题。

唐初对《唐律·名例》进行疏解时，称商鞅在秦曾“改法为律”。这是有关这一问题的最早记载，但细揆其意，它不过是将《晋书·刑法志》所谓“商君受之以相秦”这一说法的进一步具体化，并非有其他更原始、更可靠的史源。祝总斌即以大量史料，论证了所谓商鞅改法为律之说不可信
[50]

 。退一步说，即使商鞅确曾改法为律，在“法”已成为法律、规则乃至方法的一种泛称的背景下，商鞅将秦国的法律条文用了一个前代曾经用过的词“律”来指称
[51]

 ，也是可以理解的。这既是为了区别于作为泛称的“法”，也表明了他对秦法典所进行的系统的改定和整理。因为他的立法精神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李悝的法学思想（上举“法律答问”的内容，即可说明），于是人们将此视作“改法为律”。因此，这既表明了商鞅与李悝之间的沿，也表明了他们之间的革。这一改称，并不具有法律变化的意义，至少就目前所知的史料，还不足以说明这一变化所意味着的法律精神或法理的根本性变化，其影响也并不大。这也许是商鞅改法为律之后，“律”仍未被时人视作法律的专名的原因吧。

最后，是关于“汉律九章”的性质。

汉律不止九章。但萧何因《法经》六篇而增益《兴》《厩》《户》三篇，共为九篇，又如此言之凿凿，似亦不能简单地视之为子虚乌有。我认为，萧何在《法经》基础上的增益，并不是对实施中的法律的篇章分类，而是法学意义的分类。换言之，它是萧何根据汉初所实施的律令条文内容，在《法经》对法律条文分类的基础之上，又增加了三类——秦及汉初所实施的法律条文，已比李悝时代诸国法的内容大为丰富，李悝所作的律学分类已不足以完全包纳这一更为丰富的内容了。汉代“律说”这样的著作，恐怕也并不是依具体的律条而行（如后代的《唐律疏议》，在每条之后作“疏议”），而是将其“律说”内容分成这九类，单独流行的。当然，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律条的不断增加，律学的这九类分法也一定会出现不能包纳所有律条内容的情况。此后的律学著作在分类上一定会突破这九类分法，甚至会出现新的律学分类结构。鉴于律学的不断变化，后人对汉初律学的分类不甚了了，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至此，我们可以对所谓“汉律九章”作一通解。首先它最初是指律学的分类。此后则在汉人常以“九”来虚指篇章的影响下，因汉律篇章之多，而成为汉律的代称或习称
[52]

 ，而非汉律的法定名称（在张家山出土的汉初吕后二年律令中，有律令的篇名，却没有总的名称。如果“九章律”是汉律的法定总名，抄写者对具体律篇均已作了标示，对此法定总名似亦不应不予标出），更非实指汉律只有九章。同时，在尊经、复古的影响下，上古九刑的传说乃至附会，也极大地影响了时人对汉律的认识以及对汉律的称谓。这些因素夹杂在一起，使人们对所谓“汉律九章”的认识变得十分隔膜而混乱了。

三、从律令关系来看律的篇章结构的变化

秦汉时期的律的篇目很多。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秦律，整理者分为“秦律十八种”和“秦律杂抄”。二者相加，至少应有二十八种，或二十八篇。张家山出土的汉初律篇有二十七种，另有一津关令。沈家本和程树德从文献中勾稽出的汉代律篇共有二十二种
[53]

 。连劭名从其他汉简中所勾稽出的几种中，可增县律一种
[54]

 。睡虎地秦律与张家山汉律的篇目相同者，有捕盗律、置吏律（除吏律）、传食律、效律、傅律、爵律（军爵律）、徭律、金布律、田律
[55]

 。秦律中的内史杂、尉杂与汉律中的杂律，或许有关；不同者还有近四十种。沈、程两位从文献中勾稽出来的，与张家山汉律相较，相同者有：捕律、金布律、田律、杂律、户律、贼律、盗律、具律、兴律、钱律；不同者还有近三十种。这一方面说明秦汉时期的律的篇章时有增减，具有“开放性”，而不是像《魏律》以后各朝的律那样，是一个大致固定的结构。但从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其中的一些篇目又具有相当的稳定性，这又为律的篇章的稳定乃至固定奠定了基础。因此，曹魏对汉代法典修定所具有的本质意义，表现为：（一）将律的篇章予以固定，使律变成了一个完整和封闭的体系。（二）这样做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令与律在内容上的明确区分。

汉代律与令的关系，是法制史上的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相关记载存在很大歧异，比如《史记·酷吏传·杜周传》载，杜氏因“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受人责备时，杜周辩解说：“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3155页）认为律与令的区别在于制定法律的皇帝的不同（前主、后主）。但是，前主、后主是相对而称的。他的这一区分显然不能成为有汉一代的律与令的区别。三国人文颖说：“萧何承秦法所作为律令，律经是也。天子诏所增损，不在律上者为令。”
[56]

 认为萧何所定者即为律令，属律经；后代天子所增损，且未纳入萧何所定律令中者，是为令。他所谓的“令”是相对于萧何所定律令而言的，很像明人眼中的《大明律》与例的区别
[57]

 。我们看到的大量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都可说明这一说法不正确，因为萧何之后，又出现了许多律的篇章。

晋人杜预对律、令是从内容上给予界定的：“律以定罪名，令以存事制。”
[58]

 但这未必符合汉代的情况。汉代律中也存在着大量所谓“存事制”的内容。比如睡虎地出土的《秦律十八种》中工人程、仓律、金布律，张家山出土的汉初二年律中的户律、史律、秩律、金布律等，其中都有大量的条文只是规定事制，没有同时规定处罚。而令中也有惩罚的规定，如《宫卫令》：“诸出入殿门公车司马门者皆下，不如令，罚金四两。”《令乙》：“跸先至而犯者，罚金四两。”
[59]

 从律、令的内容及其法律效力来看，秦汉律、令的区别并不明显。传统文献，如司马迁《史记》常常律、令并称。《释名》也将律、法、令视作一类作品（即法律汇编），与《尚书》《春秋》《论语》等一同收入了“典艺”类
[60]

 。出土文献也证明了这一点。如《秦律·仓律》：“其出入禾、增积如律令。”
[61]

 “城旦为安事而益其食，以犯令律论吏主者。”
[62]

 其中最著名者，就是汉简公文书中常常出现的“如律令”。

在睡虎地出土的《语书》中，“故腾为是而修法律令、田令及为间私方而下之”一语中所言之“田令”
[63]

 ，即如田律、户律、金布律一样，必是一种或一类单独的法律条文，不能视之为与律并称的泛指。《法律答问》中，引用“律”的条文，对“犯令”“法（废）令”作的司法界定：

可（何）如为“犯令”、“法（废）令”？律所谓者，令曰勿为，而为之，是谓“犯令”；令曰为之，弗为，是谓“法（废）令”殹（也）。廷行事皆以“犯令”论。
[64]



更可证明这一点。《史记·秦始皇本纪》在记载赵高与胡亥的渊源时，说：“赵高故尝教胡亥书及狱律令法事。”（264页）《史记·萧相国世家》载，刘邦入关中后，“（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2014页）。《史记·太史公自序》称：“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3319页）言及秦及汉初法典，都是律令并称，也可证至迟到秦朝，已存在单独的以“令”为名的法典
[65]

 。近来湖南里耶出土的秦简中，即发现了秦代的令文。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为传送委输甲兵事，洞庭守要求属县征发人力。其中引用了一道有关征发人力规定的令文：

令曰：“传送委送，必先悉行城旦舂、隶臣妾、居赀、赎责（债），急事不可留，乃兴〔徭〕。”
[66]



在规定遵从或违犯法律时，既有明确使用“如律”“不如律”的情况，如《司空律》：“凡不能自衣者，公衣之，令居其衣如律然。”
[67]

 《除吏律》：“除士吏、发弩啬夫不如律，及发弩射不中，尉赀二甲。”
[68]

 也有明确使用“犯令”“不从令”“不如令”的情况
[69]

 ，如《关市律》：“为作务及官府市，受钱必辄入其钱缿中，令市者见其入，不从令者赀一甲。”
[70]

 《秦律杂抄》：“蓦马五尺八寸以上，不胜任，奔挚（絷）不如令，县司马赀二甲，令、丞各一甲。”
[71]

 这些例子既可从法律的作用和效力的角度，说明律、令之相同，又可从法典的角度，说明律与令应有区别，否则，即可全部称律或者全部称令。

但如何认定律令的区别呢？睡虎地出土的秦《金布律》：“其责（债）毋敢隃（逾）岁，隃（逾）岁而弗入及不如令者，皆以律论之。”
[72]

 《语书》中有“今且令人案行之，举劾不从令者，致以律”
[73]

 。《龙岗秦简》有“田不从令者，论之如律”
[74]

 。不如令，以律论；不从令，致以律或论之如律，似乎透露出“令”侧重于规范、条例，是该做什么，“律”则侧重于如违犯规范、条例应受怎样的惩罚。但诚如上面所谈到的，秦汉的律中存在着大量属于规范、条例的内容，而令中也有惩罚的内容。这又使我们此处发现的二者之区别失去了意义。

然而，当我们换一个角度，从律令的文本形式和律令之间的相互作用来审视这一问题时，就会发现律令关系的实质。

所谓律令的文本，与当时法条的颁布、整理方式密切相关——法条增加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将诏书变为令、律来实现的。

法条的颁布，要用诏书的形式，但并不是所有诏书都会成为法条
[75]

 。变为法条的诏书，也有一个由针对某一具体的事件或案例而作出的具体处置，变成为通例的过程。大致而言，诏书变为法律条文有两种途径，一是直接定著为令、律，中田薰、大庭脩的研究就是对这一形式的讨论。所谓“定著为令”“定为令”“著为令”，即将有关内容确定为令；一经确立为令，则具有通则性和稳定性。张家山出土的汉二年律令中有优待吕宣王及其亲属的律条，如“吕宣王内孙、外孙、内耳孙玄孙，诸侯王子、内孙耳孙，彻侯子、内孙有罪，如上造、上造妻以上”
[76]

 。在刘邦死之前恐怕不会出现这样的律条；而在吕后死之后，汉廷也一定会废止这样的律条。增加或废止这样的律条，正可反映出律条的增减和变化。二是将处理具体事例或案件的诏书变成令。上引杜周所谓“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文颖所谓“天子诏所增损，不在律上者”为令，指的就是这种情况。另外，地方官也可以通过一定的程序，提出制定新的法律条文。如张家山出土汉初律令中有“县道官有请而当为律令者，各请属所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上相国、御史，相国、御史案致，当请，请之，毋得径请。径请者，罚金四两”的规定
[77]

 。

我们现在所见到的“令”的原文，有张家山出土的二年律令中的《津关令》。它是鲁御史的上书，要求允许鲁侯及其中大夫谒者、郎中在关中买马，并通知津关以及发给传的条文
[78]

 。这部分令文与其他律条相比，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都保留了诏书的原有格式。相对于法典而言，它的浓厚的原始性，说明了以这种形式颁布的法律条文所具有的一事一议的“暂时性”。其“通则性”显然要远逊于同属于《津关令》的其他条文。再如“王杖诏书令”，收入有关赐予王杖者的优待规定等若干道诏书，也可以说是若干案例
[79]

 。也正是因为令文中保留了诏书的原文，因此也称“令”为“诏书令”。这都是将诏书变为“令”文的实例。这样的“令”恐怕更接近于令的本义。

如果令文所及案例一再发生，且其处理结果确属通例，则再将此令文中所含有的案例处理的详细过程予以删除，用精炼的语言加以表述，使之变为律条。我们现在看到的秦汉律条，大多是言简意赅、精练严密的，已不再留有原来诏书的痕迹。但此前的情况却可以证实其来源于诏书。

秦武公二年（前309）颁布的“为田律”，起首称：“二年十一月己西朔日，王命丞相戊、内史匽、民臂（僻），更修为田律”，云云
[80]

 。诏书也作为律的一部分予以记载。睡虎地秦简中发现的魏安厘王二十五年（前252）《魏户律》《魏奔命律》各一条，虽名为“律”，但《魏户律》起首称“廿五年闰再十二月丙午朔辛亥，告相邦”，《魏奔命律》起首称“廿五年闰再十二月丙午朔辛亥，告将军”，其形式完全是两条诏令，即它也是将诏令原封不动地当作了“律”
[81]

 。而我们从现已发现的秦汉称“律”的律条来看，大多已将诏书改写成了较为严密的律条
[82]

 。这充分反映了从战国到秦汉律条文本的变化，同时也为我们了解诏令如何变为律条提供了例证。

律、令所保留的原始诏书的形式，说明了诏书的“法典化”过程（这也是法条的来源之一）。当然，“令”与“律”一样，其表述形式也越来越严密、精练
[83]

 。晋令虽有辑佚
[84]

 ，令文仍系节文，我们不易判断其原文的本来面貌，但唐令的形式却可以完全证实这一点
[85]

 。文本形式的固定化、程式化，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法律的成熟。

上述律令文本形式的变化，即由诏令变为令、令变为律，或诏令直接变为律条，表现在司法实践上，反映的就是律、令之间的关系，即“令”是对“律”的补充、修订或说明。这是汉代律、令关系的实质所在。

张家山出土的《奏谳书》中有一起发生于汉高祖七年的案子。在讨论罪犯醴阳令恢所应适用的法律条文时，同时引用了律和令，称：

律：盗臧（赃）直（值）过六百六十钱，黥为城旦；令：吏盗，当刑者刑，毋得以爵减、免、赎，以此当恢。
[86]



所引之“律”，规定的是一般的盗赃，而所引之“令”，规定的则是“吏盗”这一相对特殊的情形；令是对律的补充。韩树峰在研究西汉的赎刑时，发现张家山出土的汉初律文中，对“赎死”的规定有两种形式，即在“赎死”前有“令”字与没有“令”字。“赎死”前冠以“令”字，是对特殊犯罪主体的处置，而不冠“令”则是对一般犯罪主体的处置
[87]

 。我认为，冠以“令”者，系令文，不冠以“令”者，系律条。律条针对的是一般情况，令文则是针对特殊情况；令对律起着补充、完善的作用。

在《史记》《汉书》中，定为律的只有很少的几条，大多是定著为令。虽然现在从出土资料中看到的主要是律条，但我推测，当时的令条要远多于律条。《魏书·刑罚志》载汉武帝时以奸宄滋甚，“增律五十余篇”；汉宣帝时，于定国曾“集诸法律，凡九百六十卷……凡三千四百七十二条，诸断罪当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后汉二百年间，律章无大增减”
[88]

 。参以此后的律篇情况——曹魏将律篇定为十八篇，晋律、梁律为二十篇，隋开皇律十二卷（篇），大业律为十八篇，唐律十二卷，以及我们目前所知出土的汉律篇章，我们认为这一记载是可信的，即汉律的篇章大体稳定在五十余篇。

四、令的编集与律令的分离

随着区别于律的单独行用的“令”不断增加，客观上要求对这部分典则进行编集
[89]

 。编集的方式不外两种，或以时间为顺序来编集，或者分类进行编集。目前我们发现的汉令佚文，也正是这两种。所谓令甲、令乙、令丙，是前者；金布令、功令等属后者。这两种方式在采用上恐也有先后。最初是简单地以时间为序编集。随着令的增多，这一方式所具有的不便查找的缺点就暴露得越来越充分，于是改而按类编集
[90]

 。区分类别的标准，一是据内容。如敦煌悬泉置汉简中有“兵令”
[91]

 。如《居延汉简》5·3+10·1+13·8+126·12：“县置三老二　行水兼兴舩十二　置孝弟力田廿二　征吏两千石以符卅二　郡国调列侯兵卌二　年八十及孕朱需颂[image: 028-01]
 五十二。”
[92]

 陈梦家认为这是一份西汉施行诏书目录，大庭脩认为是令甲目录
[93]

 。所谓“施行诏书”是指其仍在执行，仍具有法律意义，所以“施行诏书”实际是已编成为“令”的诏书。这份“令”的目录是否即可坐实为文献中所出现的“令甲”，恐亦未必。但无论如何，这都可以说明令文是依内容分类编集的。二是依官府
[94]

 。两者虽并存，但却越来越以后者为主。因此在曹魏将律、令区分为二以后，与律并行的《州郡令》《尚书官令》《军中令》即以官府为经来编集了。

当然，上述只是粗线条的、从总体上所作的概观式审视。在这一总体的演变过程中，一定还有不少细节上的例外。陈梦家《王杖十简考释》将令分作四类：一是令甲、令乙；二是以内容分，如金布、宫卫、禄秩；三是以地区分，如乐浪挈令、北边挈令；四是以官署分，如鸿胪挈令、廷尉挈令、光禄挈令
[95]

 。他忽视了令的编集方式前后有所变化这一点。而以地区来分的所谓乐浪挈令、北边挈令，所涉皆属边地，未尝不是以内容来区分的。至于“挈令”，李均明、刘军有过讨论，他们认为，“挈令之实质当为中央有关机构根据需要从国家法令中提起与自己有关的部分，以地域命名的挈令则是根据地域需要提起。国家法令是以皇帝的名义制诏签发的，各部门仅是编录而已，故云‘挈令’”
[96]

 。他们将“挈令”理解为各部门从国家的法令中摘编出与自己部门相关的部分。如此，则所有按官署分类编集的令文均属挈令，甚至可以说，只要作分类编集，则均为挈令了。这样一来，挈令就成了与原始的、刚刚制定出的令文相对称的一个概念。这恐怕是很欠妥当的。高恒认为此即“令集”
[97]

 ，但这一认识仍不能解释是否所有令文的编集皆可称为“挈令”。我认为，所谓“挈令”就是令文的节文。因为令文中包含了诏书的原文，甚至有案件的全部处理经过，像王杖十简那样。因此，人们在编集令文时，就出现了将其变为通例的原则性的规定，或者把与自己部门或自己所负责的事务密切相关的部分，摘录出来，予以编集；与原来的令文全文相较，名此为“挈令”。这就是唐代的所谓“节文”、元代的所谓“节该”。

秦汉的律中，原有大量的相当于曹魏时区别于律的令的内容。从形式上看，之所以将区别于“正刑定罪”的内容以“令”名之，正是因为在秦汉的日常政治活动中，颁布的大部分诏令以及据此而整理成的“令”，“设范立制”的内容要远多于“正刑定罪”的内容。在当时的司法实践中，将“正刑定罪”的内容又再次整理成了“律”，而将“设范立制”的内容大多仍以“令”名之；这既符合“令”之本义，又符合长期以来“律”在司法中的作用。这意味着作为法律条文的“律令”和作为法典体系的“律令”，都处在一个不断完善和严密的过程之中。东汉末年，应劭曾“删定律令为《汉仪》”
[98]

 。也许辑佚的《汉官仪》就是此处所谓《汉仪》的一部分
[99]

 。这一实例，出现于东汉末年，恐非偶然。它是前此律、令的区分日渐明晰的结果。终于在制定魏律时，律、令得以基本明确分开，结束了前此律令混杂的局面。这是对秦汉旧律的法律体系的修正。

晋虽篡魏而立，但却自称继承汉统；表现在律典上，即所谓“就汉九章增十一章，仍其族类，正其体号”。实则继承的是曹魏的法典体系。虽然称“未宜除者，若军事、田农、酤酒，未得皆从人心，权设其法，太平当除，故不入律，悉以为令”
[100]

 ，似乎“令”属暂时行用的制度，而“律”是长期行用的制度。实际二者的差别是《晋书·刑法志》所谓“违令有罪则入律”，也就是《唐六典》所谓“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
[101]

 。换句话说，“律”规定的是罪名和惩罚，“令”主要是规定官府和民众该做什么及如何做，类似于今天的行政法规和各种条例。晋人杜预对律、令从内容上所作的界定，即“律以定罪名，令以存事制”，指的正是当时的这种情况。程树德业已指出了二者的区别及其时代性：“魏晋以后，律令之别极严，而汉则否。”
[102]

 日后的晋律和唐律的律令格式体系，不过是对这一法律框架的继承。

五、结语

对中国古代法律的发展而言，秦汉法律发展的成果和贡献，一是刑名，即刑罚体系的确立；二是刑法，即法典体系的建立，而其中最为突出者即律篇结构的固定。

（一）《法经》的意义。它标志着司法体系开始从以刑名为纲的法律体系向以罪名为纲的法律体系转变。但这仅仅是开始。张家山出土的吕后二年律令中，仍说“爵戍四岁及[image: 028-01]
 （系）城旦舂六岁以上罪，罚金四两”
[103]

 。秦及汉律，是对《法经》所体现的法律理念的实践。只能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法经》及秦代奉行《法经》所表达的法学理念的史实。我们不能将《法经》视作各国所实施的法律条文的汇编。

（二）秦汉律与令的关系。令的本义是号令。我们可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帝王发布的“诏令”。从内容及实施效力上看，诏令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针对或处理具体事务者，另一类则具有通则性质，长期起作用。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当成文法公布以后，对成文法条进行修订、补充的主要形式，就是帝王的诏令（这相当于上举诏令中的第二类）。这些具有通则意义的诏令或对成文律条进行修订、补充的诏令，被称作“诏书令”（如王杖诏书令）、“诏条”（如敦煌悬泉置诏书月令五十条）、“令”。因此，律令关系的实质，就是令对律起补充、说明和修正的作用。从文本上看，律、令都有一个由原始的诏书到改写成精密的法律条文的过程，这种改写实际就是律、令的来源之一。于是，我们发现了由诏书变成令文，又由令文变成律条的过程，甚至诏书直接变成为律条。无论是内容还是法律效力，秦汉时期的律、令似乎并无不同。但既然是律、令并称，说明其间一定有所区分。作为法典的律、令，既有区别而区别又不明确，反映了当时法典的不成熟性和法典演变的过渡性。经过两汉的发展，直到曹魏制定《魏律》时，律、令才具有了较为严格的法律意义上的区分，即律是“正刑定罪”，令是“设范立制”。在秦汉的日常政治活动中，颁布的大部分诏书以及据此而整理成的“令”、对律所作的补充和修定等，“设范立制”的内容要远多于“正刑定罪”的内容。在当时的司法实践中，将“正刑定罪”的内容又再次整理成了“律”，而将“设范立制”的内容大多仍以“令”名之；这既符合“令”之本义，又符合长期以来“律”在司法中的作用。可以说，汉代律、令关系的实质，为曹魏律、令区分的确定提供了条件。

律的篇目的固定化，是秦汉法典体系变化中最本质的变化，对后代所谓“律令格式”体系的确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关于所谓单行律。以律、令的严格区分为前提，相对于“律”而言，“令”才可视作单行法。因此，在魏律制定以前，法典中并无所谓的单行法
[104]

 。而秦汉时期，同属于律的各种律名，只能被视作组成律的各种篇目或篇章。律令虽名称不同，但在法律实施和内容编纂上，并无明确、截然的划分，故不能视作单行法。

程树德在谈到汉魏律的体系时，说：“若夫九章之外以律称者……盖正律以外，尚有单行之律，固汉魏间通制也。”
[105]

 所谓“单行之律”是与“正律”相对举，因此学界一般将此理解为单行法。有学者认为“单行之律”应理解为单篇别行之意。单篇别行确实是先秦古籍编写、流传的一种主要方式。余嘉锡《古书通例》已有说明，近来出土的古籍也证明了这一点。律令在具体的颁布和流传时，很可能也是单篇别行。秦律、汉律中都有抄写律条的规定。如《秦律十八种·内史杂》有“县各告都官在其县者，写其官之用律”
[106]

 ，龙岗秦简正是其例证
[107]

 。但是，编写、流传的方式，与律的篇章结构是两回事。如果我们将程氏“单行之法”理解成单篇别行，那么，程氏就对他所认为的正律（九章律）之外还存在大量律篇这一现象未作解释。揆诸文意，用“单行法”来概括程氏之意未必妥当，但程氏之意是指正律（九章律）与正律之外的其他律篇，在法典体系上分属于两个体系，当无可疑。

（四）《魏律》的意义。它首次将律篇结构固定下来，从而结束了此前立法的混杂状况。这也是两汉法律变化的实质和贡献所在。魏律是两汉法律演变的集大成，晋律、唐律不过是守成和进一步完善而已。当然，这并不能真正解决法律的制定、实施与客观实际之间的矛盾，于是敕以至于例便日渐重要，而在编纂上则以部门为经。这是宋以后法典体系的本质特征。在以政府部门为国家立法主体的时代，这是不可避免的。


附记：


本文草成，呈师友教正，辛德勇、胡宝国、于振波、徐世虹、陈苏镇、祝总斌等先生先后提供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在提交由历史所史学沙龙主办的“第44次中古史研讨会”讨论时，来自北大、人大及历史所的多位同仁对本文的论证又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谨此致谢。

（原刊《历史研究》2005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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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具律”到“名例律”

——秦汉法典体系演变之一例


从汉代的“具律”到唐代的“名例”律，不仅是名称的改变，而且也是内容的变化。汉代具律的实质是“具其增减”，即犯相同的罪而因不同的人或不同的情况，予以不同的惩罚。魏律中的“刑名律”则增加了关于刑名的规定。晋律改为“刑名”“法例”，又增加了“明发众篇之义、补其条章不足”的内容，最终使“刑名”具有了“较取上下纲领”的全律通则的性质；而“法例”也经历了从用具体的事例来体现通则，到不再保留具体事例而成为抽象的通则这样一个过程，进而使刑名、法例合二为一，成为唐代的名例律。具律到名例律的变化，从一个方面反映了秦汉法典体系的演变。

《唐律》是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中国最早的最为完整的古代法律。它共分十一篇，其中第一篇就是“名例律”。唐初所作“疏议”称：

魏文侯师于里悝，集诸国刑典，造《法经》六篇：一《盗法》，二《贼法》，三《囚法》，四《捕法》，五《杂法》，六《具法》。商鞅传授，改法为律。汉相萧何，更加悝所造《户》《兴》《厩》三篇，谓《九章之律》。魏因汉律为一十八篇，改汉《具律》为《刑名》第一，晋命贾充等增损汉、魏律为二十篇，于魏《刑名律》中分为《法例律》。宋、齐、梁及后魏因而不改。爰至北齐，并《刑名》《法例》为《名例》。后周复为《刑名》。隋因北齐，更为《名例》。唐因于隋，相承不改。名者，五刑之罪名，例者，五刑之体例。名训为命，例训为比，命诸篇之刑名，比诸篇之法例。但名因罪立，事由犯生，命名即刑应，比例即事表，故以《名例》为首篇。
[1]



刘俊文通过对《唐律·名例律》五十七条律文的分析，指出：“综上述十九项内容，不外两个方面：一是有关刑罚之规定，即所谓‘刑名’；二是有关处罚原则之规定，即所谓‘法例’。二者皆带有通例性质。”
[2]



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从《具律》变为《刑名》，再由《刑名》分为《刑名》《法例》，后又变为《名例》；这其间的变化，特别是从《具律》到《刑名》，仅仅是名称的变化，抑或有实质性的差异？与此相关，第二，所谓“法例”的本质是什么？唐初人说，“例训为比……比诸篇之法例”，“比例即事表”；刘俊文认为法例“是有关处罚原则之规定”，这个原则又是什么？《唐律·名例律》中的这些所谓“处罚原则”是否就是《魏律·刑名律》以及《晋律·法例律》所规定的内容？

一

《唐律疏议》对前代律的演变情况的叙述，大致本于《汉书·刑法志》《晋书·刑法志》及《隋书·刑法志》。李悝的《法经》是一部法学著作而非法典，我已有论述
[3]

 ，此不赘；他所讨论的内容中，就有“具律”一项。最早对其内容作出详尽说明的《晋书·刑法志》称，“又以《具律》具其加减”
[4]

 。所谓《具律》是“具其加减”，与唐初人所理解的刑名和法例，似乎相差颇大。关于曹魏所制订的魏律，该律的《序》在谈到《具律》时说：

旧律因秦《法经》，就增三篇，而《具律》不移，因在第六。罪条例既不在始，又不在终，非篇章之义。故集罪例以为《刑名》，冠于律首。
[5]



汉初在秦《法经》的基础上增加了三篇，是法学意义上的分类，而不是汉律的篇章的实数。魏人对此已不甚了了，所以才会这样来说。这里有意义的说法是，“集罪例以为《刑名》，冠于律首”，而且新的名为《刑名》的律篇是从《具律》而来的。在随后谈到五刑时，又具体谈到了置于律首的《刑名律》的律文内容：

改汉旧律不行于魏者皆除之，更依古义制为五刑。其死刑有三，髡刑有四，完刑、作刑各三，赎刑十一，罚金六，杂抵罪七，凡三十七名，以为律首。（925页）

原来置于律首的所谓《刑名》至少甚至主要包括的是关于刑罚的规定，即主要有多少刑，每种刑又可分为几种情况等。因为它在整个律文中具有“总则”的性质，所以把它置于律首
[6]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具律》具有这样的规定刑名的内容。但是，如何理解“具其增减”呢？

西晋又一次对律令进行改革。此后明法掾张裴注晋律，他在为此而上的《表》中说：

律始于《刑名》者，所以定罪制也；终于《诸侯》者，所以毕其政也。……《刑名》所以经略罪法之轻重，正加减之等差，明发众篇之多义，补其章条之不足，较举上下纲领。
[7]



所谓“正加减之等差”就是“具其增减”，但其具体内容，却不易说清楚。现在据说已有《晋律》出土，但迄未公布，我们仍然不能得知《晋律》的具体情况。彭浩从睡虎地秦简的“法律答问”中，勾勒出了他认为应属于具律的十三个方面的内容，但毕竟我们没有看到明确标明为“具律”的条文
[8]

 。张家山出土的汉初律令中，出现了“具律”的篇题，这无疑为我们认识“具律”提供了更为直接的证据
[9]

 。

整理者将43支简缀合、编排为《具律》。由于张家山汉简的律令不像睡虎地秦简中的秦律那样，每条律文后都标记了该条所属的律篇，所以我们还不能完全肯定编排为《具律》的这些律条，是否就毫无差错均系《具律》，但就目前所排入的这些律文来看，确实大多能反映“具其增减”的性质。如：

上造、上造妻以上，及内公孙、外公孙、内公耳玄孙有罪，其当刑及当为城旦舂者，耐以为鬼薪白粲。（八二）

公士、公士妻及□□行年七十以上，若年不盈十七岁，有罪当刑者，皆完之。（八三）

吏、民有罪当笞，谒罚金一两以当笞者，许之。有罪年不盈十岁，除；其杀人，完为城旦舂。（八六）

这几个例子都是“具其增减”的“减”的情况。而像下面的例子：

有罪当黥，故黥者劓之，故劓者斩左止（趾），斩左止（趾）者斩右止（趾），斩右止（趾）者府（腐）之。女子当磔若要（腰）斩者，弃市。当斩为城旦者黥为舂，当赎斩者赎黥，（八八）当耐者赎耐。（八九）

前半部分是说累犯，则处罚要加重，是所谓“具其增减”的“增”的情况。后半部分是针对女子的降低刑罚的情况，即所谓“减”。

从这些情况来看，所谓“具其增减”是指犯相同的罪或本应处以相同的刑罚，但针对不同的人或不同的情况，而改变原有的处罚。如上举有爵位者，或年未满十岁、十七岁者，或皇子皇孙等。这一方面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立法，要充分考虑当时人的等级、身份的情况，同时也反映了作为通则的“例外”的情形，比如因年龄、性别等因素而在处罚时所给予的减免，以及对累犯处罚的加重等。一言以蔽之，《具律》是对犯同样的罪却予以不同处罚的规定，是其他各律所规定的惩罚之外的、具有通则性的而相对于其他各律的情况而言是属于“例外”的处罚情况。我想，“具其增减”不失为判断律文是否属于《具律》的一个重要标准。由此，也可知彭浩对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中属于具律内容的认定，大多是十分允当的，只有第二条“赦前盗千钱”和第三条“赦后亡”这两方面内容，不属于“具其加减”的内容，恐不属具律。

李悝在《法经》中讨论当时的“法律精神”或“立法原则”时，之所以要将“具其增减”单列一项，正是当时的时代变化在法律上的反映。在成文法公布以前的“议事以制”时代，不同的人犯罪，所受惩罚不同，正是天经地义之事，不必明文以示，而且外人也无从知道加重或减轻的程度。随着成文法的分布，这样的加重或减轻以及加重、减轻的程度，就需要明确写入成文法中
[10]

 。对各国的这一可谓新的法律实施的状况，李悝给予重视并将其作为单独一类情况进行讨论，实是题中应有之义。我想，李悝讨论的不会是应当不应当，而是应当怎样实施以及实施的程度如何。

二

曹魏制定的新律第一次将《具律》改为《刑名律》，并置于律文之首。这不仅仅是名称的改变，而且是内容的改变。原来《具律》的主要内容是“具其增减”，改为《刑名律》，增加了对刑名的规定，否则魏律在制定时就不必更改名称；名称的改变，是为了名实相副。

至于汉代《具律》的位置，我们目前还不得而知。现已发现的秦汉律中，律的篇章未作标序。可能将来发现律的目录（类似于令的目录）以后，我们会有新的认识。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汉人只是将它视作与其他各篇并列的一篇，而没有把它视作整个律令的通则（当时的律可以不断进行增减，客观上不需要、也不可能制定这样的全律通则）。曹魏在制定魏新律时，才在汉代《具律》内容的基础上，增加了刑名，置之于律首。晋律在制定时，“改旧律为《刑名》《法例》”；所谓“旧律”不是汉九章律，而是魏十八篇律，“改旧律为《刑名》《法例》”，是指改魏新律的《刑名》为晋律中的《刑名》《法例》。张裴在注晋律时说“《刑名》所以经略罪法之轻重，正加减之等差，明发众篇之多义，补其章条之不足，较举上下纲领”；可知它不仅规定了刑名和加减等差，而且还起着“明发众篇之义、补其章条之不足”的作用，这至少包括了张裴在上注晋律表中所列举的故、失、谩、诈、不敬、斗、戏、贼、过失、不道、恶逆、戕、造意、谋、率、强、略、群、盗、赃等二十种“律义之较明者”的界定。这才使《刑名》具有了所谓“较取上下纲领”的全律通则的性质。这一点我们从杜预的话中也可以得到证实。杜预参与了《晋律》的制定，并且也为之撰写了注解。他在奏上其注解时说：

法者，盖绳墨之断例，非穷理尽性之书也。故文约而例直，听省而禁简。例直易见，禁简难犯。……刑之本在于简直，故必审名分。……今所注皆网罗法意，格之以名分。使用之者执名例以审趣舍，伸绳墨之直，去析薪之理也。
[11]



特别提到了“例”“名分”“名例”的作用。这些“例”“名分”“名例”，就是上举张裴上表中所列举的那些具有通则意义的界定。

杜预、张裴之所以如此重视这些通则的制定和解说，同时在实践上还专门撰写了对它们的解说，说明以前对这些通则性的东西没有过明晰的说明。对此作出规定，《晋律》恐怕是第一次，所以他们才不厌其烦，一再申说。刘颂上奏：

律法断罪，皆当以法律令正文，若无正文，依附名例断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论。
[12]



由此我们推测，在《魏律》制定时，改《具律》为《刑名》，就已增加了关于刑名的规定以及作为通则的东西，但似乎尚不完备，所以在《晋律》制定时，就将“法例”，即通则的这一部分从刑名中分割出来，使之独立为一部分。这里需要加以说明的是，此处之具有通则意义的“法例”在性质上仍属案例，虽然它所起的是通则的作用（即所谓通例）。换言之，这是将一些具体的案例变成为处理同类案件的原则；也就是说，这个原则是通过具体的案例来体现的，直到唐人编写的《法例》一书，仍是如此
[13]

 。当这些具有通则意义的案例，成为通则而不再保留“例”的形式时，才又重新与刑名合并，组成为“名例”。这个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从先秦经过汉代到魏晋时律的丰富、完善的过程。

在先秦，似乎尚未像后代那样对刑罚本身划分得如此细致
[14]

 。汉文帝废肉刑以后，徒役刑越来越重要，而与徒刑配合使用的像笞这样的以惩罚肉体为主的刑也越来越重要。相对以前的刑罚而言，现在刑罚的种类越来越多，且主要以复合刑的形式出现，同时还有刑具的规制等问题。刑罚变得越来越复杂。这就使刑名有必要与罪名并列，单独作出较为严密而具体的规定。曹魏新律中《刑名律》的出现，实际就是对上述这种情况发展的总结和适应；同时，《具律》中不包括刑名，原因也正在于此。同时，律篇的固定化，也使在具体的律条之外再制定一个纲领性的律篇成为可能和必要。

当然，律的篇章或分类的情况比较杂乱。日后各个朝代对律的不断修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律条的增删损益，即把过时的删去，增加一些对新情况的规定；二是对律文内容的整合，即律令篇章的分合。《具律》当然也存在这种情况。从先秦经过两汉，到曹魏时的改革，它所包括的内容也有一个从少到多、从较单一到庞杂的过程，所以曹魏《新律·序》在谈到针对沿用已久的秦汉旧律所进行的改革时，其中就有“《盗律》有勃辱强贼，《兴律》有擅兴徭役，《具律》有出卖呈，科有擅作修舍事，故分为《擅兴律》”
[15]

 。不论《具律》中所包括的“有出卖呈，科有擅作修舍事”具体何指，这至少说明具律像其他律文一样，其中有一些本不应属于具律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张家山所出汉初二年律令条文的“归类”，着实不易。有些我们认为“不应”属于某律的律文，可能在事实上当时就属该律。

2004年6月改定

（原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4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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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晋书·刑法志》，928页。《隋书·经籍志二》（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2年）著录有张裴的《汉晋律序注》一卷，另有《杂律解》二十一卷（972页）。


[8]
 彭浩：《秦〈户律〉和〈具律〉考》，《简帛研究》第1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3年，51—54页。


[9]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二年律令释文注释·具律》，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145—150页。


[10]
 杜正胜《编户齐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2年）第六章第二节“春秋晚期成文法典之意义”，讨论成文法的公布，特别是子产铸刑鼎时，认为：“此一刑典不再是贵族自由裁量的刑书，也不再特别优待礼遇贵族。”（240页）我们认为，法律对特殊群体——如贵族——的优待是始终存在的。所不同的是，成文法公布前，优待对象以及优待的程度，不为外人所知；而成文法的公布，使这类情况也必须作为法的一部分予以公布。成文法公布的意义，并不是取消了对某些群体的优待。


[11]
 《晋书·杜预传》，1026页。《隋书·经籍志二》著录有杜预有《律本》二十一卷，另有《杂律》七卷，梁犹存（972页）。


[12]
 《晋书·刑法志》，938页。


[13]
 参池田温《唐代〈法例〉小考》，《第三届唐代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乐学书局，1997年。


[14]
 当时最主要的就是死刑和肉刑，受肉刑后便被迫为政府劳役，且未必有期限。关于这些情况，我们将在《秦汉刑罚体系的演变》中予以讨论。


[15]
 《晋书·刑法志》，924页。



《吏民田家莂》所录田地与汉晋间的民屯形式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首次对长沙走马楼吴简进行了系统、大量的正式刊布
[1]

 。这引起了学界的广泛重视。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其中所涉及的许多问题进行了考释和推测，为我们进一步深入认识这批材料，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这批简所涉及的内容虽然很多，但其中最为关键的问题是“莂”中所登录的田地的性质；其他诸如赋税制度等问题以及对简本身的认识，都需要以解决这一问题为前提。只有把它放到汉晋间土地制度和耕作制度的变化中进行考察，才可能得到较为正确的理解。

一、《吏民田家莂》所登录田地臆测

《吏民田家莂》详细登录了每个佃田者所佃的田地町数和总的亩数，以及根据其所登录的田地所应缴纳的租税、钱布。所登录的田地分作常限田和余力田两大类，每一类之下又分作旱田和熟田（熟田也称作定收田）两种。无论是常限田项下的旱田还是余力田项下的旱田，田家所纳钱布都相同；而同样是熟田，常限田项下熟田和余力田项下的熟田所应缴纳的钱、布虽相同，但按亩缴纳的租税米却不同。

从长沙吴简整理者公布的相关材料来看，《吏民田家莂》所登录的田地属官田性质
[2]

 。既然是官田，就当然地被多数学者认定为官田出租，即它反映的是政府将官地租佃给吏民进行耕作，以收取地租钱物这样一种历史现象。这也是目前学界的主流意见
[3]

 。但是，这些租佃官地的吏民，除承租官田外，还有没有自己的私田？如果有，这些私田为何没有登录？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他们是否有能力同时既承租官田又耕作私田（据“莂”中所录，有的田家的佃田数量相当多）？如果没有私田，数量如此之多的吏民为何要承租官田？——显然，用“官田出租”很难解释这些问题。

既然是官田出租，这批“莂”也就当然被视作租佃契约
[4]

 。但也有学者据其形制（《田家莂》比其他一般的简都要大，可以说是一种很特别的简），对此进行了反驳，认为当时的吏民与官府的契约关系还没有发展到这种程度。其次，从租税、钱物的缴纳量上看，虽然熟田较重，旱田较轻，但我们从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来看还不足以说明所佃田地的性质
[5]

 。

因此，《田家莂》中所登录的田地虽属官田，但把它简单地理解成官田出租，恐怕不够全面，有欠准确。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一书的整理者将莂中出现的“佃田户主姓名”作了一“嘉禾吏民田家莂人名索引”
[6]

 。列入索引的佃田户主共有1700人左右，其中当然不排除同名同姓的情况，但据蒋福亚的统计，姓名、地点、身份完全相同者共有9例
[7]

 ；可见同名同姓而为同一人者，数量很少。同时，按照整理者的编号，嘉禾四年田家莂共有782号，五年共有1269号，无年份标识的有90号，三者共计2141号；有些残片虽然不能判明其是不是一户佃田者，但比“人名索引”多出三百多号。从这两个因素来考虑，“人名索引”所登录的1700多户，基本可以视作已经发现的吏民田家莂中的佃田户数。嘉禾四年田家莂的前面有一支都莂，作“南乡谨列嘉禾四年吏民田家别顷亩旱熟收米钱布付授吏姓名年月都莂”〔四·一〕，说明以下所列是临湘侯国（县）所属南乡的佃田收入。虽然嘉禾五年没有这样的都莂，但从莂上田户曹核校者与四年大致相同，以及这批简都同出一地等情况来看，这些简应该都属临湘侯（县）下的某乡（由于五年田家莂中所列各简均无标明乡贯的“都莂”，因此这些登录的田家应当同属一乡）。另外，整理者通过对嘉禾四年、五年莂中所出现的丘名的比较，指出“走马楼出土的嘉禾吏民田家莂不是某个乡的田家莂的全部，而只是其中之一部分”
[8]

 。这一认识是很正确的。

关于孙吴嘉禾时期长沙郡临湘县的户口数，未见明确记载；我们只能根据其他相关情况加以推测。《续汉书·郡国志四·长沙郡》《宋书·州郡志三·湘州·长沙内史》都对长沙的属县、户数有所记载，但无论是所辖地域，还是所管户数，都与孙吴时期的情况相距较大；与孙吴长沙的辖区最为接近的，是西晋时期。将《晋书·地理志下·荆州长沙郡》与《三国郡县表附考证·荆州长沙郡》以及《中国历史地图集·三国西晋时期》的孙吴与西晋“荆州幅·长沙郡”两两比较，即可看出这一点
[9]

 。西晋长沙郡“统县十，户三万三千”
[10]

 ；孙吴嘉禾年间长沙郡所领县数与西晋长沙郡所领县数或许有差别，但实际辖区及其户数，相差不会太大。如此，则临湘县作为长沙郡的治所县，我们估计其所领户数在三千至五千之间，大概不会过于离谱。晋的郡设置职吏、散吏的数目，以五千户、万户为标准；县则以三百户、五百户、千户、千五百户、三千户为标准。县下所置之乡，以五百户（一乡）、三千户（二乡）、五千户（三乡）、万户（四乡）为标准
[11]

 。从以上划分等级的标准，可知在长期分裂、征战之余，西晋一般郡、县所领户数实在有限。这也可以佐证，我们估计临湘县户数在三千至五千之间，不会偏低。

一个拥有三至五千户的县，其佃田之家至少已有一千七百余户，占全县户数的一半或三分之一。而在大乱之后，地多人少，西晋政府曾采取种种措施，督促民户力农耕作。在这种情况下，田家似乎不必在自己的耕种田之外，再向政府租种田地。同时，从吏民田家莂中所登录的田家佃田数量来看，有许多田家的佃田量相当大；他们恐怕在耕种自己的田地之外，未必有能力再向政府租佃田地。

有鉴于此，我认为《嘉禾吏民田家莂》所反映的经营方式，不是我们所熟知的，像汉代那样的官田租佃。《田家莂》中对田地以及不同田地所应承担的不同租税米及钱布的详细登录，反映了官府对田地的管理方式，但其主要目的不是田地的管理，而是租税米、钱布的征缴。这种方式就是官府组织民众进行耕种的一种方式
[12]

 。它是官府以“募”——提供给田家以一定的优待——为前提，动员、鼓励民众迁至官府需要开垦的地方（这些地方往往有大片的抛荒地，同时在政治、军事方面又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根据各家丁口的实际情况，将这些抛荒地按一定的好坏程度，搭配分授给田家；并以这样的田地分配登记为基础，向田家征收租税、钱布。当然，这一过程一定会带有强制性。这种耕作方式，也应当是民屯的一种方式，虽然它与我们以往通过文献而熟知的这一时期的屯田有着很大的差别
[13]

 。关于这一点，我将在第二部分予以详述。

既然明确标明是“吏民”，则排除了军屯的可能性，应属民屯。同时，各户的佃田数量差别很大，而且各人所佃田地又非常分散（每人所佃之地大多分成若干町）；这与我们所熟知的这一时期的民屯情况也存在很大差异。因此，有必要对《嘉禾吏民田家莂》所涉及的许多具体问题作一些推测和考释，以期能从整体上对这些问题有所认识和把握。

吏民田家莂中所登录的土地原本是官府的土地。之所以会出现大面积的官地，与汉末的战乱有直接关系。司马朗在作曹操的丞相主簿时，主张复井田，理由是“往者以民各有累世之业，难中夺之，是以至今。今承大乱之后，民人分散，土业无主，皆为公田，宜及此时复之”
[14]

 。他说的虽然是北方的情况，但“土业无主，皆为公田”，即将无主之田视作公田的做法在当时却具有普遍性；直到隋唐实施均田制时，无主荒地和死绝户的田地仍被视作公田，可任人“射”，即要求被授予。三国时期在实施屯田时，其田地来源也主要是这些因无主而被视作公田的田地。

二年常限田和余力田都是屯田民从官府“领”得的田地
[15]

 。募民或率民屯田具有组织性（不论其组织机构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如何）。在田家领地时，不同地力的田地要大致均匀搭配，所以在吏民田家莂中所登录的各人所佃的田地都较为分散。应募前来的田家，会得到相应的优惠条件，这表现在：第一，把田家所领得的田地分成两部分，常限田是按照耕种官地的规定，征收租税较重，即亩纳一斛二斗；另外一部分田地以余力田为名，大大减轻其租税负担，只纳其常限田租额的三分之一。第二，田家所领的熟田和旱田也要大致搭配。这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旱田的地力不如熟田，另一方面旱田的缴纳物要远远少于熟田。

此处的“旱田”本作暵田或熯田，是相对于稻田而言的，也就是与水田相对举的陆田。司马芝在曹魏明帝时为大司农，上奏称：“夫农之事田，自正月耕种，耘锄条桑，耕熯种麦，获刈筑场，十月乃毕。”
[16]

 傅玄在晋武帝泰始时上便宜五事，其一曰：“耕夫务多种而耕暵不熟，徒丧功力而无收。”
[17]

 司马芝、傅玄所说的都是曹魏和西晋初年所控制的北方地区的情形。《说文解字·日部》：“暵，干也。耕暴田曰暵。”段玉裁注曰：“暴田曰暵，因之耕暴田曰暵。”并引《齐民要术·论耕》为证。暵、熯二字属“字有分见而实同者”
[18]

 。所谓“耕熯”或“耕暵”，都是指旱地种植。而司马芝“耕熯种麦”，更是明确将“耕熯”与“种麦”联在一起，用以说明其所指旱地种植物是小麦。晋室南渡，局促于江南。太兴元年（318）诏称：“徐、扬二州土宜三麦，可督令熯地，投秋下种，至夏而熟。”
[19]

 江南扬州也是熯地种麦。西晋杜预在平吴之前，上书言陂之为害，称：“陂多则土薄水浅，潦不下润。故每有水雨，辄复横流，延及陆田。言者不思其故，因云此土不可陆种。臣计汉之户口，以验今之陂处，皆陆业也。”
[20]

 这种将田地分作陆田与水田的方法，至唐犹然
[21]

 。

旱田收成也比稻田要差许多，但与遭受旱灾之田还是有本质区别的——为了给屯田民以优惠，于是就将暵（熯）田当作遭受旱灾之田来对待，所以在《嘉禾四年吏民田家莂》中特别注明是因“旱败不收”，因此才不收田米、减纳钱布；并且在《嘉禾五年田家莂》中又特别标明“旱败不收布”“旱田不收钱”。按照惯例，当发生灾害时，官府要根据受灾的程度，对灾民所应缴纳的钱物等予以不同程度的减少，乃至完全蠲免。这种把暵（熯）田等同于临时出现旱灾的情况来处理的，就是为了以这种名目给屯田民以优免。当然，这样的优免恐怕有时间性，过若干年之后，这种田地就会完全当作正常的暵（熯）地或陆地来征纳钱物，而不再当成旱败不收之地。这就是在田家莂中没有标明暵（熯）地或陆田而标成“旱田”或“旱败不收”的原因。同时，这也说明这样的处理方式，具有临时性和地区性。

之所以要用旱败的名义来优免暵（熯）地或陆田，是由于这类田地确实很容易因旱而减收乃至不收，它们不仅更大程度地依赖于灌溉，而且灌溉与否对其收成的影响很大。西晋傅玄在其所上便宜之四中说道：“近魏初课田，不务多其顷亩，但务修其功力，故白田收至十余斛，水田收数十斛。”
[22]

 此处与“白田”对举的“水田”，并不是上述与陆田或暵（熯）田对举的稻田，二者其实都是陆田或暵（熯）田，“白田”是指没有灌溉保障的田地，而“水田”则是指有水源保障其灌溉的田地。江南这种田地一般在地势较高之处，既不易灌溉，却又极易受旱，同时其地力又比稻田要差。西晋杜预在上疏中就谈道：“臣辄思惟，今者水灾东南特剧，非但五稼不收，居业并损，下田所在停污，高地皆多硗塉。”
[23]

 以旱田来指称暵（熯）地或陆田，实在是有道理的，这又不仅仅是将“旱”作为理由来优免了。也许，将暵（熯）地或陆田称作旱田，正是从这个时期、以上述理由为契机而开始变化的。

在这里，需要特别强调一下对“旱田”的理解。

旱田，在《嘉禾四年吏民田家莂》中一般都标作“旱败不收”，当然，事实上一般要收布亩六寸六分、钱亩三十七；在《嘉禾五年吏民田家莂》中一般标作“旱（败）不收布”和“旱田（亩）不收钱”，即与嘉禾四年相比，不再收钱、布。

对旱田目前主要有两种理解，一种认为所谓“旱败不收”，就是事实遭了旱灾，所以才予以减免
[24]

 。特别是《嘉禾五年吏民田家莂》，既然旱田均已免收钱、布，却又要在每一简上都标明是“旱败不收布”和“旱田不收钱”，这种特别予以标明的做法，说明这些田地确是当时遭了旱灾。但是，这种理解有几个滞碍难通之处。第一，吏民田家莂中登录的每人所佃的田地，有的只有旱田，有的只有熟田，大部分是二者皆有。换句话说，大部分人所佃的田地都是一部分没有遭灾，一部分遭了旱灾。如此整齐，殊难置信。第二，吏民田家莂是以“丘”来排列的，无论“丘”是不是自然聚落，同一丘的人所佃的田地应当不会相距太远。换言之，同一个人所佃的田地虽然分作许多“町”，但町与町之间更不会相距过远；即使旱田和熟田在空间上分作两个部分，即旱田连在一起而被分割后分给田家，但同一丘的人耕种这些土地，也说明其间不会相距太远。作为自然灾害的旱灾，如果它发生时所覆盖的面积很小，则不会波及大部分人的田地；如果面积很大，则不会在同一地区或同一个人所佃的相距不会太远的田地上，出现有的地没有遭灾而有的地却遭了灾两种情况，更不太会使大部分人的田地都分成遭灾与没有遭灾两部分。在嘉禾四年吏民田家莂中有一支都莂简：“南乡谨列嘉禾四年吏民田家别顷亩旱熟收米钱布付授吏姓名年月都莂”〔四·一〕。这个“都莂”是说明以下的简的内容是嘉禾四年的总收入，即旱田与熟田的总收入。如果把这支都莂上的“旱熟”理解成受灾与否，则成为不受灾田地和受灾田地的总收入。灾害不是计划好了的，也不是时时都在发生；虽然这是事后的统计，但作为收入的总账，一般都不会这样进行统计。第二种意见认为这是虚报遭受旱灾的田亩，以逃避交纳更多的赋税
[25]

 。但如果是地方基层组织作假，怎么会明确写入正式的档案文书中？而从吴简中所反映出的上级官府对基层组织的控制来看，比如对吏民的定期统计核实
[26]

 ，似乎也不大可能出现这种大面积的虚报情况，并长期持续。因此，“旱败不收”之田，就是相对与熟田的旱田，二者是地力、土质的区别，既与实际的自然灾害无关，也不是虚报所致。

无论是二年常限项下的旱田，还是余力田项下的旱田，其所应缴纳的钱、布都是一样的（五年则一律免征）；二年常限项下的熟田与余力田项下的熟田所应纳的钱、布一样（嘉禾四年是钱亩七十，布亩二尺；嘉禾五年钱亩八十，布亩二尺），而租税米却不同：二年常限熟田亩纳一斛二斗，称为税米（五年仍旧）；余力熟田亩纳四斗五升六合（五年降为亩纳四斗），称为租米
[27]

 。可见，旱田的负担都相同，而熟田的负担有区别。但是，吏民田家莂并不是将田地分成熟田、旱田两大类，熟田之下再分成二年常限田和余力田，其原因肯定不仅仅是田地土质或地力等自然因素，而且与社会方面的因素有关。

我们既不考虑租、税这样的名称差异所可能具有的实质差异，也不考虑量衡方面的实际情况，更不用汉、魏、晋的租税额度与此进行对比，在同一地区、同样都是熟田，而田家所缴纳的租税额度会如此悬殊（嘉禾四年几近三比一，嘉禾五年则成为三比一），正说明了孙吴存在着以优惠条件募民屯田这种民屯方式。

二年常限，有人理解成田家向官府租种土地的时限。从农业耕种的规律来看，这种可能性很小。以二年为期，虽然可以再续期，但田家怎么可能对田地精心照顾，以保持其地力呢？揆诸现在“包产到户”对土地承包期限的规定以及临近期限时出现的种种问题，也可以反证这不太可能
[28]

 。还有人认为这是对田家租种田地数量的限制，但从田家莂中所登录的田地数量来看，差距很大，似乎反映不出“限制”的作用和意义。其实，二年常限田是指以二年为周期，进行轮耕或休耕的田地。汉简中已有“二年田”的说法
[29]

 ，吴简中也有“二年田”的说法。如“领二年邮卒田六顷五十亩”〔5—1665〕，“领二年四家卫士田七十五亩”〔5—1669〕
[30]

 。而江南稻田的耕作方式，也需要这样的休耕
[31]

 。从耕作的角度看，余力田也可能需要休耕，但绝大多数余力田只标明“余力田”，而对其是否需要休耕不予标出，只有很少一部分标明了“余力火种田”，如简〔四·四六三〕，田家佃田合一顷一十九亩，其廿六亩二年常限（其中廿四亩旱，定收即熟田二亩），其九十三亩余力火种田（其中五十三亩旱，四十亩定收即熟田）；余力火种田又分为旱田与熟田，因此，标明“火种田”者，不是强调地力的差异，而是强调需要休耕。但由于对余力田征收的租税额已大为减轻，故官府不再考虑余力田是否休耕，即余力田是否休耕，官府都不再因此而调整其租米钱布的负担；对常限田之所以要标出“二年常限”，可能就意味着，在休耕期间，官府要减免其租税。简〔四·六五九〕，田家所租者均为火种田，皆二年常限，其内又分作旱田、熟田。既然常限田是指轮耕，那么就没有必要再用“火种田”来指休耕了。

对余力田的理解，也存在着分歧。一种意见认为这是因家有余丁而得之田
[32]

 。但从登录方式以及按地力、顷亩来缴纳税钱物上看，作这种区分前无成例后无延续；佃者是一个人，而没有标出佃耕“余力田”的“余丁”名字；同时，作这样区分的意义何在？另一种意见主张这是田家行有余力而开垦的荒地
[33]

 。但为什么会登录开垦的荒地却不登录私田？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田家是否还有“余力”开垦荒田？既是垦荒，其中为什么会有熟田？如果我们将田家莂中的田地理解成屯田可以成立的话，则大规模募集百姓来此地屯田，所屯之田都应是无主公田，都可视作荒地（虽然有熟荒和生荒之别，但在当时情况下，都会被视作荒地）。更重要的是，既然是“行有余力”，则余力田似乎不应多于常限田。但也存在着许多相反的情况，如简〔四·一七二〕，田家佃田凡九十五亩，其卅五亩二年常限，其六十亩余力熟田；简〔四·一七三〕，田家佃田五十一亩，其十一亩二年常限，其四十亩余力田。如果把常限田理解成对田家承租数量的限制，虽然常限田与余力田之间的数量关系可以不再被考虑，但田家与田家之间常限田的数量相差非常之大，如简〔四·二二一〕田家佃田凡一顷十三亩九十步，皆二年常限；而简〔四·二一三〕田家佃田凡一顷一十五亩，其十二亩二年常限，其一顷三亩余力火种田；这实在很难反映出“限”的意义和作用。因此，把余力田视作对田家所领田地差别的一种补充或补偿或许更为妥当（这种作为补充或补偿的田地在土地所有权的变化中具有特别意义，其优惠性质更是不言而喻）；事实上，九成的田家都只有常限田而没有余力田。

总之，我们认为《嘉禾吏民田家莂》中所登录的土地，是政府组织民众进行耕种（我们认为这也是屯田的一种形式）时，按地力不同搭配分配给屯田民众的田地；《吏民田家莂》是政府分配土地以及根据不同地力以征收不同租税钱布的登记册，当然也具有契约的作用。正因为是屯田，才如此正式，其形制才如此特殊。每位田家的田地之所以如此分散（分作若干町），是政府搭配分配田地的结果；嘉禾四年、五年的佃者大多不同，主要是由被组织的屯田者系分期分批前来所致；至于相同的人在嘉禾四、五年所耕作的田地不同（即使我们排除同名同姓不同人的可能性；当然，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可能是在某种情况下，对民屯所耕种田地所作的局部调整，所以这种情况出现得很少。

二、汉晋间民屯的形式

《吏民田家莂》反映的这种屯田方式，文献中也有反映，只是未引起我们的充分重视。

关于三国时期的屯田，目前学术界认为可以分作两种，一种是军屯，一种是民屯。军屯又可分作战士屯田和士家屯田。如曹魏时的军屯，一种是田兵屯田，即专门从事耕种的军队进行屯田，其收获物要与官府分成；另一种是战士屯田，他们且耕且战，将收获物当作部队的积蓄，不存在分成的问题
[34]

 。而关于民屯，蜀汉是否存在，因史料所限，学界还没有明确的认识；对孙吴也知之甚少
[35]

 ；最为人所熟知的，是曹操破黄巾后，在许下所实施的屯田，即以“得贼资业”为物质条件，以降附者为基本的屯田民，先是计牛输谷，后改为分成租（用官牛者四六分成，不用者对半分成），并将这种屯田形式向各地推广。

当然，对屯田的这种分类，是研究者对它的认识的结果；在当时人看来，未必有如此细密的区分。就民屯而言，即使我们认为许下屯田确属民屯，也是一种军事化管理的民屯；同时这也未必是唯一的民屯方式，甚至恐怕不是最具代表性的方式。曹操在破黄巾之后，以所得资业和降附人口进行军事化管理的屯田，这是可以理解的；但随后在各地展开的民屯
[36]

 ，未必都会具备这样的条件。通过《吏民田家莂》和相关文献，我们可以知道当时至少还存在着其他的民屯形式。

从曹魏募民屯田的事例中，可以发现这之后的许多“募”都不同于募民屯田许下的“募”。如袁涣在担任曹操的沛南部都尉时，“是时新募民开屯田，民不乐，多逃亡。涣白太祖曰：‘夫民安土重迁，不可卒变，易以顺行，难以逆动，宜顺其意，乐之者乃取，不欲者勿强。’太祖从之，百姓大悦”
[37]

 。这条材料屡为人所引，用以说明屯田民是出于被迫，以及他们对这种强迫的反抗。但从“乐之者乃取，不欲者勿强”来看，袁涣劝曹操放弃的是强制手段，而不是连带放弃了“募民开屯田”之举。换句话说，在募民开屯田时，愿意被募则去，不愿被募则可不去。如果此处的“募”完全是强制而丝毫没有相关的应募优待，那就谈不上“宜顺其意，乐之者乃取，不欲者勿强”了。曹操时，镇关中的卫觊针对流亡荆州的关中之民重新归来，“时四方大有还民，关中诸将多引为部曲”的情况，在给荀彧的信中提出了应对办法：

夫盐，国之大宝也，自乱来散放。宜如旧置使者监卖，以其直益市犁牛，若有归民，以供给之。勤耕积粟，以丰殖关中……又使司隶校尉留治关中以为之主，则诸将日削，官民日盛。此强本弱敌之利也。

荀彧将此报告给曹操，“太祖从之，始遣谒者仆射监官盐，司隶校尉治弘农”
[38]

 。击破黄巾后，采取强制手段使之屯田，牛犁的供给是确定其与官府分成比例的标准；此处官府以卖盐所得，为之购置犁牛，是与诸将争夺还民的优惠条件或手段，所以不可能像对待黄巾余众那样对待这些从荆州返回的民众，否则就不可能有效地与诸将争夺这些还民
[39]

 。这个事例可以说是对上述袁涣所言的证实。西晋傅玄在其所上便宜五事之第五事中建议：“宜更置一郡于高平川，因安定西州都尉募乐徙民，重其复除以充之，以通北道，渐以实边。”
[40]

 其时屯田未废，“重其复除”，即大幅度减免应募前往屯田的民众的赋税力役等负担。接受这些优惠条件前往屯田的民众，被称为“乐徙民”，也说明其并非完全是被强迫。应詹在东晋太兴二年上表，称“宜简流人，兴复农官，功劳报赏，皆如魏氏故事，一年中与百姓，二年分税，三年计赋税，以使之公私兼济，则仓盈庾亿，可计日而待也”
[41]

 。以前许多学者用这条材料来说明屯田客是否需服役；实际上它说明的是一般募民屯田的情况，而不是军事化管理的民屯情况。它说明了在募民屯田时，政府给屯田民的优惠政策。当然，应詹所言，主要是想让东晋政府采取屯田的方式；对曹魏屯田所实施的具体情况，则是言之大概，我们不可过于拘泥，来一一坐实。

两汉、三国的屯田民中，有相当部分来自于“募”。对此，我们过去过多看到的是名为招募而实为强制的“强制”这一面，但既然名为“募”，就一定会多多少少有一些表示其为“募”的待遇或酬资。汉代在募民实边时，常常将刑徒免罪为屯田民，免罪即募的表现。后汉章帝在发生牛疫，谷食连年减少的情况下，于元和元年（84）二月甲戌下诏：

其令郡国募人无田、欲徙它界就肥饶者，恣听之。到在所，赐给公田，为雇耕佣，赁种饷，贳与田器，勿收租五岁，除算三年。其后欲还本乡者，勿禁。
[42]



此虽非屯田，但迁徙无田者到肥饶处，并给予种种优惠而称为“募”，也可见“募”之含义。因此，曹魏、孙吴存在这种更具“募”的特性的民屯方式，可谓渊源有自，它不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恐怕是当时民屯的一个主要方式。如果我们把曹操破黄巾、以其资业及降附口实行军事化管理的屯田视作民屯，那也是在特定条件下的一种特殊的方式，未必有多大代表性。

与此相关，对屯田民的服役问题也可以有些新的认识。

这个问题，过去争论较大。一种意见认为不必服役
[43]

 ，另一种意见则相反，认为屯田民也需服役
[44]

 。既然民屯并非只有一种，对屯田民是否服役的问题，也就应当分别作具体的分析。许下那种军事化管理的民屯，屯田民要将其收获物与官府四六分成或对半分成
[45]

 ；在如此沉重的租税之下，他们不可能另外再向国家承担役的义务。从制度的层面来说，田兵不必向国家服役，负担与田兵一样重的这种屯田民也应当不必服役
[46]

 。因此，只有官府通过提供一系列优惠条件招募百姓前往屯田的情况，才有屯田民服役与否的问题。但以往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因为没有认识到这种区别，自然不易有较恰当的理解。最典型的一条材料就是毌丘俭、文钦在起兵反司马氏时，所上表文中列举司马氏的第十一条罪状，称“募其屯田，加其复赏，阻兵安忍，坏乱旧法”。唐长孺认为这是司马氏违反了屯田户不服兵役的规定
[47]

 ，高敏则认为屯田民本需服役，司马氏募其为兵，以免除徭役、赋税为奖励，破坏了屯田制
[48]

 。但从表文所言，我们并不知道“募取屯田”之“屯田”所指究竟为哪一种屯田民，所以恐不能据此以作分析。

我们还发现，为研究者屡屡引用的反映屯田客服役的事例都发生在曹魏文帝以后，而明帝时任大司农的司马芝，在泰始年间针对“诸典农各部吏民，末作治生，以要利入”的情况，上奏明帝；其中所及，最能反映制度的变化。他说：

武皇帝特开屯田之官，专以农桑为业……自黄初以来，听诸典农治生，各为部下之计，诚非国家大体所宜也……富足之由，在于不失天时而尽地力。今商旅所求，虽有加倍之显利，然于一统之计，已有不赀之损，不如垦田益一亩之收也。夫农民之事田，自正月耕种，耘锄条桑，耕熯种麦，获刈筑场，十月乃毕。治廪系桥，运输租赋，除道理梁，墐涂室屋，以是终岁，无日不为农事也。今诸典农，各言“留者为行者宗田计，课其力，势不得不尔。不有所废，则当素有余力”。臣愚以为不宜复以商事杂乱，专以农桑为务，于国计为便。

“明帝从之”
[49]

 。这段史料可说明以下情况：第一，“诸典农各部吏民，末作治生，以要利入”的情况比较普遍，如系偶发事例，就不会引起专管屯田事务的大司农司马芝的不满和反对。第二，这些情况发生在黄初以来，与“专以农桑为业”的曹操时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第三，屯田民外出从事商业等杂事，说明国家开始放松对屯田民的控制。第四，“不有所废，则当素有余力”，即屯田事务中出现了剩余劳动力，这为他们从事农事以外的活动提供了条件。

其实，这样的事情不止发生于大司农所统领的民屯系统，普通百姓中也多有此事。就在泰始五年（269）正月癸巳，颁布了“敕戒郡国计吏、诸郡国守相令长，务尽地力，禁游食商贩”的诏令
[50]

 。这与司马芝的上奏就在同时，但他却只强调了典农部民，而不及普通民众，这一方面是因为他是典农系列的主管，所以格外注意其所属的动向。另一方面也因为普遍民众的这种行为是可以被允许，至少不属于违反制度的行为，而典农部民之所为却违反了只务农而不得从事其他杂事的规定；这种违规行为，恰恰说明这时对屯田民的管制正在松弛，这种松弛意味着屯田民开始“普通民众化”。这个变化开始发生的时间，是“黄初以来”。

募民屯田时，官府要有一定的优待政策，这种优待政策是否包括对他们的役的减免，不得而知，但这种优待是有时间性的。司马芝上奏的出现，使我们知道屯田民从黄初以来，开始有一部分人脱离农业，从事商业等杂事，但并未影响农事，即诸典农所言“留者为行者宗田计，课其力，势不得不尔。不有所废，则当素有余力”。这部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出现，说明迁徙而来进行屯田的最为艰苦的开垦时期已经过去，屯田民已经可以开始正常的活动，这为官府减轻甚至取消给屯田民的优待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而在事实上已经出现的屯田民的“普通民众化”，使这种可能性逐渐变成为现实，于是，官府才开始要求屯田民像普通百姓一样，向官府服役。这恐怕是我们现在见到的屯田民服役事例大多出现于文帝以后的原因。

不同民屯方式的并存，是不是也会导致军事化管理的民屯方式，向上述更能体现“募”的性质的民屯方式转变？对此，我们还不能提出有力的证据。但是，军事化管理的民屯方式是在特殊背景下开始的，随着曹魏对北方统一的完成，局势的趋于稳定，一般的民屯方式才有可能被采取；同时，军事化管理的民屯方式也才有可能发生变化。司马芝的上奏是否也包括了这种转变后的情形，不能肯定，但以下两个现象似乎可以多少说明这种转变是发生了的。首先，自魏明帝以来，郡守大概已常兼管屯田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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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兼职的出现，说明从政府管理的角度看，以往那种治民与管理民屯截然分立的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其次，西晋傅玄所上便宜五事之中的第一事，谈到政府要改变与田兵的收成分割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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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军事化管理的民屯的分成比例与田兵是一样的，奏中却对这类屯田民只字不提。这是不是意味着这类民屯已经消失，即变成一般民屯呢？是不是至少也可以说明这类民屯在屯田中已不占重要地位了呢？我认为这是极可能的。

《晋书》中提到，“魏氏给公卿已下租牛客户数有差，自后小人惮役，多乐为之，贵势之门动有百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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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史料经常被人用作证明曹魏屯田客流入私门的证据，但为什么特别指出流入私门的是军事化管理的屯田客，而不是其他的屯田客呢？当然，这未必能说明其中就没有后者，但至少可说明前者与后者的法律地位存在着差别；前者可用赏赐等途径合法地流入私门，因此也成为这类屯田客减少的一个原因。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军事化管理的屯田客到西晋初时已大为减少了。

至于孙吴的民屯，始终是以“募”的形式为主，所以我们在史料中很少见到像曹魏实行的那种军事化管理的民屯方式；其民屯的管理系统与治民系统未作明确划分，甚至就是合二为一的，因此《吏民田家莂》中负责登记、校核的官吏都是当地政府的官员，而不是屯田校尉等负责民屯的官员。

民屯实施得最为完备的是曹魏，最不具有代表性的也是曹魏；同时，这一完备的屯田制度前后也有变化。从前，囿于史料的限制，学者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曹操所实施的许下屯田的军事化管理，当作贯彻始终的惟一不变的方式，当作三国时期的普遍方式。现在有《吏民田家莂》的刊布，提供了过去我们不得而知的许多民屯细节，证实了在民屯中存在多种方式，为我们重新正确理解有关这一问题的记载提供了条件。

总之，从屯田者的身份来看，屯田可分为军屯和民屯两大类；从屯田者的待遇来看，军屯又可分作且耕且战的战士屯田和专门从事耕作的田兵屯田；民屯也至少可分作军事化管理的强制性民屯和以募的形式组织的一般屯田。从前后演变的角度来看，强制性民屯实行于曹魏时，随着北方统一的完成，即向一般民屯转变；同时，整个民屯系统虽然与普通百姓分为两个系统（其中已有混合迹象），但其待遇却正逐渐“民众化”，开始向官府服役即其表现之一。

关于民屯的认识，学术界一直存在分歧。有些学者认为除军事化管理的民屯外，在中国古代史上还没有发现真正意义上的民屯；存在的只是官府将土地租给民众耕作，而这种方式只是官田出租，而不应视作民屯。有些学者虽然认为有民屯，但对什么样的垦作方式才属于民屯，也有不同的看法；比如将耕种者租税负担、对耕种者的管理方式或系统当作判断区分“官田出租”与“民屯”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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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涉及一个最为要害的问题，即“什么是屯田”——我们认为，民屯本身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时代，或同一个时代的不同地区，组织屯田的具体方式有很大的差别，比如从管理系统来看，有的有单独的管理机构或系统，有的则是领民与屯田管理合二为一；从租税量上看，有的较轻，有的较重，等等。同是三国时期，魏与吴有很大差别，魏的不同地区，民屯方式也不尽相同；唐代与三国时的民屯又有不小的差异。因此，不宜以具体的方式作为统一的评判标准。但是，民屯之所以会成为民屯，又需要具备一些最基本的特点；这些最基本的特点有两条：一是组织垦种是政府行为，而不是民众自发的行为；二是具有一定的规模。这也正是官田出租与民屯的区别所在。官田出租的事，屡见不鲜，当然不宜将此视作屯田；但是，官府提供土地，采取相应的优待政策，并辅以强制手段，具有一定规模地组织民众迁至另一处进行耕作的做法，就不能简单地视之为官田出租。当然，就官府与耕种者的经济关系而言，二者是土地所有者与租佃者的关系（在这里，经济关系不能成为判断是不是民屯的标准）。《嘉禾吏民田家莂》所反映的正是这种耕种方式和经济关系。总之，对政府组织民众垦种这一现象而言，“民屯”与“官田出租”是审视这一现象的两个不同的角度，而不是非此即彼的定性。

三、民屯的废止与西晋的田制：关于中古田制演变的一些思考

西晋在平吴之后，颁布了包括占田、课田内容的户调式。关于占田、课田的内容，学界有过很多讨论。一种意见是把课田理解成包括在占田数之内，即课田有五十亩，另有超出课田之外的二十亩。另一种意见认为课田是在占田之外的田地，即五十亩是课田，另外的七十亩是占田。当然，两种不同的理解，导致了对民众应向政府承担的租税负担也有不同的理解。同时，对占田、课田的亩数，我们也只是依据法令来说的，实际情况恐未必如此。但是，不管怎样理解，民众所拥有的田地分作两部分，当是不争的事实。从田制的角度来看，为什么要将田地分作两个部分呢？持劳役地租说的学者，当然可以将此追溯到井田制下的公田、私田的划分上，但是，井田制破坏时日已久，虽不时有人提出恢复井田，终究不过是说说而已，事实上是不可能做到的；况且，从历史承续发展的角度来看，两汉并没有这样的传统。西晋实行这种田制的直接渊源是什么？对田地作这样划分的意义何在（能说明什么）？为什么要在平吴之后才实行这种田制呢？也许，把它放到汉晋之间田制演变的过程中，会有助于我们的理解。

西晋直接继承的是曹魏的制度。即以曹魏所实行的民屯而言，所屯之田属官府所有，从事屯田者由区别于普通民众的另一套系统来管辖，这就把田地和民众划分成了两大部分。但从田制的角度看，自汉以来就有公田与私田之别；曹魏实施屯田时，屯田属公田，非屯田者属私田，既渊源有自，又在情理之中。但西晋的占田、课田之分，绝非公田与私田之别。然而，正是屯田的私有化为我们理解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突破口。

从理论上说，屯田是最能保证耕者尽力垦种的一种方法，同时也是可以有效地限制土地兼并的一种方式。但在事实上却并非如此。在历史上，民屯始终不占屯田的主导，在施行时也是时断时续。究其原因，这种方式不利于调动耕者的积极性，影响着耕者对地力的维护与保持，进而影响到农业收成。西晋傅玄在其上疏中就提到这一点：

近魏初课田，不务多其顷亩，但务修其功力……自顷以来，日增田顷亩之课，而田兵益甚，功不能修理，至亩数斛已还，或不足以偿种。非与曩时异天地，横遇灾害也，其病正在于务多顷亩而功不修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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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收获量变得越来越少，才强迫田兵多加耕种，企图通过“多其顷亩”来增加收获；顷亩的多少可以作为量化要求的目标，而很难有一种方法能促使耕者尽心竭力。民屯的田家，其待遇要高过屯田的田兵，但这样的类似于消极怠工的做法恐怕是共通的。

有鉴于此，魏晋之际，北方开始废弃民屯。咸熙元年（264）、泰始二年（266）先后两次颁布诏令，罢屯田官为郡县，以均政役。废止民屯，屯田民完全变成了普通民众，他们向国家所承担的赋役义务便自然与普通民众相一致了。与此相关，他们所耕种的这些原本属于国家的土地，即使没有作出变成私田的规定，实际上是承担与私田同样的租税；如此，则官府对这些土地所拥有的“所有权”还有什么实际意义呢？因此，民屯的废除，从田制的角度看，实际也就意味着作为公田的屯田的私有化。

但是，北方所明令废止的民屯，废止的是民屯的组织、管理，改变的是屯田民的身份、地位、待遇，而没有涉及对所屯之田的处理。加之当时地广人稀，需要督促民众垦种田地；而在当时人看来，政府拥有对土地的所有权，才能更有效地对耕种这些土地的田家进行督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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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使土地所有权的改变尚未提上议事日程。

西晋平吴之后，如何处理屯田的问题再次凸显，即面临着如何处理孙吴境内屯田的问题。同时，北方的屯田罢废后，这部分田地虽然呈现私有化的倾向，但毕竟不是明确的法权意义上的改变；农民对田地的明确的私有，与事实上的耕种（拥有使用权）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而从上引傅玄的上疏，可知政府不仅没有因为拥有土地所有权而有效地督促田家耕作，相反，生产效率变得很低。于是，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来解决这部分土地的所有权问题。平吴之后，对孙吴屯田的处理，不仅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导火线，而且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可资借鉴的方法。

《嘉禾吏民田家莂》所反映的孙吴的民屯中，用作屯田的田地属官府所有，但却被分成了两个部分，即常限田与余力田；而这两部分田地，对官府所承担的租税负担也不相同，即余力田为官府提供的租税、钱布负担比常限田要轻得多。上面我们已经分析，这种差别并非地力所致，这似乎说明官府对这两部分田地的所有权在认可程度上存在差别。换言之，余力田虽然也属官府，但官府一直没有将这部分田地视作与常限田一样的田地；从所有权的意义上说，意味着官府在事实上放弃了或者不再追究自己对这部分土地所具有的完整的所有权，即这部分土地开始私有化。这个私有化的表现，就是租税量的不同。

西晋平吴后，要像处理北方的屯田一样来处理孙吴境内的屯田，而孙吴管理民屯的方式显然与北方不尽相同，即官府明确放弃了自己对其中一部分田的所有权。这一方式为西晋政府处理颇为棘手的田地所有权问题提供了借鉴。于是，它借鉴孙吴将民屯之田分成两部分的方法，以占田、课田的方式，既彻底解决了田地所有权的问题，又调动了民众的积极性，有效促使其耕作力农；同时将官僚占田荫客合法化，并寓限于占，完成了对三国分治状态下的田制的改造和认定。

有意思的是，在均田制的逻辑下，也是把田地分作需要还授和不需要还授两类。从理论上说，民户对永业田可以永远使用，对口分田则只是临时有条件的使用，一旦丁口情况发生变化，田地即应归还官府。实施均田制的一个理论前提，是官府对田地具有所有权；孙吴的民屯，官府对田家所屯之田，更是事实上拥有所有权，而不仅是理论上如此。

更有意思的是，将土地分作两个部分的做法，都是在官府对土地拥有所有权的背景下出现的，此其一。其次，相对于份额较大的部分而言，份额较小的部分，或者其所承担的租赋数量较小（如孙吴的余力田），或者耕者对它的使用更为固定（如均田制下的不必还授的部分）。第三，从对份额较小的田地占有情况来看，孙吴时，拥有余力田的田家在所有田家中大约占到一成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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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均田制时，所有人都应当拥有不必还授的田地。这说明对土地的二分，是对官府拥有土地所有权的一种变通；在均田制下，不必还授的土地的存在，更是直接体现为维护原本即属私有的土地所有权而采取的变通措施。因此，份额较小的这部分土地，具有私有化的迹象，甚至就是私有性质。

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对官府而言，还是对民户而言，对土地的所有权都具有不完整性和不确定性，因此也使这种田制具有过渡性。过去我们更多是从井田制上去追寻田制的渊源；其实，北魏田制的“设计者”，对西晋情况的了解，应该要远远超过对井田制的了解。

关于中国古代土地所有制的问题，过去学术界曾展开过激烈的争论。大致而言，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是土地国家制，一种认为是私有制。

古代中国的法权观念与西方的法权观念有相当大的差别，这一方面表现为国家的强制力更大，可以用强制手段将本属个人私有的土地予以剥夺（这类例子举不胜举，最著名者如八旗圈地）；这还不考虑死绝户或无主荒地之归国有，也不考虑所谓抄家是否合理。另一方面，又存在着将国家土地（称作官地或公地）私有化的情况；这也不考虑个人之间存在的土地所有权的含混乃至转移，如所谓永佃权的问题等。这就使这一问题变得异常复杂。我们只有因时、因地、因情而进行具体的研究，才可能对这一问题有一具体的认识和理解；对它进行泛泛的定性的论说，不仅使复杂问题简单化，同时也对我们认识问题毫无帮助。因此，我们不仅要注意公田、私田的划分，还要注意二者之间的转化。汉晋间屯田制的变化，正为我们提供了私田公田化和公田私有化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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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在田地官有的情况下，必然会出现私有化的田地和完全属官府所有的田地的划分，而且这部分私有化的田地，又一定会成为整个田地私有化的先声或契机。可以说，虽然存在土地官有、私有的并立或转化，但从总的趋势上说，主流却是官地的私有化和田地私有的维持。这或许是农业社会中，农业耕作得以持续发展的一个前提。


附记：


本文提交历史研究所学刊后，承林甘泉先生审阅。他对“二年常限田”和“余力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认为：

“二年常限田”与“余力田”的区别是一个重要问题，作者认为“二年常限是指以二年为周期，进行轮耕或休耕的田地”，休耕之说可从，但“常限”何解仍未说明。把“常限”与“余力”联系起来考虑，似可认为，募民屯田，田家授田有固定配额，故曰“常限”。在配额之外，如有余力，可申请多领地种，这部分土地就是“余力田”。“常限田”是封建国家按劳动力平均所能负担的耕地亩数分配的，是民屯必须保证的基本收入，所以税（租）米亩纳一斛二斗，“余力田”是屯田民已尽了耕种配额土地之外领种的土地，所征收租（税）米当然不能与“常限田”一样，而是要轻得多（亩四斗左右），这样对屯田民才有刺激、鼓励的作用。文中引司马芝奏书、曹魏诸典农各言“留者为行者宗田计，课其力，势不得不尔。不有所废，则当素有余力”，似对理解孙吴民屯“常限田”与“余力田”之分可有所启发。

林先生的看法对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这一问题有很大启发，现征得林先生的同意，予以刊出，并谨致谢意。

另，本文草成，曾在历史所青年史学沙龙“中古史研讨会”和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罗新主持的“吴简研讨班”上讨论，是正颇多，特此致谢。

（原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2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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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简所见“事”义臆说

——从“事”到“课”


吴简出现了“凡口若干事若干　算若干事若干”的简文，我们先例举其中不同类型的简如下：

〔简1〕：凡口九事七　筭四事三　中訾　一　百　　（壹·4994）

〔简2〕：凡口八事七　筭五事四　訾　一　百　　　（壹·4950）

〔简3〕：凡口五事三　筭一事　訾　五　十　（壹·4947）

〔简4〕：凡口二事　筭二事一　訾　五　十　　（壹·7813）

〔简5〕：凡口三事　筭一事　訾　一　百　（壹·10510）

〔简6〕：凡口二事一　訾　五　十　（壹·10092）

〔简7〕：凡口二事　訾　五　十　（壹·4946）

〔简8〕：[image: 073-02]
 凡口四事三　筭二事复　訾　五　十　　（壹·10243）
[1]



“口若干事若干　算若干事若干”是最为完整的类型，其他则是或者在口若干的“事”字之后没有数字，或者在算若干的“事”字后没有数字，或者在口、算的“事”字后均无数字，有的甚至只有“口若干事”而未及算。目前所见的所有这类简，均有赀数。

吴简整者推测“事”指简，若干事即指使用了若干支简
[2]

 。对此，王子今、张荣强、于振波等都作了辨正，否定了事与简数之间的关系。这一否定是正确的。他们认为这两个“事”都与役有关，但对具体含义的认识却并不相同。王子今认为前一“事”指按规定服役的人数，后一个“事”指实际服役的人数
[3]

 。张荣强则对此意见进行了论证，指出“前一个‘事●’指课役口数”，“后个‘事’指徭役”；即“前一个‘事●’与家口总数结合，后一‘事●’则与缴纳算赋的人数结合”
[4]

 。于振波的意见也大致如此，认为“前一‘事’当指有劳动能力的人，包括成年男女及有一定劳动能力的未成年男女（或次丁），而后一‘事’则表示服役的人口”
[5]

 。

我对这样的理解还有些疑惑。前后两个“事”均与役有关，前一“事”指应服役人数，后一“事”指实际服役人数。但是算却未作这样的区分。既然有总的口数，又有实际服役的口数，那么，登记应该服役的口数就意义甚微。如果所有的户在役的方面作了这样的区分，为什么在算的方面却又未作这样的区分呢？

近胡平生引江陵凤凰山汉墓A类简牍“能田若干人、口若干人”的记载，认为“口若干、事若干”之口是指口食，即吃饭的人口；事指作事，指干活的人口。又引B类简牍的文例，认为“筭若干、事若干”之筭指口算钱份额，事指可服劳役的人数
[6]

 。但我认为江陵汉墓出土的A、B两类简牍与长沙走马楼出土的“凡口若干事若干　算若干事若干”的简文，性质不同，作用各异，不能简单类比。

首先，据裘锡圭的研究，郑里廪籍是贷民种食的记录，贷谷数据田亩数而定，亩贷一斗，而“能田”者与负担算赋的人是一致的
[7]

 。换言之，登记“能田”是为了确定算钱，而长沙走马楼简的这类简中，已经明确登录了“算若干”。那么，在户籍简中登录能干活的人，意义何在？其次，走马楼简中，“口”与“口食”并不相同。户籍简至少有三类，一类结句简作“口若干、事若干，算若干、事若干”，另一类作“右某家口食若干人”
[8]

 。政府官文书中在不同的地方使用不同的词汇，表达的是不同的意思。胡氏将“口”理解为“口食”（即吃饭的人），并以此为前提，将“事”理解成了与“口食”相对举的干活的人；一旦这一前提不妥，其结论就难以成立。第三，江陵汉墓A类竹简是“郑里廪籍”，即贷民种食的记录，B类竹简大概与徭役有关，但其意义并不很清楚，而长沙走马楼的这类简是户籍简，二者有实质性的区分。同时，A类竹简的廪籍与B类竹简的徭役征发、算钱征收的记录，又是性质不同的两类记录。用性质不同的两类记录同时与一种户籍简进行比对，极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换言之，A类简郑里廪籍中的“能田”未必即上举长沙走马楼户籍简中的“口若干、事若干”之“事”，记录徭役征发的B类简也未必就是上举长沙走马楼户籍简中“算若干、事若干”之“事”。第四，长沙走马楼简中的这类简，只是长沙走马楼所见的户籍简中之一种，并非所有的户籍简均属这一格式
[9]

 。那些不属此类的户籍简，又如何与江陵汉墓的A、B类竹简进行比对呢？换言之，为什么有的户籍简登录了“口若干、事若干”“算若干、事若干”，而有的却未予登录呢？

以上诸家所征引的相关文献和简文资料都已相当丰富，我也只能就这些资料作些解说，以求教于诸家。

一

张荣强文已经指出，“‘事’本义为‘役使’，汉代赋役史料中的‘事’指徭役外，也泛指役使人身的各种名目的赋役”。“‘事’泛指赋役外，也单指口赋或算赋。”
[10]

 关于“事”的这个意义，《汉书》中有条十分典型的史料。贾山在孝文帝时，言治乱之道，借秦为谕，名曰《至言》，其中谈到：“陛下即位……礼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颜师古注称：“一子不事，蠲其赋役。二算不事，免二口之算赋也。”
[11]

 同一“事”字，既指徭役，又指算钱。换句话说，“事”是指政府向百姓征收赋税、征发力役，包括百姓应当完成官府要求他们负担的种种义务。

与“事”的这个意思密切相关的，就是复除。《史记》《汉书》中用“复”来表示复除，大致有两种情况，一是泛言“复”，二是具体地规定了所复的内容
[12]

 。比如汉高帝二年二月癸未下令，有“蜀汉民给军事劳苦，复勿租税二岁。关中卒从军者，复家一岁。举民年五十有脩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复勿徭戍”
[13]

 。蜀汉民和县三老，都明确了所复除的内容，而关中卒从军者，却只笼统地说“复家一岁”。《史记》在记载汉初复除时，也常常有这种泛称“复”的情况。比如，汉高帝在打败项羽之后的五年五月，下令兵罢归家，《史记》载：“诸侯子在关中者复之十二岁，其归者复之六岁，食之一岁。”
[14]

 《汉书》记载了这一诏书，则作：“诸侯子在关中者，复之十二岁，其归者半之。……非七大夫以下，皆复其身及户，勿事。”诸侯子在关中者所享受的“复”，与非七大夫以下所享受的“复”，因为后面有“勿事”二字，似乎不易理解，于是应劭称此复为“不输户赋”，如淳称“事谓役使也”，颜师古则说“复其身及一户之内皆不徭赋也”
[15]

 。其实，如果不明确标明“复”的内容，则它应包括租税和徭役；联系上引贾山《至言》中所及之“事”，可知所谓“勿事”实是对复的强调，并不专指徭役。

既然“事”的内容如此宽泛，其具体所指又当如何确定呢？我想，首先，这些赋税、力役等是制度所正式规定的，临时性或额外的摊派或征发，则不能称之为“事”。其次，“事”的具体内容，是由与它配合使用的赋税或力役来决定。谈的是算赋，则“事”的具体内容即指算赋；谈的是力役，则“事”的具体内容就是指力役。比如上引贾山所言“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前一句与丁联系，则指出力役；后一句与算联系，则指纳口算。明乎此，则吴简中所出现的“口若干事若干　算若干事若干”或可得一通解。

汉代百姓应向国家承担的义务大致包括三个方面：（一）土地税，即所谓十五税一或三十税一（实际则是按亩征收，并非按比率征收）；（二）人头税，即谓算赋、口钱；（三）力役（包括兵役）
[16]

 。孙吴的具体情况，我们知之不多，但就目前走马楼所出吴简的簿籍来看，除这些之外，还增加了财产税。至于其他种种苛捐杂税，则不在称作“事”的范围。在这个大前提下，我认为所谓“口若干事若干”，即指该户有多少口，其中有多少口服力役；至于这个口数是指全家的总人数，还是其中符合某些条件的人数，我们不得而知，但我认为属后者，这也正是吴简中“口食”与“口”的区别，即“口食”是指户内所有人口，而“口”则指其中的某一部分人数。所谓“算若干事若干”，是指应缴纳多少算而实际要缴纳多少算。

二

如果我的认识不误，则需要解释：（一）为什么在一户之内会有如此之多的服役人数？（二）从汉代的赋役制度来看，一户当中，符合征收口算的人数，要比符合征发力役的人数为多，因为即使不成丁，亦可征收口赋；而只有成丁，才可能被征发力役。但吴简中的这些简所反映的，为什么却恰恰相反，在一户中，服役人数要多于纳算人数？

我认为这不是普通的民户，而是吏户。

《晋阳秋》在记载孙吴灭国时称：“州四，郡四十二，县三百一十三，户五十二万三千，吏三万二千，兵二十三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米谷二百八十万斛，舟船五千余艘，后宫五千人。”
[17]

 特别标明了吏、兵，虽然学界对此处所标明者系户抑或口，还有不同的理解。永安元年（258）十一月壬子颁布的一道诏书中，也提到了吏：

诸吏家有五人三人兼为重役，父兄在都，子弟给郡县吏，既出限米，军出又从，至于家事无经护者，朕甚悯之。其有五人三人为役，听其父兄所欲留，为留一人，除其米限，军出不从。
[18]



这道诏书是研究孙吴吏役最为重要的一条史料。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吏以“户”（家）为单位，所以父兄在都，子弟给郡县吏。换言之，走马楼吴简中的“户人”下标明为“吏”者，并不是说户人一人是吏，而是该户为吏。我们将这种简所登记者，称作“吏户”。在八月案比时，对他们的情况要单独上报：

东乡劝农掾殷连被书，条列州吏父兄人名年纪为簿。辄科核乡界，州吏三人，父兄二人，刑踵叛走，以下户民自代。谨列年纪以（已）审实，无有遗脱。若有他官所觉，连自坐。嘉〔禾〕四年八月破莂保据。（J22—2543）

广成乡劝农掾区光言：被书条列州吏父兄子弟伏处人名年纪为簿。辄隐核乡界，州吏七人，父兄子弟合廿三人。其四人刑踵聋欧病，一人被病物故，四人真身已送及随本主在官，十二人细小，一人限佃，一人先出给县吏。隐核人名年纪相应，无有遗脱。若后为他官所觉，光自坐。嘉禾四年八月廿六日，破莂保据。
[19]



“条列州吏父兄人名年纪”“条列州吏父兄子弟伏处人名年纪”，都说明吏是以户为单位的。即户籍上所标明的“户人”即户主为吏，则该户均为吏的身份，要服吏役。广成乡劝农掾区光所列出的“州吏七人”，即“户人”下标明为吏者共七人，即七户；这七户共有父兄子弟廿三人，并一一说明了他们的情况。其中“一人限佃，一人先出给县吏”正是上引诏书中所谓“子弟给郡县吏，既出限米”的情况。正因为吏户是以户而非以人为单位来服吏役，才有“诸吏家有五人三人兼为重役”的情况，即一户内服役人数较多。这也正是上引“口若干事若干　算若干事若干”简中，服役者人数较多的原因。当然吏役之重，一方面表现在一户内服役人数较多，同时还表现在服役远近、所服之役的性质等。比如，父兄至都，则子弟在郡县服役即可，不能让父兄子弟皆至远处服役；而在所服之役中，可能以参加军事行动（即“军出又从”）为最重，因他们本身不是兵，所以在一户五人中三人从役的情况下，可留一人，“除其米限，军出不行”——言外之意，如不属于这种情况，则不能享受这样的优待。

最近黎虎根据走马楼所出吴简的材料，否定了当时吏户的存在。他的根据主要有两点：一是当时吏、民户籍是混合编制的，同为编户齐民，并不存在独立于民户之外的吏户；二是当时吏户的地位，不仅不比普通百姓低，甚至还高过普通百姓
[20]

 。我认为这两点与吏户存在与否都没有必然的关系。

判断是否存在吏户，最重要的根据是当时人的看法；如果史料不足以说明当时人的看法，那么我们就可以用今天的眼光来审视，当然首先要确定判断的标准。我认为，判断其是否为吏户，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标准应当是它是否具有身份性，乃至世袭性。从走马楼吴简来看，这一时期的吏具有身份性（户主为吏，则该户所属人丁即为吏），这样的户，我认为就可以视作“吏户”。户籍的编排形式只是一个形式问题，身份性才具有本质意义。在中国历史上，身份性的户籍制度最为典型的是元代，称为诸色户计
[21]

 。以其中的军户为例，一经征点为兵，不仅要终身服役，而且具有世袭性。但汉军的户籍却可由当地地方官兼管
[22]

 。换句话说，这些军户的户籍是在当地官府存放的。我们现在从走马楼吴简中的户籍资料来看，其中既有普通民户，也有标明为吏的户。因为编绳已断，这些户籍是混合编排的，还是分别编排后存放在一处的，我们现在还不能肯定。如果是混合编排，这可以纠正以前学术界通常所持的“吏户”是与民户分开、单独编制的认识，但不能据此而否定吏户的存在。

吏户地位的高低与吏户是否存在，也是两个问题，其间并无必然的关系。同时，吴简所反映的吏户的地位，也并不等于魏晋南北朝的吏户的地位；不能用吴简的材料来概括整个魏晋南北朝的情况。从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来看，吏的地位在逐渐卑微化，恐是不争的事实
[23]

 ；吴简所反映的情况，可能正处在两汉时期吏的地位较高，向两晋南北朝时期吏的地位卑微化的转折时期，这表现在（一）吏具有了身份性，（二）它的官僚色彩正在淡化，而它的力役色彩却正在加强，所以地方官才要不断地查核其人数，以保证吏役的征发。

三

“凡口若干事若干　算若干事若干”属总结简。属于同类性质的简，还有其他几种形式。一种是“右某家口食若干人　其若干人男若干人女”，如：

[image: 070-01]


或是不标明男女，如：

〔简12〕：右银家口食二人　（壹·1619）

或者还标明了赀。如：

〔简13〕：右厚家口食七人　訾　五　十　（壹·2931）

〔简14〕：右隆家口食九人　訾　一　百　（壹·9324）

〔简15〕：右熙家口食八人　訾　三　百　（壹·9094）

〔简16〕：右颜家口食十六人　訾　二　百　（壹·9109）

在原来的简册中，与这些总结简相对应的是什么简呢？汪小烜认为它们系户籍简册的结句简
[24]

 。我非常同意这一认识；可以补充的是，不同的结句简所对应的户的性质也不相同。所谓“家口食”是指该户共有多少人，对应的是一般的民户；所谓“口若干事若干”是指该户有多少可服役的人、实际应被征发服役的又有多少人，所对应的是吏户。从上引嘉禾四年东乡和广成乡的劝农掾所条列的“父兄人名年纪”“父兄子弟伙处人名年纪”来看，政府重视的是吏户中的父兄子弟，而非全户的人口，因此，“口若干”之“口”恐怕不是全户之口。这也正是“口食”与“口”的区别。

在目前已知的长沙走马楼简中，只有以“户人”开头的简才应当是户籍简。在《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收辑的共约一万枚简中，这样的简共计近390枚。其中标明为“真吏”者约23枚；标明“算一给州吏”者，约6枚；标明“算一给县吏”者约6枚；标明“算一给郡吏”者约8枚，标明“算一给军吏”者，约4枚；标明“算一给县卒”者，约1枚。只有明确标明“真吏”或“吏”的户籍简，才是吏户，共计48枚。另外，只标明“户人某，年多少”而未标算及身体特征者，约29枚；只标明“户人某、年多少，妻某、年多少”而未标算及身体特征者，约9枚。标明“户人某”或“户人某、年多少”之后已残者，约65枚。几类相加，共计103枚。以“户人”开头的简应当是该户籍简册的第一枚，所以，有多少枚这样的简，就说明有多少户。换言之，在这390余户中，明确标明为吏户者约48户，不明户属者有103户（这其中既可能有民户，也可能有吏户）；如将这不明户属的103户全部视作吏户，则吏户共计为151户。

如果以明确标明吏户的48枚简视作48户，从以“户人”起首的近390枚简中减去这48枚，则属民户者约为350户；吏户与民户之比约为1:15。如果将上引孙吴灭国时的“户五十二万三千，吏三万二千，兵二十三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中的“吏三万二千”视作户数，“户五十二万三千”视作民户（它与“男女口二百三十万”对应，与户均4—5人亦相合），则吏户与民户之比约为1:17。两个比例颇为接近。

作为吏户简的结句简，“凡口若干事若干　算若干事若干”的简在《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中，共有180余枚。也就是吏户应是180余户，与这批简中，明确标明为吏户的近五十枚起首简相差甚大。若将不明户属者全部视作吏户（共150余户。当然这不可能），二者颇为接近。

由于现在公布的材料有限，而且对这些现已公布的材料，我们又无法排除它们属于不同时期的可能性（起首简与结句简可能分属不同时期，即使同一时期也可能分属不同的户），因此，上面的统计意义不大。

四

从汉到三国，百姓向政府承担正式义务，泛称作“事”，而至迟到了北朝，下及隋唐，此“事”就为“课”所取代，有所谓课口不课口、课户不课户之称，所指内容则一
[25]

 。其转折点，或许是西晋的占田课田制中“课”的使用。如果这个变化确乎存在，这是否表明了民众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变化（至少在意识上）呢？——“事”更多地体现了民众主动或本应向政府承担的义务，而“课”则强调了政府似乎理所当然地要向民众征收和征发赋税力役；国家的强制力似乎在增加，而民众的主动性似乎在被弱化。从另一方面来看，汉代的国家或政府对民众具体的生产事务介入较深，月令诏条或可为佐证；汉代以后，这种介入在逐渐淡化，乃至完全流于形式或成为仪式。这是不是意味着国家对民众的控制或干预逐渐从具体的生产生活，淡化为主要只关注向民众征收、征发赋税、力役呢？汉代对土地兼并十分敏感（其时人与土地的关系远没有到十分紧张的程度），后代又有所谓的占田、均田；这都是国家力图干预农民生活的表现。虽然在占田、均田制下，其着重点并非田制本身，而在于对赋税、力役的征收和征发——田制不过是国家实现其向民众征收、征发赋役的工具或条件——但毕竟对土地的转让、典贴有一系列的制度约束。到了宋代，国家则连这样的“工具”也不再表示关心，而只是关心其赋税的收入——国家对土地转让并不进行严格限制，它关心的是在土地转移之后仍能保证赋役征收。元代元贞二年（1296）五月，在有关站户消乏、将原签当站田地典卖的处理中，有关部门强调如站户确系消乏，田土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转让，但“务要随地当役，苗米不失元额”
[26]

 。明代对土地转移后的推收过割极为重视，在洪武二十四年（1391）攒造黄册格式中明确规定：“其田地等项，买者从其增添，卖者准令过割，务不失原额。”
[27]

 保证“不失原（元）额”，才是重中之重。

（原刊长沙简牍博物馆、北京吴简研讨班编《吴简研究》第2辑，武汉，崇文书局，2006年）




[1]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走马楼简牍整理组：《长沙走马楼吴简·竹简》〔壹〕，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


[2]
 王素、宋少华、罗新：《长沙走马楼吴简整理的新收获》，《文物》1999年5期，


[3]
 王子今：《走马楼“凡口若干事若干”简例试解读——以对“事”的理解为中心》，未刊。


[4]
 张荣强：《说孙吴户籍简中的“事”》，《吴简研究》第1辑，武汉，崇文书局，2004年；分见其第二节、四节及第216页。


[5]
 于振波：《“算”与“事”——走马楼户籍简所反映的算赋和徭役》，《汉学研究》（台北），22卷2期，2004年11月，205页。


[6]
 胡平生：《〈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第二卷释文校证》“口若干，事若干；筭若干，事若干”条，《出土文献研究》第7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123—125页。


[7]
 裘锡圭：《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简牍考释》，《古文字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545页、554页。


[8]
 汪小烜《走马楼吴简户籍初论》（《吴简研究》第1辑）已指出有三类户籍简的总结简。


[9]
 汪小烜《走马楼吴简户籍初论》已发现有三类户籍简的总结简。这说明至少有三类户籍简。


[10]
 张荣强：《说孙吴户籍简中的“事”》，212—213页。


[11]
 《汉书·贾山传》，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3年，2335—2336页。


[12]
 相关史料，可参马怡、唐宗瑜《秦汉赋役资料辑录》第二章“复除”，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


[13]
 《汉书·高帝纪上》，33—34页。


[14]
 《史记·高祖本纪》，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2年，380页。


[15]
 《汉书·高帝纪下》，54—55页。


[16]
 参韩连琪《汉代的田租、口赋和徭役》，《先秦两汉史论丛》，济南，齐鲁书社，1986年。


[17]
 《三国志·吴书·孙皓传》裴注所引，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2年，1177页。


[18]
 《三国志·吴书·孙休传》，1157页。


[19]
 《长沙走马楼二十二号井发掘报告》，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走马楼简牍整理组《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32页。释文据侯旭东《三国吴简两文书初探》（《历史研究》2001年4期）作了修正。


[20]
 黎虎：《“吏户”献疑》，《历史研究》2005年3期。


[21]
 关于元代的诸色户计，可参黄清连《元代户计制度研究》，台北，台湾大学文史丛刊，1977年；陈高华、史为民《中国经济通史·元代经济卷》第十三章第二节“诸色户计”，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


[22]
 参陈高华《论元代的军户》，《元史研究论稿》，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


[23]
 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学界已有了较为充分的研究，唐长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吏役》（《江汉论坛》1988年8期）的研究尤其值得重视。


[24]
 参汪小烜《走马楼吴简户籍初论》。


[25]
 参宋家钰《唐朝户籍法与均田制研究》第五章第三节“计账上的课、不课与见输、见不输”，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


[26]
 《景印元本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卷一九户部之五“典卖·站户典卖田土”条，台北，故宫博物院，1976年。


[27]
 （万历）《大明会典》卷二“户口二·黄册”，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9年，357页。另参《后湖志》卷四“诸司职掌·洪武二十四年奏准攒造黄册格式”。关于明代田地转移之后推收过割等事的分析，可参王毓铨《明朝田地赤契与赋役黄册》，《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1期。



吴简所见的“子弟”与孙吴的吏户制

——兼论魏晋的以户为役之制


吴简中出现了“子弟”。与此相关，在缴纳赋税的记录或出入账中，出现了不少“子弟限米”；在户籍类简中，出现了“给子弟”的标注。我通检了这一时期正史中的有关记载，“子弟”多是从宗亲的意义上来称呼的，属泛指而非专称；这与吴简中的“子弟”含义颇为不同。

一、“子弟限米”简中的“子弟”

关于“子弟限米”的简，有不少只是简单地记录为入“子弟限米”若干（有的是小结简）
[1]

 ，如：

〔简1〕：入平乡嘉禾元年子弟限米三斛胄毕┃嘉禾元年十一月廿七日[image: 073-01]
 丘烝成关邸阁董基付三州仓吏谷汉受（贰·4417）

〔简2〕：右平乡入子弟限米五十五斛二斗五升七合（叁·5664）

〔简3〕：右桑乡入三年子弟限米十一斛一斗（叁·2742）

〔简4〕：入桑
 乡嘉禾元年子弟限米一斛一斗胄毕┃嘉禾二年八月五日□下丘大男□[image: 073-02]
 （叁·5805）

〔简5〕：右乐乡入三年子弟限米卅一斛九斗七升　（叁·3702）

〔简6〕：入乐乡三年子弟限米八斛一斗七升二合┃嘉禾元年……[image: 073-02]
 （叁·3863）

〔简7〕：入广成乡元年子弟限米十三斛胄米毕┃嘉禾元年十月十九日三州丘谢成付三州仓吏谷汉受　（叁·2758）

〔简8〕：[image: 073-02]
 右广成乡入子弟限米三百九十一斛八斗[image: 073-02]
 （贰·8606）

〔简9〕：右广成乡入二年子弟限米四斛　（叁·3770）

〔简10〕：入小武陵乡嘉禾二年子弟限米四斛┃[image: 073-02]
 （贰·4313）

〔简11〕：入东乡黄龙元年子弟限米五斛胄毕
 [image: 073-02]
 （叁·3636）

〔简12〕：入东乡三年子弟米二斛二斗二升胄毕┃嘉
 禾
 元
 年
 十
 月
 十
 九日□丘□□付
 三
 州
 仓
 吏
 谷
 汉
 受
 中　（叁·3692）

〔简13〕：·右东乡入子弟限米十六斛九斗　　[image: 073-02]
 （贰·4940）

〔简14〕：入西乡嘉禾二年子弟限米一斛┃嘉禾三年三月二日温丘胡材关邸阁李嵩付仓吏黄讳史潘虑（贰·709）

缴纳“子弟限米”的乡，现已知者，有平乡、桑乡、乐乡、广成乡、小武陵乡、东乡、西乡、中乡等。我们怀疑各乡都有缴纳“子弟限米”的现象。除“右某乡入某年子弟限米”或“右某乡入子弟限米”属总结简，有小计性质外，其余均为某人单次所缴纳，数额有大小，如同是桑乡，有多至十一斛者（如〔简3〕），有少到一斛一斗者（如〔简4〕）。同属小记简，数额也相差悬殊，如同在广成乡，有高达三百九十一斛八斗者（如〔简8〕），有仅四斛者（如〔简9〕）。有的总结或小记简所载的数额比单次所纳者还要少，如〔简7〕为广成乡单次所纳，有十三斛，而〔简9〕的小计，不过四斛多。可见，小计的时限有长有短。

这些缴纳或统计中的“子弟限米”中的“子弟”何指呢？我们通检了《竹简》〔壹〕、〔贰〕、〔叁〕这三卷，发现这些“子弟”会与具体的某人相联系，如：

〔简15〕：入
 □□乡
 嘉
 禾二年子弟谢颐限米二斛四斗┃[image: 073-02]
 （壹·4263）

〔简16〕：入广成乡故三年子弟雷[image: 074-01]
 限米二斗七升胄毕┃嘉禾元年十月十六日觞僔丘郡吏区山[image: 074-02]
 岑付三州仓吏谷汉受　中　（叁·2751）

〔简17〕：入乐乡子弟雷□三年限
 米
 □斛
 　二斗
 ┃嘉禾元年十一月六日郡吏囗仓付三州仓吏谷汉受　中
 　（叁·2876）

〔简18〕：[image: 073-02]
 乡
 黄龙元年子弟邓念限米四斛三斗胄毕┃嘉禾二年……丘李惕关邸阁董基付仓吏谷汉受　（叁·2819）

“子弟谢颐限米”“子弟雷囗三年限
 米
 ”“子弟邓念限米”中的谢颐、雷囗、邓念，应该就是指缴纳“子弟限米”的“子弟”。可见，某一个具体的人会成为“子弟”。同时，这些“子弟”又都与“吏”有关系，不少简更是明确标明为“吏某子弟限米”，如：

〔简19〕：入平乡嘉禾二年吏雷济子弟限米五斛三斗胄毕┃[image: 073-02]
 （壹·3594）

〔简20〕：入平乡嘉禾二年吏石志子弟限米十二斛胄毕┃嘉禾二年十月廿五日伍社丘□□关邸阁董[image: 073-02]
 　　　　（壹·4446）

〔简21〕：入平乡嘉禾二年故吏子弟[image: 073-02]
 （壹·5851）

〔简22〕：[image: 073-02]
 吏陈机子弟限米六斛
 胄
 毕
 ┃嘉禾二年十一月一
 日
 上
 和
 丘
 烝
 □关
 邸
 [image: 073-02]
 （壹·3789）

〔简23〕：[image: 073-02]
 吏曹卿子弟限米十一斛┃嘉禾二年十月十八日东
 丘□阳关邸阁[image: 073-02]
 （壹·4512）

〔简24〕：[image: 073-02]
 吏潘招子弟限米十六斛七斗僦毕┃嘉禾二年十一月十日夫丘□□关
 [image: 073-02]
 （壹·3585）

〔简25〕：[image: 073-02]
 吏黄□子弟限米八斛
 [image: 073-02]
 （壹·3652）

〔简26〕：[image: 073-02]
 吏蔡忠子弟限米八斛胄[image: 073-02]
 （贰·2770）

可见，吴简中的“子弟”，似乎不是泛称的子弟，而是一种专称，是专门指“吏之子弟”。于是我们看到明确标为“郡（县、乡）吏某子弟限米”或“吏某子弟限米”的例子。如标明为“郡吏某子弟限米”者：

〔简27〕：入平乡嘉禾二年郡吏监训子弟限米四斛胄毕┃嘉禾二年□月十六日浸顷丘监□关邸阁董[image: 073-02]
 （壹·4497）

〔简28〕：入
 平乡嘉禾二年郡吏石□子弟限米六斛四斗胄毕┃嘉禾二年十一月廿日□丘□[image: 073-02]
 （壹·6819）

〔简29〕：入平乡嘉禾二年郡吏廖□子弟限米[image: 073-02]
 （壹·9984）

〔简30〕：入平乡嘉禾二年郡吏毛金子弟限米六斛胄米毕┃嘉禾二
 年
 □[image: 073-02]
 　（叁·507）

〔简31〕：入广成乡嘉禾二年郡吏华贤子弟限
 米
 八
 斛
 胄
 毕
 ┃嘉
 禾
 二
 年
 十
 月
 廿
 七
 日
 龙
 丘
 □□[image: 073-02]
 （壹·4905）

〔简32〕：入广成乡嘉禾二年郡吏黄何子弟限米廿三斛胄毕┃嘉禾二年十月廿日□丘烝囗关邸阁董基付三州仓吏郑黑受（壹·7461）

〔简33〕：入中乡嘉禾二年郡吏郑□子弟限米十五斛胄┃嘉禾二年十月廿七日监沱丘□□关邸阁董基付三州仓吏郑黑受　（壹·3902）

〔简34〕：[image: 073-02]
 乡嘉禾二年郡吏徐章子弟限米□四斛胄毕┃嘉禾二年十一月廿八日领[image: 073-02]
 （壹·6843）

〔简35〕：[image: 073-02]
 嘉
 禾二年郡吏谷昌子弟限米[image: 073-02]
 （壹·5079）

标明为“县吏某子弟限米”者：

〔简36〕：入平乡嘉禾二年县吏黄原子弟限米七斛胄毕┃嘉禾二年十月廿[image: 073-02]
 （壹·4546）

〔简37〕：入平乡嘉禾二年县吏廖思子弟限米□斛胄毕┃嘉禾二年十月十六日□□丘廖□关邸阁董基付三州仓吏郑黑受（壹·4866）

〔简38〕：入平乡嘉禾二年县故吏周[image: 076-01]
 子弟限米四斛胄毕┃嘉禾二[image: 073-02]
 　　（壹·4840）

〔简39〕：入广成乡嘉禾二年县吏钱巾子弟限米三斛胄毕┃嘉禾二年十月廿七
 日……[image: 073-02]
 （壹·4839）

〔简40〕：入桑乡县吏谷耒三年子弟米五斛胄毕┃嘉禾元年十月十九日□□丘谷耒付三州仓吏谷汉受　中　（叁·2730）

〔简41〕：入东乡县（？）吏谢强黄龙三年子弟米三斛胄毕┃嘉禾元年十月十九日□丘男子谢双付三州仓吏谷汉受中　（叁·3681）

〔简42〕：入中乡嘉禾元年县吏潘阿子弟限米一斛□斗胄毕┃嘉禾二年正月十日上俗丘潘□关邸阁董基付三州仓吏谷汉受　（叁·5792）

〔简43〕：……县吏娄品子弟烝□限米二斛七
 斗
 □□[image: 073-02]
 　（叁·501）

〔简44〕：[image: 073-02]
 禾
 二年县吏陈机子弟限米三斛胄米毕┃嘉禾二年十一月十日尽[image: 073-02]
 （壹·3702）

还有标明为“乡吏某子弟限米”者：

〔简45〕：[image: 073-02]
 嘉禾二年乡吏烝卿子弟限米一斛二斗胄毕┃嘉禾二年十一月十一日桓坪丘男子李□关[image: 073-02]
 （壹·6837）

可见，“吏子弟”中的“吏”，至少包括了郡吏、县吏和乡吏。

总之，从目前已知的吴简来看，可以明确肯定缴纳“子弟限米”的“子弟”都是吏之子弟。由此我们也推测，没有明确标出缴纳者身份的“子弟限米”的子弟，也是吏之子弟；缴纳物只标明“限米”而缴纳者标明为“子弟”者，恐怕也是指的“子弟限米”。同时，“子弟”经手所缴纳的“限米”亦应系“子弟限米”，如：

〔简46〕：入□乡嘉禾二年限米卅斛七斗六升┃嘉禾三年正月八日龙穴丘子弟李租关邸阁李嵩付仓吏黄讳史潘虑（贰·2715）

〔简47〕：入西乡嘉禾二年限米廿一斛┃嘉禾三年三月一日龙穴丘子弟唐萧（？）关邸阁李嵩付仓吏黄讳番虑（贰·691）

就限米的缴纳者来看，有的应缴纳者与实际去缴纳者是同一人，如〔简40〕，桑乡县吏谷耒的限米，就是谷耒本人缴纳的；有的则并非同一人，如〔简41〕，东乡县吏谢强的子弟限米是由谢双缴纳的，这似乎是一家人；有的则不易判定，如〔简45〕，乡吏烝卿子弟限米就是由李姓男子所缴纳。可见，实际去缴纳限米的人，未必就是子弟。换言之，我们不能根据实际去缴纳者所缴纳的是子弟限米而判断他的身份就是吏子弟。

缴纳赋税的简中，也有称“子弟米”甚或只称“子弟”者，如：

〔简48〕：入桑乡三年子弟米四斛胄毕┃嘉禾元年十一月十二日□□丘□□高仲
 付三州仓[image: 073-02]
 　（叁·2890）

〔简49〕：入桑乡三年子弟廿斛就毕┃嘉禾元年十月六日囷丘男子文从付三州仓吏谷汉受　（叁·2740）

“子弟米”，或不称米而只标明为“子弟”者，都应是指“子弟限米”。“限米”是某类赋税的统称，而实际的缴纳物，有米，也有其他作物，如：

〔简50〕：·右广成乡入子弟限禾五斛六斗……　（贰·4190）

也有标明为其他田地的收获物，如：

〔简51〕：入广成乡元年子弟旱限米二斛胄毕┃嘉禾元年十一月廿八日栗丘番貌
 付[image: 073-02]
 　（叁·2685）

“旱限米”是指所纳限米为旱田的收获物。

除上述吏子弟限米外，还有“帅子弟限米”，如：

〔简52〕：入平乡嘉禾二年故帅烝[image: 078-01]
 子弟限米三斛胄毕┃嘉禾二年十月廿六日杷丘男子石[image: 078-01]
 关邸阁董
 [image: 073-02]
 （壹·4859）

〔简53〕：入小武陵乡嘉禾二年故帅子弟限米十二斛胄毕┃嘉
 禾
 二
 年
 □□月[image: 073-02]
 （壹·4640）

〔简54〕：入广成乡嘉禾二年还所贷食黄龙元年帅子弟限米五斛二斗胄毕┃嘉禾二年十二月廿七日□[image: 073-02]
 　（壹·5997）

吴简中有大量的吏帅客，陈爽曾作过考释
[2]

 。由“帅子弟限米”来看，可能“帅”也是吏之一种。

二、户籍类简中的“子弟”与“给子弟”

在吴简户籍类简中，也出现了“子弟”的标注，如：

〔简55〕：子弟邓沐年卅九　　　（贰·1914）

〔简56〕：子弟黄乐（？）年卅八腹心病　　乐（？）妻大女晖年廿二筭一（贰·1945）

〔简57〕：子弟谢狗年六十二　　（贰·1968）

〔简58〕：子弟蔡米
 年六十二　（贰·2015）

〔简59〕：子弟梅蔯年五十七　（贰·2106）

〔简60〕：[image: 079-01]
 子女姑年二歳　　□子弟[image: 079-02]
 年十六筭一　（贰·2536）

根据我们目前所知的吴简有关户籍简的标注方式，有“子男”、“子女”，如：

〔简61〕：·庳子男仕伍福年八歳　　福男弟仕伍□年五□[image: 073-02]
 　（贰·1558）

〔简62〕：硕
 妻大女思年五十一　　硕子男□年十九踵（肿）足　（贰·1982）

〔简63〕：宜子女卵年六歳　　卵女弟将年三歳　　（贰·1572）

〔简64〕：造子女兀年十八筭一　　兀女弟鉏（？）年十四　（贰·1574）

有“男弟”、“女弟”，如：

〔简65〕：从男弟修年六岁　妾侄子男亡年四岁　　（壹·16）

〔简66〕：□侄子男呙年七岁　呙男弟[image: 079-03]
 年五岁
 [image: 073-02]
 　（壹·18）

〔简67〕：[image: 073-02]
 妻崇年卅六　□子女雷年六岁　　　　　　（壹·1326）

〔简68〕：湛龙里户人公乘吴易年廿一　妻思年廿　子女□年三岁　（壹·1655）

〔简69〕：健妻大女仵（？）年廿五　健女弟洎年廿一肿两足　（壹·2）

目前尚未发现用“子弟”表示家庭关系者，因此，上举简中所标示的“子弟”是表示身份或所承担的赋役，而非表示亲属关系
[3]

 。

结合上节关于子弟限米简的子弟，我们认为户籍简中的“子弟”也是吏之子弟；子弟之役就是吏子弟之役，而吏子弟之役即所谓吏役。

我曾经引用“东乡劝农掾殷连被书条列州吏父兄子弟人名年纪为簿”和“广成乡劝农掾区光言被书条列州吏父兄子弟伏处人名年纪为簿”，指出当时已实行“吏户”制度，即一人为吏，则全家均服吏役
[4]

 。从上引户籍简来看，“子弟”已具有身份性。“子弟”由家庭成员的泛指变成为具有身份性的人，可进一步证明“吏户”制的成立——为区别于作为户主的吏，需服吏役的其他家庭成员即被定为“子弟”。当“子弟”变成一种身份之后，就不再是与父兄相对的一个泛称了。

但是，吴简户籍类简中又出现了“给子弟”的标注。如：

〔简70〕：□侄子□年卅九给子弟　　□妻大女衷（？）年廿六筭一（贰·1754）

〔简71〕：·□从兄公乘嚢年□□给子弟（贰·2033）

〔简72〕：兄子男公乘蒴廿雀（截）左手给子弟　（贰·2034）

这些简的编联情况，我们不得其详。如果该户本是吏户，按我们上面的分析，需服吏役的户内成员，在应役时似不必再作标注，此处何以要再作“给子弟”的标注？如果是民户，“给子弟”作何解？

与“给子弟”相近的用法，文献中有“给吏”的记载。《续汉志·百官三》“大司农”下“本注”称：“又有廪牺令，六百石，掌祭祀牺牲雁鹜之属。”刘昭注引《汉官》曰：

丞一人，三百石。员吏四十人，其十一人斗食，十七人佐，七人学事，五人守学事，皆河南属县给吏者。
[5]



“给吏”就是指在河南属县征派人充当吏员，到官府服役。永安元年（258）诏书称“诸吏家有五人三人兼为重役，父兄在都，子弟给郡县吏”
[6]

 ，以及吴简中的“给郡吏”“给县吏”（详见下节所引），都不过是“给吏”的具体化。“给子弟”就是派人去充当吏子弟，即服吏子弟之役，也就是去服吏役。

用“给……”表示服役，也可以在文献中找到佐证。后汉刘瑜在延熹八年（165）被太尉杨秉举为贤良方正；至京师，上书陈事时说：

臣瑜自念东国鄙陋，得以丰沛枝胤，被蒙复除，不给卒伍。
[7]



“不给卒伍”是指复除，即免于服役；换言之，“给卒伍”就是指服役。

吏户中具备一定条件的家庭成员就需服吏役，这些家庭成员被确认为“子弟”，于是“子弟”又成为需服吏役的一种身份。但从上引永安诏书来看，吏或吏之子弟，并不是始终在服役，而是按照一定的规定，在需要时被调发去服吏役。所以，吴简中就有吏之父兄子弟被“送”的名籍，如：

〔简73〕：廷被
 戌（？）赏书曰
 ……吏父兄子弟
 以
 送死叛吏
 □人名[image: 073-02]
 （贰·7341）

送、死、叛分别表示三种情况，“送”是其中之一种。“送”的标示，也见于师佐名籍，如：

〔简74〕：其师佐廿九人妻子五十五人今见送　　（壹·5899）

〔简75〕：其十四人师佐弟妻子廿一人见今送　　（壹·5907）

〔简76〕：其师佐五人妻子五人见今　送　　　　（壹·5974）

〔简77〕：其师佐十八人母妻子女五人见今送　　（壹·6671）

〔简78〕：右安成师
 佐四人妻子五人见今
 送　　（壹·6725）

由师佐籍的“送”可以推知，吏父兄子弟名籍中的所谓“送”，也是指被派出服役。吴简中也确有“子弟”被征派服吏役的记录，如：

〔简79〕：·其二人子弟随本主在宫（贰·7098）

“在宫”似应释作“在官”，即吏之子弟“随本主”在官服吏役。这些随本主在官服吏役的“子弟”，官府在进行户籍统计或差役统计时，就应在其名字后标注出“给子弟已送”，如：

〔简80〕：[image: 073-02]
 岑
 妻大女容年卌三筭一　　岑
 子公乘[image: 081-01]
 年廿一给子弟已送（贰·2682）

即该公乘已被征派从事子弟之役，即吏役，并且已经被送往役所。类似的简还有一些，如：

〔简81〕：[image: 073-02]
 　·其四人真身已送及随本（？）主在宫（官？）（贰·8936）

这枚简虽未明言是吏子弟，但与前引一简相比照，可知是指吏子弟被征派服役时的统计。所谓“真身”，是指应服吏役者本人；与此相对，可能服吏役时也允许雇人应役。

吏户制的成立前提，就是吏役均由吏户承担，民户不必再承担吏役。但是，上举“给子弟”简，也有可能关涉民户中的成员。因此，这又涉及吏役的征发。我认为“给子弟”的含义就是指征派服吏子弟之役，也就是吏役。我们所见到的简中标注的“给子弟”其实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本身具有吏或吏子弟的身份，而被征发去服吏役；另一情况是，本人的身份是民，但在吏户不足以承担吏役时，被征派从事吏役。普通百姓以“给子弟”的方式承担吏役时，具有“权宜性”或“临时性”，即并不因其被征派从事吏役而改变其身份。换言之，其身份仍是民而不是吏。所以在吏役结束时，可能就要标“除子弟”，如：

〔简82〕：[image: 073-02]
 当除子弟
 　（叁·6514）

吴简中所涉及的“给子弟”，也有年纪颇大而被征派服吏役者，如：

〔简83〕：民
 大女郭思年八十三　　思子公乘□年六十一给子弟　（贰·1818）

〔简84〕：·张
 父
 公乘赍年六十五给子弟　　赍妻大女举（？）年五十四踵右足　（贰·1904）

有的甚至高达八十岁，如：

〔简85〕：·□男侄[image: 082-01]
 年九歳　　·敢（？）父公乘利年八十给子弟　（贰·1680）

晋在平吴之后，制户调之制。关于丁的年龄也作了规定，即男女十六以上至六十为正丁，十五以下至十三、六十一以上至六十五为次丁；而十二以下、六十六以上为老小，不事
[8]

 。这一制度未必是孙吴的制度，却因时限距孙吴较近，可以参较。〔简83〕、〔简84〕两例是次丁而被征发服子弟即吏役者，可见吏役之重。而〔简85〕中事主年龄高达八十，无论如何已属“不事”范围的“老”，却仍被征发服吏役，殊不易解。

关于“给子弟”，侯旭东在《长沙走马楼吴简所见给役、限米与限田》中，曾在“给役”的背景下作过探讨。他认为：

“给役”中的“给”亦应是“供”义……目的亦应是维持所给对象的生存……而不应泛泛理解为服吏役或徭役。（6页）

随后他又再次明确地说：“‘给’的含义是‘供’，‘给役’表示供养某类人”（8页）。照此理解，则“给吏”“给子弟”就是指征发民供养吏或子弟，而其供养的方式就是耕种限田、缴纳限米。“承担‘给役’的多数百姓的工作就是耕种相应的限田，交纳相应的限米。具体言之，标注‘给子弟’的‘民’承担耕种‘子弟限田’的任务，并定期交纳‘子弟限米’，标注‘给州吏’的则耕种‘州吏限田’，交纳‘州吏限米’，以此类推。”（11页）还说：“看来不单是‘民户’会承担此役，吏子弟也不例外。”（8页）

我曾征引汉代常见“给事”的记载来论证“给郡（县）吏”。《史记》记载“给事”者
[9]

 ，以《建元以来侯者年表》最为集中，如：

张安世，家在杜陵。以故御史大夫张汤子武帝时给事尚书，为尚书令。（1060页）

杜延年。以故御史大夫杜周子给事大将军幕府。（3/1061。按，该《表》所载杨敞、蔡义、邴吉均曾“给事大将军幕府”。）

董忠，父故颍川阳翟人，以习书诣长安。忠有材力，能骑射，用短兵，给事期门。（1067页）

于定国，家在东海。本以治狱给事为廷尉史，稍迁御史中丞。（1068页）

此外，还有如：

（王）陵之免丞相，吕太后乃徙（陈）平为右丞相，以辟阳侯审食其为左丞相。左丞相不治，常给事于中。（卷五六，2060页）

（李）延年坐法腐，给事狗中。（卷一二五，3195页）

大将军卫青者，平阳人也。其父郑季，为吏，给事平阳侯家。（正义曰：以县吏给事平阳侯之家）……青时给事建章，未知名。（卷一一一，2921—2922页）

减宣者，杨人也。以佐史无害给事河东守府。（卷一二二，3152页）

东汉之“给事”亦史不绝书，《后汉书》中言及给事于县廷者有：

华仲少给事郡县，为吏清公，不发私书。（卷四八《应奉传》注引华峤《后汉书》，1607页）

吴汉字子颜，南阳宛人也。家贫，给事县为亭长。（卷一八，675页；另参卷八《逢萌传》，2759页）

庾乘字世游，颍川鄢陵人也。少给事县廷为门士。（卷六八，2229页）

（陈寔）少作县吏，常给事厮役，后为都亭（刺）佐。（卷六二，2065页）

（郭太）家世贫贱。早孤，母欲使给事县廷。林宗曰：“大丈夫焉能处斗筲之役乎？”遂辞。（卷六八，2225页）

汉代的“给事”于中央或地方官府，就是在官府工作，至于所承担的具体工作，不易判定。但从《后汉书》所载给事于县廷者来看，他们所从事的似乎都是一些琐碎的乃至类乎力役的事情，所以郭太说是“斗筲之役”，陈寔则“常给事厮役”。“给事县”“给事县廷”“给事郡县”，就是指在县廷服役。“给事……”也可作“给……事”，如《史记·萧相国世家》“（萧）何乃给泗水卒史事”
[10]

 。“给……事”与“给郡（县）吏”的用法是相同的。

对我的这一论证和解释，侯旭东不以为然，他批评道：

“事”有役使的含义，“给事”则有“供役使”之意……“给事”的对象多为机构，如尚书、大将军幕府、河东守府、郡县、县廷等等，与吴简中的“给”某类人显然有别。理解“给役”时不应增字为说。（6页）

其实，“给”的本义确实就是“供”“供给”。吴简中的“给吏”“给子弟”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与“给卒伍”“给吏”一样，“给子弟”就是指他们被征派充当子弟，承担子弟之役。如果从“给事”一词的演变来看，“给子弟”的“子弟”，就是“给事”的“事”之具体化。至于吏、子弟的具体职责，则千差万别、包罗颇广。

这里还涉及“子弟限田”的问题。侯旭东将限田与限米联系起来进行了讨论
[11]

 。我初步的认识是，具有某种身份的人（如吏子弟），或者从事某种特定工作的人（如邮卒），要向国家缴纳限米；因其所纳之米被称为“限米”，所以才将其所耕作之田连带称作“限田”，而不是相反。似乎只有作这样的理解，才不致将所谓的“限田”与吏民田家莂中所登录的“二年常限田”的“限田”混淆。易言之，限米是正式用语，所以永安二年诏书有“既出限米，军出又行”的说法，而“限田”是因交纳限米而出现的俗称。之所以称为“限米”，是指其除缴纳限米之外，不需再向国家承担一般百姓所需承担的其他种种赋役负担，所以限米的数量比一般百姓所承担的租税米额度要重。当然，这个问题，还需要再进一步作深入、系统的论证。

就身份而言，吏、民是当时社会日常生活最主要的两种参与者，所以常常“吏民”并举。

三、“吏户”相关史料辨析

我们对子弟即吏之子弟、给子弟即被征发服吏役的认识，是以当时存在吏户制为前提的。但关于“吏户”，目前学界还有不同的认识。对此，我们需再作些辨析，特别是对吴简的一些关键史料。

唐长孺曾对魏晋南北朝的吏役的发展演变作过全面勾勒，认为汉代吏所承担的是他们的本职，而且也没有一身充吏、全家从役。到了孙吴，他根据《三国志》卷四八《孙休传》所载永安元年十一月的诏书“诸吏家有五人，三人兼重为役”云云，认定“孙吴的吏全家从役”
[12]

 。既然是“吏全家从役”，是否即可说明孙吴存在着单独的“吏户”呢
[13]

 ？此后李文澜、曹文柱论及这一点，认为吏属特殊户口，有单独的户籍
[14]

 。同时，还论述了吏的地位、役之轻重等。汪征鲁对此进行了反驳，认为吏是一般的编户齐民，不是国家的依附民或类似于贱民者
[15]

 。

以上研究，主要依据的是文献资料和石刻史料。随着长沙走马楼吴简的发现，这一问题又引起了学界的关注。黎虎撰写了系列文章，沿着汪征鲁的思路，进行了论证。撮其要点，我理解黎氏的主要结论是，第一，不存在“吏户”；第二，吏的社会政治地位并不低；第三，吴简中的“吏民”是编户齐民
[16]

 。我认为专门户属与其地位高低、义务轻重并无必然关系。这就像元代的诸色户计；所有的百姓都被划定为不同类别的“户计”，他们之间的地位有高有低，向国家承担的义务有重有轻。或许因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专门户属，如军户，地位大多较低，所以才令人将专门户属与地位低下联系在一起，认定专门户属都是地位低贱者吧。

就吴简所见，我认为孙吴的吏属专门户属，一旦为吏，则其父兄子弟均服吏役
[17]

 。至于当时吏户地位的高低、吏役的轻重，我未予讨论。韩树峰对我的这一认识不以为然，说：

讨论“吏户”是否存在，有一个标准问题。如果把“空户从役”及世袭性当成一个标准，很显然，孙吴时期并不存在独立的“吏户”
[18]

 。

就标准而言，上引小文认为：

判断其是否为吏户，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标准应当是它是否具有身份性，乃至世袭性。从走马楼吴简来看，这一时期的吏具有身份性（户主为吏，则该户所属人丁即为吏），这样的户，我认为就可以视作“吏户”。（207页）

其实，他与我的分歧，就在于对几条关键史料——永安元年十一月的诏书、东乡劝农掾殷连和广成乡劝农掾区光的条列州吏父兄子弟人名年纪簿——的认识不同。我认为这几条史料可以说明孙吴存在“空户从役”（即全家服役）且具有世袭性的“吏户”，韩树峰则认为不能说明。

永安元年十一月壬子诏书是研究孙吴时期吏的一条重要材料，屡为学者所征引：

诸吏家有五人三人兼为重役，父兄在都，子弟给郡县吏，既出限米，军出又从，至于家事无经护者，朕甚悯之。其有五人三人为役，听其父兄所欲留，为留一人，除其米限，军出不从。
[19]



小文称：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吏以“户”（家）为单位，所以父兄在都，子弟给郡县吏。（206页）

韩树峰认为：

“家”应属下读，不与“吏”连读，是说“吏”的家里有五人。所以，“吏家”即使与“吏户”有关，此句也不能作为“吏户”存在的证明。（34页）

按，无论此诏起首作“诸吏”还是作“诸吏家”，都说明作为户主应是“吏”，否则以“吏”起首就失去了意义。诏书中所说的“父兄在都，子弟给郡县吏”是“五人三人兼为重役”的表现。父兄在都是服役，子弟给郡县吏也是服役。这说明吏是以“户”（家）为单位来服吏役的，此即吏户。当然，韩氏认为“子弟给郡县吏”之“给郡县吏”，并不能说明给郡县吏的子弟具有吏的身份。这一点，我在下文再作辨析。

劝农掾的条列州吏父兄人名年纪簿发现于长沙走马楼：

东乡劝农掾殷连被书，条列州吏父兄人名年纪为簿。辄科核乡界，州吏三人，父兄二人，刑踵叛走，以下户民自代。谨列年纪以（已）审实，无有遗脱。若有他官所觉，连自坐。嘉〔禾〕四年八月破莂保据。（J22—2543）

广成乡劝农掾区光言：被书条列州吏父兄子弟伏处人名年纪为簿。辄隐核乡界，州吏七人，父兄子弟合廿三人。其四人刑踵聋欧病，一人被病物故，四人真身已送及随本主在官，十二人细小，一人限佃，一人先出给县吏。隐核人名年纪相应，无有遗脱。若后为他官所觉，光自坐。嘉禾四年八月廿六日，破莂保据。
[20]



殷连和区光受命条列，都是在八月。因此我说“在八月案比时，对他们的情况要单独上报”，并进一步解释说：

“条列州吏父兄人名年纪”“条列州吏父兄子弟伏处人名年纪”，都说明吏是以户为单位的。即户籍上所标明的“户人”即户主为吏，则该户均为吏的身份，要服吏役。广成乡劝农掾区光所列出的“州吏七人”，即“户人”下标明为吏者共七人，即七户；这七户共有父兄子弟廿三人，并一一说明了他们的情况。其中“一人限佃，一人先出给县吏”正是上引诏书中所谓“子弟给郡县吏，既出限米”的情况。正因为吏户是以户而非以人为单位来服吏役，才有“诸吏家有五人三人兼为重役”的情况，即一户内服役人数较多。（206—207页）

韩树峰认为区光的条列，“并不像孟彦弘先生所说，‘说明吏是以户为单位的’，当然更不能表明‘该户均为吏的身份’，它是对‘州吏’亲属现状的一个调查。”（第35页）

我们的分歧，主要是对区光条列中所说“州吏七人，父兄子弟廿三人”的解读。我认为“父兄子弟廿三人”是“州吏七人”的家属，具有吏的身份，所以才会被登记查核。如果其家属不是吏，那么只要查核作为户主的吏即可，何必要查核其并不属于吏的家属呢？之所以要下令劝农掾单独查核“州吏父兄”的“人名年纪”，就是因为他们都是吏，而不仅仅户主是吏。韩树峰认为：

七名“州吏”的亲属无一是吏。亲属中的十二名“细小”固然不具有吏的身份，即使丁壮也只是耕种田地或临时在县服役。区光简记载“州吏”的四名亲属逃逸，这四人应该不是“吏”，因为按竹简，逃走的“郡吏”、“县吏”亲属没有一人是“吏”：

县吏毛章弟颀年十五　以嘉禾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叛走　　　（壹·7865）

县吏毛车世父青年卌九　以嘉禾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叛走　　（壹·7868）

郡吏黄□弟□年十三　嘉禾二年十月十八日叛走　　（壹·7893）


郡
 吏谷汉兄子□年廿九　嘉禾三年二月十九日叛走　　　　（壹·7905）

随后又引用了殷连的条列：“辄科核乡界，州吏三人，父兄二人，刑踵叛走，以下户民自代。”得出了“这些‘叛走’之人都不是‘吏’，只是‘吏’的家属”的结论（34页）。

按，韩氏所列出的四例县吏、郡吏逃亡的亲属，在我看来都属吏。我认为户主是吏，则全户皆为吏，所以在标明户人身份为吏之后，其逃亡亲属的吏的身份就是不言自明的，不必再标。这一分歧，是不易解决的，因为我们两人对同样史料都是在“解读”或“认定”，而不是“论证”。在当时只出版《竹简》〔壹〕的情况下，也许只能如此。现在出版了《竹简》〔贰〕，使我可以对自己从前的认识加以补充。

在《竹简》〔贰〕中出现了以户为单位的统计资料，如：

〔简86〕：·右弦里领吏民五十户口食三百卌人　　（贰·1947）

〔简87〕：[image: 073-02]
 其八户老
 顿穷独女户　　[image: 073-02]
 　　　　　（贰·604）

右弦里吏民、老顿穷独女，均以“户”来统计。郡卒、县卒、锻佐亦以户计，如：

〔简88〕：□十一户郡卒下品　　　　　（贰·2339）

〔简89〕：领县卒一户下品　　　（贰·802）

〔简90〕：领锻佐一户下品　　　（贰·836）

涉及“吏”者，如郡吏、军吏，亦以“户”计，如：

〔简91〕：领郡吏二户下品　　　[image: 073-02]
 　　（贰·1138）

〔简92〕：其五户□郡县吏下品　　　　（贰·2338）

〔简93〕：领军吏四户　　　　　　　　（贰·627）

其实，当时对力役的征发，均以“户”为单位，如：

〔简94〕：定应役民十九户　　（贰·1973）

〔简95〕：领应役民廿六户　　（贰·617）

《竹简》〔壹〕中曾出现“师佐籍”，师佐是官府直接控制的有特殊技能的人群
[21]

 。从上引简有“锻佐一户”来看，这类专门人群有单独的户籍。吏役作为役之一种，也应以户计。

如果孙吴确已有吏户，就可以对一条有歧见的史料作一确定。

上引东乡劝农掾的条列州吏父兄人名年纪簿中所说：“辄科核乡界，州吏三人，父兄二人，刑踵叛走，以下户民自代。”“刑踵叛走”是三种情况，即刑、踵、叛走，分别发生在州吏三人和父兄二人身上。也就是说，有州吏三人、父兄二人发生了刑、踵、叛走的情况，已不能承担吏役，于是“以下户民自代”，即另从下户中征发民户充当吏户，以补充因刑、踵、叛走而导致的吏役不足。故此句应点作：“辄科核乡界，州吏三人、父兄二人刑踵叛走，以下户民自代。”

韩树峰之所以认为区光所条列的州吏父兄子弟人名年纪簿中，作为七名州吏亲属的廿三个人不是吏，一个最重要的根据就是“一人先出给县吏”。所谓“给县吏”，韩氏认为是征发普通百姓从事吏役。换言之，凡作为“给州（或县）吏”者，其身份是普通百姓，而不是吏。为此，我们再就“给州（或县）吏”的问题作些说明。

吴简中有“真吏”与“给吏”，韩树峰对此二者作了十分精彩的辨析，指出“真吏”并非国家正式官员，而是国家吏役的正式承担者，具有吏的身份（他所征引的真吏的简中，有年龄高达八十一岁者，见27、29页）；“给吏”并不是吏，只是在官府临时服役的普通百姓（30—31页）。

“真吏”具有身份性，一经为真吏，至死这一身份都不会改变。换言之，这一身份是终身的。这一点，韩氏所言极是。现据《竹简》〔贰〕略可修正处，是真吏也可纳算，如：

〔简96〕：郡吏公乘李□年卅二算一　[image: 073-02]
 　　　　　（贰·2460）

〔简97〕：郡吏区邯年卅八　　邯妻大女平年廿二算一　　（贰·2417）

现在看来，纳算与否不能成为区分真吏与给吏的一个因素。而“给吏”，其本义就是指征发人员到官府服役，上节所引《续汉书·百官三》“吏员四十人……皆河南属县给吏”的材料即可说明。在“吏户”成立前，征发或派遣的对象当然只能是百姓；在“吏户”成立之后，既可以征派普通百姓，也可以征派“真吏”或同样具有吏的身份的其他吏户成员，而未必像韩氏所言，仅限于普通百姓。易言之，它只是说明所从事的工作，而不含有这一工作只限定于某类人之义。侯旭东《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所见给役、限米与限田》也对所谓“先给吏”的名籍作了讨论。他引用了四例简，即：

[image: 073-02]
 其四
 人先出给州吏　　　　　　（叁·1450）

嵩男弟恭年十九先给州吏　　　　　（叁·1807）

其一人先给郡县吏在武
 昌
 　　　　　（叁·3835）

买男弟蒋年廿四先给县吏　　　　　（贰·6654）

认为“所谓‘先给吏’似乎表明以前充当过‘给吏’，若此，‘给役’亦非终身性的行为，自然也不会改变充役者的身份”（7页）。在我看来，这四例简都是对吏父兄子弟情况的查核，“先出给州吏”“先给州吏”“先给郡县吏”“先给县吏”，都是指在查核时，这些人已经被派出服役。区光条列州吏父兄子弟人名年纪簿中，“一人先出给县吏”，就是指此人此前已被派到县廷去服吏役；不能因有“给县吏”而证明此人是普通百姓。永安元年十一月诏书中所说“父兄在都，子弟给郡县吏”；“在都”与“给郡县吏”相对举，指父兄已被派往都城服役，子弟又被征发到当地郡县服役，故不仅被役沉重且家事无人经护。不能因为“给郡县吏”而判定这些子弟是普通百姓。换言之，“给郡县吏”这样的标注，不能说明“给郡县吏”者的身份。另外，“给吏”是一种标注，而不是役的一个类别，所以侯氏说“以前充当过‘给吏’”，易滋误会。

《竹简》〔壹〕中所见的真吏，从格式上看，均属户籍简。户主而标为“真吏”者共26枚，韩树峰均已引出（26页）。作为家庭成员亦有标为“真吏”者，共5枚：

子公乘生年廿三筭一真吏复　　　（壹·3346）

熙男弟[image: 091-01]
 年卅五真吏　[image: 073-02]
 　　　　（壹·8964）


厉
 子男政年廿九真吏　　　　　　（壹·9053）

颜子男格年卅一真吏　　　　　　（壹·9084）

□子男□年廿二真吏　　　　　　（壹·9105）

真吏为户主的26枚简，意味着至少有26户吏户，而作为家庭成员被标出真吏者仅5枚。一般来说，以五口之家计，家中一般会同时有两个成年人。上举26户吏户，除户主外，即使只计成年男子，似乎也不可能一共只有5个（《竹简》〔壹〕所公布的简具有相当大的随机性，似乎也不宜用户主简出现的概率高于户内成员简出现的概率来作解释）。换言之，并非仅仅是吏户户主才标作“真吏”。如果非户主也可是真吏，为何标出真吏的户内成员会如此之少呢？或者说，“真吏”标示的意义何在？这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只有标为真吏的人才服吏役，没有标者即属普通百姓。如果这一可能成立，则孙吴就不存在吏户。我认为孙吴已有吏户，已见上述。另一种可能是，吏户内的成员都具有吏的身份，但他们所承担的具体工作是不同的。标为“真吏”者，承担的是官府的行政工作；未标“真吏”者，承担的是近似于力役的工作。

《晋书·职官志》记载了依据户口的不同，郡国、县所可设置的职吏、散吏的员额：

郡国户不满五千者，置职吏五十人，散吏十三人；五千户以上，则职吏六十三人，散吏二十一人；万户以上，职吏六十九人，散吏三十九人。

（县）户不满三百以下，职吏十八人，散吏四人；三百以上，职吏二十八人，散吏六人；五百以上，职吏四十人，散吏八人；千以上，职吏五十人，散吏十二人；千五百以上，职吏六十八人，散吏一十八人；三千以上，职吏八十八人，散吏二十六人。（746页）

唐长孺引《晋南乡太守郛休碑阴》，指出南乡郡置吏的员额要比《晋书·职官志》所记载的制度规定的大郡吏额多出二倍。对此，他作出了一个疑问性的推断：

碑立于泰始六年（270）……《职官志》所记大致为太康元年（280）灭吴后的制度，是否那时有所裁减呢？
[22]



我想，《晋书·职官志》所记载职吏、散吏，是列入编制、在官府中有具体职掌的置吏员额。吴简中的“真吏”充任的就是《晋书·职官志》记载的制度规定的职吏、散吏。《晋南乡太守郛休碑阴》中多出编制两倍的那些职、散吏，就是由吏户其他成员来充任的。

在《吏民田家莂》中，经手征收米的有“仓吏郑黑”，征收布的有“库吏潘有”。而负责校的有“田户经用曹史赵野、张惕、陈通”。可知，郑黑、潘有属职吏，赵野、张惕、陈通是史而非吏。关于散吏，《晋书·职官志》载：“郡国及县，农月皆随所领户多少为差，散吏为劝农。”（746页）

孙吴之所以要特别标出“真吏”，就是因为吏户的存在。所谓吏户，就是全家（至少是男子）都具有吏的身份，这无疑意味着它还具有世袭性。

四、结语：汉晋时期的以户服役之制

关于孙吴简中所反映的吏役的征发，一种意见认为当时承担吏役的已经是吏户，即户主是吏，则全家即需服吏役；吏役具有身份性、世袭性。一种意见则认为当时不存在吏户，某人被征为吏，只是这一个人服吏役，家庭中的其他成员仍是普通百姓。通过上文所引吴简所反映的子弟、以户为单位的力役的统计，以及此前我们对“凡口若干事若干　算若干事若干”简的分析
[23]

 ，都可以说明吏役是以户来征发，即当时业已存在“吏户”。其实，吏役只是当时力役之一种。我们将吏役放到当时的赋役制度中来考察，也可以说明这一点。

汉魏之际，出现了以户为单位进行赋役征收、征发的情况。汉代田租以田亩数征收，更赋、口赋的征收则以人口及年龄为准。曹魏实行“户调制”，以户为单位进行征收；同时，它所实行的军户制度，不仅以户为单位，而且是以终身世袭的方式进行管理。上引吴简，“役民”亦以户计。西晋灭吴，统一全国后，实行“户调之式”，绢绵的缴纳是以户为单位。

曹魏灭蜀时，王隐《蜀记》记载了当时蜀汉士民簿所登录的人户、财物情况：

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米四十余万斛，金银各二千斤，锦绮彩绢各二十万匹，余物称是。
[24]



孙吴灭国时，《晋阳秋》也记载了其户口统计：

州四，郡四十二，县三百一十三，户五十二万三千，吏三万二千，兵二十三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米谷二百八十万斛，舟船五千余艘，后宫五千余人。
[25]



统计口径都是将本国人口分作男女口（普通百姓）、吏、兵三类。蜀汉的“领户二十八万”、孙吴的“户五十二万三千”，是指本国总的户口数。蜀汉的男女口九十四万、孙吴男女口二百三十万，这是普通百姓。参以当时普遍实行的兵户制度，吏户制度的实行是可信的。

以户为单位服吏役，一方面说明吏役渐渐沉重，需要有更多固定的人员作为保障。另一方面，一旦某家成为吏户，就意味着他们全家只需负担某类特定的义务，而可以免于承担普通百姓应向官府承担的其他种种义务。官府为了保证尽可能满负荷使用这些已被确定为吏户的所有劳动力，又会征发他们从事原本不属于作为官府下层办事人员所应从事的工作。这两个因素互为因果，相互促进。事实上，汉代以来，吏所从事的工作已大大超出了政府吏员的本职范围。此时的扩大服役，亦可谓渊源有自。或者说，正是因为汉代以来吏所从事的工作已大大超出作为官府下层办事人员所应承担的义务，所以到孙吴时才设置吏户，以保证这些义务有固定的人员来承担。

吏之所以会与兵一样，成为民以外又一较为庞大的群体，可能是因为一般的力役是由吏来承担了，这就像宋代的厢兵一样，普通百姓从制度上说，不再有力役的负担。这也许是《晋书·食货志》在叙述晋统一中国，实行“户调之式”时，记载民户所应承担绢绵、土地税，却没有谈及力役的原因。当然，这只是理论上或是制度上的规定，在生活中百姓仍然不能完全避免力役
[26]

 。

魏晋南朝，民众以户为单位（我们姑且可以称之为“户的身份性”）向国家承担某类义务。这是当时国家管理的一种主要方式。北朝至隋唐，民众主要是以人为单位（我们姑且称之为“人的身份性”）向国家承担某类义务。前者世袭，后者则只及一身，不及家人和后代。无论是以户为单位还是以人为单位，都是为了保证有一批固定的人员承担这些义务，以免因人员匮乏而使这些义务无人承担。经过唐宋，到了元代，这种分层、分类的管理方式又得到了加强。在古代中国，国家与民众（官与民）的关系，在整个社会关系中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民与民之间的关系，是位居其次的。吏户正是这一关系的一个缩影。


附记：


吴简的整理和公布有一过程，我们对吴简以及通过吴简对相关史事的认识也必然有一过程。吴简户籍类简中出现了“凡口若干事若干　算若干事若干”的记录。我认为此“事”是指吏役之征发，而非普通的力役；由此而指出孙吴其时已有“吏户”。后读韩树峰文，作《孙吴吏户说——以长沙走马楼吴简为中心》，对相关吴简及文献资料再作考辨，并于2007年11月14日提交吴简读书班讨论。侯旭东在《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所见的给役、限米与限田》（讨论稿，2008年3月12日吴简班讨论）中，对“给役”作了新解，其中当然也有对“给子弟”的解释。于是，我才对吴简的“子弟”以及相关的“子弟限米”“给子弟”作通盘考察，作《吴简所见“子弟”试释》，并提交3月29—30日中山大学历史系主办的“地域社会与魏晋南北朝研究学术讨论会”。就讨论内容而言，我的三篇小文其实应属一篇。因第一篇业已发表，现只能将后两篇并成一篇；在合并过程中又作了补充、修订和调整。因上引侯旭东文曾分别引及第一、第二篇，并有质疑和辨难，故特作说明。

2008年5月8日

（原刊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4辑，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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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还民”

《长沙走马楼简牍整理的新收获》在谈到步骘在长沙的活动时，刊布了两支简：

〔5—1532〕右西乡入步侯还民〔限米〕一斛四斗；

〔5—1556〕入都乡嘉禾二年步侯还民限米一斛。

作者认为：“大概步骘在沤口征召士兵过多，粮食不足，曾向当地居民商借不少限米，以至离开沤口四年，尚未将限米还完。其时，步骘不在长沙，主持还民限米事务的应是临湘侯国。”显然，是将“还民限米”理解成“归还民之限米”。

关于限米，作者根据出土的有关简牍，认为：“限米应为吏、兵一类非国家‘正户’所缴之米。他们缴纳限米，是为了免役，但实际上，即使缴纳限米也未能免役。”
[1]

 他们对限米的理解大致不误。但如果照他们对“还民限米”的理解，则是“民”也需缴纳限米；可见，这种理解欠妥。

“还民”似指归附之民，即过去曾一度因逃亡或其他原因而脱籍者。刘表所占据的荆州有不少不著籍的“游户”。《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魏略》载诸葛亮对刘备曾说：“今荆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发调，则人心不悦；可语镇南，令国中凡有游户，皆使自实，因录以益众可也。”
[2]

 孙吴所据有的江东，也有大量的逃亡百姓，如“南海、苍梧、郁林、珠官四郡界未绥，依作寇盗，专为亡叛逋逃之薮”
[3]

 。最典型者，就是所谓“山越”中的许多“逋亡宿恶”
[4]

 。东晋时，径称之为“浮浪人”
[5]

 。《三国志·魏书·卫觊传》载曹操征袁绍时，卫氏受曹操之命出使益州，劝说刘璋出兵牵制刘表。“至长安，道路不通，觊不得进，遂留镇关中。时四方大有还民，关中诸将多引为部曲，凯书与荀彧曰：‘关中膏腴之地，顷遭荒乱，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万余家，闻本土安宁，皆企望思归。’云云。”
[6]

 可知，这些一度流亡而重新归籍的百姓，当时被称作“还民”。

简中所说的“步侯还民”，似指这些归附之民，原本是归步侯所领者。因此，仓库在收到他们缴纳的限米时，标明是“步侯还民”所应缴纳的限米。我们从史籍和简牍中也可以知道，个人所领的民或兵，国家都有登记，虽然在事实上也不无隐瞒；否则，就不必著令“故将军周瑜、程普，其有人客，皆不得问”
[7]

 。

“还民”虽然不是“吏、兵一类非国家‘正户’”，不具备严格的身份性，但与一般的民还有不同；他们属于脱籍逃亡后又重新附籍者。他们纳限米，可能是国家因其刚刚归附而给予的一定程度的优待；过若干年后，即须成为正户民，不再纳限米而须承担正户民所应承担的一切义务，就像唐前期对浮客的处理一样。

孙吴时期，政府也确实有向百姓赈贷的事，如赤乌十三年“诏原逋责，给贷种食”
[8]

 。这些贷给百姓的种食，日后是需要归还的。上引王素等文所刊布的〔6-2017〕“其廿六斛民还黄龙□年临湘侯限米”，正是指百姓归还先前从仓库中所借米；在仓库的账上，标明他们所借的米是临湘侯所纳的限米。在“长沙故城古井群物遗址出土文物展”中，有一枚木牍是：

州中仓吏郭勋马钦张曼周栋起十月廿一日讫廿三日受民还贷食杂米合六十二斛

这一分类小结账中标明的也是百姓归还的贷食米。这与“步侯还民限米”是两回事。当然，关于民还贷食的问题不是如此简单，容另文详述。

（原刊《历史研究》2001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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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财用钱”

刚刚出版的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的《竹简》〔壹〕中
[1]

 ，有多支简涉及所谓“财用钱”，如：

〔简1〕右广成乡入二年财用钱二万五千八百八十　中　（2822）

〔简2〕右东乡入财用钱十一万八百一十[image: 073-02]
 　（1440）

〔简3〕入模乡嘉禾元年财用钱一万七千┃嘉二年二月十二日吏铁霸付库吏殷[image: 073-02]
 （1663）

〔简4〕入南乡嘉禾二年财用钱七千┃嘉禾二年七月五日男子雷渚庐仵付库吏殷连受（2805）

〔简5〕入中乡嘉禾元年财用钱八千┃嘉禾元年二月十日湛龙丘潘[image: 073-02]
 （1651）

〔简6〕入小武陵乡嘉禾二年财用钱六千┃嘉禾二年八月三日前渚丘男子孙直付库吏殷连受（2828）

〔简7〕入乐乡嘉禾二年财用钱八百
 十八　（5344）

〔简8〕入都乡嘉禾元年财用钱三千┃嘉禾二年二
 月
 卅
 日
 □□□□□□[image: 073-02]
 （1690）

〔简9〕入平乡嘉禾二年财用钱四千四百　（5322）

〔简10〕入西乡嘉禾二年财用钱一千　（5226）

〔简11〕桑乡□财用钱六
 万
 □千
 九百（1338）

据卷末所附《地名索引·乡》，标出的乡共有28个
[2]

 ，其中“[image: 099-01]
 乡”似因疑与模乡同，“□唐乡”则无法确定，故仅附之于后。当然，余下的26个乡也未必完全正确，比如“上乡”（有3个简号）与“尚乡”（有1个简号），即颇致疑。在这些乡中，涉及财用钱的，共有11乡，即上举11支简。因目前刊布的简还比较有限，即已刊布的这一卷中，也并非每个乡都有财用钱，但我们推测，在每个乡征收的赋税中，都应该有财用钱这一项。换言之，“财用钱”是当时政府所征收的正式赋税项目之一。以上我们举出的11支简可以说都是征收的财用钱的记录，其中〔简1〕更是对广成乡二年所收财用钱的小计。另外，财用钱还用作收支子项：

〔简12〕其四万二千三百二年财用钱　（5505）

〔简13〕其七万三百二年财用钱　（6075）

如果财用钱不是固定收入，很难想象它会作为财政收支子项的项目之一。还有截至某个时间点，对财用钱这一项所作的总计，如：

〔简14〕右承余新入财用钱一万□千八百　已　（5227）

“承余”即开支剩余或节余，“新入”是刚刚征收上来的。在可以确定的属于支出的项目中，也有财用钱，如：

〔简15〕□□□出今年财用钱十四万□□郡吏吴□牛
 □事
 　二
 月十四日□□□□□白
 　（990）

这都可以证明财用钱是当时固定征收的一个财税项目。

但是，这样一项财税收入，似乎不见于此前或此后有关赋税的史书记载。《宋书·乐志三》所收“洛阳行·雁门太守行”（古词），是歌颂孝和帝时的洛阳令王君，共八解，其中五解称：“无妄发赋，念在理冤，敕吏正狱，不得苛烦。财用钱三十，买绳礼竿。”
[3]

 《后汉书·王涣传》李贤注引《古乐府歌》云云，则将王君坐实为东汉和帝时的王涣
[4]

 。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收有《雁门太守行八解》，并详引《后汉书·王涣传》。但同时也引《乐府解题》曰：“按古歌词，历述涣本末，与传合。而曰《雁门太守行》，所未详。”
[5]

 因未必能将此乐府词坐实为歌咏东汉王涣，加之考虑到文学作品遣词用字的特性，以及流传过程中的讹误，我们当然不宜将此古乐府轻易地予以坐实。但“财用钱”一词，恐属空穴来风；参以三国吴简中所出现的“财用钱”，我们甚至可以认定这个词汇是写实。但是，所谓“财用钱三十，买绳礼竿”之“买绳礼竿”义颇费解。承王子今检示方以智《通雅》卷四“竿摩犹干劘也竿牍竹简也”条，云：

《列御寇篇》：“小夫之人不离苞苴竿牍。”注：“相问遗也。”《雁门太守行》：“财用钱三十，买绳礼竿。”升庵曰：“即庄子所谓竿牍也。”京山曰：“古呼涧为干，呼简为竿，则竿牍即简牍，犹鳱之为雁，个之为介也。”
[6]



王氏还认为此处之“礼”似可读为“札”，并举王念孙《读书杂志·墨子》“吏所解皆礼书”，王引之按语：“礼书当为札书。古礼字作礼，与札相似，札讹为礼，后人因改为礼耳。……札书见《号令篇》。”王念孙又举出《庄子·人间世》和《淮南子·说林》“札”讹写为“礼”两例
[7]

 。王子今的提示十分重要。如“竿”即为“简”，“礼”为“札”，则用财用钱三十所购置之物当为绳、简、札，此与封泥等一起，构成当日办公用品中之主要物品
[8]

 ，这也正与电脑作为主要办公用品以前，办公用品之大宗为纸、笔、信封诸物大致相同。则财用钱之征收，即为购置办公用品。

《续汉书·百官志》本注中有相关线索。“少府·守宫令”本注曰：“主御纸笔墨，及尚书财用诸物及封泥。”
[9]

 我检索了中古时期正史中有关“财用”的史料，其意是指财和物。如将此条之“财用”亦作此理解，则“财用诸物”就变成了只指物而不含“财”，且语意重复；只要说“尚书诸物”即可。同书“尚书左右丞”条本注曰：“掌录文书期会。左丞主吏民章报及驺伯史。右丞假署印绶，及纸笔墨诸财用库藏。”
[10]

 则“纸笔墨”与“诸财用”是同位语，所指是同一物。联系上引《雁门太守行》中所说的“财用钱”以及三国吴简中出现的“财用钱”简，似乎将“尚书财用诸物”理解为“尚书省用财用钱所购诸物”，将“纸笔墨诸财用库藏”理解为“纸笔墨等用财用钱所购诸物的库藏”，或许更为妥当。

在两汉，尚书是一个负责皇帝与百官之间公文上下的机构，而且到东汉以后，这一机构日渐重要，权责更大
[11]

 。“尚书财用诸物及封泥”“纸笔墨诸财用库藏”正是与尚书所负责的事务密切相关；所谓“财用钱”最初正是征收上来专门用于尚书购置纸、笔、墨、封泥等“行政办公”之物，后来则变成了政府一项固定的财税项目。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所出简牍所记载的算钱的使用情况是，“乡里的行政费用是出于算赋的，并且所占的比例还相当大。上缴中央王朝的算钱只是算赋的一小部分”
[12]

 。由此来看，财用钱是主要用于办公用品的支出，而算赋主要用于凤凰山汉简中所记载的“吏奉”“转费”“缮兵”等一般行政开支。

当然，这笔钱是只用作中央尚书省的“办公费用”还是也用于地方政府的“办公费用”，还没有材料可以说明；但从这笔钱的总量，以及江陵凤凰山汉墓所反映出的口算钱主要用于地方政府的情况来推测，这笔钱可能主要用于中央政府，用于地方政府的比例可能会小一些。换言之，这笔钱是与口算钱配合使用的，更准确地说，是为弥补口算钱的不足而征收并使用的。

这种“专款专用”式的财税征收方式，也正是与两汉财税征收的方式相符合的。从大的方面来说，帝室财政与国家财政大致两分
[13]

 。从小的方面来说，如“赋”最初是专门用于支付制造兵器和军用车马等军事开支；口赋所纳的二十三钱中，也规定了二十钱用于宫廷、三钱用于车骑马匹
[14]

 。可以说，“以支定收”或“专款专用”式的财税收支思想，至少在先秦和汉初的财税收支中是得到执行的；或者说，这是当时财税的收支方式。财用钱的出现，也是这一收支方式的体现。

有学者怀疑吴简中的“财用钱”也可能是地方性收费，类似于后代的种种杂税。我以为，这种可能性目前我们还不能完全排除。但当时主要是以“调”为名来征求的，本意仍为“调发”，而不是以钱为名
[15]

 。同时，从两汉税收的整体来看，到目前为止发现的大量汉简及其他可反映汉代赋税的史料中，我们还没有看到类似于后代地方滥收所谓杂税的情况。换言之，我们从现有的史料中所看到的汉代赋税的征收情况是相当统一的。这可能与当时经济的整体状况以及从秦律中反映出来的中央政府对地方以及对官吏的严密控制有关。参以汉代口赋所征收的数量及其支配情况，上述认识可能更为合理和可靠。

就我们目前所见的缴纳财用钱的史料，其中有缴纳时间的共有11例，除上举〔简3〕、〔简4〕、〔简5〕、〔简6〕、〔简8〕5例外，另还有以下6例：

〔简16〕入南乡财用钱一千四百┃嘉禾元年十一月十日大男王蜀
 （？）付[image: 073-02]
 （1629）

〔简17〕入南乡财用钱二千┃嘉禾元年十一月十日□□丘召
 季付主库吏殷连[image: 073-02]
 （1654）

〔简18〕入南乡嘉禾二年财用钱九千六百┃嘉禾二年七月十九日伻上丘庐仵付库吏殷
 [image: 073-02]
 （2824）

〔简19〕入南乡二年财用钱四百┃嘉禾二年八月十八日东平丘男子吴……（2845）

〔简20〕入中乡湛龙丘男子潘连嘉禾二年财用钱一千┃嘉禾三年□月廿五日烝弁付库吏殷连受（2831）

〔简21〕入小武陵乡嘉禾二年财用钱八百┃嘉禾二年八月五[image: 073-02]
 （2759）

从这11例来看，财用钱缴纳的时间有当年的七月、八月、十一月，有来年的二月、三月，大致是分春、秋两次缴纳。财用钱的征收对象、征收数量以及根据怎样的标准来确定这一数量等等，我们并不清楚，但从当时整个赋税征收的情况来判断，其数量绝然不会超过算赋。前引“洛阳行·雁门太守行”（古词）所谓“财用钱三十，买绳礼竿”之“财用钱三十”恐怕就是征收的数量。虽然它是按人抑或按户征收，不得而知，但即使按口征收，我们看到的简中登录的所纳财用钱数量，有几千乃至上万者，实在偏多（当然，在没有标明时间的简中，我们不能确知其所作统计的时段。走马楼吴简中所反映的统计时间长者有一年，短者有十天）；而〔简18〕至〔简20〕都标明了缴纳财用钱者所在丘。因此，我们推测，财用钱是以丘为单位，由某人向各户或各人征收，再由此人一统上缴库吏。这与江陵凤凰山汉墓所出汉简中所反映的口算钱是由里来分次征收，然后一统上缴乡的情况十分类似
[16]

 。当然，这个问题，应该会随着简的不断刊布而得到解决。


附记：


2003年12月8日初稿。2004年2月6日以此稿参加田余庆先生八十华诞学术讨论会，蒙评议者韩树峰及与会刘浦江、辛德勇、陈爽等先生提出意见，2月7日修改。2月9日，接王子今先生函，他对“财用钱三十，买绳礼竿”一句作了通解，再作补充。2月16日，又补充唐长孺先生关于调的研究，以期于能进一步减小将财用钱视作类似后代地方政府随意征收之杂税的可能性。当然，本文最为关键的认识就是三国吴简中的财用钱与文献中的财用钱是一回事。如果这一认识不对，则全文几无价值。从方法论和认识论上说，这一点也许是将文物与文献作比对研究时难以避免的尴尬。许多考古学家主张将文物本身视作一个独自的体系进行研究，而反对与文献进行简单比附；这也许不无道理，至少可提醒以文献为主要依据来研究历史的学者要注意这种简单比附的潜在危险。


编校附记：


原刊北京吴简研讨班编《吴简研究》第1辑（武汉，崇文书局，2004年）。后赵宠亮据额济纳简中的财用钱资料，撰成《说“财用钱”》（《历史研究》2006年2期），可佐证文献与吴简中的财用钱确是一事，可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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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驿、传送与转运

——以交通与运输之关系为中心


唐代的驿传制与转运制度，颇受学界重视
[1]

 。但一些重要问题，仍未得确解。比如驿与传是同时并存的两套系统还是一套系统中的不同分支，抑或本是实同名异？如果是两套系统，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驿与馆的关系如何？为何吐鲁番文书中所出现的多是馆而少有驿？敦煌吐鲁番文书出现了长行马、车坊、馆驿等材料，这无疑大大丰富了我们对当时交通、运输制度的了解，但它们所反映的究竟是交通还是运输？天一阁藏明代钞本宋令及其所附唐令的发现，为我们解决相关问题提供了一些新的证据和线索。我们即以此为契机，对一些问题再作梳理，以期引起学界的进一步深入思考。

一、驿马驴与传送马驴

《厩牧令》“唐21条”规定：

诸州有要路之处，应置驿及传送马、驴。皆取官马驴五岁以上、十岁以下筋骨强壮者充。
[2]



“唐27条”又规定：

诸当路州县置传马处，皆量事分番，于州县承直，以应急速。仍准承直马数，每马一疋，于州县侧近给官地四亩，供种苜蓿。当直之马，依例供饲。其州县跨带山泽，有草可求者，不在此例。其苜蓿，常令县司检校，仰耘锄以时（手力均出养马之家），勿使荒秽，及有费损；非给传马，不得浪用。若给用不尽，亦任收茭草，拟〔至？〕冬月，其比界传送使至，必知少乏者，亦即量给。
[3]



前一条诸州要路之处所置之传送马驴，就是后一条当路州县所置之传马，即传送马驴与传马驴名异而实同。传送马驴有专门的印记，这就是《厩牧令》“唐13条”所规定的“传送马、驴以州名印印右膞（膊），以‘传’字（右）印印左（右）髀”
[4]

 。传送马可以授田，这就是《田令》“唐35条”所规定的“其传送马，每一疋给田二十亩”
[5]

 。上引令文也规定了传送马的任务，即“量事分番，于州县承直，以应急速”。从“其比界传送使至，必知少乏者，亦即量给”，可知传送马的活动有一定的范围，有所谓的“界”。参以吐鲁番文书，可知此“界”最远是至邻州。传送马的任务，《厩牧令》“唐26条”也有规定：

诸官人乘传送〔马驴〕及官马出使者，所至之处，皆用正仓，准品供给。无正仓者，以官物充；又无官物者，以公廨充。其在路，即于道次驿供；无驿之处，亦于道次州县供给。其于驿供给者，年终州司总勘，以正租草填之。
[6]



可知传送马是供出使官人使用的。我们知道，为出使官人提供马匹是驿的责任。上引《厩牧令》“唐26条”称“诸州有要路之处，应置驿及传送马、驴”；所谓“应置驿及传送马驴”，是否指传送马驴置于驿呢？据《厩牧令》“唐13条”：“诸驿马以‘驿’字印印左膞（膊），以州名印印项左；传送马、驴以州名印印右膞（膊），以‘传’字（右）印印左（右）髀。”
[7]

 传送马驴与驿马是两种马。服务于驿者是驿马。驿马驴与传送马驴的待遇不同。据《田令》“唐35条”：“诸驿封田，皆随近给，每马一疋给地四十亩，驴一头给地二十顷（亩）。若驿侧有牧田处，疋别各减五亩。其传送马，每一疋给田二十亩。”
[8]



驿是三十里一置
[9]

 ，每驿配有驿马。《厩牧令》“唐33条”规定：

诸驿各置长一人，并量闲要置马。其都亭驿置马七十五匹，自外弟一道（等）马六十匹，弟二道（等）马四十五匹，弟三道（等）马三十匹，弟四道（等）马十八匹，弟五道（等）马十二匹，弟六道（等）马八匹，并官给。使稀之处，所司仍量置马，不必须足（某〈其〉乘具各准所置马数备半），定数下知。其有山坡峻险之处，不堪乘大马者，听兼置蜀马（其江东、江西并江南有署〈暑〉湿不宜大马及领〈岭〉南无大马处，亦准此）。
[10]



每驿设驿长，驿长又称驿家，全面负责驿的工作
[11]

 ，同时根据每驿所配有的马的数量，每匹驿马驴均可按规定授田，并配有一定数量的驿丁为驿提供力役。驿丁是轮番服役
[12]

 。《厩牧令》“唐34条”：

诸驿马三疋、驴五头，各给丁一人。若有余剩，不合得全丁者，计日分数准折给。马、驴虽少，每驿番别仍给一丁。其丁，仰管驿州每年七月三十日以前，豫勘来年须丁数，申驾部勘〔同〕，关（同）度支，量远近支配。仰出丁州，丁别准式收资，仍据外配庸调处，依格收脚价纳州库，令驿家自往请受。若于当州便配丁者，亦仰州司准丁一年所输租调及配脚直，收付驿家，其丁课役并免。驿家愿役丁者，即于当州取。如不足，比州取配，仍分为四番上下（下条准此）。其粟草，准系饲马、驴给。
[13]



也就是说，驿马是集中在驿，派驿丁至驿上番，为驿承担包括饲养驿马在内的力役。传送马驴的喂养方式不同于驿马驴。《厩牧令》“唐21条”规定：

其传〔送〕马、驴主，于白丁、杂匹（色）〔色（邑）士、驾士等色〕丁内，取家富兼丁者，付之令养，以供递送。若无付者而中男丰有者，亦得兼取，傍折一丁课役资之，以供养饲。
[14]



传送马驴并不要求集中于一处，而是“量事分番，于州县承直，以应急速”。在承直期间，“仍准承直马数，每马一疋，于州县侧近给官地四亩，供种苜蓿。当直之马，依例供饲”
[15]

 。

驿有驿马，有驿舍；与此相关，它既要为来往使臣提供马驴，又要提供食、宿。传送马驴只是交通工具，所至之处需要动用正仓、公廨、驿乃至道次州县为其解决供给。这说明于要路之处所设之传，不能像驿那样可以为使臣提供食和宿。这可能正是驿马的授田数要高出传送马一倍的原因。换言之，驿马的授田中，一半是用于养马，一半要用于供给过往使臣的食用。另外，驿有传递文书之职，而传送马驴似乎没有这一任务。总之，传送马就是传马；作为交通工具，使臣使用传送马驴，即可称为乘传。

二、驿与传

在唐代有关交通的记载中，往往驿、传并举。早先的研究者认为，驿指马、传指车，故驿马快而传车慢
[16]

 。近来有学者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对驿与传的关系作了全面梳理，大要而言，认为驿马主要用于传递紧急公文，故要求快；传马则供长途的、非紧急的公文传递，故速度不必像驿那么快。这是从用途上来说的。从基层管理上说，驿马由驿站管理，传马由马坊管理，驿在沿途均设，而马坊则设于州或县的治所
[17]

 。有学者更对传制作了专门的考察。一种意见认为传不像驿那样是一个组织实体
[18]

 ，另一种意见认为传制包括递送车牛及传送马驴两个部分。车坊属传制，设于有馆的地方，与长行坊不同；馆属传制，与驿不同
[19]

 。

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公文传递是驿的任务，我们还没有发现传送马驴负有这样的责任，故其速度快慢之说可置不论。我们集中讨论作为使臣使用的交通工具，乘传与乘驿是否有所不同。

官员上任可驰驿，如开元九年（721）任命天兵军节度大使、并州长史张说出任宰相，制命其“驰驿赴京”
[20]

 ；太和三年（829），刘垍“除硖州刺史，驰驿赴任”
[21]

 。派使者出巡或检查可驰驿，如开元十三年（725）正月，派人分道疏决囚徒，制称“驰驿发遣”
[22]

 。地方官员向中央上奏亦可驰驿，如薛盈珍为郑滑监军使时，与节度使姚南仲不睦，贞元十六年（800），“盈珍遣小使程务盈驰驿奉表，诬奏南仲阴事”
[23]

 。流贬人员可驰驿，如天宝六载（747）二月丁酉，下诏：“（彭果）即就大理寺门决六十，除名长流溱溪郡，仍即差使驰驿领送，至彼捉搦，勿许东西。”
[24]



“驰传”的范围也大致如此。如唐高祖时，徐圆朗阻兵徐兖，李世民进师围之，“会奉诏驰传入朝”，因令元吉以师济河
[25]

 。贞观中，唐俭使于突厥，“遂令俭驰传于虏庭，示之威信”
[26]

 。高宗永徽四年（653）十月，睦州女子陈硕真率众反，扬州长史房仁裕平之，“诏刑部尚书唐临驰传案覆，被诖误者悉免之”
[27]

 。开元中，京兆权梁山构逆伏诛，“制河南尹王怡驰传往长安穷其枝党”
[28]

 。兴元中朱泚之乱，唐军收复长安后，德宗令人搜访宫人，陆贽不以为然，上奏说，当务之急“宜速遣大臣，驰传先往迎复神主，修整郊坛，展禋享之仪，申告谢之意”
[29]

 。此系出使。元和十二年（817），定州军乱，“除（陈）楚易定节度，令驰传赴任”
[30]

 。此系赴任。太宗伐辽东，命韦挺先期至河北运粮，未能完成，于是“太宗大怒，令将作少监李道裕代之，仍令治书侍御史唐临驰传械挺赴洛阳”
[31]

 。此系械送驰传。至于速度，驰传也未必比驰驿慢。比如，上举韦挺将米运至卢思台时，“船米竟不得进，更属雪寒，遂下米于台侧，驰传以闻”
[32]

 。韦挺受命先期运粮，至此出现意外，他向太宗报告情势，不会用速度迟缓的传而不用速度很快的驿。再如贞元中，李抱真卒，其子匿不发丧，“上已闻抱真卒，乃遣中使第五守进驰传观变，且令以军事属于大将王延贵”
[33]

 。藩镇发生这样的事情，朝廷都要以最快的速度赶往，任命新的节帅，以挫败军将擅自继任节帅的企图，因此，朝廷不会让中使不用速度更快的驿而用速度较慢的传。另外，我们仅从《唐会要》卷六一“御史台·馆驿使”目下所载敕令、事例，可知乘驿者绝非仅仅是在需要快速传递紧急文书时才使用，大量非紧急之事亦乘驿，如大历十四年九月门下省上奏中所引《公式令》，就规定了按职事官等级和不同爵位所应给驿马的数量；在下引《厩牧令》中，有驿马驴、有传送马驴，我们不能说乘驿驴会比乘传马更快。

驿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曾一度被赋予十分重要的地位。各地在置、废驿时，要上报中央，据敕命而定。如沙州的一些驿需要挪移，都是由刺史上奏，奉敕进行的。如清泉驿，本在瓜州常乐县西南，“剌史李无亏以旧路石碛山险，迂曲近贼，奏请近北安置。奉天授二年五月十八日敕，移就北”。再如横涧驿，“北去白亭驿廿里。刺史陈玄珪为中间迂曲，奏请，奉证圣元年十二月卅日敕置”。又如“奉今年二月廿七日敕：第五道中总置十驿，拟供客使等食，付王孝杰并瓜州、沙州审更检问”。这类例子在沙州驿中是不少的
[34]

 。贞观二十年十一月己丑，太宗下诏令太子处置庶务，曰：“其祭祀及诸方表疏、蕃客、兵马、宿卫应行鱼契给驿，授五品以上官及五品以下官降解、断死罪等事，依常式奏闻，自余并取皇太子治处分。”
[35]

 重要之事，仍需自己处理，而其中就有“给驿”一项。因此，朝廷对驿的管理十分重视。根据《厩牧令》，给驿马和传送马打烙印的“驿”字印和“传”字印都保存于尚书省
[36]

 ，大致与此令制定的同时，在朝廷组织编撰的《唐六典》中，对驿的管理作了详细规定，其日常事务，中央由尚书兵部的驾部郎中员外郎负责（使职兴起后，中央又于御史台设馆驿使负责），地方州县也有专当官负责。使用驿的核准权归门下省，而且对使用驿的凭证——传符——十分重视，规定：“若发驿遣使，则给其传符，以通天下之信。”
[37]

 门下省符宝郎掌皇帝八宝和国之符节，“凡国有大事则出纳符节，辨其左右之异，藏其左而班其右，以合中外之契焉”。符节共五种，传符就是其中的第二种，所谓“二曰传符，所以给邮驿、通制命。”注称：“两京留守及诸州若行军所，并给传符。诸应给鱼符及传符者，皆长官执。”传符有一定之制：“太子监国曰双龙之符，左右各十；京都留守曰麟符，左二十、其右一十有九；东方曰青龙之符，西方曰驺虞之符，南方曰朱雀之符，北方曰玄武之符，左四右三。”
[38]

 传符之重要，不仅在于凭此可以用驿，而且地方官手中的一半与朝廷手中的一半相合，才能证明驿使的身份，此即所谓“通制命”，这也正是唐太宗令太子处理庶务时未将“给驿”之权给予太子的原因。但是，传送马却没有如此详尽、系统的管理规定。传字印和驿字印均存于尚书省，反映的只是对马的重视，而对它们所承担的任务，朝廷却显然有轻重之别。

驿是一张覆盖全国的交通网，既为出使者提供交通工具——马驴，又为他们提供食宿。传送马驴只提供交通工具，在行进过程中，仍需依靠驿来为使者解决食宿、为马驴解决供给。当使臣使用传送马驴时，行进速度未必比驿马驴慢，但是为了保证驿的通畅，朝廷对驿的使用控制得要比传送马驴的使用更为严格，至少其立法本意是如此。于是，我们看到了对驿和对传送马使用的不同规定。

首先，使用驿马与传送马的权限不同。《公式令》规定：“在京诸司有事须乘驿及诸州有急速大事，皆合遣驿。”
[39]

 诸州有急速大事，方可遣驿，这与在京诸司“有事须乘驿”是不同的。如果在京诸司与诸州在使用驿的权力上完全相同，就不必如此特别列出。参以用驿需经门下省审批（见下），我很怀疑地方官府非经中央批准，不得擅自动用驿马；地方官府可以直接支配的是传送马驴。

其次，使用的凭证不同。给驿用“传符”（后改为纸券），传送用“递牒”。《唐律疏议》“诸私度关者条”疏议曰：

水陆等关，两处各有门禁，行人来往皆有公文，谓驿使验符券，传送据递牒，军防丁夫有总历，自余各请过所而度。
[40]



同书“诸驿使稽程条”，疏议曰：

依令，给驿者，给铜龙传符，无传符处，为纸券。量事缓急，注驿数于符契上，据此驿数以为行程。
[41]



传符变为纸券，乘驿稽程，用纸券也比用传符的处罚要轻
[42]

 。说明驿在当时朝廷心目中的地位也正渐渐降低。详细情形，前人已有解说，此不详述。

第三，朝廷力图保证驿用于重要的出使，不甚重要者则用传送马。《唐六典》在记载给事中的职掌时称：“凡发驿遣使，则审其事宜，与黄门侍郎给之；其缓者给传。即不应给，罢之。”
[43]

 给驿马的数量要比给传送马的数量为少。《唐律疏议》引《公式令》：“给驿，职事三品以上若王，四疋；四品及国公以上，三疋；五品及爵三品以上，二疋；散官、前官各递职事官一疋；余官爵及无品人各一疋。”
[44]

 《疏议》在解释“应给传送”时，引用了《厩牧令》：“官爵一品，给马八匹；嗣王、郡王及二品以上，给马六匹。”并概括了“三品以下各有等差”
[45]

 。为官员家口提供交通工具时，也规定要用传送马驴而不用驿。如大足元年（701）五月六日敕：“诸军节度大使，听将家口八人，副大使六人；万人已上镇军大使四人，副使三人；五千人已上大使三人，副使二人，并给传乘。”开元七年七月一日敕：“诸道按察使家口，往过宜给传递。”
[46]

 使用驿和传送马，在行进途中的待遇恐亦有区别。贞元二年（786）六月二十二敕：“诸道进奉却回及准敕发遣官健家口，不合给驿券人等，承前皆给。路次转达，牒令州县给熟食程粮草料。自今以后，宜委门下省检勘，凭据分明，给传牒发遣。切加勘责，勿容逾滥。”
[47]

 给驿券的待遇似乎要比给传牒为优。如使用驿券，则需供给“熟食程粮草料”，而给传牒，似只提供交通工具，而不无偿供给食宿；这也正与传送马驴无食宿可供相符合。

第四，驿马驴的行进是以驿为单位来计算，而传马驴大致以州为界，最远可至邻近州。

但是，以上使用驿和传送马的差异，只是在法令上的规定，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恐未必尽然。上引驰传的事例就说明，传送马也用于紧急情况，未必皆用于其事缓者。况且，传送马于州县承直时，就是要用于事有急速者。至于食宿供给、超过标准而额外索求，以及不应享受食宿而享受者，更是比比皆是。

从使用驿、传的有关诏敕和实例来看，“驿”“传”往往混用，其原因大致有三。一是时人用古称，传即指驿。这一点有学者已经指出，此处不赘
[48]

 。二是有些法令也常常将二者混同规定。如《唐律疏议》“诸应乘官马牛[image: 113-01]
 骡驴，私驮物不得过十斤……其乘车者，不得过三十斤”，《疏议》曰：“应乘官马牛駞骡驴者，谓因公得乘传递或是军行，但因公事而得乘官畜者。”
[49]

 “传递”往往被人视作是指传，但是，所谓“因公得乘传递”，恐怕不是只针对乘传者所作的限制，一定也包括乘驿者。再如，用驿也常称“行传”，如长庆元年（821）九月，柳公绰献状称：“自幽镇兵兴，使命繁并，馆驿贫虚，鞍马多阙。又敕使行传，都无限约。驿吏不得视券牒，随口即供。驿马既尽，遂夺鞍乘，衣冠士庶，惊扰怨嗟。”于是降敕：“中使传券，素有定数。如闻近日多越券牒，宜令诸司府，据元和十四年四月五日敕，分明晓示。”
[50]

 所谓“敕使行传”，就是指敕使乘驿；“中使传券”之传券，正是用驿之符券。第三，法令对用驿马和用传送马的区分，主要是着眼于不同系统的马驴的使用，而不同的系统，喂养的成本和成本的支出者是不同的（驿马和驿丁是从中央财政中破除，而传送马恐是从地方财政中破除），但是对使用者来说，这种区分并不重要。就如同现在的财政支出，虽然支出的项目各异，但对使用者来说，拿到的都是钱。而史料中的驿、传，大多是从用户的角度来记载的，特别是从使用的角度来对使用者进行限制或整顿时，更不必加以区分。如欲将史料中的传与驿一一坐实其究竟是传还是驿，殊为困难，亦无必要。

另外，据前引《厩牧令》，传送马驴置于要路之处，可见非仅置于州县治所。从敦煌吐鲁番文书来看，管理传送马驴的马坊也确非仅置于州县治所。

总之，在给官员、使臣提供交通工具时，除了驿马驴，还有传送马驴。从这一点上说，传送马驴是对驿马驴的补充；驿马驴和传送马驴分属两个不同的系统，可谓“身份”各异。

三、敦煌吐鲁番文书中所见的传送与转运

从唐令中，我们只能知道传送由州设置，负有为使者、官员提供马驴之责。从敦煌吐鲁番文书中，我们发现它还要承担一定的运输任务；这是驿所没有的。

P.3714v总章二年（669）八月、九月的一组文书反映了传马驴的使用情况，将相关部分迻录如下
[51]

 ：

1　传驴卅六头，去七月廿一日给送帛练使司马杜雄充使往伊州

2　□三头在伊州坊，程未满。

3　十六伊州满给送蒲桃酒来。

12　前件驴被差送帛练往伊州，今还至县，请定

13　肤第。谨牒。

14　　　　总章二年八月廿一日前校尉杨迪牒






21　马坊

22　□传马叁疋去七月廿一日给使帛练使司马杜雄□

25　牒上件马去七月廿一日被差送帛练往伊州

26　呈满□□充乘给使人□□□州

27　□□□到县，请定肤第。谨牒。

28　　　　总章二年八月廿一日前校尉杨迪牒
 。





35　马坊

36　二疋，去七月廿二日给使人杨玄往伊州，停经十四日

37　覆使人参军乘来。令狐君节马赤　次

38　吴智惠马赤　次

39　牒上件马给使人杨玄乘往伊州　呈满，覆

40　乘至此，请定肤第　谨牒。

41　　　　　总章二年八月廿一日充行马子吴惠。





49　传马坊

50　马一十九匹，去七月廿四日送殷大夫往伊州

59牒上件马，差送使往伊州，今还至，请定肤第。

60　谨牒

61　　　　　总章二年八月廿日行马子郭延客。





89　　　右件人马驴，去七月四日差送铁器往伊州，八月

90　　　七日到县，计违二日





130　□传马驴八十头疋，去七月廿五日送庭州帛练使杜雄（廿七匹马、五十三头驴）

这些担负送使或运送帛练、蒲桃酒、铁器的马驴，有的称传马、传驴，有的称传马驴，应该就是《厩牧令》中规定的在诸州要路所置的传送马驴。文书中的这些传送马驴，前面都有一个人名，即所谓一人一马或一人一驴，但是，这些马驴是私马驴，还是交由这些人喂养的官马驴，尚不能作定论
[52]

 ，因为按照《厩牧令》“唐21条”的规定，传马驴由官府市买，再“于白丁、杂匹（色）、色（邑）士、驾士等色丁内，取家富兼丁者，付之令养，以供递送”，即平时由这些人喂养，需服役时再作签派。同时，一人一马或一人一驴，未必就是这些人每人都拉着自己或自己喂养的马驴去服役，有时可能只是马坊签派他们所喂养的马驴去服役，而拉着这些马驴从事送使或运输任务的，是马子或马夫。如这件文书中35—41行，可能就是马子吴惠拉着令狐节、吴智慧的两疋马“给使人杨玄往伊州”，而未必是两个人都同时去服役。签发马驴与征发该马驴的喂养者，未必同时进行，而应该是根据具体情况来决定的。

这件文书，给我们提供了传送马驴管理的更多细节。第一，从《厩牧令》中，我们只知道传送马驴由什么样的人来喂养，其任务是到州县承直以备急速。而这件文书告诉我们，传送马驴还有运输的任务，它是由传马坊来统一管理、安排的。第二，每一次任务完成，都要由传马坊负责，请求有关部门给被差马驴定肤第。这一方面是为了了解、确认马驴的健康状况，同时可能也成为下一次征派哪些马驴以及确定其所要承担何种任务时的依据之一吧。

稍后的武后时期，从吐鲁番文书中，我们知道宁戎驿有驿马四十疋、狼犬驿有驿马五十疋、达匪驿有驿马五十三疋。驿家还要求驿丁按时上番至驿服役
[53]

 。虽然沙州与西州有相当距离，但从制度层面上来看，在一个大致相同的时期，它们所遵守的制度应该是一样的。武后时期编纂的《沙州都督府图经》卷第三也详细列举了其境内的驿，而于唐后期乃至五代时期编纂的其他几种沙州地志，对驿几乎均付诸阙如
[54]

 。联系到驿制的兴废，这或许可以作为当时在传送马之外，还有驿马存在的一个证据。如此，则高宗、武周时期，驿马驴和传送马驴是同时并存的。

在吐鲁番，又出土了神龙、景龙年间一组有关长行马的文书，其中有“检校长行使”给西州都督府的牒文
[55]

 。此后，又有开元十年西州长行坊的文书
[56]

 ；在《开元十九年正月西州岸头府到来府帖目》，出现了“为仓粮长行坊供客等、上州印纸，每月具申事”“车坊、仓粮长行车坊供客等新附一物以上、起正月一日上印纸、每月卅日具申事”
[57]

 ；开元二十一年，有《推勘天山县车坊翟敏才死牛及孳生牛无印案卷》，涉及车坊
[58]

 ；在《唐天宝十三载—十四载交河郡长行坊支贮马料文卷》中，详列了西州一些馆供给过往郡坊帖马（或帖马及郡坊细马）、长行驴、新市长行马、征马等的情况
[59]

 。在敦煌文书中，天宝年间的《敦煌会计帐》中，记录了郡草坊、阶亭坊、广明等五戍、宴设厨、病坊、长行坊的账目，其中阶亭坊中有车、牛、驴，广明五戍有函马，长行坊有长行帖马、函马、长行驴等
[60]

 。

长行坊、长行马驴与传马坊（马坊）、传送马驴之间是什么关系？它们与馆驿的关系又是怎样的？车坊与长行坊、传马坊关系如何？长行坊文书中出现的“检校长行使”，与节度使名号中出现的“长行转运使”性质是否相同？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我们对这些文书本身的认识，更关系到我们对文书所反映的西北边地实况与朝廷制度之间关系的理解和认识。

首先，我认为长行坊、长行马驴属于《厩牧令》所规定的各州设置的传送马驴，与敦煌文书中的传马坊、传马驴性质相同。

在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吐鲁番文书中，《唐神龙元年西州都督府兵曹处分长行死马案卷》内有一件牒文称：

[image: 118-03]


③ OR.8212/558，《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非佛经部分）》，119页。

《唐开元十年西州长行坊检勘应在见在死畜等事牒》内，又出现了长行坊：

6　长行坊

7　合闰五月
 廿五日长行死驼马驴牛[image: 119-01]
 （骡）羊皮骏尾筋、脑羊

8　□紧膜，应在及见在惣（总）贰阡伍佰壹拾伍斤张半。
[61]



两件文虽相隔十多年，但两相比较，仍可知“马坊”就是“长行坊”。“马坊”还见于上举P.3714v总章二年的牒文。总章二年的牒文与此处神龙元年的牒文处理的事情虽然不同，但针对的都是出使或运送物品的马驴。这两个“马坊”的性质是相同的。

长行马用于迎送使者，长行驴用于运输物品和供人骑乘
[62]

 。这与上举P.3714v总章二年的牒文中马坊或传马坊中的传马、传驴的任务正复相同。长行马驴与传送马驴承担的任务基本相同，说明了二者性质的一致性。

其实，长行马驴之“长行”的含义，与“长行旨符”之“长行”含义相同。这些马驴被冠以“长行”，旨在确认这些马驴的身份（长期承担送使或运输的任务），而不是指它们长途行进、不必中途更换。马夫在交待长行马死时，常说“既是长行，请乞检验者”，或“既是长行，不敢缄默”等语；长行马的腿上还打有“长行”字印
[63]

 。另据学者分析，在《唐天宝十三载礌石馆具七至闰十一月帖马食历上郡长行坊状》中，给使者乘用的马疋就有走一馆换一批马的情况
[64]

 ，这至少说明长行马在送使时并不都是从起点直到终点而不必中途换乘。唐令虽然规定了“传送马驴”的设置、授田、管理等种种事项，但“传送”实指其任务，而非专名，所以在史料上指传送者，往往有递送、转送等多种说法；这也正是敦煌吐鲁番文书中有的称传马驴，有的称长行马驴的原因。所谓“坊”，是管理机构的代称，正如宋代之多称“所”。至于其前的限定符，则如表示传送之有多种称呼，也有不同的说法，如称长行马驴，则管理之坊便称“长行坊”，如称传马驴，则管理之坊便称“传马坊”，乃至更泛称作“马坊”。

中央的许多部门都设置有车牛，用于负责本部门的运输。《唐六典》驾部郎中员外郎条“凡诸司有备运之车”注称：“诸司皆置车牛，以备递运之事。”以下详列了司农寺、将作监、殿中省尚乘局、少府监、太常寺、国子监、太仆寺、光禄寺、卫尉寺、太府寺以及诸卫所拥有的车乘数量
[65]

 。但是，地方官府并没有像中央官府那样，按部门各自设置车牛；负责承担地方官府运输任务的是传送，这就是我们在唐代史料中没有见到规定地方官府设置车牛数量的原因。换言之，地方的车坊与传送马驴一样，属于传送
[66]

 。这些车牛的集中停靠或存放之处，便称为车坊；同时，车坊也成为日常掌管、调配这些车牛的机构名称。中央官府所设置的车坊，只用于该部门的运输，不承担亲王入朝、内外百官家口的运送；承担这一任务的，是地方的传送。从这个意义上说，车坊与传送马驴一样，都负有给使臣或家口提供交通工具的职责，是对驿的补充。

敦煌吐鲁番文书中也出现了车坊的材料
[67]

 。如同马坊又称长行马坊一样，这一地区的车坊也可称作长行车坊、长运坊等。并非设传送马驴之处，均需设车，故我们今天看到反映传送马驴的史料远较车坊的史料为多。这正如元代的站赤，也并非所有站赤均设有车
[68]

 。车应该是根据实际情况及需要来设置的，它体现了官府对运输工具的合理配置。大要而言，马坊与车坊大多设置于有馆驿之处；二者有时会同设于一地，它们之间可能会有配合，如上述西州马坊与馆之间的关系，但是，这并不表明同设于一地的马坊、车坊、馆之间存在着彼此统属关系。车坊、马坊、馆的名称相同，只能说明它们设置于同一地，不能说明它们之间有统属关系。另外，车坊可以提供食宿，马坊则不能。

从设置的分布来看，馆驿是线型的设置，由线而织成了一个网；属于传送的马坊、车坊，是点式的设置，在运行中，其补给需要馆驿或地方官府承担，因此它们多选择有馆驿或镇戍之处来设置。

根据朝廷的制度，诸州有要路之处应置传送马驴。但对传送马驴的管理却各有不同，特别是地处边塞的军事要地西州、沙州，具有独特之处就是可以理解的了。这最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由于它们地处中原控制西域的咽喉要道，其交通、运输较其他地区更为繁重，再加上当地自然条件的限制，故其任务更为艰巨。第二，该地是唐廷控制西域的军事重地，驻有重兵，这使得交通、运输，特别是运输，无疑要首先保障为军事事宜服务；也正因为此，当地驻军对传送、馆驿的介入乃至干预也较其他地区为多，这使得当地的交通、运输管理具有了浓厚的军事色彩。

相关的研究成果已经指出，西州在武周时期还多见驿，到了开元末、天宝初，这些驿却都改成了馆。但是，根据唐代的制度，馆是比驿低一级别的交通机构，当某条交通线路变得更为繁忙时，要申请将该路上的馆提升为驿。西州交河郡无疑是交通繁忙之地，何以会将驿降为馆呢
[69]

 ？——我认为，这一改动，反映的正是当地对馆驿、传送的整合。

《唐天宝十三—十四载交河郡长行坊支贮马料文卷》反映了这些馆所承担的是为来往马匹提供食料
[70]

 。如果它们像此前按制度所规定的那样，仍拥有驿马，应该有相关文书反映这些驿马的喂养支出等账目；但是，却没有这样的账目。可见这些由驿改成的馆，已经不再拥有驿马；原来的驿马，由州统一管理，变成了文书中所谓的长行马。而馆与驿的区别，正是馆只提供食宿而无交通工具如马驴，驿则既要提供食宿，又要提供马驴驼等交通工具。换言之，原来分散于各驿的驿马，收归州郡，连同原来的传送马驴，由郡统一调配，这就是文书中所谓“郡帖马”的含义。这些马驴在实际运用中，不可能全部集中到郡，它需要按照地理位置及实际需求，将马驴分配到各县乃至各军镇，以备各馆或有关方面的需求。正因为这种相对集中的管理，才有可能采取牧群的方式，使这些长行马得到休整
[71]

 。在交通要道的某些地方（不是交通要道的所有地点）设置车坊，也正是出于同样的考虑。

根据《唐天宝十三—十四载交河郡长行坊支贮马料文卷》，有学者发现，行政建制上本不属交河郡统领的轮台县所设置的长行坊，有关长行马驴事务却受交河郡长行坊的管理
[72]

 。这一点正可说明，协调乃至主持本地区馆驿、传送工作的，是郡之上的伊西北庭节度使
[73]

 。有关该地长行坊的文书也表明，长行坊的许多工作都是由军人来承担的，甚至设于镇戍的馆驿完全直接由镇戍军人负责，使之变成了馆驿与镇戍合一的机构。至于具体负责本地区馆驿、传马协调工作的，就是文书中出现的检校长行使或押长行使
[74]

 。——伊西北庭节度使的使衔中，并没有“长行转运使”，而吐鲁番文书中出现“押长行使”“检校长行使”，分别是在神龙元年（705）和景龙三年（709），其时伊西北庭尚未设节度使，所以这是北庭都护府设置的一种使职，以专门负责本地区的馆驿和传送之事；之所以另立专使，是新的工作已大大突破了原先官职仅仅负责馆驿之事的范围。《敕碛西支度等使章仇兼琼书》称其为“碛西支度营田等使兼知长行事”
[75]

 ；将长行事单列，而没有并入支度营田使中，可知其使衔中并没有“长行转运使”。“知长行事”，正说明当地有长行这样的工作。因此，我们不能将此理解成像河西节度使所拥有的“长行转运使”衔
[76]

 。

虽然都承担着物质运输任务，传送马驴与转运使所统领的转运并不相同。

唐代官方主持的运输，大要而言，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由中央组织的较大规模的转运，二是由地方官府组织的规模较小的传送。前者是中央政府以脚直为基本经费，和雇（或征发）车船或人力将需要运输的物质转运至所需之地（这在吐鲁番文书中也有反映）
[77]

 。转运中，以漕运最为重要，其次是带长行转运使衔的河西节度使、带水运使衔的朔方节度使、带河北海运使衔的范阳节度使等所负责的转运工作。与转运相配合的，就是设在交通要道的转运仓。在中央，设转运使全面负责这一工作。后者是地方性的运输，规模较小、运输路途最远也大多只是到达相邻之州，承担其任务的是以州为单位设置的传送马驴，它是对转运的补充或调整；吐鲁番文书中的长行马驴所承担的运输正是这一工作
[78]

 。

四、结语

在对中国古代官府所主持的交通运输进行研究时，应将交通与运输适当加以区分。交通大致包括交通线路、交通工具、官府在交通沿线所设立的驿传等机构
[79]

 ，以及相关的管理制度等。运输则主要是指物资运输。

就唐代而言，作为官营的交通服务机构，驿承担的任务主要有两项，一是为官员及使者的出行提供食宿车马等服务；二是负责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公文传递，如《长行旨符》就是用驿而传至各地。它既不为平民的出行提供服务，也不负责官府的物资运输等任务。驿为官员及使者提供食宿有一定时限。贞元二年三月，河南尹、充河南水陆运使薛珏奏称：“当府馆驿，准永泰元年三月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第五琦奏，使人缘路，无故不得于馆驿淹留。纵然有事，经三日已上，即于主人安置，馆存其供限。如有家口相随，及自须于村店安置，不得令馆驿将什物、饭食、草料就等彼供给拟者。……伏乞重降殊恩，申明前敕，绝其侥滥，俾惧章程，庶邮驿获全，职司是守。”
[80]



传送马驴设于州，其任务有三项。一是给来往使臣或官员提供交通工具（这是对驿的补充），二是承担州的运输任务。就后一项任务而言，它所承担的运输一般规模较小、距离较短，是对转运的补充或调整。据《唐律》规定：“诸监临主守之官，皆不得于所部僦运租税、课物，违者，计所利坐赃论。”《疏议》曰：“凡是课税之物，监临主守皆不得于所部内僦勾客运。”
[81]

 《厩牧令》规定地方官府设置传送马驴，也是为解决其运输问题。第三，它可能还负责地方政府或地方官员的文书传递，其范围也限于州内或邻州之间。如李建给柳宗元的书信就是通过“州传遽”送来的
[82]

 。

就驿和传送的关系而言，它们所承担的任务有重合之处，即都要为使臣、官员提供交通工具；也有不同之处，即驿有传递文书的责任（传没有），传送有负担州的运输任务（驿没有），驿除提供马驴等交通工具外，还能提供食宿，传则只能提供马驴等交通工具，不能提供食宿。就法令规定来说，使臣和官员在使用驿马驴和传送马驴时，驿要保证负有紧急任务的使者的使用，而在事情不太紧急时，就要使用传送马，官员家口在享受官府提供的交通工具时，也要使用传送马驴。从这个意义上看，传送马驴是对驿马驴的补充。就马驴的性质而言，驿马和传送马各自属于不同的系统，驿马驴由驿管理，传送马驴由州传马坊或传送马坊管理。

见于敦煌吐鲁番文书的长行马驴，就是令文中所规定的各州所设的传马驴。从吐鲁番出土的文书中，我们得知当地曾对传送马驴与驿马驴作过调整、整合，并进行统一管理。这样，驿改为馆，不再像原来那样拥有驿马驴，所需马驴由长行坊或传马坊派给，馆则只负责食宿。车坊亦属传送之制，它既为使者或官员家口提供车辆，也要承担州内的运输任务，同时它还能提供食宿。马坊或车坊一般设置在交通、军事要地，所以会与驿道上的馆驿或镇戍同处一地，以便于相互配合，但并非每一个馆驿都会有马坊或车坊，它们之间亦无统属关系。馆驿与传送所包含的马坊、车坊，一起构成了伊西北庭范围内一个有机的交通运输网，而且军队介入到这个网络的编织和管理中。换言之，边地传送、馆驿网具有了相当的军事色彩。在内地恐怕是不会如此的。

馆驿只是为官员使者提供服务，于是就出现了私营的为一般的商旅行人提供服务的“驿驴”。开元二十九年，京兆府奏：“两京之间多有百姓僦驴，俗谓之驿驴，往来甚速，有同驿骑。犯罪之人，因兹奔窜，臣请禁绝。”从之。寻又不行
[83]

 。馆驿侧近也有私客馆。大中三年十一月，山南西道节度使郑渥、凤翔节度使李玭等奏：“当道先准敕，新开文川谷路，从灵泉驿至白云驿，共一十所。并每驿侧近，置私客馆一所。”
[84]

 次年六月，中书门下奏称，虽宣旨修斜谷旧路及馆驿，但“或缘馆驿未毕，使命未可经通，其商旅及私行者，任取稳便往来，不得更有约勒”
[85]

 。也是将使命与商旅私行者作了区分；在馆驿未修好前，使命不得通行，而商旅私行则听其稳便往来。私营车坊也是为一般商旅提供服务。所以，唐代的交通、运输，又应分别从官营、私营两类来加以研究。


附记：


关于传送，我认为传送在为使臣服务方面，只提供交通工具而不提供食宿，引用了《厩牧令》唐26条“所至之处，皆用正仓”云云。黄正建先生对这条史料提出了质疑，认为它并非指食宿：

第一，这是《厩牧令》，只涉及牲畜的饲养，官员在驿中的供给与否，似不当在本令中规定（比如在《杂令》中有入驿的待遇的规定），否则为何只规定传的情况而不规定驿的情况？第二，令文最后说“以正租草填之”，明讲的是饲料。我怀疑这里讲的是沿路和到目的地时，对传送马、官马的饲料供应问题。第三，如果是供食宿，乘驿也有到目的地的问题，乘驿的使者到目的地后由谁供应呢？是否也由正仓、公廨等供应？

我想，如果“所至之处，皆用正仓”是指马而非人，那么似乎就不会有随后的“准品供给”的规定；所谓“准品供给”是指人而非指马。

关于驿与传的关系，宋家钰先生认为应从“基本制度上探讨”，并要对相互矛盾的记载给予合理的解释：

（1）传：《一切经音义》和颜师古《汉书》注，均解释为唐代之“驿”，这就是说，在唐代驿、传二字是同义的。因此，唐代史籍中的“驰驿”“驰传”，也就都应理解为同义，“驰传”也即“驰驿”。唐人习用汉词，如汉之上计吏，隋以后分为朝集使和上计使，但唐人仍常称朝集使为计使、上计使。一个重要的证据，就是在日本令中有驿马、传马之别，有“驰驿”的规定和专门解释，却无“驰传”的规定和解释。

（2）唐代驿、传之别，唐制规定有：

A　乘驿日六驿，乘传日四驿。

B　凡发驿遣使……其缓者给传（《唐六典》八）。诸州有急速大事皆合遣驿（《唐令·公式令》）。日《公式令》给驿、传马条穴记注：“事急者乘驿，事缓者乘传马”。

C　驿马毎匹给田40亩，传马毎匹给田20亩。在州县承直的传马，毎匹给田4亩种苜蓿。

D　驿马征驿丁在驿内饲养，粟草官给；传马取民户令养，免一丁课役。

E　驿马合理死亡，官马补替；传马合理死亡，州府市买补替。

F　各级品官出使乘驿、乘传，乘传给的马数多于乘驿马数。

G　官员乘驿，“皆数外别给驿子”；乘传则不给传子。这大约就是吐鲁番文书中的“领送”和“自领”。

H　驿皆设于“驿道”。令文：“诸道须置驿者”，“道”即指驿道，非十道之道（我在点校置驿条时，将“第一道……第六道”的“道”，据《六典》“诸道之第一等”，校改为“等”，可能是错的，吐鲁番文书中有“第五道”。道均以地为名，如子午道、金牛道等）。“驿道”分为六等，驿属州管辖。传马设置，是“当路州县”。这里存在的问题是，有驿处应有传马，否则不能按驿换马。但令文又称传马“于州县承直”，似又不与驿在一起。道也可称为路，但“当路州县”的路似非指驿道。唐朝法律用词严谨，如是指驿道，就会用道；同时，如在驿道上，传马也就应在驿中承直，而不需在州县承直，也不需另给4亩地种苜。唯一可以解释的是，有的州县不在驿道上或无驿道，它们是通过路与驿道联接，这样它们就要在州县设置传马，“于州县承直，以应急速。”《养老·厩牧令》置驿马条集解引《迹记》注：“传马，无使之道置耳。”这是日令作的修改，还是沿于唐制，有待研究，但我们至少可以肯定，不通驿道的地方是有传马作补充的。州县承值传马的地方，可能就是西州文书上的“马坊”、“传马坊”。

驿、传之互用，黄正建先生文已经指出；而“唐代驿、传之别”项下所列史料，正反映出传与驿之有区别。驿传之互用，与驿传之区分，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看的，而非相互矛盾的两个方面。至于（2）之H，则是宋先生对驿传之别提出了不同于拙文的解释，即认为传送马驴设置于不在驿道或无驿道的州县。照这一理解，则敦煌吐鲁番文书中的传马就不应当是唐令中的传送马，因为西州交河郡、沙州敦煌郡都地处驿道；那么拙文所论从整体上就完全不能成立。当然我不同意宋先生这样的理解，但孰是孰非，还需学界再作进一步探讨。另外，宋先生所说的“我在点校置驿条时，将‘第一道……第六道’的‘道’，据《六典》‘诸道之第一等’，校改为‘等’”，是他对自己所撰《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厩牧令》唐33条校注〔一〕的修正。宋先生对传马本身也提出了自己的认识：

唐代的传马，基本上不用于拉车。唐制规定“车日三十里”，而传马是按日行70里计程，与驿马同。令文对驿、传马的使用都用“乘”，其原因也在此。《唐律》用过“给传送”，如用“乘”，“传送”下一般就不能省“马”字。但从西州文书和日本圆仁的记载看，马驴可用于驮运物品。按常理推测，唐代应有马车，但不论亲王入朝或是百官家口递送，皆给“车牛、驮马”或“人力、车牛”（《唐六典》三），并无马车。这都是有待研究的。

“如用‘乘’，‘传送’下一般就不能省‘马’字”，是针对拙文注（见本章注[6]）而发。该条令文是否阙文，亦可再作探讨。

关于“长行马”，几位先生都不同意拙作的解释，认为仍以释作长途运行为是。如李方先生认为：

长行马的“长行”是长期而非长距离的理解恐怕不对。长行马从高昌时期的远行马称而来，王素已有论说。这里如无短期马的反证，可能不能成立。我觉得仍从地方管理方面来理解较好，30里为一驿，相对于“驿”来说，在州界内或在邻州行，长于“驿”，即为“长行”。

宋家钰先生认为：

长行马，不少研究者认为这是西州的特殊制度。但《令集解》公式令集解早已提及“长行马”：“朱云：问：传马行程何？……答：依下条，马日七十里者，准此等可行耳。私未明，何者？下条为长行马立程故。”所谓下条，是指令文规定：“凡给驿传马……事速者，一日十驿以上。事缓者，八驿。还日，事缓者，六驿以下。”马日七十里，这大约是两驿间的来回距离，符合毎驿换马、空马返回的要求。超过马日七十里行程的，或二日行程的，就称为“远程”。所谓“六驿以下”，据集解注称“六驿以下，谓四驿以上。《唐令》：马日七十里。乘驿马四驿故也。”马日两日行程为140里，四驿里程为120里。上述集解注“为长行马立程”，就是指马日两日行程以上，或四驿里程以上，行走此行程以上的马，就称“长行马”。因为，如果加上它们返回里程，其行程就在200里以上，自应看作是长行了。

吴丽娱先生除指出“长行的意思仍是长途运输”外，还特别就车坊和长行车坊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1. 从吐鲁番文书有“车坊仓粮、长行车坊”云云，说明车坊与长行车坊不是一回事，不能一起论。长行车坊可能某些时候会省略为某车坊或某某坊，但车坊不能被叫做长行坊或长行车坊。

2. 车坊除车外只见到有牛、驴、驼等，长行车坊或长行马坊除此外有马。长行车坊和车坊的牲畜都是长期使用的，所以不能以此来解释“长行”之意。但是马更便于长途运输，所以长行的意思仍是长途运输。河西道长行坊是长行转运使领导下的组织机构，它们的存在与河西走廊的特殊地理位置有关。其他地方虽然有长行坊，但似乎并不存在专设使职及设使管理的组织和名义。

3. 长行坊、长行马坊和长行车坊有可能是同一种形式的多种名称。因为车坊中有牛等，长行车坊也会有马等牲口，所以也可以叫长行马坊。

根据以上意见，我对“长行马驴”之“长行”的含义作了补充说明，强调了长行马驴是马驴的一种“身份”，未必专指长途运行，因为：（一）我们尚未发现像高昌国时期那样与长行相对举的近行马驴；（二）这些马打有“长行”字印，如果我们认为长行即指长途运行，则这些打有长行印的马就是专门用于长途运行者，我很怀疑这种将某些马专门固定用于长途运行的作法的存在，因这既不利于马的休养，也不利于在实际使用时对马匹的调用。同理，如果长行马是“马日两日行程以上，或四驿里程以上”，那么这些马就不应当打上长行的印记，因为我们很难理解何以要专门设定一些马，它们必须要“两日行程以上，或四驿里程以上”。当然，我的这一补充说明仍未能令人惬意。关于车坊与长行车坊，主要是因对一件文书的句读歧异引起。最初我并没有意识到此句断句可能有误，接到吴丽娱先生质疑后，我才意识到这一问题；因此特在注中加以申说（见本章注[57]）。同时，关于车坊与马坊之间的关系，也是基于吴先生的质疑而增加的论证，当然，这样的论证还远不充分。

对本文的论证，李方先生也提出了有益的建议：

文章认为长行坊即传马坊，在论证上仅从二者的任务方面来证明，似乎力度不够。文章前面讨论驿与传的关系，认为二者任务有相同之处，不同主要在于主管单位，一在中央，一在地方。这里讨论长行坊与传马坊的关系，仅从任务相同来论证可见是不够的，若从二者主管皆为地方的角度加以论证（加上任务），似更有说服力，而且与上文驿与传的论说也有一致性。

因时间匆促，我暂不再展开论证。另外，文中不少鲁鱼之讹，承王素先生订正。以上种种，铭感于心，谨致谢忱！


编校附记：


原刊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1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后编入《〈天圣令〉与唐宋制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时，又作了补充和修订，今据后者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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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副过所”及过所的“副白”“录白案记”辨释

——兼论过所的意义


关于唐代过所，学界已有很多研究。目前最新、最为系统的研究成果当属砺波护《唐代的公验和过所》和程喜霖《唐代过所研究》
[1]

 。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所附唐《关市令》的发现
[2]

 ，为我们解决其中的一些疑难问题提供了条件。这里，我们集中讨论唐代过所中所谓“副白”或“录白”以及副过所等问题，同时，也对过所的意义略作探求。

一、“副过所”辨析

王仲荦在20世纪70年代研究吐鲁番出土的有关过所和公验等文书时，据《令义解·公式令》所载的《过所式》，指出：

唐人向尚书省刑部司门司或地方请给过所，一般是缮写两通。一份是正本，由官方加盖官印，发给请过所的人，一份是副本，形式和正本一模一样，也都要经过主判官、覆审官签名，作为刑部司门司或州户曹档案，加以保存。当时日本制定的令式，有不少参用唐制。（下引《公式令·过所式》，略。——引者）虽中日过所格式内容不完全相同，但具录两通，一通判给，一通留为档案，大概一模一样。
[3]



明确提出唐代过所有正副一式两份，是行人在申请过所时所提供，一份官府留案存底、一份行者自带。对此，程喜霖也引用了《令义解·过所式》，认定“判给的一通为正本过所，留为案者为副本过所”，似乎是认同王仲荦的看法
[4]

 。但他又引用《令义解·关市令》，称：

唐令当有与此条相应的令文，即有判给行人自随的正过所，或“署一通留为案”，或由关司依正过所录白案记，皆“不点朱印”者为副过所，这就是说凡正过所必“点朱印”。总之，判给行人的过所钤官府印鉴。
[5]



我们不清楚副过所究竟是指行人在申请过所时所提供的一式两份中的一份，还是指行人在通过关津时关司“署一通为案”或“录白案记”
[6]

 ？当然，程氏强调正副过所的区别在于有无官府印鉴——正过所有官府印鉴而副过所无——是明确的；他还以此为标准，将敦吐文书中的过所或公验明确区分为正本和副本。

对副过所的作用和意义的认识出现歧异或模糊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据以立论的《令义解》的相关令文本身就存在着歧异，尚且不论这样的规定是否适用于唐朝。《令义解·公式令》所载《过所式》：

右过所式，并令依式具录二通，申送所司，所司勘问，即依式署，一通留为案，一通判给。
[7]



似乎是行人在申请过所时，就要自写两通，官府将其中一通留下为存案，另一通则判给行人。如此，则是在申请过所时就要写两通。但《令义解·关市令》关于行人出入关、检勘过所的规定：

凡行人赍过所及乘驿传马出入关者，关司勘过，录白案记，其正过所及驿铃（铜？）传符，并付行人自随。仍（其？）驿铃（铜？）传符，年终录目，申太政官总勘。

其中对“录白案记”，作注：

谓凡行人及乘驿传度关者，关司皆写其过所。若官符，以立案记。直于白纸录之，不点朱印，故云录白也。
[8]



据令文，过关津者所持的过所是“正过所”；据令文注，行人持正过所过关津时，“关司皆写其过所”，似乎关司还要另写一通。《晋令》又规定：“诸渡关及乘船筏上下经津者，皆有〔过〕所，写一通付官吏。”
[9]

 似乎晋代规定过关津者要在过关时另写一通付关吏，这成为唐代正副过所的渊源所自。据此，过所是在行人过关津时才出现了另外一通而成为两通。

我们通过过所实物，可以知道行人持过所经过关津时，关司的检勘情形。如圆珍的越州都督府过所，末另笔写：

潼关，五月十五日勘入。

圆珍的尚书省司门过所后，用另纸粘连写道：

蒲关，十二月四日勘出。
[10]



开元二十年（732）瓜州都督府给西州百姓游击将军石染典过所，在“开元贰拾年三月拾肆日给”后，另纸写有：

11　三月十九日悬泉守捉官高宾勘西过。

12　三月十九日常乐守捉官果毅孟进勘西过。

13　三月廿日苦水守捉押官年五用勘西过。

14　三月廿一日盐池戍守捉押官健儿吕楚珪勘过。
[11]



这些标记，就是关司检勘过关者所持过所时所做的，也应就是《令义解·关市令》所规定的“关司勘过”之所指。这样的标识，显然不是“副过所”。关司除在过所后作这样的“勘过”之外，恐怕不存在“关司皆写其过所”的情况；我们也很难想出，关司作了“勘过”标识之后，再将过所另外抄写一通意义何在。换言之，在关司勘过时，并不存在“副过所”的问题。

行人需要向官府申请过所；在申请过所或公验时，首先需要向官府递交一份申请文书。这是没有疑问的
[12]

 。但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这样的申请文书，是否需要一式两份？

从技术的角度看，要求申请者提供一式两份的规定就值得质疑。如果命申请者在申请时抄作一式两份，则各人用纸尺寸必须统一，特别是其高度，否则官府就难以将这些不同高度的文书粘连在一起，作为案卷存放。

可以毫无疑义地确认为行人所持的唐代过所或公验的原件，是圆珍所持的过所或公验
[13]

 。

圆珍在日本国内曾取得“大宰府公验”和“镇西府公验”。这两件公验未经粘连，是独立的两份。他到唐帝国福州后，上牒福州都督府，请求公验。福州都督府即在其牒文后批道：“任为公验。十四日，福府录事参军平仲。”因为纸已不够续写，于是又粘连一纸。其后又有福建都团练左押衙充左厢都虞候林师[image: 133-01]
 的批语：“日本国僧圆珍等柒人，往天台、五台山，兼往上都巡礼，仰所在子细勘过。玖月拾肆日。”圆珍携此经福建海口镇时，镇将检勘，批道：“福建海口镇勘日本国僧圆珍等出讫。大中七年九月二十八日，史魏□□，镇将朱浦。”随后他先后经温州横阳县、安固县、永嘉县（温州治所），台州黄岩县、临海县（台州治所），到达了开元寺。所至各县，均颁有公验，依次粘连在一起；都是后一件公验粘连到前一件公验后，粘连处有粘连者的印押。

与福州都督府的处理方式相同，横阳、安固、永嘉、黄岩、临海五道公验，都是在圆珍所上的牒件原件之后，批“任为凭据”“任为公验”“任执此为凭”“任执此为凭据”等。也许正因此，王仲荦才推测申请者在申请时需缮写一式两份，一份供官府批示、盖印以供行人携带，另一份则存留案底吧。但是，当圆珍从台州到了越州，牒上越州都督府，请求给过所，以便到两京及五台山时，越州发给圆珍的过所，就不是像福州都督府那样，直接在圆珍所上状的后面作出批示，而是由越州官府重新写了公文，当然其中引用了圆珍的状文，即所谓“得状称”云云。越州都督府经过检勘，认为“准给者。此已给讫，幸依勘过”，以下是日期、签名。整件公文出自一人手笔，即使像“准给者。此已给讫，幸依勘过”这样的批语，也不是另笔大字，而是与公文其他部分一样。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即官府在颁给行人过所时，并不都是在行人所上的牒或状后直接批示，使之成为过所或公验；有时官府是要另写公文，其中当然会撮要概述申请者的状或牒的内容。这种情况下，申请者在申请时抄写一式两份就失去了意义。作为请过所或公验的制度，应该不会作出这样的规定，即有时要令申请者抄写一式两份，有时却又不必另抄一份吧。

这是从行人所持的过所来看的。从官府存底的有关文书案卷中也可以得到说明。

敦煌吐鲁番文书中，有官府存留的申请过所的案卷。我们从官府存留案卷的表述形式，也可以断定申请者在请给过所时是否有必要提供一式两份的文书，虽然我们目前还没有发现与行人手中所持过所对应的存留在官府中的案卷，也没有发现与官府存留的案卷相对应的行人所持有的那份过所。

《唐代过所研究》附录“表（二）唐公验过所文书一览表”列出的“请过所或公验”的文书有两件，即第3、第9号文书。前一件文书残损过甚，整理者题记称：“本件记载家口及牧畜，似是请过所，但前二行内容乃记人死后处理遗物事，前后似不相关。”
[14]

 故暂不置论。后一件《唐西州天山县申西州户曹状为张无玚请往北庭请兄禄事》，是天山县给西州都督府呈送的状，并不是行人向官府直接递呈的文书，所以它不能反映申请者向官府递呈的文书是否系一式两份的问题。该表还列出了三件“请过所案卷”，即第4、7、8号文书。这三件文书都较长，粘连为卷，基本可以认定为官府留存的审核是否应该判给申请者过所的文书案卷。

第4号文书即《唐垂拱元年康义罗施等请过所案卷》，共有四个断片
[15]

 。在这四个断片中，除人名及公文格式的签署等之外，具有实质内容者，就是官府就申请者提出请给过所事而进行的问询和当事人的答复。第一片：

9　[image: 135-01]
 被问所请过所，有何来文，

10　仰答者。谨审：但罗施等并从西

11　来，欲向东兴易，为在西无人遮得，更

12　不请公文。请乞责保，被问依实，谨

第二片：

8　[image: 135-01]
 被问所请过所，有何公文

9　[image: 135-01]
 审，但[image: 135-03]
 潘等并从西

10　[image: 135-01]
 汉官府，所以更不请

11　[image: 135-01]
 等，并请责保被

第三片：

1　你
 那
 潘
 等辩：被问得上件人等辞
 ，请
 将


2　家口入京，其人等不是压良詃诱寒盗

3　等色以不？仰答者。谨审：但那你等保

4　知不是压良等色，若后不依今

5　款，求受依法罪，被问依实谨
 □

第四片：

19　阿了辩：被问得上件人等牒称，请
 [image: 135-02]


20　家口入京，其人等不是压良[image: 135-02]


21　冒名假代等色以不者？谨审：但（阿？）了[image: 135-02]


22　不是压良假代等色，若后不
 □

23　求受依法罪，被问依实谨□

这个问询、审核案卷是存留在官府，作为处理申请过所事而存底的。因为残损，我们没有见到申请者在申请过所时所递呈的请给过所的文书原件，所以我们不知道他在递呈申请文书时是否提供了一式两份。但从文书所涉及的问询、答复可以知道，即使申请者提供了一式两份，官府也不是将一份交申请者、另一份存底即可，而是广为问询，并将这一问询全过程均记录存留。反过来，我们可以说，在这种情况下，申请者提供的一式两份中本拟作存底的那一份就变得毫无意义了。既然没有意义，官府何必要求其提供一式两份呢？！

第7号文书即《唐开元二十一年唐益谦、薛光泚、康大之请给过所案卷》
[16]

 。整理者题记称：“本件为唐益谦往福州、薛光泚往甘州、康大之往轮台请给过所案卷。”第1—40行是关于唐益谦请过所往福州事，第41—51行是关于薛光泚请过所回甘州事，但随后的第52—61行的判语中，却同时谈到了这三个人的事情，特别是第71行称“福州甘州件状如前，此亦准给者，依勘过
 ”，这说明这一案卷是同时处理三个人的请给过所事，而非分别处理后再粘连为一个案卷。全部案卷都由一人抄写。在这份存留于官府的案卷中，没有申请者递呈的请改过所的公文原件，更谈不上所谓的“一式两份”。

这一案卷中没有申请者的请给过所的公文原件，并不是说他们不需要递呈这样的文书，而是官府在处理此事时，据其请给过所的原件进行了改写，于是所呈文书成为官府处理此事的整个公文的一部分。比如，这一案卷的第41—51行是关于薛光泚请过所事：

41　甘州张掖县人薛光泚，年贰拾陆。　母赵年陆拾柒。

42　　泚妻张，年贰拾贰。驴拾头并青黄父，各捌岁。

43　　右同前得上件人辞称：将母送婆神柩

44　　到此，先蒙给过所还贯。比为患疹未能

45　　得发。今患损，欲将前件母及妻、驴等

46　　归
 贯，路由玉门关及所在镇戍，不练行由，

47　　□今已隔年，请乞改给。谨连本过所

48　　□□乞处分者。依检本过所，开十九

49　　[image: 136-01]
 往甘州有实。

50　　　　　　　　□状谨牒

51　　　　　　正月　　日史谢忠牒

“右同前得上件人辞称”（43行）之后，就是薛光泚请过所的公文大意，但显然史谢忠对原文作了改写，使之成为牒的一部分。即使不作改写，也由官府另行作了抄录，如唐益谦在请过所时，为答复问询曾上牒，这就是该案卷的第1—10行，但这并非唐益谦牒文原件。既然官府存留为底的案卷不需要申请者的原件，何必要求申请者提供一式两份呢？！

第8号文书即《唐开元二十一年西州都督府案卷为勘给过所事》
[17]

 。与上举第7号文书相反，这一长卷是对不同事件分别处理后粘连而成。第一起事件是“给孟怀福坊州已来过所事”（第49行，此系这一事件的标题），起首言“户曹得前件人牒，称……”（第9行），是对申请过所者孟怀福上牒的撮要概述，而没有孟怀福所上牒文的原件。第二件是“给麹嘉琰为往陇右过所事”（第68行），是西州令高昌县检核此事（第54行）；高昌县为此将勘责结果上报西州的公文，其中也未见麹嘉琰的申请公文。第三件是处理王奉仙、蒋化明事。此二人都是行至酸枣戍被捉获送州的，案卷中详细记录了官府询问他们的经过。王奉仙虽有过所，但过所规定的行程中并无到北庭一项，于是他在往北庭的行程中被酸枣戍捉获，而蒋化明没有过所。这与一般请过所事不同，当然不会有请过所的公文。第四件是岸头府辖界内的都游弈所在检查“兴胡史计思”的过所时，发现与过所标注内容不符，于是，将史计思一行“领送州”（第171—182行）；至于处理经过及结果，则因文书残损，不得其详。

这一案卷中，与请过所有关者，是第一、第二件，但我们在官府留底案卷中都没有看到申请者的申请公文原件（麹嘉琰事，虽是高昌县对西州的回复，但这是麹嘉琰此前已向西州提出了申请。这一案卷是西州的存底案卷；如果麹嘉琰请给过所的公文原件需要留存，则应在此案卷中发现）。

以上几宗官府存底案卷中，我们没有发现请给过所的原件公文（牒状或辞）。申请者向官府申请过所时，一定需要向官府送呈请过所的公文；这类公文原件或原文未见于官府存底案卷，只能说明这类公文的原件不需存留于案卷中。既然案卷存底都不需要申请者的申请公文原件，则申请者在申请时就不需要递呈“一式两份”。

程喜霖在讨论“过所的申请程序”时，说：

当勘验请过所手续符合规定，由府史拟过所两份，户曹参军主判，录事参军勾检，在一份上钤州或都督府印鉴为正过所，发给申请过所人；另一份无印鉴为副过所，入案备查。
[18]



认为发给过所时，府史需拟两份，一份加盖官府印鉴，给申请者，一份不加印鉴，入案备查。从上举的几宗案卷中，我们可以看出，官府对申请者常常有一问询、审核的过程，案卷中详细记录了问询、审核的内容；这些内容，不会出现于颁给申请者的过所中，而只会留存于官府案卷中以备查核。换言之，官府所留存的案卷中已经非常详细地记录了颁给过所的审核过程、内容及结果，而正式颁给申请者的过所，只反映了审核的最后结果；府史实在没有必要再将此结果另抄一份存底，我们在案卷中也没有发现府史所拟的一式两份中的另一份。至于官府印鉴，行人所持的过所或公验上有官府印鉴，是毫无疑问的；官府存底的案卷（包括了问询、审核等全过程），就上举第4、第7、第8号文书而言，有的有印鉴（第8号），有的没有（第4、第7号）。有无印鉴，不能成为判定是否存在副过所的依据。如果这些案卷的某一叶散失，成为单独的一件文书，我们是否即可据其无官府印鉴而认定其为“副过所”呢？反过来说，被认定为副本的公验或过所，怎么才能完全排除其原来是官府存留案卷的一部分的可能呢？即使它原来就是独立的一份文书，我们又怎么能排除它本是申请者的请给过所或公验的牒之类的文书呢？——与其将这类文书认定为所谓的副过所，不如直接认定其为请给过所或公验的牒或辞，或官府存留案卷的一部分。

程喜霖界定为“副过所”或过所、公验副本者，有第1、第6、第10、第11号文书。

第1号文书，程氏将其定名为“唐贞观二十二年庭州给米巡职公验”，《吐鲁番出土文书》的整理者将其定名为“唐贞观廿二年庭州人米巡职辞为请给公验事”
[19]

 。米巡职为去西州市易，“恐所在烽塞不练来由，请乞公验”（第6—7行）。其后是判语：“巡职庭州根民，任往西州市易，所在烽塞勘放。怀信白，廿一日。”（第8—11行）这件文书是庭州人向庭州提出的请求，判语是庭州官府写的。这些文书没有官府印鉴，于是程喜霖认定其是“副本”。但这件没有官府印鉴的文书，就没有法律效力；米巡职不可能携此上路。它应该是庭州官府存底的案卷，至于它流落到西州，可能是庭州官府所存案卷过期后散出。参以上述西州有关处理申请过所的文书案卷，我认为这很可能是庭州处理申请过所或公验文书案卷的一部分，如上举《唐开元二十一年西州都督府案卷为过所事》中孟怀福事的案卷，在孟怀福辩辞后，即有批示：“既有保人，即非罪过，依判。斛斯示。廿五日。”（第37—40行）如果对孟怀福事的处理从整个案卷中剥落，我们是否也会认定其为过所或公验的副本呢？！

第6号文书，程氏定名为“唐开元二十一年西州都督府给石染典公验”，《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者的定名是“唐开元二十一染勿等保石染典往伊州市易辩辞”
[20]

 。该文书的末尾有“牒石染典为将人畜往伊州市易事”（第28行），应系此件文书的标题。这件文书前面已残损，存留的部分，第1行过残，不录；其后是：

2　罪者。谨审：但染勿　等保石染典在此见有家宅

3　及妻儿亲等，并总见在。所将人畜，并非寒詃等

4　色。如染典等违程不回，连答之人，并请代承课

5　役，仍请准法受罪。被问依实。谨辩。

这是官府为石染典申请过所或公验而进行的审核、问询。得到保人染勿的辩辞后，元璟判道：“石染典人肆，马壹，[image: 139-01]
 、驴拾壹。请往伊州市易，责保可凭，牒知任去。”（第7—9行）它与上举《唐开元二十一年西州都督府案卷为勘给过所事》中的“给麹嘉琰为往陇右过所事”，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极为相似。这并非过所，而是官府审核申请过所案卷的一部分——过所上绝不会出现问询、辩辞的具体内容。

第10号文书，即“唐年某往京兆府过所”，残存7行，而第1、第7行也残损颇甚。第1行至第3行上半，列出年某所带的牧畜，第3行下半至第6行，称：“今月　日得牒，称子将年（下缺）兆
 府。今将前件人畜，路由关津不练，谨连（下缺）前
 ，请改给过所者。准状，勘责同此，已判给，幸依（下缺）。”年某上状，请改给过所（此前他已有过所），官府勘责后，同意改给。这可能就是件过所，其上之所以没有官府印鉴，极可能是因文书本身残损过甚所致。如果因其无官府印鉴而将其视作过所副本或副过所，我认为证据是不充分的。

第11号文书，程氏定名为“天宝七载敦煌郡给某人残过所”，残存7行
[21]

 ：

1　请改给[

2　　参军摄司户少鸾

3　　　　　　　　　　　　　　史邓[

4　　　　　　　　　天宝七柒载肆月拾[

5　六月二日东亭守捉健儿王颁逸勘东过。六月三日苦水守捉健儿徐[

6　六月四日常乐勘过，守捉官李怀。六月五日悬泉勘过，守捉官镇将靳崇信

7　六月八日晋昌郡[

文书残损程度与上举第10号文书近似，所以不宜据印鉴的有无来加以判断。文书第5—7行是行人途经各捉守“勘过”的记录，但笔迹却出自一人之手，且连行书写
[22]

 ，显见这不是行人所持有的原件，而是官府的抄件。如果敦煌郡同意“改给”过所，则所改给的过所上，恐怕不会也不必将此前过所上的勘过记录一一重录一遍；这一抄件，应该仍然是官府为处理此人申请改给过所事所留存于官府的案卷的一部分。

总之，我认为唐代不存在与过所对应的、一式两份的所谓副过所，或过所的副本。至于日本《令义解》中的“两通过所”的规定，或许是日本根据本国情形所作的规定；当然这有待于治日本史的学者加以确认。

二、“录白案记”与“副白”——兼及一条唐令的复原

唐代既然没有所谓的副过所或过所的副本，《令义解》中所规定的通关时“关司勘过，录白案记”中的“录白案记”既非指副过所，则“录白案记”何解呢？

陈国灿在引用上述第11号文书，即发现于莫高窟122号窟的文书K122：14时说：

这件过所前后字迹一致，无朱色印记，属于官府关司勘过后，“写其过所……以立案记，直于白纸录之，不点朱印”的“录白案记”一类文书。
[23]



这是将整件文书视作“录白案记”一类的文书。得出这样的认识，主要仍是依据上引《令义解·关市令》令文及注文。据这条令文，我们可以确定一点，即“录白案记”发生于关司检勘行人过所之时；那么，关司如何检勘行人过所呢？

关司检勘，无非会出现几种情况，一种是无过所，一种是有过所但实际情形与过所不符，还有一种是检勘符合可予放行。如无过所，关司即将该人捉获，上举《唐开元二十一年西州都督府案卷为勘给过所事》中的王奉仙、蒋化明即属此例：

69　岸头府界都游弈所　　　　状上州

70　　安西给过所放还京人王奉仙

71　　　　右件人无向北庭行文，至酸枣戍捉获，今随状送。

72　　无行文人蒋化明

73　　　　右件人至酸枣戍捉获，勘无过所，今随状送，仍差游弈

74　　　　主帅马静通领上。
[24]



王奉仙虽有过所，但却“无向北庭行文”，这既可视作无过所（对到北庭而言），也可视为与过所标注内容不符（其所持过所不允许其向北庭）。与所持过所内容不符最为典型的事例，是这一案卷中史计思的情况，即：

171　岸头府界都游弈所　　　状上州

172　　兴胡史计思　作人史胡煞　羊贰伯口　牛陆头　别奏石阿六作人罗伏解　驴两头

173　　　　右件羊牛等，今日从白水路来，今随状送者。

174　　史计思作人安阿达支

175　　　　右件作人过所有名，点身不到者。

176　　牛壹头　马壹匹

177　　　　右件牛马见在过所上有剩，今随状送者。

过所上有作人安阿达支，但却没有见到这个人；过所上所标注的牛马数与实际数目也不相府合，于是此一行人被捉送至州。

如果关司检勘无误，则放行，并在过所上签署“某日某处某人勘过”字样，这就是上文所列举的圆珍越州都督府过所后另笔写的：

潼关，五月十五日勘入。

尚书省司门过所后，用另纸粘连写的：

蒲关，十二月四日勘出。
[25]



以及石染典过所后另纸写的：

　　

11　三月十九日悬泉守捉官高宾勘西过。

12　三月十九日常乐守捉官果毅孟进勘西过。

13　三月廿日苦水守捉押官年五用勘西过。

14　三月廿一日盐池戍守捉押官健儿吕楚珪勘过。
[26]



关司检勘的工作大致如此。如发现没有过所或与过所不符，则捉获其人，具状送相关部门处理即可，不存在所谓“录白案记”的问题。如检勘可放行通过，则要在过所后作勘出、勘入、勘过等标识；我认为，这些标识才是所谓的“录白案记”（而不是指整个文书）。具体而言，“录白”就是指将过关的记录直接记在过所后面的空白处，“案记”则是指这些一条一条的记录。宋人在根据唐令的规定以制定关司检勘过所的令文时，作：

宋3　诸行人赍过所及乘递马出入关者，关司勘过所，案记。其过所、驿券、递牒并付行人自随。
[27]



宋令中的“案记”与《令义解·关市令》中的“录白案记”所指为同一事，就是指关司的勘过记录。在捕亡令中，也有一条宋令涉及“案记”事：

宋4　诸亡失奴婢杂畜货物等，于随近官司申牒案记。
[28]



日本《令义解·捕亡令》“亡失家人条”作：

凡亡失家人、奴婢、杂畜、货物，皆申官司案记。
[29]



“申牒案记”“申官司案记”中的“案记”，都是指到官府登记备案，与上述过所的“录白案记”之“案记”义同。唐《厩牧令》中也提及“案记”：

唐15　诸在牧驹、犊及羔，每年遣使共牧监官司封（对）印……其马，具录毛色、齿岁、印记，为簿两道，一道在监案记，一道长、尉自收，以拟校勘。
[30]



唐《田令》中出现了“按记”，校勘者认为即“案记”，是。文作：

唐25　诸应收授之田，每年起十月十（一）日，里正豫校勘造簿……十二月三十日内使讫，符下按（案）记，不得辄自请射。
[31]



“案记”都是指的一条一条的记录，“一道在监案记”尤可说明。

在天一阁藏明钞本唐《关市令》中有一条请过所的规定，又出现了“副白”的问题：

唐1　诸请过所，并令自钞（录）副白，官司勘同，即依署给。其输送官物者，检钞实，付之。

据其文意，似指在请过所时，要将过所钞录一副本，官司将正本与副本勘同，然后署给
[32]

 。但在我们发现的唐人请给过所以及官府检勘审查等文书中，还没有发现“令自录副白”的情形
[33]

 。此处的“令自录副白”与上引《令义解》的“录白案记”似乎亦不宜混为一事，因为前者发生于请过所时，后者却发生于经过关津检勘过所时——关津、守捉至多将其勘过的过所作一目录，而不必将过往行人的过所重录一通，因为相关公文都会在州留为案卷，这一点上节已有详述。

既然不能依文义将“自录副白”解释成录一副本，那么应作何解呢？粘连在请过所案卷中的两份市券的抄件——《唐开元十九年唐荣买婢市券》和《唐开元二十年薛十五娘买婢市券》
[34]

 ——似乎可以为我们提供答案。文书的整理者将它们定名为“市券”，其内容则是买卖契。王仲荦已指出此市券附于唐益谦申请过所的牒文
[35]

 。换言之，这两件市券文书应当是“请过所牒”的一部分。唐益谦为何在申请过所时，要附上自己购买奴婢的市券呢？——他是为了证明自己所带婢的合法性，才将市券呈上。但是，市券原件应永久保存于婢的购买者手中，所以核发过所的官府要求将此市券重钞一份，并注明了何处原钤有何种官府的印鉴。这个抄件就与“请过所牒”一并粘连为案，留为底档。为请过所而将像市券这样的文书抄录一份附上，就是唐令所谓的“自录副白”；“副”指副件，“白”指未用官府印鉴。官府检勘后，便会将此婢情况写入过所，使持过所者能顺利携带此婢经过关津
[36]

 。

这一规定何以在唐令中会写得如此模糊呢？这与天一阁所藏的这部天圣令及所附唐令的编纂方式密切相关。

天一阁所藏宋《天圣令》中的每种令文，都分作两部分，前一部分是将唐令根据宋代的情形修改而成的宋令，因此在这部分末标明为“右并因旧文以新制参定”；后一部分是唐令原文，末称“右令不行”。在据唐令而修改为宋令时，对原来每条唐令的处理亦各有不同，有的可能将合用部分抽出后，将剩余的部分删除，而并未将其留在“右令不行”中，有的则将剩余内容作为一条留在了“右令不行”中
[37]

 。具体到这条唐令，我认为它与宋令的第1条内容原本是唐令的一条，宋人将一部分抽出，据新制改定，是为宋1条，而余下的部分，便成了唐1条，置于“右令不行”中。因此，唐令的这条内容不完整，故有此难解之处。

我们如果将《关市令》的宋1条复原为唐令，与唐1条合并，就应该是原来唐令完整的一条了。宋令此条为：

宋1　诸欲度关者，皆经当处官司请遍（过）所（今日公凭，下皆准此），具注姓名、年纪及马牛骡驴[image: 145-01]
 （牝）牡、毛色、齿岁，判给。还者，连来文下（申）牒勘给。若于来文外更须附者，验实听之。日别总连为案。若已将（得）过所，有故不者（去）者，连旧过所申纳。若在路有故者，经随近官司申牒改给，具状牒关。若船筏经关遍（过）者，亦请过所。

《令义解·关市令》“欲度关条”是与此条相对应的一条，作：

凡欲度关者，皆经本部本司请过所，官司检勘，然后判给。还者，连来文申牒勘给。若于来文外更须附者，验实听之。日别总连为案。若已得过所，有故卅日不去者，将旧过所申牒改给。若在路有故者，申随近国司，具状送关。虽非所部，有来文者亦给。若船筏经关过者，亦请过所。（297页）

宋令和日本《养老令》都是以唐令为蓝本而各自作了修订，所以两者相较，如果字句相同，我们即可大致认定其为唐令原文。我即本着这样的复原原则，并参以其他史料，将宋令此条复原如下：

（复原1）诸欲度关者，皆经本部本司请过所，具注姓名、年纪及马牛骡驴牝牡、毛色、齿岁，官司检勘，然后判给。还者，连来文申牒勘给。若于来文外更须附者，验实听之。日别总连为案。若已得过所，有故卅日不去者，将旧过所申牒改给。若在路有故者，申随近州县，具状牒关。若船筏经关过者，亦请过所。
[38]



这一复原没有包括“唐1条”是不妥的。“唐1条”应置于“若于来文外更须附者验实听之”之后、“日别总连为案”之前。但是，“若于来文外更须附者验实听之日别总连为案”，《养老令》与宋令完全相同；双方何以会不约而同将“并令自钞（录）副白官司勘同即依署给其输送官物者检钞实付之”一段删去呢？——我认为双方删去的，不是令的正文，而是注文。正因为双方删去的是唐令的注文，故才有此巧合。

我们对天一阁藏明钞本宋天圣令及其所附唐令的注文情况大致作了一下统计。《田令》，宋令7条，有注文者1条；唐令49条，有注文者共5条。《赋役令》，宋令23条，有注文者2条；唐令27条，有注文者2条。《仓库令》，宋令24条，有注文者2条；唐令22条，有注文者3条。《厩牧令》，宋令15条，有注文者3条；唐令35条，有注文者14条。《关市令》，宋令18条，有注文者2条；唐令9条，无注文。《捕亡令》，宋令9条，有注文者1条；唐令7条，无注文。《医疾令》，宋令13条，无注文；唐令22条，有注文者3条。《假宁令》，宋令23条，有注文者6条；唐令6条，有注文者4条。《狱官令》，宋令59条，有注文者9条；唐令12条，有注文者5条。《营缮令》，宋令28条，有注文者2条；唐令4条，无注文。《丧葬令》，宋令33条，有注文者10条；唐令5条，无注文。《杂令》，宋令41条，有注文者9条；唐令23条，有注文者5条。于此可见，无论是宋令还是唐令，有注文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我们推断《关市令》这一条中的“并令自钞（录）副白官司勘同即依署给其输送官物者检钞实付之”一段属注文是极可能的。这条注文大概是在“验实听之”之下，是对“若于来文外更须附者”的补充说明。

如上述复原大致不误，则“令自录副白”云云，并不是对初次申请过所时所做的规定；据令文“还者”云云，似是对行者到达目的地之后要返回时所作的规定（其实，过所登录的内容发生了变化，即需改请过所，未必如令文所示，仅发生于“还者”，详下）。在出发地初次申请过所时，申请人所携带的物品及奴婢等，在当地需有人作保，而且还有户籍等材料可作依据，所以不必将类似市券这类东西呈上并录副。

《关市令》“唐1条”有“诸请过所”这样的令文概括语。但宋令“宋1条”的首句也是句令文概括语，称“诸欲度关者，皆经本部本司请过所”，语义完整，且有《令义解》“凡欲度关者，皆经本部本司请过所”可相比对。因此，如果作为一条，何以会出现令文概括语的重复，殊难解释。或许是宋人将余下的内容置于“右令不行”时，为使之更像一条令文而免突兀，故又随手加上？姑存疑以待高明。

就唐令的复原而言，这样的复原仍不完整。上举与“宋1条”相对应的《令义解》中还有一句，即“虽非所部，有来文者亦给”。因宋令中无此句，所以我在将宋令复原为唐令时，亦未予讨论。《唐六典》卷六“司门郎中员外郎”中有类似的一句，称：

凡度关者，先经本部本司请过所，在京则省给之，在外州给之。虽非所部，有来文者，所在给之。
[39]



仁井田陞在复原唐《关市令》时，曾将此条复原为开元七年令文
[40]

 。我们在对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及所附唐令的整理工作中，发现《唐六典》中所载的以“凡”字起首的条文，大多是唐令，但大多都经过了编纂者的改动，而非唐令原文。我们只要将上引《唐六典》这条令文与宋令、日本《养老令》相比对，就可以发现它确非唐令原文，而是编纂者根据自己的需要，从中抽出了几句，择要而述。我想，“在京则省给之，在外州给之。虽非所部，有来文者，所在给之”也是一条注文，应该放在“诸欲度关者，皆经本部本司请过所”之下，来说明“所部所司”之所指。宋令在据此条进行改订时，遂将此注文删去，而《令义解》则将“虽非所部，有来文者，所在给之”置于改给过所的内容中。这反映了编定者对此条内容的理解，即他们认为“虽非所部，有来文者，所在给之”只发生在“改请”的情况下，因为在出发地申请过所，不存在“非所部”的问题——行人在原籍地申请过所，“所部”是明确的；行至外地，该地与旅行于此的行人并无统属关系，即“非所部”，但如有来文亦应按规定给其过所。吐鲁番出土的过所类文书中，常有“依来文”“依堪来文”等语。如《唐开元二十一年唐益谦薛光泚康大之请给过所案卷》中，有官府批语，称：

27　右得唐益谦牒，将前件人马驴等往

28　福州。路由玉门、金城、大震、乌兰、僮（潼）、蒲

29　津
 等关。谨连来文如前，请给过所者。
[41]



《唐开元二十年瓜州都督府给西州百姓游击将军石染典过所》有“请改给者。依勘来文同此，已判给，幸依勘过”（第5—6行）以及“谨连来文如前，请乞判命。谨牒”（第19行）
[42]

 。

因此，此条唐令可完整地复原为：

诸欲度关者，皆经本部本司请过所（在京则省给之，在外，州给之。虽非所部，有来文者，所在给之），具注姓名、年纪及马牛骡驴牝牡、毛色、齿岁，官司检勘，然后判给。还者，连来文申牒勘给。若于来文外更须附者，验实听之（并令自钞〈录〉副白，官司勘同，即依署给。其输送官物者，检钞实，付之）。日别总连为案。若已得过所，有故卅日不去者，将旧过所申牒改给。若在路有故者，申随近州县，具状牒关。若船筏经关过者，亦请过所。

吉永匡史对我这条复原有不同的意見。他将此条复原作：

诸欲度关者，皆经本部本司请过所，具注姓名、年纪及马牛骡驴牝牡、毛色、齿岁，判给。还者，连来文申牒勘给。若于来文外更须附者，验实听之，日别总连为案。若已得过所，有故不去者，连旧过所申纳。若在路有故者，经随近州县，申牒改给，具状牒关。虽非所部，有来文者，亦给。若船筏经关过者，亦请过所。（度关津及乘船筏上下经津者，皆当有过所。）
[43]



他将与我复原的不同之处，归纳为四点：（1）行人和家畜的记载的规定（主要是对“官司检勘，然后判给”）；（2）卅日的限期；（3）“改给”规定的位置；（4）“虽非所部，有来文者，所在改之”的规定。这些不同之处，很难论定是非。比如，第一点，我的复原依据日本令，有“官司勘同，然后判给”。吉永君认为唐与日本的申请过所有所不同，不宜以日本令为据。在我看来，对人、畜相关情况的具注，是申请者需要在申请牒中注明的，官府当然要对相关情况予以勘验，故应有此句。再如第二点，关于申请过所的时日限制，我们都引用了开元二十一年西州请过所的案卷中有关处理薛光泚请给过所的文书
[44]

 ，但结论却不同——我据此认为发给过所后有上路的限期，虽然是未必是卅日；吉永君却认为据此文书中透露出的开元十九年颁发过过所，二十一年再次改请，说明没有卅日的限期。其实，这件文书是有关改请过所的（原已有过所），而非初次申请过所。“有故卅日不去，申牒改给”恐怕针对的是始发地申请过的过所。至于第三、第四两点，恐也是仁智互见。不过，有不同意见，总能促使大家更进一步深入讨论相关问题，即使未必能达成共识，或成最终定论。

三、过所与公验的区别以及过所的改请

我们从吐鲁番出土的过所文书中，可以看到一般守捉均有检勘过所的职责，比如石染典从沙州到西州，悬泉守捉、常乐守捉、苦水守捉、盐池守捉依次对其过所进行了检勘
[45]

 。而敦煌莫高窟出土的K122：14号文书，记录的从西州到沙州的行程，则经过了东亭守捉、苦水守捉、常乐守捉、悬泉守捉的检勘
[46]

 。这几个守捉相距甚近，几乎是每天经过一个，所以留在相关文书上的记录日期是相邻的三四天。从西州到伊州，要经过酸枣戍的勘检，王奉仙、蒋化明就是在由西州向伊州的途中被酸枣戍捉获
[47]

 。

但是，我们从圆珍和圆仁的经历中，却看到了另外一种情形。

圆珍在福州都督府取得公验，在福建海口镇出海时，有海口镇的检勘记录，即“福建海口镇勘日本国僧圆珍等出讫”，此后他路经温州横阳县、安固县、永嘉县（温州治所），台州黄岩县、临海县（台州治所），到达了开元寺。所至各县，均颁有公验。但从越州到长安，如此之长的路途，却只有潼关一处检勘记录，即“潼关五月十五日勘入”
[48]

 。我们再看圆仁从文登县到长安的经历。他先从文登县到登州申请公验；登州发牒，使其到青州。其时平卢淄青节度使的治所在青州，该节度使“押新罗渤海两蕃使”，所以他到青州后才取得“公验”
[49]

 。持此公验，他经淄州、齐州，渡过黄河，又经德州、冀州、镇州到了五台。从五台出发，经代州、忻州、太原府到了汾州。在汾州灵山县，“过县，傍汾河南行廿里，到阴地关。关司勘出。……南行十里到长宁驿汾水关，关司勘入”
[50]

 。后经晋州，入河中节度使辖区，“侧有蒲津关，到关得勘入，便渡黄河”
[51]

 。再经京兆府入京城。直到进京城后，才又向左街功德巡院通状请寄住城中诸寺寻师，状称：

日本国求法僧圆仁、弟子僧惟正、惟晓、行者丁雄万，并连青州公验白

右圆仁等，去开成三年随朝贡使来寻访佛教。今年三月请青州公验，入五台山礼谒圣迹，遂到此间，拟学圣法。伏请寄住城中寺舍，寻师听学。谨具如前，伏听处分。帖件状如前。谨牒。
[52]



可见，他持青州的“公验”，从青州经五台入长安，经过不同的节镇辖区、不同州界，特别是其间还渡过黄河（渡黄河总应有关津），却从未再另行请给公验或过所。这与圆珍由福州到台州逢县即请公验的作法迥异。

按规定，有权颁给过所的官府，在京为司门、在外为州。石染典从瓜州请得过所，到了沙州，因去伊州，又上牒沙州请过所，沙州指示“任去”。到伊州，石染典并未上牒，伊州刺史即在沙州批示后，再批“押过”
[53]

 。我们再反观圆珍、圆仁的情况。圆珍经过温州治所县永嘉县时，没有向温州而只是向永嘉县请得公验；到台州治所县临海县时亦如此，另由当地开元寺上台州牒，说明情况，台州予以颁牒（亦即公验）。圆仁则持青州公验，途经不同的节镇、州、县，却从未向当地官府申请过公验或过所。

我想，这样的差异，反映了边地与内地的不同——西州、伊州、沙州、安西等地处边地要塞，故对过所类文书的申请、检勘要远比内地严格。同在内地，圆仁与圆珍情况的差异，或许反映的则是过所与公验的区别。

《唐律疏议》第82条“诸私度关者”，疏议：

行人来往皆有公文，谓驿使验符券，传送据递牒，军防丁夫有总历，自余各请过所而度。
[54]



依据唐律的这一规定，一般行人必须申请过所。但对过所的申请、审核、颁给、检勘仍然较为严格。按照制度规定，在地方只有州一级才有权颁给过所。申请过所者必须先通过县，再向州申请；还需有保人。州在收到申请者的辞或状之后，又常常会令县就一些情况再予以核查上报
[55]

 。同时，唐律还对是否应给过所有明确规定。《唐律疏议》第83条“诸不应度关而给过所”，疏议：

不应度关者，谓有征役番期及罪谴之类，皆不合辄给过所。
[56]



至少要对征役番期罪谴之类进行审核。我们从上举《唐开元二十一年西州都督府案卷为勘给过所事》中，也可以看出为颁给过所所进行的审核是何等的严格、繁复。也许正是鉴于这种情形，唐《关津令》对一些情况进行了变通，允许县级官府用牒来处理。如：

唐4　其州县虽别而输课税之物者，亦据县牒听过，随了随停。

唐5　若比县隔关，百姓欲往市易及樵采者，县司给往还牒，限三十日内听往还，过限者依式更翻牒。其兴州人至梁州及凤州人至梁州、岐州市易者，虽则比州，亦听用行牒。
[57]



从“唐5条”可知，这样的牒，也称为“行牒”。于是，地方政府经常用“牒”的方式来处理，即不使用正式的“过所”这一专门专用的公文，而用其他公文来代替。这在吐鲁番文书中也有反映。如上举蒋化明无公文，被酸枣戍捉获后送至西州，西州在审核后认为：“其无行文蒋化明壹人，推逐来由，称是北庭金满户，责得保识，又非逃避之色。牒知任还北庭。”（第149—152行）；此事连为案卷时所起的标题是“牒蒋化明为往北庭给行牒事”（第170行）
[58]

 。蒋化明是持“行牒”被放还北庭的。因此，作为证明行人身份的公文，过所、公验与牒的效力是相同的。

最澄由明州到台州时，所持者即明州所颁的牒，所以起首称“台州牒”，公文末尾称“准判者。谨牒。贞元廿年九月十二日，史孙阶牒”。从台州返回时，最澄上牒台州，“伏乞公验”，台州刺史就在最澄所上的牒的后面，批道：“任为公验。三月一日，台州刺史陆淳。”并将此牒粘在他所带来的台州牒的后面，在粘连处画押并钤盖“台州之印”
[59]

 。学界一般将前者名为“明州牒”，将后者称作“台州公验”。

明州牒中虽然称“使君判付司给公验，并下路次县，给舡及檐送过者”，但并没有在此牒之外另有公验，这从台州公验即粘连在这一牒之后可知（粘缝处有签押、有台州官府的印鉴，可知明州牒后原无其他公文）。台州刺史陆淳的判语，实际就是押过，并不是重新颁给公验。换言之，陆淳的这一“简单化”处理，是以明州所颁牒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为前提的；他所做的工作是进一步检勘认定，而不是重新颁发。从这个意义上说，明州、台州两处公文粘连到一起，是一件公文。这与吐鲁番出土的“石染典过所”是一致的——石染典的过所是瓜州颁给的，行至沙州，石染典牒上沙州（第17—20行），在该牒后，沙州批：“任去。琛示。廿五日。”（第21—22行）随后到伊州，伊州刺史接着沙州的批文后，批道：“四月六日伊州刺史张宾押过。”（第24行）吐鲁番文书整理者将这一由三纸粘连在一起的文书视作一个整体，是恰当的。由此反观最澄所携粘连在一起的两纸文书，我们应视之为一个整体，即“最澄公验”。文书用语亦可说明这一点。石染典过所的第5—6行称：

5　请改给者。依勘来文同此，已判给，幸依勘

6　过
[60]



“请改给者”以上是石染典请改给过所的申请语，“依勘来文同此，已判给，幸依勘过”则是官府颁给其过所的决定；以下是签名、日期。由此也可见，就实际起到“通行证明”这一作用而言，“明州牒”不仅与公验或过所相同，而且其牒中“使君判付司给公验，并下路次县，给舡及檐送过者”一语，更可说明此公文即系公验。

关于过所与公验，内藤湖南据圆珍所携公验、过所，认为二者有区别，“过所只用于关津，公验则可用于普通州县镇铺”
[61]

 。程喜霖则据吐鲁番文书，认为二者并无本质（性质）的不同
[62]

 。从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有关过所、公验的实物及其所起作用来看，二者似无区别——无论是过所还是公验，其作用都是为证明持有者的身份，以及其所携带的财物为合法所有。“过所”在唐代成为一个专名，而“公验”则属类名词；过所是公验之一种，所以有时也将过所径称为公验。这只是就其“通行证明”这一作用而言的。但从拥有审批权力的机构以及其法律效力来看，二者似又有区别。

按唐代规定，“过所”是有专一用途、有固定格式的公文，故有“过所式”。只有中央司门、地方州一级才有权颁给，申请过程、审核程序都十分严格乃至苛繁。公验则并不是一种像过所那样的专门专用的公文形式，已有学者指出，“公验形式比较灵活多样，审批不如过所那样繁复”
[63]

 ，但这只是就文书的形式而言的。究其实，拥有颁给过所与公验的权力机构是不同的，过所只有州及中央司门有权颁给，而公验则县府即有权颁给。就文书的性质而言，公验更多地具有牒的性质，甚至径视之为牒的一种亦无不可；就通行证明的作用而言，公验实际是过所的变通形式。也正因为此，在法律效力上恐怕也有不同。县颁的公验，出本县界即无效；州所颁公验，越本州界即无效。这是圆珍每到一县，即另行申请或请求勘检公验的原因。过所则可越界使用，如圆珍即持越州所颁过所到了长安。过所的这一较为“长久”的效力，也是申请过所程序颇为繁复、严格的原因所在——过所颁给之严格，在吐鲁番文书中也有其例。如唐益谦因已有过所，“依检过所更不合别给”（40行），拒绝了他“连来文如前，请给过所者”（29行）的要求
[64]

 。

这里需要对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的一个记述作些解释。据其自述，他在青州所得乃“公验”，他就是携此“公验”到了长安。照我们的理解，公验不能越界使用而不更换或检勘。所以，我认为，圆仁是在宽泛的意义上使用“公验”一词的，他是将自己所持的过所称为公验了。在《入唐求法巡礼记》中就有这样混用的例子。他在会昌五年十一（二？）月十五日中记道：

勾当使为发送求僧等，请当州过所，端公判云：“自求船，况准敕递过，不合停滞住给者。”本曹官入商量云“有阻勅文”，不肯给公验。
[65]



圆珍也有这样的情况。他在其《行历抄》中说：

请得越州公验，取二月二十九日进发。
[66]



但事实上，越州都督府于大中九年三月十九日颁给他的是过所；这件过所实物现仍珍存。程喜霖曾征引此两条，说明过所与公验本质并无区别
[67]

 。其实，从公验系“证明文书”的泛称这一点上说，过所亦属公验；圆仁、圆珍是从这一意义来使用公验一词的。这未必能说明公验与过所没有实质区别，而只能说明若不见实物、仅依据其表述，不能断定其所指者究竟是过所抑或公验。

“过所”的办理，无论对申请者还是对官府，都过于严苛繁难。也许是为了避免过所审核办理的苛繁，官府似乎更愿意使用公验或牒来处理，而不愿使用过所。于是在实际生活中，能起同样作用的牒或公验的运用就越来越多，这也正是唐后期过所使用渐少而公验渐盛的原因所在。到了五代，“过所”这一专门文书终于寿终正寝，完全被公验或公凭取代了。

这里再谈一下过所的改请问题。

就目前所见的过所来看，一行人只能有一份过所，其上详细开列了同行人的所有情况及其所携带的物品、奴婢等。这些情况一经变化，即需改请过所。上引复原令文称：

若于来文外更须附者，验实听之。并令自录副白，官司勘同，即依署给。其输送官物者，检钞实，付之。日别总连为案。

规定的正是过所内容发生变化后的处理方式。虽然令文规定的是“还者”即返回时的情况，但是在行进过程中，过所登录的内容随时都可能发生变化，如物品的增减、人员的变动等。砺波护即已注意到了过所的改给情况，针对圆珍的过所改换情况，提出了几种推测：

根据上述“越州都督府过所”，尽管已经发给了往返两京的过所，但是，为什么要重新领取尚书省司门发给的过所呢，颇有疑问。是否因为前次发给的过所已经过了八个月，超过有效期限了呢？或者是因为上次的过所里除了圆珍和丁满外，还有两头驴，而返回时没有了驴马？或者是为了慎重起见而重新发给过所？这些都留作今后的研究课题。
[68]



请改给过所的原因虽然很多，但最基本的原因，不外三类。一是过所登录的内容发生了变化，如物品的增减、人员的变动。《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唐益谦、薛光泚、康大之请过所案卷》中，唐益谦是从四镇来，要到福州，“先有尚书省过所。其婢失满儿、绿叶两人，于此买得。马四疋，并元是家内马。其奴婢四人，谨连元赤及市券，〔保〕白如前”；“右得唐益谦牒，将前件人马驴等往福州。路由玉门、金城、大震、乌兰、僮（潼）、蒲津等关。谨连来文如前，请给过所者”
[69]

 。《唐开元二十年瓜州都督府给西州百姓游击将军石染典过所》“从西来，至此市易事了，今欲往安西已来，路由铁门关。镇戍守捉不练行由，请改给者。依勘来文同此，已判给，幸依勘过”
[70]

 。二是过所遗失、被同行人带走或毁坏。蒋化明的过所即被权奴子盗走
[71]

 。孟怀福在安西放归时，本有过所。他行至柳中县时患病，留在当地治疗，但“其过所大家同，独自不可擘得。今下文牒，请责保给过所”
[72]

 。三是超过了期限。上引令文对过所就有期限的规定，上引《唐开元二十一年唐益谦、薛光泚、康大之请过所案卷》中的薛光泚就是因为超出时限而请改给，即所谓“□今已隔年，请乞改给。谨连本过所”（第47行）
[73]

 。上引《令义解》也有“有故卅日不去者，将旧过所申牒改给”的规定。我在将宋令复原为唐令时，也推测应有时间上的规定，但因未找到相关史料，所以采用了《令义解》三十日的期限。而此处薛光泚因生病而改请过所，特别点出了“今已隔年”；虽然我们不知道他延误了多少时日，但至少可以确定过所不能隔年使用。

边地的过所改请似乎与内地不同。边地似乎是以州为界，出当州界即需得到另一州的审核认定，比如上举石染典的过所上伊州的批示。再如《唐开元二十一年西州都督府案卷为勘给过所事》中所涉及的王奉仙的案件
[74]

 。王奉仙本是京兆华源县人，送兵赐至安西。至安西后，安西都护府给了他回京的过所。他从西向东，“却回至西州，判得过所”（第89行、第129行）、“到西州，都督押过向东”（第133—134行）、“经都督批得过所”（第135—136行）。所谓的“判得”“押”“批得”，都是指西州都督府对他从安西都护府请得的过所的确认，与伊州刺史在石染典过所上批示“押过”义同。这都说明他从安西都护府得到回京的过所，当出了安西都护府的管界而进入西州都督府的管界后，便需向西州都督府申请，以对他的过所进行确认。上举文书中经西州都督府确认后，他便可以顺利通过西州都督府管界内的镇戍关防的盘查。

四、过所与出入关中

上节谈及过所与公验的区别，说明过所可越界使用，而公验则不可以。但是，圆珍持越州都督府过所，到潼关时却遭勘验。圆仁持从青州取得的过所，经淄州、齐州，渡过黄河，又经德州、冀州、镇州到了五台，从五台出发，经代州、忻州、太原府到了汾州，却在阴地关“勘出”，南行十里到长宁驿汾水关，关司又“勘入”。后经晋州，入河中节度使辖区，在蒲津关“勘入”，渡黄河，经京兆府入京城。携带过所，确可越界，甚至可不被检勘；但在进入关中时，却需经检勘。看来，携过所出行，不仅有边地与内地之别，而且存在着关中与关外之异。

根据我们上节复原的唐令条文，“诸欲度关者，皆经本部本司请过所”，似乎为过关津才要请给过所。《新唐书·百官志四下》：

凡行人车马出入，据过所为往来之节。凡关二十有六，京四面关有驿道者为上关，无驿道者为中关，余为下关。
[75]



《唐六典》对二十六关有详细记载：

上关六，京兆府蓝田关、华州潼关、同州蒲津关、岐州散关、陇州大震关、原州陇山关。

中关一十三，京兆府子午、骆谷、库谷，同州龙门，会州会宁，原州木峡，石州孟门，岚州合河，雅州邛莱，彭州蚕崖，安西铁门，兴州兴城，华州渭津也。

下关七，梁州甘亭、百牢，河州凤林，利州石门，延州永和，绵州松岭，龙州涪水。
[76]



天一阁藏宋令附唐《关市令》中，也一再对“度关”的种种情形作了规定，如“诸丁匠上役度关者”（唐2条）、“诸隔关属州县者”（唐4条）、“诸关官司及家口应须出入余处关者”（唐5条），等等
[77]

 。但是，我们从上节所引吐鲁番出土的过所类文书以及圆仁、圆珍的情况反映的实际情形，可知与上述制度的规定有着相当大的反差。吐鲁番文书中的守捉均不属于上述所载关，但却负责上述属于关才负有的勘验过所之责。圆珍由福建海口镇经温州到台州，沿途都是向县府请或检勘公验，也未见到“关”的影子。圆仁从青州经五台到长安，阴地关勘出、蒲关勘入，但阴地关不在廿六关之列。可见，《新唐书·百官志》和《唐六典》将过所与其所规定的廿六关联系起来，显然是不对的。但为何要作这种联系？为何要列出上中下三等廿六个关呢？这显然是事出有因，有所依据。

《唐六典》在罗列廿六关后，谈到了关的作用：

所以限中外，隔华夷，设险作固，闲邪正暴者也。凡关呵而不征，司货贿之出入。
[78]



说“关”不是为了征关津税，而是为了“限中外、隔华夏”
[79]

 。所列的这二十六关中，分布于关中周围的就占了十四个（上关六均属关中）。以长安为中心，顺时针计，东面有延州永和关，同州龙门关、蒲津关，华州潼关、渭津；南面有京兆府蓝田关、库谷关、子午关、骆谷关，岐州散关；西面有陇州大震关，原州陇山关、木峡关，会州会宁关等。在这个半圆边上，东面大致以黄河为界，分隔关中与河东；南面以秦岭为界，分隔关中与山南；西边则大致以陇山为界，分隔关中与陇右、河西。具体而言，关中往西，经大震关、河州凤林关，可至陇右节度使；经陇山关、木峡关、会宁关，可至河西
[80]

 。关中往东南，经蓝田关，沿丹水而下，可至襄阳；向南，库谷关、子午关、骆谷关、散关，都是穿越秦岭的重要孔道，而名列廿六关的甘亭关或兴城关—百牢关，是通往梁州的两条要道
[81]

 。向东，由关中通往关东，潼关、蒲津关的重要性为人所熟知，不必再说。

可见，绝大多数名列廿六关者，都是关中与其他地区的交通要塞。至于此外的其他关，都只是示意而已。比如安西的铁门关，确是安西四镇的要塞之一，但整个陇右地区，除河州凤林关外，只列此一关，并不能说明问题。再如，山南利州石门关，剑南龙州涪水关、绵州松岭关，可能只是表示从山南往剑南行进的需经之地，因为远比这些关重要的剑门关并未列出。又如，河东石州孟门关、岚州合河关，可能表示的是河东与河套地区游牧部族的对峙与区隔；同理，剑南雅州邛崃关、彭州蚕崖，也只是表示剑南与吐蕃的对峙与分隔而已。这都不能说明这些关隘在上述区域的区隔与对峙中战略位置最为重要。因此，《唐六典》列出的这廿六个关，最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强调关中与关外的区隔。所谓“限中外、隔华夏”，中外实指关中与关中以外的地区，而“隔华夏”不过是示意而已，并非实际的分界线或战略要塞。圆仁携青州公验，渡黄河、入河北、进河东，均未遭检勘，而由五台经太原府直到汾州的阴地关、汾水关才遭检勘；这里可能是由河东入关中的第一道关卡，是更为重要的蒲津关的“前哨”。在阴地关写“勘出”、在汾水关写“勘入”；同属河东，何谓“出”“入”呢？所谓勘出，是指出了河东，即将进入关中的边界；所谓勘入，是指进入了关中的势力范围。到蒲津关检勘，再次写“勘入”，表示真正进入了地理上关中的范围。出、入之意义，正可说明关中与关中以外地区的限隔。圆珍携越州都督府颁发的过所，直到潼关才遭检勘，并写“潼关勘入”，意义亦同。

关中与关外的对抗、防范，始于秦朝的兼并战争。汉代中央朝廷视分封王侯为寇仇，关中与关东的对抗意识并未因汉代统一而减轻
[82]

 。当然，到汉武帝时，诸侯问题已基本解决，经过两汉的发展以及魏晋的变化，关中与关东的对抗意识已渐淡化。但是，北魏末年的动乱，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的对抗，重又激起了关中与关东的对抗意识。也许在这一分裂对抗时期，西魏北周曾经制定过类似的津关令文，这一令文当然会强调关中四周的关津要塞保护关中、限隔关东的重要作用。这可能是唐初所制定的关津令的蓝本。由此，我们推测，过所最初的作用，恐怕主要是为了限隔关中与关外——只有在进出关中时，才需要申请过所；于是我们才看到了《唐六典》将“关”与“过所”联系起来，并且所规定的需持过所出入的这些“关”绝大多数分布于关中四周。至于区隔华夏与夷狄的关，则不过是示意而已。

这当然是最初的情况。日后随着大一统局面的巩固以及对一统帝国的认同的加强，“关”遂失去了它本来的意义。同时，将这些关与过所联系起来，强调进入关中一定要申请过所的本意，也随之弱化乃至于消失了。但在修《大唐六典》时，仍然将文本的规定作为典制记载了下来。

我们附带对上引天一阁藏钞本宋令所附唐《关市令》“唐5条”关于岐州、凤州、兴州、梁州使用行牒的规定略作说明。

这一条本是规定“比县隔关”可以用往还牒，这四州是比州而非比县，但亦可按比县的规定，使用行牒。这似乎是对这几个州之间的来往进行了放宽处理。就《唐六典》所列的二十六关来看，比县隔关者并非只有岐州、凤州、兴州、梁州，上引圆仁途经的阴地关属灵石县，南行十里所经汾水关属汾西县，就属比县隔关之例，但在唐令中并未被特别提出。《关市令》何以只对这四个州——当然也可能唐令有所散佚——特别作出规定或说明呢？我想原因可能有两个。第一，从前面我们对《唐六典》所列二十六个关的情况分析来看，“关”主要是为了限隔关中与关外。岐州、凤州、兴州、梁州是由关中南下穿越秦岭通往剑南的交通要道（剑南又始终是关中的“后院”），而梁州在山南（即秦岭以南）具有举足轻重的位置，既可由此而南下剑南，又可向东南、沿丹水到襄阳。事实上，在唐朝的历史上，长安出事，皇室都是到梁州或经梁州而到剑南，如唐玄宗、唐德宗、唐僖宗等的避难。所以，岐州大散关、兴州兴城关、梁州甘亭关和百牢关，都被列在廿六关之内。但是，兴州兴城关、梁州甘亭关和百牢关，毕竟已居秦岭以南，所以《唐六典》将岐州散关列为上关，兴城关列为中关，而将梁州甘亭关、百牢关列为下关。同时，关中与山南的关系，历来比关中与关东的关系要密切；这一“密切”不仅是地理上的，也是政治和军事上的。或者换句话说，关中与关东是对峙多，与山南则是合作多。所以，在加强对关中穿越秦岭的这条通道的控制的同时，又“破例”允许其使用“行牒”以便利其间的沟通与往来。在这里，这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一个交通问题。

五、结语

同样是出行，在内地与在边地有很大的不同，进出关中与在关外也有不同。同样是出行的凭证，过所与公验或牒在具体的运用上也不尽相同。同时，通过审视当时的赋役制度，我们还能探寻出官府对民众出行如此加以控制的原因。

唐前期实行的以均田制为基础的租庸调制，是以官府对人丁的控制为前提的。人丁一旦流失，不仅会影响官府的赋税收入，而且更为重要地，是会对官府的劳役征发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上引《唐律疏议》规定了在颁给过所时，要集中审核“征役番期及罪谴之类”；这样的人不能颁给过所。吐鲁番文书中的过所或公验文书正可证明这一点。

石染典欲往伊州市易，官府责成他提供保人。保人不仅要保证其妻儿现在、所将人畜合法，还要保证“如染典等违程不回，连答之人，并请代承课役，仍请准法受罪”（第4—5行）
[83]

 。麹嘉琰要到陇右，西州命高昌县检核，所将人畜合法之外，还问“去后何人代承户徭”（54—55行）。高昌县答：“在后虽有小男二人，并不堪祇承第六户。有同籍弟嘉瓒见在，请追问能代兄承户否？其驴马奴婢，并是嘉琰家畜者？依问弟嘉瓒，得款：嘉琰去后，所有户徭一事以上，并请嘉瓒祇承，仰不阙事者。”（57—60行）
[84]

 可见，过所或公验的另外一个意义，就是要保证官府能实现对民众劳役的征发。

唐后期随着赋税制度的改革，人丁对政府赋税收入的作用大大降低。官府对出行申请的相对放松——县有权颁给公验或牒以代替过所——也未始不是这一赋税制度变革的结果。

无论是过所还是公验、牒，行人出行即需得到官府审查批准，都意味着官府对百姓人身的控制。但是，我们也发现，宋以后，仍然有行人出行须向官府申请公凭、路引等规定，但在实际生活中，大家重视的不再是公凭、路引，而是使用驿站的证明——只有拥有这样的公文，才可以得到驿站提供的食宿服务。这一变化，说明官府对民众个人的控制减弱了。其原因，并不是社会制度的变化，而是赋役制度的变化——民众个人人身自由得到真正的保障，那要俟诸民主制度的实现和公民社会的到来。


附记：


小文初稿于2007年6月11日写就，呈王素、黄正建、李方先生指教，多所是正。原文曾将年某过所误认为“请改给过所牒”，蒙李方先生指出，才得更正。是月28日写成二稿后，在历史所天圣令研究课题组讨论，再蒙宋家钰、吴丽娱、牛来颖、雷闻等先生指正，并谨以此稿为宁可师祝寿；又提交上海师范大学于2007年11月19—20日举办的唐史学会第十届年会讨论。此后则作大幅修改，增加过所与公验之关系、过所与出入关中等内容，于2008年3月21日完成三稿，提交日本东方学会于2008年5月16日主办的第53次国际东方学者会议。会后，又对全文略作补充，将过所与出入关中的内容析出为一节，于5月25日写成，是为四稿。


编校附记：


原刊《文史》2008年4期。日文刊发于《东方学》第117辑（2009年1月），辻正博译。编入《〈天圣令〉与唐宋制度研究》（北京，中国社科出版社，2011年）时，又略作修订，主要是针对小文发表后，日本学者吉永匡史君的意见，作了简要辨析。今即据后者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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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前期的太子问题及其政治后果

——兼论安史叛乱的因果


设立太子，是为了顺利完成权力的交接。这是在世袭的、集权的政治体制下所能采取的最为“正常”、最为和平的权力交接方式。但往往也出现用“政变”这一极端形式来完成权力的交接；在这种情况下，太子无疑会具有超乎寻常的政治作用和影响力。以这种极端形式交接权力，极可能会对以后的政局产生消极的影响，出现所谓“太子问题”。

在唐前期，政局最不稳定的就是唐初和神龙至开元初年这两个时段。玄武门之变是李唐在建国过程中埋伏下的矛盾的必然结果，可置不论；从神龙到开元初年的几次重大的政治斗争中，太子都起了很大的作用。玄宗秉政后，励精图治，出现了“开元盛世”，然而前一时期政变的消极影响到了玄宗晚年开始显现出来，天宝政治即可从这里得到解释。

一、天宝政治与太子问题

玄宗晚年，政治上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格局，在内，李林甫、杨国忠长期秉政并成擅权之势；在外则久任安禄山，从而形成了由少数几个人长期把持国政大权的局面。太子废立、安史之乱等重大的政治事件都不过是这一格局的表现。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政治格局呢？以下我们就分别从内、外两方面来加以探求。


（一）安史之乱


开元年间（713—741），玄宗完成了对兵制的调整，确立了以职业兵长期屯防边地的军事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安禄山一人兼统幽州、平卢、河东三镇，并长期任职。我们知道，将帅长期控制某一支军队，就为他培植个人势力、拥兵自重甚至发动兵变提供了条件，宋代便是有惩于是而实行“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制度。安禄山的久任、兼统为他发动叛乱提供了充分条件。久任、兼统在当时是普遍情况还是特例？换言之，安史之乱与开元年间调整后的兵制之间是否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如果是特例，为什么玄宗会对禄山如此信任？对他有无防范？这首先就涉及了开元时期中央对边军的控制问题。

唐朝规定，“凡诸军镇，使、副使已上，皆四年一替”
[1]

 ，知节度使正常的调动换防周期是四年。证以吴廷燮《唐方镇年表》
[2]

 、王寿南《唐代藩镇总表》
[3]

 ，可知天宝十四载（755）以前绝大多数节度使任期在四年以下，其次是4—5年，5年以上者极少；而5年以上的任期者中，又大多是在开元年间
[4]

 。

以上事实可说明两个问题：第一，“久任”并非当时的普遍情况；二，久任者多在开元年间，但开元中久任者多而未发生边兵失控之事，相反，天宝年间久任者减少却发生了安史之乱。所以从整个形势来考察，开元年间之“久任”并未导致严重的不良后果，更没有因此而导致中央对边兵的失控。

其次，关于兼统问题。在藩镇形成过程中，就已因军事需要而出现节镇间的彼此配合问题。发布于开元三年四月的《命薛讷等讨吐蕃诏》
[5]

 ，就说明了在边地防御体系形成过程中，北方的河西、朔方、河东、幽州诸镇间彼此配合的情况。此诏虽云“讨吐蕃诏”，但令薛讷住凉州、郭虔瓘长住并州，可知这并非确指具体的某一次出击，而是针对吐著的威胁而对边地屯军进行的一次调整。在这次调整中，主要强调屯军之间的配合，也可以说是为加强屯军间的配合而作的一次军事调整。

节镇间这种互相配合的关系在战时表现得尤为明显，如，开元八年十一月突厥寇边，在反击时就同时动用了朔方、河东、河西、北庭等数镇之兵
[6]

 。开元九年，兰池州胡反叛攻打夏州时，朝廷下诏令“陇右节度使、羽林将军郭知运与（王）睃相知讨之，睃奏朔方军兵自有余力，其郭知运请还本军”
[7]

 。夏州属朔方管，王睃时任朔方节度使，故朝廷令陇右出兵而为王氏所拒。这一事例可说明，一方面在军事行动中需要节镇间互相配合，另一方面这些节镇之间又存在着矛盾。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有时就直接命一人兼统数镇，如开元二十年正月，为出击契丹、奚而任命信安王祎为河东、河北行军副大总管以统一指挥河东、河北两军
[8]

 。所以在天宝元年确立边地防御体系、明确各节镇的主要防御对象的同时，也强调了各节镇间的主要的配合关系。如朔方节度使捍御突厥，河东节度使与之互为掎角，陇右节度使备御吐蕃，河西节度使负责断隔吐蕃与突厥
[9]

 。

此后，在军事行动中直接将各镇军力临时加以调配的情况仍时有发生，如天宝四（745）至五载，安禄山筑华武城时，即奏请河东王承嗣助役
[10]

 。天宝八载六月“上命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帅陇右河西及突厥阿布思兵，益以朔方、河东兵……攻吐蕃石堡城”
[11]

 。天宝十一载安禄山进讨契丹时，曾奏请朔方副使阿布思率众会之
[12]

 。

据《吴表》和《王表》，天宝十四载以前的节镇兼统者共有13人次。兼统朔方、河东者3人次：王睃1年（开元二年）、李祎5年（开元二十至二十四年）、王忠嗣1年左右（天宝四载至五载四月）；兼统河西、陇右者4人次：王君[image: 122-01]
 至多十个月（开元十五年）、盖嘉运1年左右（开元二十八年）、王忠嗣11个月（天宝六载）、哥舒翰3年（天宝十二至十四载十一月）；兼统幽州、平卢2人次：张守珪7年（开元二十一年至二十七年六月）、安禄山近12年（天宝三载至十四载十一月）；兼统朔方、幽州者1人次：王睃数月（开元八年）。另外，王忠嗣曾兼统四镇，史称其“佩四将印，控制万里，劲兵重镇，皆归掌握，自国初已来，未之有也”
[13]

 。但王忠嗣兼统四镇仅4个月左右（天宝五载正月至四月），四月他让出河东，年底朔方又别除他帅，到此仅剩陇右、河西，次年（六载）十一月回朝，故王忠嗣兼统四镇虽属前所未有，然其实际情形却不足以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

从以上分析还可看出，兼统的情况一般出现在陇右与河西、安西与北庭、幽州与平卢、朔方与河东。其中幽州与平卢、安西与北庭本为同一节镇而后分置者，而且据《新唐书·方镇表》，它们时分时合，职权、辖区也时常混淆不分。所以，兼统幽州、平卢和兼统安西、北庭是很正常的情况。陇右备御吐蕃，朔方捍御突厥，河西则处于其间，断隔吐蕃和突厥
[14]

 ，但河西与陇右同在黄河以西，防御对象虽各有侧重却又密切相关，故其时或兼统，亦属正常。朔方与河东的任务都是捍御突厥，虽其节度使治所隔于黄河，但朔方军之主力——三受降城却在黄河以北，与河东所领边兵无复黄河之隔，这为二镇在军事行动上的配合提供了有利条件，有时即由一人兼统。虽然从地理形势和军事形势上看，陇右与河西、幽州与平卢、安西与北庭、朔方与河东都可以合为一镇，但事实上都是离为二镇。虽然各自为镇，但在军事行动中又往往特令其彼此配合，甚至由一人兼统，特别是前三者，更时分时合。唐廷之所以要将其各自分作藩镇，根本原因就是为了通过分散兵力而有效地控制藩镇。

尽管如此，兼统者在全部节帅中所占比例甚微，而其中兼统时间在一年以下者又占大多数，而且兼统者对其所兼统之节镇的控制力也有限，而非“专制”。王忠嗣兼统朔方、河东、陇右三镇时，曾“奏请徙朔方、河东戎马九千匹以实之（指陇右）”
[15]

 ；他虽兼统三镇，但调动其所兼统节镇之戎马时尚需奏请。安禄山深受玄宗宠信，身兼河东、幽州、平卢三镇时，史称其“兼三道节度，进奏无不允”
[16]

 ；虽奏无不允，但按规定仍需“奏请”。禄山起兵时也是通过诈为敕书，以奉密旨讨国忠为名的，可见兼统者对所兼统诸镇许多方面的处置皆需奏请而行。从整体上看，节镇兼统的情况是作为特例而存在的，这一情况并未成为唐玄宗时期严重的政治问题。

此外，在节度使的人选上，也体现出中央对边军加强控制的政策，这集中从“出将入相”上反映了出来。唐前期，节度使有出将入相背景者，其任期一般都不太长，任期长者一般都是从军将或地方低级官吏中擢至节帅者
[17]

 。具体而言，天宝十四载以前，出将入相之中绝大多数是由将入相，即因战功而擢至相位，只有薛讷、张说、苏頲是由相出将。薛讷是由于力主盛夏出兵而朝中众人咸以为不便，玄宗便“特令讷同紫微黄门三品，总兵击奚、契丹，议者乃息”
[18]

 。可见其以同三品出征是为了抬高其地位。张说因参与玄宗的政变而位至宰相，但由于他与岐王申款而外任相州，后历任并州、幽州
[19]

 。可知张说以相出将有贬黜之意。苏頲出任的具体情况不明。

从由将入相的时间分布情况来看，武后到玄宗开元年间的由将入相者较多，而天宝年间则很少，这种情况是否即为林甫之奏言所致呢
[20]

 ？我以为未必尽然，虽然也不排除李林甫正是鉴于这种由将入相的情况、出于一己之私利才上奏的，但朝廷所以能采纳林甫这一奏言，必有更深刻的社会政治背景。

第一，武后至玄宗开元年间正是边地形势变化、战事剧增、兵制也因之而变化的时期。在这种战事纷繁之际，国家需要一批人从事边功，但当时朝廷官员大多重内轻外
[21]

 。在这种情况下，朝廷为了鼓励军功，一方面将立下战功的许多军将或地方下层官吏擢至节帅，甚至致之相位，其中以牛仙客最为典型，于是普通民众也企图以此入仕、升迁；反映在文学上，即为此一时期产生的大量边塞诗。另一方面则鼓励朝官出任边地将帅，并使之出将入相以尊宠之。所以，这一时期出将入相人数较多的情况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

第二，所谓出将入相者，以朔方、河东人数最多，河西、陇右、北庭、安西、平卢较少，甚至没有
[22]

 。但这些较少甚至没有出将入相者的节镇中，由军将或下级官吏因军功而致位节帅者的比例反而较高。参以两唐书有关本传，可知由节帅而入相者，其仕宦大多曾历任朝官，而仅因军功而擢至节帅者，入相甚难。这些曾在朝仕宦，而又出将入相者，在军队和政府中都具有相当势力（林甫所谓“寒族即无党援”反映的正是这批人权势甚盛之情况）。在开元、天宝初，随着边地形势的稳定和边防体系的形成，以及对外以防御为主的战略的确立，唐廷不再需要为鼓励边功、使边帅出将入相而使之拥有如此显赫之权势，于是，开始削弱其势力，一方面要杜绝其入相之途，另一方面就是更多地从蕃人、军将或下级官僚中提拔节帅。其实这两个方面同是一个问题，因为起用的这些人，既无入相之望，又因其无显赫仕宦、不易培植势力（所谓寒族即无党援）而易为中央所控制。天宝年间出将入相者很少以及大量任用蕃将为节帅，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将朝廷这一具有战略性的转变仅归于林甫出于私利的一纸奏言所致，便把问题简单化了。安禄山备受尊宠而不得入相，也正说明了这一情况。《旧唐书》卷一八六下《吉温传》云：

（李）林甫虽倚以爪牙，温又见安禄山受主恩……常谓禄山曰：“李右相虽观察人事，亲于三兄（指禄山），必不以兄为宰相。温虽被驱使，必不超擢。若三兄奏温为相，即奏兄堪大任，挤出林甫，是两人必为相矣。”禄山悦之。（4856页）

安禄山在天宝十载兼河东节帅时，奏请吉温为副使，杨国忠以吉温与禄山结托，追入为御史中丞，充京畿内采访处置使，后终遭贬、死，“禄山起兵作乱，人谓与温报仇”。史书把他们二人勾结归因于吉温要引禄山入相。但以李林甫之为人，荐之为节帅，安禄山已惧之三分
[23]

 ，引之入相，亦可制之，仙客即其先例；李林甫不会因其难制而不引之入相，况且当时还是群相制，不引禄山也需引他人入相，何必要不引禄山呢？——其原因是安禄山根本无入相之条件与可能。天宝十三载三月玄宗欲以宰相处之，杨国忠以其“不识文字，命之为相，恐四夷轻中国”为由谏止
[24]

 。玄宗拜之为相，也不过为使相
[25]

 ；然无实质之使相虚衔亦不轻意授之，更可证其无入相之可能。安禄山自己对这点很清楚，否则，自当请求玄宗而入相了。吉温交结禄山不过是利用禄山受宠之机而使之荐己入相而已。如果安禄山有入相之可能，或曾历任朝中显宦，则绝不可能兼任数镇，或任帅长达十数年之久了。

总之，安史之乱以前，边帅的久任、兼统、出将入相等问题在总体形势上，都未成为严重的政治问题。至于“精兵咸戍北边，天下之势偏重”的情况，是当时边地形势的客观要求。作为国家机器的军队，究其性质，也应当出现在边防前线，此本无可厚非。军队集中屯驻与叛乱之间本无必然的因果关系。具体而言，精兵屯于北边并不会一定导致兵变。所谓屯兵要恪守内重外轻的原则，是安史之乱以后人们的看法。

安禄山是在开元末至天宝年间，朝廷认为蕃将寒族无党援、易控制的背景下逐渐由蕃将而位至节帅，并得以兼统和久任的
[26]

 。在这一背景之下，以蕃人或寒族出任节帅的并非禄山一人，他们都在任期到一定年限后即予撤换，而禄山为何可以例外呢？旧史一般将此归于玄宗对安禄山的过分宠信。但为什么玄宗会对禄山如此宠信呢？陈寅恪对此曾有过分析，认为河朔地区在武后至玄宗开元年间已经胡化，居住于这一区域的是东北及西北的诸胡种，“成为一混杂之胡化区域”；在这种情况下，“唐代中央政府若欲羁縻统治而求一武力与权术兼具之人才，为此复杂胡族方隅之主将，则柘羯与突厥合种之安禄山者，实为适应当时环境之唯一上选也。玄宗以东北诸镇付之禄山，虽尚有他故，而禄山之种姓与河朔之情势要必为其主因”
[27]

 。但据陈氏论述，河朔胡化的时间是在武则天及唐玄宗开元之世，而据《王表》所列开元年间幽州的历任节帅中，除赵含章、王斛斯两任情况不明外，只有安禄山一人为胡人，其余均为汉人，任期仅次于安禄山的张守珪也是汉人，而且，张守珪任职期间，也正是幽州军事实力得到很大增强的时期。如果东北局面需要安禄山这样一个人任节帅，那么为何在这一地区胡化最关键的时期不用这样一个人物来羁縻统治呢？我们不否认朝廷任用安禄山这样背景的人物与当时这一地区的情况密切相关，然而具有禄山这样背景的人物也绝非禄山一人
[28]

 ，唐廷完全可以再拨擢一位以代之，然而玄宗却任之达数年，以致使其在如此长的时间内慢慢培养起了自己的势力而终致叛乱。所以，玄宗对他的过分宠信另有原因。

据《安禄山事迹》卷上所载，禄山本为一寒族朗人，因其战功而被节帅张守珪养为假子，后渐升至平卢将军。开元廿四年战败，几被处死，廿八年为平卢军兵马使，廿九年因曲事河北采访使张利贞、利贞归朝盛赞之而升任平卢节帅，至此，禄山之迁转尚属正常。天宝二年入朝“奏对称旨”后才得到不次拨擢：次年兼任范阳节帅，离京时玄宗命中书门下三品已下正、员外郎长官、诸司侍郎、御史中丞于鸿胪亭子祖饯。禄山首次觐见，就得到玄宗如此尊宠之礼待，推演史载，知此即由其“奏对称旨”所致。安禄山以一蕃将奏对何事而使玄宗如此满意呢？《安禄山事迹》自注：

是时，禄山奏云，去年七月部内生紫方虫食木苗，臣焚香告曰：“臣若不行正道，事主不忠，食臣心；若不欺正道，事主竭诚，其虫请便消化，启生必应。”时有群鸟食其虫，其鸟赤头而青色。伏请宣付史馆。（3页）

所谓“是时禄山奏云”即指禄山觐见时“奏对称旨”之奏对，姚汝能据当时档案以注出之。其所奏称旨不过是向玄宗表了一番忠心而已，别无其他实质内容。此前禄山曾贿赂中央出使地方的官员以求其向玄宗美言，禄山任平卢节帅或许与此有关，但禄山得以兼统幽州则是这次“奏对称旨”以后的事。身兼幽州、平卢并不罕见，张守珪即曾兼统七年，禄山出镇而玄宗命三品以下官员祖饯，也并不是因其兼统二镇，而是欣赏他的“忠心”。同书天宝六载条载：

玄宗春秋渐高，托禄山心膂之任，禄山每探其旨，常因内宴承欢，奏云：“臣蕃戎贱臣，受主宠荣过甚，臣无异材为陛下用，愿以此身为陛下死。”玄宗不对，私甚怜之。因命皇太子见之。禄山见太子不拜。左右曰：“何以不拜？”禄山曰：“臣蕃人，不识朝仪，不知太子是何官？”玄宗曰：“是储君，朕百岁之后，传位于太子。”禄山曰：“臣愚，比者只知陛下不知太子，臣今当万死。”左右令拜，禄山乃拜，玄宗尤嘉其纯诚。（5页）

《新唐书》卷二二五上《安禄山传》称其“晚益肥，腹缓及膝……帝视其腹曰：‘胡腹中何有而大？’答曰：‘唯赤心耳！’”（6413页）禄山反复向玄宗表明的是对玄宗的一片忠心。所谓“禄山每探其（指玄宗）旨”，“常因内宴承欢”、大献忠心而博取玄宗对他的“甚怜”，说明玄宗内心所要求的也是这种忠心。如果其忠心仅在口头上，也未必能深中玄宗之旨，当禄山向玄宗献忠心之后，玄宗令其拜见太子，而禄山却不拜；不拜太子既是禄山向玄宗献忠的表现，也是玄宗认为禄山忠于自己的有力证据。从此，玄宗对他更加宠信，不断给他加官晋爵，以至欲“托禄山心膂之任”。其时玄宗“春秋渐高”，按理他应当筹划其百年后传位太子之事。如此，则承“心膂之任”者应指顾命大臣或托孤之人，但他选中的人却是不拜太子之安禄山。可见，所谓的“心膂之任”并非指托孤或顾命大臣，而是只忠于自己而与太子相抗衡的握兵蕃将，这说明玄宗对太子是有猜忌之心的。正是这种猜忌之心和安禄山对玄宗与太子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导致了禄山的久任。这从玄宗对禄山所采取的非常不力的防范措施中也可得到佐证。

安禄山兼统的是河东、幽州、平卢三镇。在天宝十载二月他提出要兼统河东时，玄宗虽然同意，并应其要求任命其死党吉温为留后，但次年十一月杨国忠就将吉温召回京师任职
[29]

 ，此后之留后未见史载
[30]

 ，但禄山起兵反叛时，“命范阳节度副使贾循守范阳，平卢节度副使吕知诲守平卢”，而未言及对河东节度副使之安排，相反却命别将高秀严守大同，其目的显然是防遏河东；同时他还派人以献射生手为名，乘驿至太原，乘北京（即太原）副留守杨光翽出迎之机，劫之而去，“太原具言其状”
[31]

 ，可知杨光翽并非禄山亲信，禄山也不能控制河东。参以杨国忠入相后对禄山的种种防范措施
[32]

 ，可知吉温被召回京师，并非如史载所言因他与国忠相善之故
[33]

 ，而是朝廷不让禄山控制河东，故此后之河东留后并非禄山亲信。至于幽州、平卢，原本为一镇，后也经常兼统，甚至合并，禄山兼统亦属正常。在安禄山任幽州、平卢节帅时，朔方节帅任用的是与禄山有矛盾的安思顺、哥舒翰，陈寅恪已指出这是为牵制安禄山
[34]

 。当时，防御北方的节镇中，朔方、河东、幽州平卢三道力量最大，与禄山毗邻的两镇都可牵制禄山，但并不能有效地遏制禄山。他长期控制一镇，就足以起兵作乱，但如果按期令禄山换防，就说明玄宗对禄山并无特别之处，也就不足以体现玄宗对他要托以“心膂之任”之意了。


（二）太子废立与李、杨秉政


李林甫从开元廿二年入相，直到天宝十一载死，任相达十九年之久，而且其时虽为群相制，但在张九龄罢去后，无人可与之抗衡。玄宗对他信任有加，甚至要“将天下事付林甫”
[35]

 ，逐渐形成一人把持朝政的局面，而这种情况在唐前期实属仅有。究其原因，与安禄山久任一样，它与太子问题密切相关。

唐玄宗在开元三年正月即立赵丽妃之子瑛为太子。开元十二年废王皇后以后，武惠妃渐承恩宠，“宫中礼秩，一同皇后”
[36]

 。武惠妃欲以其所生寿王代瑛为太子，时任吏部侍郎的李林甫乘机通过宦官向惠妃表示“愿尽心保护寿王。惠妃德之，阴为之助”
[37]

 ，使林甫得以入相。其时惠妃婿杨洄也“日求其（太子）短，谮于惠妃。妃泣诉于玄宗，以太子结党，将害于妾母子，亦指斥于至尊”
[38]

 。玄宗为此而谋于宰相，欲以废立，但遭到张九龄的反对，同年（廿四年），玄宗与九龄发生了关于牛仙客是否可入相的争论，九龄因此罢相。次年四月，杨洄上奏，说太子瑛、鄂王瑶、光王倨与太子妃兄驸马薛锈潜构异谋。玄宗召见宰相，李林甫以“此陛下家事，臣不合参知”作答
[39]

 ，玄宗听后决定废太子瑛为庶人，不久三子赐死
[40]

 。当年十二月武惠妃死，李林甫劝玄宗立惠妃子寿王瑁，为玄宗所拒绝。次年（廿六年）六月立忠王玙为太子，这就是日后的肃宗。

从表面上看，太子瑛的被废是由于玄宗宠爱武惠妃，惠妃为立自己的儿子、多方构谄太子瑛所致。但太子瑛被废后，玄宗并没有马上立太子。太子被废在四月，武惠妃死在十二月，其间有近八个月的时间可供考虑，况且当朝宰相李林甫也支持寿王。联系到当初玄宗废太子瑛时，因遭到宰相张九龄的反对而未能立刻实施，直到罢九龄相后才废之，为何此时在宰相李林甫的支持下反而犹豫不决了呢
[41]

 ？可见，太子瑛之废不是因为惠妃的受宠；寿王瑁未能取代瑛而为太子，也不是因为惠妃已死。究其原因，当是李瑛作太子已廿余年，为时已久，很可能玄宗认为他已形成了一种势力，而当时宰相张九龄力保太子，更使玄宗感到不安，终于以牛仙客入相等借口，罢免了九龄；武惠妃谮毁太子的理由和根据也正是“太子结党”“构异谋”。从玄宗对李瑛兄弟的处置——均予处死——来看，玄宗对此是相信的，而且也是不能容忍的！李瑛等废死后，似乎应立寿王，但其时惠妃方承恩幸，权势炙手可热，若立寿王，不久就会在惠妃及杨洄等人的支持下形成一种势力。惠妃为谋废立，派人拉拢张九龄的往事犹在目前
[42]

 ，更何况因武惠妃之助而入相的李林甫一直就站在惠妃一边，并力主立寿王，这岂不是对自己造成的威胁更大吗？！如果立其他皇子，则武惠妃会怎样呢？她毕竟在正承恩遇！——这恐怕就是玄宗迟迟不立太子（甚至是有意在拖）的原因。不久，惠妃死后，玄宗果然立了忠王为太子。

由于林甫主张立寿王，忠王被立为太子后，林甫惧不利于己，曾几次挑起事端，以颠覆太子。天宝五载，起韦坚、皇甫惟明、柳勣之狱。韦坚是忠王妃之兄，因其与河西节度使皇甫惟明交游，“为林甫所发，以坚戚里，不合与节将狎暱”，于是上奏，云韦坚与惟明结谋，欲共立太子。玄宗为此而贬黜韦坚及其弟将作少匠韦兰、兵部员外郎韦芝以及相关人士数十人，太子也不得不请与妃离婚
[43]

 。十一月，柳勣诬告太子良娣父杜有邻“妄称图谶，交构东宫，指斥乘舆”。与此相关者皆被杖杀，太子也出良娣为庶人。天宝六载十月，林甫指使济阳别驾魏林告河西、陇右节度使王忠嗣“尝自言，我幼养宫中，与忠王相狎爱，欲拥兵以尊奉太子”，玄宗以“吾儿居深宫，安得与外人通谋，此必妄也”而贬黜忠嗣。明年，忠嗣暴死
[44]

 。这一系列事件，也可以说是李林甫都是借太子来倾覆他人；这也正折射出玄宗对太子的态度。

玄宗对这些事虽然不信，但对与事者处置极重，一般均予处死，这就是要从根本上杜绝朝臣与太子的结托之望
[45]

 。玄宗所以不信，主要是忠王为太子之日尚短，没有形成一股势力；而宰相林甫对太子倾覆的不遗余力，反而使玄宗猜忌太子与朝廷重臣结党之心稍有缓解。旧史多言林甫倾覆太子时，玄宗破其言而庇护太子。若果如此，则玄宗可以像罢免张九龄那样罢免李林甫，何必要如此煞费苦心保护太子！李林甫所以能屡兴大狱，并广为株连，予以重处，都是得到了玄宗的默许，甚至是支持，以此来威慑太子、威慑朝臣，而玄宗在天宝年间专任李林甫也正是由于他对太子的这种态度。值得一提的是，这几次大案都与边将有关，因为当时只有边将才具有拥立太子的军事实力，所以李林甫才会不遗余力在太子与边将关系上大作文章。出于同样的认识，玄宗也更加着意于拔擢既忠于自己、又排斥太子的握兵边将以托心膂之任。于是，对握兵已至数年却忠于自己的安禄山，便令其继续留任而不再按制度予以罢免或换防。

李林甫死后，杨国忠入相，史称其“依倚妃家，恣为亵秽，惧上（指肃宗）英武，潜谋不利，为患久之”
[46]

 。国忠与太子并无利害冲突，为何也要潜谋不利于太子呢？所谓“依倚妃家，恣为亵秽”显系托辞，宋儒朱熹即尝言“唐渊流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
[47]

 ，参以高宗娶武后、玄宗纳杨氏等事，皆信而有征
[48]

 。与此相较，杨国忠所为就只能算是些末微事了。杨国忠对太子的这种态度，正是因为他十分明白李林甫为玄宗所宠信的根本原因，所以他也要摆出这种态度以博取玄宗的宠信。换言之，杨国忠之任相秉权，也是由于他对太子的“潜谋不利”。但在客观上，李林甫、杨国忠的这一态度，却又保护了太子。

二、太子在唐前期政变中的作用

要理解玄宗晚年对太子的猜忌，不得不追溯他所亲身经历过的几次重大政变。

除唐太宗的玄武门之变外，唐前期为权力交接而频频发生的政变都集中在神龙至开元初年，其原因非本文所欲详论，此处所要指出的是，在影响较大的政变中，拥立太子都是政变的政治目的；太子成了政变的政治领袖。每次政变都须得到太子的同意，并在关键时刻让太子出面，稳定局面，直至拥立为帝。有时，太子甚至就是政变的直接主谋者和策划者。

武则天建周后，她在立武氏子弟还是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的问题上犹豫不决，最后终于在圣历元年（698）立自己的儿子李显为太子
[49]

 。神龙元年（705）正月，张柬之、桓彦范、敬晖等人乘武则天生病之机，发动政变，拥太子即位，即中宗。史载桓彦范等人在密谋后才向太子报告，太子从之
[50]

 。似乎太子并未参与最初的谋划。《统纪》称中宗复辟后，曾看望武则天，“太后泣曰：‘我自房陵迎汝来，固以天下授汝矣，而五贼贪功，惊我至此。’”
[51]

 但高宗时，武后即曾主持屡易太子。高宗死，李显即位，不久即被废为王，立李旦为帝，后武后又自己称帝。这些情况，中宗并非不知，他怎么敢坚信此次升储贰，终会以天下授之呢？！若中宗未预其谋，彦范等谋定而告中宗，一旦中宗不从，岂不有杀身之祸！而这点从政变当天的情况即可证实。政变前夕，张柬之等派人先迎太子，然后要冲进玄武门，拥之即位。但“太子疑，不出”，这使迎立太子者异常紧张，纷纷劝说，其中李湛说：“诸将相不顾家族以徇社稷，殿下奈何欲纳之鼎镬乎！请陛下自出止之。”太子乃出，王同皎抱扶太子上马，从玄武门斩关而入。可见太子一直是这次政变的幕后主使者，而政变当天的经过，更可说明太子的作用。如果太子不行，他们就失去了用以号召的旗帜，失去政变的“合法性”，性质就会因之而变为叛乱。这种性质绝非后代研究者给他们贴的标签，而是当时人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性质的变化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兵变的成功与否，甚至会直接导致失败。这些原本可作佐命元勋的人便可能会随之而变为叛逆之徒。当他们拥太子冲进宫，迫使则天退位时，由于他们打的旗号是要诛武则天面首张昌宗兄弟，所以则天对太子说“小子既诛，可还东宫”，桓彦范说：“天意人心，久思李氏，群臣不忘太宗、天皇之德，故奉太子诛贼臣。愿陛下传位太子，以顺天人之望！”
[52]

 更可见太子这一政治砝码之重要。

合法的政治旗帜或政治领袖在政变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宗太子重俊起兵之失败可作为反证。

中宗有四子
[53]

 ，长子重润在大足元年（701）被武则天杖杀；二子重福在神龙元年为韦后所谮，被贬于滁州，后徙均州；三子重俊在神龙二年秋被立为太子。安乐公主以太子非韦后所生，常凌辱之，并欲废之而立自己为皇太女，于是重俊在神龙三年七月与禁军将领李多祚、李思冲、独孤祎之、沙吒忠义等人矫制发左右羽林兵及千骑三百余人，攻杀武氏兄弟，并攻打宫城。韦后与安乐公主立刻拥中宗上玄武门楼，对李多祚所将之千骑喊话，致使千骑倒戈，杀李多诈等。禁兵所以倒戈，是由于在皇帝面前，太子还不能拥有超出皇帝的政治号召力。尽管如此，重俊之所以能发动禁兵，攻杀武氏兄弟，围攻宫城，也正是由于他所具有的太子身份，其政治号召力仅次于皇帝。另外，重俊之所以要起事，是由于受到了安乐公主的逼迫，安乐公主要取代他为皇太子，换言之，双方是为了争夺太子之位才成水火的。

景云元年（710），中宗暴崩，韦后立中宗第四子重茂为帝，是为少帝，自己临朝称制，控制了朝政，又出现了高宗死后武后专政的局面。韦后下一步的举措便不言自明。在这种情况下，宗室相王旦及其子李隆基、太平公主联络禁军将帅，预先埋伏于禁苑中，天黑后突然发动了政变。攻入宫中后，“时少帝在太极殿，刘幽求曰：‘众约今夕共立相王，何不早定！’隆基遽止之。捕索诸韦在宫中及守诸门并素为韦后所亲信者，皆斩之，比晓，内外皆定。……相王奉少帝御安福门，慰谕百姓”
[54]

 。从刘幽求的话中，可知此次政变的目的是要拥立相王，但与前几次的政变不同，在政变当天，发动者的政治领袖——相王——非但没有直接出面，而且在攻入宫中、少帝被捕、刘幽求提出马上拥立相王时，还遭到了李隆基的反对。在捕杀韦后及其亲信、大局已定后，相王奉少帝“慰谕百姓”，后来他才以禅让的方式取代少帝而即位。政变的主谋者所以要用这种方式交换权力，是因为中宗死，少帝已合法即位，虽然执政者是韦后。这就使此次政变没有一个合法的政治领袖，换言之，相王并不具有合法的政治号召力，也不能够在关键时刻起到稳定局面的作用，所以控制政权后，仍然要利用少帝合法的政治身份来稳定局面，并用禅让的方式来取得法统。这从政变当天的经过也可以得到佐证。

据《资治通鉴》所载，当李隆基与刘幽求等人微服至禁中埋伏时，宫苑总监钟绍京虽已预谋，此时却又生犹豫，欲拒之，经其妻力劝方才同意。另，《旧唐书》卷九七《钟绍京传》云：“玄宗之诛韦氏，绍京夜中帅户奴及丁夫以从。”（3042页）说明此次政变缺乏一个合法的政治须袖，完全是一次阴谋夺权的行为，参与者也因此而格外冒险，故有主要与事者钟绍京犹疑之举。他们预先埋伏在禁苑中，并选择晚上发动，也是为了避免出现重俊因中宗出面而禁兵解散、倒戈的局面。

景云元年六月相王称帝，是为睿宗。七月中宗之子重福谋划起兵，八月公然攻打东都皇城。这可以说是相王发动政变的余波。

中宗复辟，“时流人皆放还，均州刺史谯王重福独不得归，乃上表自陈。……表奏，不报”
[55]

 。中宗死后，韦后派兵五百“驰驿戍均州，以备谯王重福”
[56]

 。睿宗即位后，重福受命转任集州刺史，未及行，洛阳人张灵詧对他说：“大王地居嫡长，自当继为天子，相王虽有讨平韦氏功，宁可越次而居大位？”并劝他潜行至洛阳，以洛阳为据点，西攻关中，东占河北，向睿宗夺位。其时，参与谋划的还有郑愔。他在景龙三年（709）由吏部侍郎外任江州司马时，曾“便道诣重福，阴相结托”。重福采取其建议，派家臣王道先赴东都，潜募勇敢之士。重福赶到东都后，“王道等率众随重福径取左右屯营兵作乱，将至天津桥，愿从者已数百人，皆执器仗，助其威势”
[57]

 。虽然此次事变没有成功，但可看出，睿宗虽已即位，当时仍有人认为他不当继统。重福在神龙初即遭贬斥，但在中宗死韦后立重茂为帝时，就命人率兵“驰驿戍均州，以备谯王重福”。而在贬斥期间，曾有朝臣与之结托。此次起事，也是以他身为中宗之子，理当继承法统为号召的
[58]

 。事实上，在他到东都后，愿从者颇众，当时身为侍御史的李邕在主持抵挡重福时，对守城禁军说：“重福虽先帝之子，已得罪于先帝，今者无故入城，必是作乱，君等皆委质圣朝，宜尽臣节，立功立事，以取富贵。”旨在说明重福因得罪于中宗，已不再具有原有的政治身份了。言外之意则说明重福才是合法的继统者。所谓“委质圣朝，宜尽臣节”云云，更暗示出睿宗即位的非法性。由此事更可看到可以继承法统的太子或皇子所具有的政治影响力和号召力。

事变失败后，重福自杀。重茂作为中宗唯一尚存之子，在第二年正月被软禁于集州，三四年后死于房州，年仅十七岁。至此，中宗合法的继统者便遭灭绝了。睿宗、玄宗这一支再也不用担心合法者的危胁了，同时也大大减少了以此为号召进行政变的可能性。

睿宗即位后，李隆基与太平公主共同执政，他们之间的矛盾便日益尖锐起来，这首先就又从立太子的问题上表现了出来。景云元年六月，“睿宗即位，与侍臣议立皇太子”
[59]

 。但在诛韦氏的当天，已封隆基为平王，并命他兼知内外闲厩，押左右厢万骑。癸卯（廿三）日，又命隆基为殿中监、同中书门下三品，甲辰（廿四）日，相王即帝位
[60]

 。这就是说，睿宗即位前夕，李隆基已位至宰相，兼统禁军，加之平韦氏之功，似乎不应出现睿宗即位后再议立太子之事，隆基当然应是太子，况且此前唐朝历代并不恪守嫡长子继承制。所谓睿宗在立太子上“疑不能决”而问侍臣云云，不过是太平公主想要通过立长子承器为太子以削弱隆基的权势。此后，李隆基虽被立为太子，但他与太平公主仍在明争暗斗。睿宗依违其间，起初颇欲倚太平公主之力以限制隆基，立太子之犹豫、闻朝廷倾心东宫而欲使安石察之、听信术者之言而使侍臣守备、围绕墨敕斜封官的争论以及对有关人士的贬黜等等都可说明
[61]

 。但从立太子、太子监国、传帝位等情况来看
[62]

 ，太子势力已大，羽翼已成，虽然“太平公主依上皇之势，擅权用事……宰相七人，五出其门”，控制着朝政
[63]

 ，但太子却牢牢掌握着禁军，若再进一步限制，势必会再次激成事变。睿宗目睹了武则天诛杀高宗诸子的惨剧，经历过武周以来政治斗争的血雨腥风，此时面对自己子女间的倾轧，他或者倚太平公主，以武力整掉太子，或者向太子交权让位。他选择了后者。这既是他对政治斗争的厌倦，也是对当时政局失控的无奈。然而这并不能解决问题，开元元年七月，玄宗起兵诛杀太平公主，完全控制了朝政。

这一时期的第一起政变就是神龙元年的桓彦范等人拥中宗复辟。政变时，玄宗之父相王李旦任右羽林卫大将军
[64]

 。政变的主谋者之一袁恕己正兼知相王府司马事，并在政变中“从相王统率南衙兵仗以备非常”
[65]

 。中宗复辟后，拜相王为太尉，同凤阁鸾台三品
[66]

 。《旧唐书·睿宗纪》则明确说：“神龙元年，以诛张易之昆弟功，进号安国相王。”（152页）可见相王（即睿宗）是此次政变的参与者。其时李隆基年已二十，为卫尉少卿，对此事绝不会无所耳闻，相反，从他以后“常阴引材力之士以自助”，勾结禁军将帅等行为来看
[67]

 ，中宗统治年间他就常想起事。景龙二年外任潞州也非偶然，而他回京后，望气者说他宅外水池有龙气，中宗幸其第，游其池，结彩为楼船，令巨象踏之云云也都有其现实的政治背景；这说明相王父子在当时一直是颇有政治实力的人物。中宗死后，皇后临朝摄政，“进相王旦太尉，雍王守礼为豳王，（李旦之子）寿春王成器为宋王，以从人望”
[68]

 。同时封父子二人为王“以从人望”，可见李旦的政治影响。证以诛韦后之事更可说明。景云元年六月壬午（初二）日中宗崩，丁亥（初七）日殇帝即位，庚子（二十）日李隆基等就发动了政变。由此可知，说隆基在中宗统治时期一直在准备着起事确不过分，否则就不可能在不足两旬之内便顺利发动政变并获成功。况且韦后在中宗死后秘不发丧，正从各地调集兵马以加紧防范呢
[69]

 ！

至于此后的一系列政变，玄宗大多都是参与者和谋划者。重福以太子身份攻打东都对当时睿宗、隆基等人的震动不会太小，所以在局势平稳后，年仅十七岁的中宗唯一所剩之子重茂便死了。太子或皇子在这些政变中的作用，玄宗也不可能没有意识，重茂之死可以为证，他即位后颁布的对诸王的防范之制也可以为证
[70]

 。所以当武惠妃以太子结党、指斥至尊诉于玄宗时，便为玄宗所不能容忍。我们不排除他是因宠信武惠妃才这样，但对其三子处置之酷、后也终未立惠妃之子寿王来看，更重要的原因是他有感于往昔之事。

他在杀死自己的三个亲子后不久，武惠妃也病死了，其心情之伤感可以想见。后来，杨玉环进宫，歌舞升平，他在位已达三十余年，年纪也近古稀。他一方面倦于政事，想吐纳导行，学道修行，以求长生
[71]

 ，但同时又怕太子结党或朝廷大臣依附太子向他夺权，甚至发生二三十年以前自己经历或目睹的那些为夺权而发动的血雨腥风的政变。年纪越大，往事似乎越近，有时竟宛如目前，疑心也就随之而越大，于是他就特别希望能有只忠于自己而反对任何对他构成威胁的人；在当时权力世袭的背景下，能取代自己者，除太子外还有谁呢？在帝位终身制下，晚年的玄宗有这种惧怕又有什么奇怪的呢？在国家最高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下，作为当时最高权力的核心人物——唐玄宗，从自己的心境出发而将国事付于自己所信任的少数几个人又怎么会做不到呢？！虽然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天宝年间的政治格局，然而这样的政治格局又怎能长久维持呢？终于，在十数年之后爆发了安史之乱——它既是天宝格局的表现，又是这一格局的结束者！

三、余论

从神龙至开元初，唐廷屡屡发生政变。政变与兵变不同，前者更要求“合法性”，一则可以起到号召作用，二则有利于政变后稳定局面。这也许就是政变中太子作用异常重要的原因。但政变又都是以掌握一定的军队，特别是最高权力者周围的近卫兵即禁军为基础的。政变是权力交接的一种极端形式，它是国家权力高度集中、民众与权力完全分离的政治体制的必然产物。

安史之乱是天宝政治格局的产物。没有安史之乱，也会有别的什么事件来结束这种格局，它与开元年间的军制变化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把它放到唐代整个历史来看，它是一个偶然事件。但唐高宗至玄宗开元年间的兵制调整的结果是出现了终身的职业士兵长期屯驻于某一大致固定的地区，这就为军队的地方化提供了条件，安史之乱使它变成了现实。如果没有安史之乱，唐廷也可能在它成为一个问题时逐步加以解决，就像前期对以府兵制为主体兵制所进行的调整一样。那样，也就不会出现唐后期以及五代藩镇林立的局面，也不会使宋代因惩于此便实行养兵之制而使其积贫积弱。这也许是历史发展、变化过程中，必然性与偶然性的一个表现吧。安史之乱导致了唐代前后两期不同的政治格局；但从整个社会来说，如果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这种差异也并不是安史之乱导致的。有人把它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分界线，但它不过是个标志，与差异的两边并无必然的因果关系。


编校附记：


本文原刊《原道》第2辑（北京，团结出版社，1995年）。2004年，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纪念建所五十周年，命同仁提供已刊论文，结集出版以为纪念；因囿于篇幅，我将本文第一部分抽出，另题为《唐天宝政治与太子问题》，编入《古史文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本文主要辨析了两点。一是安史之乱与此前的兵制变化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这是“破”；后来撰写《论唐代军队的地方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1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则集中论证了唐代军队地方化的过程及其政治后果，这可算“立”。二是从唐玄宗与太子的关系上，解释了玄宗晚年长期将内政交付李林甫、杨国忠，将东北兵权交付安禄山的原因（当然，安禄山也利用其种族、宗教背景，在久任期间，培植其势力。关于这一问题，可参荣新江《安禄山的种族、宗教信仰及其叛乱基础》，收入其《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北京，三联书店，2014年）。将所谓的“天宝政治格局”作如此具体细致且单一的解释，或许有简单化之嫌。在研究政治史时，如果将一些事件的细节赋予过多的联系和意义，恐怕是很危险的。本文的理解，我想即属危险之例。同时，这样的解释，我们完全可以“问”一下当事人，如果他们还活着，或者留下了足够细致而又可靠的史料的话。因此，这样的解释，实在算不得高明。如果文章还有些微可取之处，可能就是对节度使兼统、久任问题以及所谓“出将入相”的辨析，对大量“边塞诗”的出现的理解，对唐前期政变中太子作用的勾勒等具体问题。

其实所谓“太子问题”不仅存在于唐前期，至少在隋代即已很突出。隋文帝之废太子，正说明了这一问题的严重。太子在政治中的作用如此之大，恐可再上推至北朝。这一问题也并不止于安史之乱。马嵬之变乃至永王璘之变，可说是这一问题的继续。到宦官凭恃手中禁兵而几乎完全控制了皇位继承权后，这一问题才算结束。可惜在本文写作时，这些都未及细细梳理，希望将来有机会再加论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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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书写格式考

古书的体例、编排、形制、流传等情况，始终吸引着学者们的兴趣。随着近百年来出土资料的不断发现，学界对古书的认识更为丰富。早年的王国维、余嘉锡、劳榦、马衡、陈梦家、钱存训等先生，近年的李零、李均明、汪桂海、张显成等先生，都先后对古书以及与古书密切相关的官私文书的许多问题作过十分精彩的探究和论说
[1]

 。但关于古书的书写格式，似乎还可再作探究。

所谓“书写格式”，是指书写习惯。我们现在的书写习惯是自左向右书写、从上往下移行，是为横行。我们古人的书写习惯却是自上而下、从右向左，是竖行。钱存训认为：

这种直行书写的原因虽不可确考，但毛笔书写的笔划，大多是从上到下；竹木材料的纹理，以及只能容单行书写的狭窄的简策等，都是促成这种书写顺序的主因。至于从右到左的排列……这大概是是因为用左手执简，右手书写的习惯，便于将写好的简策顺序置于右侧，由远而近，因此形成从右到左的习惯。
[2]



劳榦在为钱氏书所写的《后序》中也特别提及这点，并就此发表了自己的认识：

对于中国书法的行款问题，在本书第九章中，存训先生曾经提到中国文字的排列自上而下，自右而左的原因，和右手有关，是十分确切的。如其再找一下书写和竹简的关系，就更为明白。因为书写时是左手拿简，右手写字，一般是一根简一行字，并且为着左手拿简方便起见，空白的简是放在左边的。等到把一根简写完，写过的简为着和空白的简不相混，也就左手一根一根的向右边推去，并且排好。在这种情形下排出的行款，总是写好的第一根简在最右，以次从右排到左，更由左手拿着的简是直立的，而一般人手执细长之物是与人指垂直的；于是中国字的行款，成为自上而下，自右而左了。
[3]



两位先生都将这一书写格式的形成归因于简的使用以及左右手在书写时的配合。李零在谈到简文书写一般为竖行左行时，括注称“古人以左行为顺势，右行为逆势”
[4]

 ，从观念的角度作了解释。

在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竹木简之前，西周时的金文的排列是从上到下、从右到左。殷商甲骨文的排列，绝大多数是自上而下，而在左右行的问题上，有的是从右向左，有的则是从左向右
[5]

 。如以右行为逆势，何以在占卜这样的活动中，会选择逆势右行来刻卜辞呢？

在自上而下、从右到左的书写格式中，自上而下是基础，从右到左或从左到右都是由自上而下这一点来决定的；只要是从上往下书写，就从根本上排除了由上而下移行的可能性。换言之，远在殷商时期，人们的书写习惯就已是从上而下书写了。但是，甲骨文是刻写在龟甲上的；龟甲不同于修成一条一条的竹木简，它是成片的，从刻写的技术角度和方便角度来说，横行刻写与竖行刻写恐无太大差别
[6]

 。那么时人纵向书写的习惯是何以形成的呢？当时是否还有其他用于书写的材料呢？

目前虽然尚无实物发现加以证明，但亦并非毫无踪迹可寻。《尚书·多士》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甲骨文里已有“册”字，象竹木简编联之形。于是，有学者指出殷商已有竹木简册
[7]

 。西周金文中的“册”，亦指简册。据陈梦家的研究，西周的册命之制，是先将王命写在简册上，当庭宣读，然后再铸到铜器上。其时王左右有两史，一执简册，一读册命之文。所以，铜器上的王命就是预先写在简册上的册命的迻录
[8]

 。可见，西周铜器上文字的由上到下、从左向右，是据简册而来。

现在已有不少学者意识到，殷商的甲骨、西周的金文，并不是当时书写的惟一载体，甚至不是主要的载体，而是一种特殊的载体。并不存在从甲骨、金文、石刻到简牍这样一个依次发展的历程。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尚书》《诗经》等早期典籍，并不是靠甲骨文、金文保存、流传的
[9]

 。人们平常用于书写的，绝不可能是甲骨和铜器。当时即使没有私人著作，至少也有史官的记录；加上数量更多的官私文书，参以其后出土的大量简牍，我们认为当时用于书写的主要应当是竹木简
[10]

 。

从书写的角度看，简册与甲骨、青铜是同时并用的；当时人根据他们的理解，用不同的书写载体来记录意义不同的内容。不仅如此，在书写格式上，日常用作书写载体的简册，影响了在特殊情况下才使用的甲骨、青铜。换句话说，作为书写载体的简或简册，在时间上要早于甲骨、青铜。

因此，古书的书写习惯是由人们日常主要使用竹木简书写所造就的。这一点，钱、劳两家的认识是正确的。但是，何以使用竹木简书写就会造成人们自上而下（而不是从左到右）地书写、从右到左（而不是从左到右）地编联呢？劳榦认为从右到左的排列，是书写者为了使写过的简与空白简不相混，“就左手一根一根的向右边推去，并且排好。在这种情形下排出的行款，总是写好的第一根简在最右，以次从右排到左”。但是，这个问题完全可以用给简编号的方式解决。我们也的确见到了这样的实物，如武威出土的王杖诏令册，每支简的背后都有编号，共有廿六枚简，顺序编为第一至第廿七（中间缺第十五）
[11]

 。

就目前所知，在纸发明以前，人们日常用于书写的主要是竹木简。在书写时，未必是左手举着简、右手书写——就目前所见的实物，许多简十分狭窄——恐是将简置于类似于今日的桌子上，左手扶简、右手书写。诚如是，则何不将简横置，从左至右书写？写成后，将简编联，自可从上而下、自左而右阅读。对此，钱、劳两家的解释似尚未达一间。此未达之一间，就是要解释为什么典籍要自上而下书写、从右向左移行。

我认为这取决于两点，一是书写的方便，二是阅读时舒卷的便利。

就书写方便而言，需分两种情况加以讨论。如果是先书写、后编联，那么横行抑或纵向书写，似乎并无不同；但如果是在先已编联好的简册上书写，情况就会不同。

事先已编联好的简册，一定是已经卷成了一卷一卷，使用时边写边打开。如果是横着写，那么这卷编联好的简册，只能放在自己怀里，一边写一边往对面推。如果将已编联好的简册左右摊开，于书写者则更为方便；但这样放置，便只能从上往下，竖着书写。至于从左向右写，还是从右向左写，则与书写者是用左手还是右手密切相关。如果是用左手写，显然应将卷着的简册放在右边，这样在左手握笔时，右手可以摊开简册；如果是用右手书写，则应将卷着的简册放在左边，右手握笔写字，左手配合摊开简册。因为我们大多数人的书写习惯是右手，所以，从右向左书写就会成为大家共同的习惯。

于是，我们必须弄清楚，古人是先编联后书写，还是先书写后编联。

目前所发现的简册，有的是先编联后书写，有的则是先书写后编联。陈梦家在整理武威汉简时，就据《汉书·路温舒传》“截以为牒，编为书写”，《后汉书·周盘传》“编二尺四寸简写《尧典》一篇”，以及武威出土竹木简《仪礼》和王杖十策的实际情况，指出“先编简而后写经文”
[12]

 。商承祚在解释韦编三绝的“韦”字时，也谈及典籍是先编后写，杂事简因无连续性，是先写后编
[13]

 。李零谈到竹木简的制作时说：“竹简是截竹为筒，破筒为片，编联成册，用以书写。”讨论简的缮写时，说“简文有先编后写（在编好的册上直接写），也有先写后编（先写单简，然后合编），前者最普遍”
[14]

 。刘洪特别指出，如果是长篇著作，宜先编后写，而一般账目、札记则先写单简，等积成一定数量，再编为长册
[15]

 。马先醒则有不同意见，认为“就实用方便而言，逐简而书，自较整册而书方便，尤其长达二尺四寸之经书，若编卷成整篇整卷而后书之，笨重不便之外，犹恐根本不太可能”
[16]

 。

所谓典籍的书写，实际上是抄写。典籍的流传，也主要是靠抄写。汉代有专业的抄书者，人们可以在市场上买到已经抄好的书。如果是先写再编，就需将每支写就的简都编上号，以便全部写成后能很方便地编联成册，如上举武威出土的王杖诏令册。典籍的抄写，一卷至少要抄完完整的一篇，否则就不可能“单篇别行”
[17]

 ，故其分量远较诏书为大，所需简亦远比诏书为多。如此之多的简，也给先写后编带来很大麻烦。龙岗秦简（抄的是秦律）刚出土时，整理者据其简文为编绳所压，推断此系先写后编。后来则据这批简数量颇多（三百余枚），且无编号，认为简文被压是因编绳滑动所致；它们应是先编后写
[18]

 。目前出土的典籍简，确是先编后写。看来，典籍主要通过抄写这一形式来流传，决定了要先编联后抄写。事先编就的简册，就如同我们现在使用的本子；我们是在已经装订好的本子上书写。

如果先写后编，对书写者来说，横行与竖行并无不同；就阅读而言，当然是横行阅读比纵向阅读更符合眼睛生理的要求。但是，在阅读简册的时候，我们不仅需要考虑眼睛，还要考虑双手与眼睛的配合；在翻阅简册时，左右摊移更符合双手的生理要求。当翻阅捆成一卷的简册时，左右方向的舒卷比上下方向的舒卷更容易、更方便。读卷轴装或经折装时，这一体会更为深刻（立轴书画当为特例）。直到今天，我们阅读的书籍，也是左右翻页者占绝大多数，几乎没有装订成上下翻页者（这当然也有背面文字的印刷问题）。换言之，即使所有的简册都是先书写、后编联，那么在编联时，人们也会选择自右向左渐次编联；编联是为了保管，而保管又是为了日后的翻检、阅读。书写者在业已编联好的简册上书写，则左右书舒卷显然也要比上下舒卷更为方便。

我们暂且承认在私家著述出现之前，是史官文化；那时，史官们负责的主要可能是两件事，一是记录言行史事，二是管理档案。就记录而言，他们恐怕是在事先就已编联好的简册上记录。《左传》曾记载过一位秉笔直书的史官：

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既书矣，乃还。
[19]



当时的史官是世袭的职位，故兄死弟继。这位“执简以往”的南史氏，不仅是要记录下“崔杼弑其君”这件事，而且是要继任史官，继续秉笔直书。所以他恐怕不会是抱着几支或十数支没有编联好的散简去，而应当是抱着已经编联好的简册去的吧。

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简来书写者，绝不会是长篇大论。这些随手书写的短篇东西，似乎不必采取长篇典籍那样的书写格式，但事实却相反。——我认为，大多数人日常随手的书写习惯，是受典籍熏陶而成。于是，我们看到，公私文书即使是先写再编联，也采取了典籍的编联方面，即从右向左。

纸发明之后，人们仍然保持了这种习惯，直到1949年以后。在推广简体字的同时，书籍变成横排，同时，本子和印线或印格纸均采用横行之后（这实际是一种变相强制），这一书写习惯才完全改变。是书籍的改变，带动了人们日常书写方式的改变，而不是相反
[20]

 。现在，台湾因为电脑办公的普及，为了与电脑排版相适应，政府已明令公文采取横行方式。但是，书籍排版方式不变，大众的日常书写方式恐怕不会因公文书写方式的改变而完全改变。

书写材料决定了人们的书写习惯，但习惯一经形成，只要新的书写材料与这一习惯不冲突，即使有所不便，也不会改变，除非使用强制办法；而书写习惯的改变，最终要通过书籍排版的改变来实现。换言之，大众的书写习惯，主要是受书籍的书写或排版方式影响而形成。在这个问题上，连人的生理适应力也退居其次（眼睛更适应左右阅读），更无论心理因素了。

本文所及，只是就汉字而言，未及其他文字的书写。即使汉字，也只是就其主流形式而言，而未及其他种种特殊的书写方式。只有将汉字与其他文字进行比较，也许才能更充分地理解汉字的这种书写格式；但囿于学力，有待于通识。

2007年3月


附记：


小文写就，拜读邢义田《汉代简牍的体积、重量和使用——以中研院史语所藏居延汉简为例》（初刊《古今衡论》17，2007年，第65—101页；此据其订补本，见武汉大学简帛网http://www.bsm.org.cn）。邢先生在文中特别讨论了简册编联与书写的先后问题，广泛征引诸家之说以及相关图像资料，认为是先书写后编联。我仍然赞同一些前贤的认识，即典籍应是先编联后抄写，而文书则只能是将写就的文书为保存而编联。图像资料上的书写者左手持牍、右手持笔的形象，或者反映的是特殊场合，或者反映的是作图像者的意图，其象征意义远过于写实，如著名的《女史箴图》，就未必是写实。我们实在很难想象，宽度约1厘米的薄薄竹木简，如何能左手持之、右手书写。我们也很难想象，在日常生活中，那些刀笔小吏何以会站着书写，更不用说在抄写典籍时，抄写者何以会站着而不是凭几来抄写了。就小文立论而言，如果典籍的抄写是先抄写后编联，也实在难以解释，古代中国何以会形成从上往下、由右向左的书写习惯，因为完全可以从左向右书写，由上往下编联的。当然，我这是因果循环论证。既以先编联后书写为前提，来论证从上往下、由右向左的书写习惯的养成；同时，我又以这一书写习惯为由，来肯定简册编联是先编联后书写。也许将来的考古发现会解决典籍的书写、编联关系问题。

2008年5月30日

（原刊《学林漫录》第17集，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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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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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马先醒：《简牍之编写次第与编卷典藏》，《简牍学报》（台北）第7期，1980年，134页。按，以上所引是马氏从实用角度所作的论证；同时他还从理论上作了说明，但是以钱存训左手执简、右手书写，写毕后左手依次将简由远及近置于右侧的习惯为前提的。


[17]
 见余嘉锡《古书通例》卷三《论编次第三》“古书单篇别行之例”（另参其卷一《案著录第一》之“释别本单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按，余氏将单篇别行分为三种情况。其实，古人著书不易，流传亦难；单篇别行是通例，而非个例，因为典籍流传主要靠抄写的方式（用竹木简来抄写就更不易），这就决定了它不太可能像印刷术发明以后那样，全书作为一个整体来流传。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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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3册10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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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原名”问题

现在通行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是清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只有宋高宗一朝。但是，李心传计划撰写的并不止高宗一朝，这一点是大家的共识。因此，陈智超指出，目前所流行的、只包括宋高宗一朝史事的编年史的书名原本不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而是“高宗系年要录”
[1]

 。梁太济不同意这一看法，认为该书原名就应作“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2]

 。对此，陈智超作了回应，重申己见，并有针对性地解释了“建炎以来”“中兴”等词
[3]

 。

今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原名，不能从类书如《永乐大典》等书的征引来推定。李心传计划撰写一部包括不止宋高宗一朝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但完成、奏进，并流传至今的只有高宗这一朝；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来指称其中的一部分，是“实不副名”。但从书目著录的情况来看，只有高宗一朝的这部书自刊刻、流传以后，即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为名，而不是“高宗系年要录”。可能在奏进时，李心传仿照当时流行的刊刻书籍时有大题、小题的方法，将总的书名“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作为大题，与已完成的其中一部分（“高宗皇帝系年要录”）作为小题都一并作了题名。

一、关于《永乐大典》收入此书时的题名问题

陈智超根据《永乐大典》对编年体史书和正史中本纪的收录通例，以及《四库提要》所作的掩饰，断定“《大典》所题书名，只能是《系年要录》”；此书系编年体，应收入《大典》的“宋”字韵“高宗”事目，因此《系年要录》是《高宗系年要录》的简称，而不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简称（《永乐大典》在收录书时，题名有全称有简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是四库馆臣对原题名的窜改。

对陈氏的这一推断，梁太济从书目著录以及时人文章和类书征引等方面，进行了分析。为了避免四库馆臣改动的可能，梁氏所引用的材料，特别是书目，都使用了元、明刊本。也就是说，在修四库全书以前刊刻流传的书目，收录此书时已题作“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针对陈氏根据该书在《永乐大典》中的位置，而断定应题为“高宗系年要录”，他也引用其他例证，进行了反驳。

我们认为，陈智超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线索，这就是修四库全书以前的有关书目著录该书的情况。书目在著录图书时，常常会有未见其书而辗转抄录的现象，但也有一些书目，我们是可以确定著录者是实际见到过他所著录的图书的。比如《直斋书录解题》《郡斋读书志》这类书目，都是实际见到书之后才予以著录，并加以解题的。这个线索不仅可以认定该书的刻本或传抄本的题名，而且也有助于我们对该书被收入《永乐大典》时的题名的认定，因为《大典》是根据刻本或传抄本来收录的。在目前尚未从《永乐大典》残本中找到该书题名的情况下，这不仅几成惟一的依据，而且这一方法恐怕也是最为合理、最能说明问题的方法。

《永乐大典》成书前后的书目既然均著录作“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则《永乐大典》收录此书时的题名，作“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作“高宗系年要录”的可能性，至少不能，也不应排除题作前者的可能性。如果四库馆臣在辑录时对书名进行过改动的话，可能是将《永乐大典》中该书的不同题名，划一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而不宜视作有意窜改。

其实，《永乐大典》对该书的题名，对确定该书的“原名”，作用并不大。因为类书在征引古书时，往往会用简称、异称，乃至别称。这几乎已成通例。所以利用这个线索来确定一部书的“原名”，不足为据。

二、关于李心传奏进此书所作题名的争论

李心传本来计划要撰写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并不止高宗一朝，但在刚完成高宗一朝系年要录时，朝臣中就有人向宁宗皇帝推荐此书，认为应抄录一份，以备国家修史参考；于是宁宗下“指挥”，宣索此书
[4]

 。陈、梁两位先生争论的所谓“原名”，就是指李心传奉命奏进他刚刚完成这部分书时所题的名字。我们目前知道最早的一份“指挥”就是嘉定三年（1210）的“宣索高宗皇帝系年要录指挥”。此事由曾[image: 194-01]
 领衔提出；他们在为此所上的札子中说：

窃见太常博士李道传之兄心传，裒次高宗皇帝一朝长编，已缮写成净本，未敢自擅投进，欲乞朝廷特赐敷奏，令道传缴进。……奉圣旨，依。

不久，许奕又重申旧事
[5]

 。在“付出高宗皇帝系年要录指挥”中的许奕奏状称：

（心传）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可信者取之，可削者辨之，可疑者阙之。集众说之长，酌繁简之中，久而成编，名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故兵部尚书杨辅，前年蒙命召，尝取其所录高宗皇帝一朝凡一百卷，缮为五十册，欲以进上，会中道改除不果。……臣谨昧死缴进，伏乞睿兹，赐以乙夜之览，仍宣付史馆。……所有上件高宗皇帝系年要录五十册，谨随状上进以闻。

李道传的奏状称：

奏准尚书省札子，吏部尚书兼修国史、实录院修撰曾[image: 194-01]
 等札子……奉圣旨，依。臣今遵依圣旨指挥，所有上件高宗皇帝一朝编年之书，名系年要录，计一百卷，修写成五十册，随状上进。……伏候敕旨。

此后有“贴黄”，云：

臣照得新知泸州许奕，已曾缴奏上件系年要录，伏乞睿照。嘉定五年五月□□日，奉圣旨，降付国史院。

嘉定三年曾[image: 194-01]
 在其札子中说心传已完成的高宗一朝编年“缮写成净本”，准备得到皇帝准许即予投进，那么这个本子一定已题有书名，但为什么曾[image: 194-01]
 在他请求皇帝下令命其奏进的札子中只是用“高宗皇帝一朝长编”这样的泛称，而不用准确的书名呢？

曾[image: 194-01]
 的请求虽然得到了皇帝的准许，但事实上李心传此书却未能奏进。此后不久许奕在其再次提出的请求中，提到了心传所撰写的书的书名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梁太济认为这个名字就是指李心传已完成的高宗一朝之书的书名。但许奕在随后说到杨辅曾受命宣要此书时，又未称书名或用代词（如“是书”）来表示，而说“高宗皇帝一朝凡一百卷，缮为五十册”。更重要的是，他在奏状最后说到自己奏进此书时，又没有用此书的确切名称，而说“所有上件高宗皇帝系年要录五十册，谨随状上进以闻”。这说明他所奏进的、李心传已完成的高宗一朝编年史的书名，似乎不止是叫作“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许奕说南渡之后，私家著述不足信，而李心传以官书为主要依据，广收不同史料，并用审慎的态度加以考辨，是可为信据的，而这部书“名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可见这个“名曰”是指李心传所要撰写的全书的书名，而已完成的高宗一朝，他仍用了“高宗皇帝一朝”“高宗皇帝系年要录”来表示。其实，当时无论是推荐者，还是宋宁宗，恐怕都知道要求李心传奏进的是全书的一部分，而李心传的全书名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如果李心传在自己奏进的高宗一朝编年史的书上只题名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那么在大家的奏状或札子中，似乎也不用费力来用“高宗”“高宗皇帝”以及“编年”等字样来区分已完成的这一部分与全书了。李心传似乎不可能用一个书名来表示全书与该书的一部分。因此我们以为，对梁太济的意见可以再作些臆测性的补充。

陈智超则根据李道传奏状中“所有上件高宗皇帝一朝编年之书，名系年要录，计一百卷，修写成五十册，随状上进”以及状后的贴黄所称“臣照得新知泸州许奕，已曾缴奏上件系年要录，伏乞睿照”，认为奏上的高宗一朝编年史书题名作“高宗系年要录”。从李道传的奏状和贴黄中，得出这个结论是合情合理的，但是，李道传的奏状只是整个事件的一部分，是所有要求朝廷下令命心传奏进刚刚完成的高宗一朝编年史书的奏状和札子中的一份。很难想像大家都在区分全书与已完成的一部分时，他会不加区分。事实上，他说“所有上件”至少要包括曾[image: 194-01]
 的札子，因为在他的奏状一开始就点出了尚书省的札子和曾[image: 194-01]
 的札子；而曾[image: 194-01]
 的札子中并没有说心传已完成的高宗朝编年史书名为“高宗系年要录”，甚至没有用“系年要录”，而是用了“高宗皇帝一朝长编”。

另外，与此书有关的另外两道公文，《朝省坐国史院札子行下隆州取索孝宗光宗系年要录指挥》《国史院遵奉圣旨指挥下转运司抄录孝宗皇帝光宗皇帝系年要录公牒》，有“高宗皇帝系年要录”“高宗系年要录”“孝宗光宗系年要录”“孝宗皇帝光宗皇帝系年要录”“孝宗皇帝朝系年要录”“光宗皇帝朝系年要录”等，这都是指“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这一部书中的各部分。如果认定“高宗系年要录”是正式的书名，那么“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作何解？如果认定“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是计划编纂的、不止高宗一朝的全部书的书名，同时全部书中所包括的各朝（如高、孝、光、宁）又各自以庙号为正式书名，那么就会有不止一个正式书名；这样一来，探讨“原名”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因此，我们认为这不是确切的书名，而只是起一个区分部分与部分、部分与全书的标识作用（《宋史·李心传传》所列此书名为“高宗系年要录”，亦应作如是观）。

三、所谓“原名”臆测

以下，谈一下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臆测。

李心传计划撰写的全书名称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当他刚完成高宗一朝时，朝士请求朝廷下令，命心传将这一部分奏进。他们怎样来称呼这部书呢？他们显然不能用心传所拟的全书的书名来指称刚完成的其中一部分；于是他们就用“高宗一朝编年”“高宗一朝”等来指称。作为作者，李心传也不太可能用大家都已知道的、他正在撰写中的此书的全名来指称刚完成的这一部分，但在奏进时，又不能不作题名；于是他也使用了庙号。这也符合一个朝代的在位皇帝对其先帝，以及时人对实录、日历等称呼的惯例。如果在他所进奏的书上，用“系年要录”来体现全书，用庙号来表示其中已完成的一部分，作“高宗皇帝系年要录”或“高宗系年要录”，这当然是最有可能的。但为什么书目著录中都作“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呢？如果日后据以刊刻或传抄的并不是奏进的本子，那只能是源于李心传的稿本。这两者相比，哪个是“原名”呢？

我想，李心传在奏进题名时，最可能的处理办法，或许是采用南宋刻书小题在上、大题在下的方法
[6]

 ，将“高宗皇帝系年要录”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同时写在进呈清本中；这恐怕才是李进传在奏状中笼统地说“名‘系年要录’”的原因。正因为“高宗皇帝系年要录”或“高宗系年要录”不是书名，更不是“定名”或“原名”，因此在刊刻此书时，没有像对待实录或日历那样，以庙号定名，作“高宗皇帝系年要录”或“高宗系年要录”；而是使用了李心传对全书的定名，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相关书目对该书的著录，也是如此。《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著录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其版本是“宋宝祐初扬州刊本”
[7]

 。《四库全书总目》言及是书流传，也说“永乐大典别载贾似道跋，称宝祐初曾刻之扬州”
[8]

 。

但在书目中亦有以庙号著录者，如明人《近古堂书目》《玄赏斋书目》均著录有“高宗中兴系年要录节要”“孝宗要录初草”
[9]

 。《高宗中兴系年要录节要》，属史抄性质，而“史抄”性质的书，往往会另起书名，这不能用作证明此书“原名”的证据。至于《孝宗要录初草》，《宋史·艺文志》著录的“李心传孝宗要略初草二十三卷”疑即此书
[10]

 。《文渊阁书目》作“孝宗要录初草十册不全，宋草泽臣李心传编集。莫详卷数，今存第一卷至第二十卷”
[11]

 。据其题名，或许是宋代流传下来的本子（不知是刻本还是抄本，抄本可能性更大；其底本则是李心传的稿本），这可以证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确非仅高宗一朝（梁太济发现的在今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有涉及后朝如孝宗朝的史事，也正说明了这一点）。从记载高宗一朝史事的“系年要录”一书的流传情况来看，与其将此视作正式书名，不如视作李心传在写孝宗一朝时所作的标识，或者相对于全书“大题”的“小题”更为妥当。比如《宋史·艺文志》著录有洪迈“太祖太宗本纪三十五卷，又四朝史纪三十卷，又列传一百三十五卷”
[12]

 。所谓“四朝史纪”“列传”都是指《四朝国史》的本纪和列传部分，但它们却都被以单独的书名予以著录，可见以“小题”（全书的一部分）作为独立的一部书予以著录，亦非不可。但是，日后主要是以“四朝国史”为名来流传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否可将“四朝史纪”“（四朝）列传”视作“四朝国史”的原名呢？——虽然我们难下断语，至少可以说明所谓“原名”，有一定的相对性。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举一个例子。

乾道中林光朝上奏，谈到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国史的成书情况：

今廷阁所藏，有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国史，实为一书。往年修太祖、太宗两朝正史，起景德四年，迄于大中祥符九年，是远至十年而后成书也。其后修真宗正史，自天圣五年至八年，是又历四年而后成书。是书相望何止二十年而后合为一书也。
[13]



开始是分段修成，而后又合为一书。相对于合为一书而言，分别修成之时所题名为原名；相对于流传或书目著录而言，三书合为一书之书名是原名。

李心传撰写完高宗一朝编年记事后，引起了许多人的重视，纷纷要求朝廷下令奏进；这种态度或许与嘉泰禁私史有关
[14]

 ，因为心传所撰亦属私史。

另外，陈智超用较多的篇幅分析了“建炎以来”“中兴”等名词。这些名词在我们认定此书的著录、流传中并非重要因素，但对这些词的辨析本身却很有意思；因此以下的辨析不过是就词说词，与陈氏的文章已无多少关系了。

“以来”，在宋人的使用中，主要是指“以后”，只确定上限，而下限则比较灵活，大致可分为两种性况。一种是没有明确说明下限，但却不一定到说话者说话的目前。比如汪藻于绍兴六年（1136）受命编纂、七年成书、八年奏进的《元符庚辰以来诏旨》
[15]

 ，虽名为“以来”，且未明言下限，但只是收录徽宗一朝，而未下延至编修之时
[16]

 。一种情况则有明确下限。比如绍兴二年十一月壬午汪藻上言，一本作：“太上皇元符以来至上建炎之元，并无日历”；一本作：“望许臣编集元符庚辰至建炎己酉三十年间诏旨，以备修日历官采择”
[17]

 。范成大上《论三朝国史札子》，鉴于神、哲、徽三朝国史，自设局以来，旷日持久，建议“立之程限，克以期限”，并谈到了修此三朝国史所需图书问题：“其熙宁以来旧事，本院无书可考者，许关取秘阁四库所藏及搜访士大夫所存干照文字，网罗参订。”
[18]

 但他所说的“熙宁以来”，是指从神宗即位（1067）、熙宁建元（1068），到徽宗禅位（1125）；而这道札子是在乾道二年（1166）前后上的
[19]

 。札子就是谈三朝国史的修撰，不言下限亦知至徽宗末年。

所谓“中兴”，其实质是指徽钦二帝为金人掠走后，赵构再次立国，即南宋建立。因此它是一个具有弹性的概念，有时指南宋建立，有时指南宋的建立者宋高宗及其执政时期，有时则指南宋的前几帝，特别是南宋高、孝、光、宁四朝。比如陈振孙对《高宗实录》《孝宗实录》进行评价时说：“中兴以来，两朝五十余载，置院既久，不以时成，涉笔之臣，乍迁忽徙，不可殚纪。及有诏趣进，则匆遽钞录，甚者一委吏手，卷帙猬多而纪载无法，疏略牴啎，不复可稽据。故二录比之前世，最为缺典，观者为之太息。”两朝实录最后修成于嘉泰二年（1202）
[20]

 。所谓“中兴以来”即指南宋建立以后。《中兴玉堂制草》，陈振孙解题称“起建炎，迄绍兴”，“中兴”指高宗一朝；《中兴续玉堂制草》，解题称“起隆兴，迄淳熙改元”，则此“中兴”又包括了孝宗前半期
[21]

 。《中兴馆阁书目》淳熙五年奏上，《馆阁续书目》嘉定十三年奏上，“以淳熙后所得书，纂续前录”
[22]

 ；可知《中兴馆阁书目》所载是从南渡之后到淳熙奏进前的藏书，即此“中兴”也包括了高宗和孝宗前期。《中兴登科小录》：“通判徽州江都李椿撰。……椿家藏《小录》，自建炎戊申至嘉熙戊戌，节取名字乡贯及三代讳刊行之。”
[23]

 则此“中兴”几乎涵盖南宋一朝。我们再看李心传本人的行文。《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言“中兴学士秉政”：“中兴学士，自建炎丁未至嘉泰壬戌。”
[24]

 虽只言“中兴”，实质包括高、孝、光、宁（前期），几至其撰成此书之时。而同书“中兴定都本末”，则仅指高宗建南宋、定都之事
[25]

 。相反，此书中也有讲建炎至嘉泰而不用“中兴”者
[26]

 ，或用“渡江后”而不用“中兴”者
[27]

 ；可见“中兴”始终未成有确指的专称。

四、结语

第一，用类书或其他书的征引来确定一部书的原名，在方法上是不妥当的，因为这些书在征引时往往会使用简称、异称或别称，这不能作为论证书名“原名”的依据。

第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是李心传所著、包括不止高宗一朝的编年史书的书名。但实际上，作者完成并流传至今的只有高宗一朝；奏进之时已经知道，心传完成的这一部分是其“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全书的一部分。因此，相对于李心传给包括不止高宗一朝的全书所起的书名来说，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表示高宗一朝，是“实不副名”；将此认作高宗一朝编年之书的原名，确有些欠妥。正因为实不副名，所以在日后有人将此加以节录，以史抄的形式予以刊刻流传时，便改用名实相副的名字，如“高宗中兴系年要录”等；至于相对于全书之名的“大题”而言的“小题”（表示系全书之一部分），虽然在书目中也有以单独的书名予以著录者，如《宋史·艺文志》著录有洪迈“太祖太宗本纪三十五卷，又四朝史纪三十卷，又列传一百三十五卷”，李心传“孝宗要略（录）”，等，但若将此视作“原名”，恐怕也不妥当。

第三，通过梁、陈两位的研究，我们已经知道了这部书的编撰、奏进、流传的情况，这已经足够了。我们无法，甚至没有必要确定其所谓“原名”。

我掌握的相关材料十分有限，对史料的理解和使用则更难免有误；妄作评议，未必中的。请梁、陈两位前辈及读者指正。

2003年1月9日四稿


附记：


小文撰成后，携以参加纪念陈乐素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讨论会。本以为陈智超、梁太济先生都能参加此次会议，所以写成后没有立即呈两位先生指教。到暨南大学后，才知梁先生因故不能出席。会议期间，请浙大周生春先生将拙文带给梁先生，以求教正。不久，收到了梁先生的回复，他指出了我将许奕奏状系于嘉定五年的错误，并复印了他发表在《文史》第41辑上的文章的附录。这使我得以对此作了修改，避免了这一错误。同时，他还指出我对“指挥”这种官文书理解有误。此后，我去信求教，蒙梁先生不弃，为我仔细讲解，使我对“指挥”及“贴黄”有了正确的认识。同时，他在向我说明宋人进书表时，提到了李焘《进〈续资治通鉴长编表〉》。李焘《长编》是编年体，与心传此书的体例完全相同；同时，《长编》也是分几次奏进的（详细情形可参裴汝诚、许沛藻《续资治通鉴长编考略》，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但却并未因分次奏进而每次题以不同的书名。因此，拙文提出大小题的推测，只能作为梁太济先生关于此书书名考证的一个臆测性补充，而不足以另外立论。所以在此次修改时，对梁先生意见的评述改为疑似之词，认为可作补充，而不再持否定的态度。

我对宋史的知识实在太少。蒙梁先生指教，使我增加了不少知识，改正了许多错误，在此，谨向梁先生表示由衷的谢意！


编校附记：


原刊《宋代历史文化研究续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编者将原文“附记”删去，现特补出。





史书随编撰随奏上，前代已有，如沈约永明五年（487）受命撰《宋书》，次年二月毕功，表上之，曰：“本纪列传，缮写已毕，合七秩七十卷，臣今谨奏呈。所撰诸志，须成续上。谨条目录，诣省拜表奉书以闻。”（《宋书》卷一〇〇《自序》）他特别强调《宋书》的断限：“吴隐、谢混、郗僧施，义止前朝，不宜滥入宋典。刘毅、何无忌、魏咏之、檀凭之、孟昶、诸葛长民，志在兴复，情非造宋，永并刊除，归之晋籍。”但《宋书》的志的内容，却是上续司马彪《续汉志》，囊括两晋，下及齐乃至梁，不仅分期、分批奏上，而且内容断限亦复不同，可参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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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与他校释例

——古籍校勘中的“史源”问题


陈垣《元典章校补释例》卷六“校法四例”，曾将古籍整理的方法，概括为对校（版本校）、本校（本书各部分互校）、他校（与他书校）和理校（据文义校）四例。关于本校，他说：

本校法者，以本书前后互证，而抉摘其异同，则知其中之缪误。吴缜之《新唐书纠缪》、汪辉祖之《元史本证》即用此法。此法于未得祖本或别本以前，最宜用之。

关于他校，说：

他校法者，以他书校本书。凡其书有采自前人者，可以前人之书校之，有为后人所引用者，可以后人之书校之，其史料有为同时之书所并载者，可以同时之书校之。

这四种校勘法的重要性是有所区别的。校勘的基础是对校，即版本校，所以他说“凡校一书，必须先用对校法，然后再用其他校法”
[1]

 。本校、他校和理校，均应以版本校为基础。

此书是他从校勘沈刻《元典章》的一万二千余条中，“籀其十之一以为之例，而疏释之，将以通于元代诸书，及其他诸史，非仅为纠弹沈刻而作也”
[2]

 。所总结的这四条通例，几成古籍校勘的金科玉律，但是，因为各种史书的成书情况各异，在使用本校、他校的方法时，还一定要注意四点：一，本校时，要留意是否为同一部书，如《隋书》的纪传与志，本非一书，是分别编纂而后人将其合为一书的，因此，志与纪传之间，即不能简单地施以本校法。二，虽名为一书，但各部分的史源，即所依据的原始档案或材料并不相同，比如《元史》，列传中的不少篇使用的是时人所撰写的碑志；除顺帝一朝外，本纪部分大致摘抄于《实录》，表、志则采自《经世大典》。因此，《元史》的纪、传、志表之间，在使用本校法时即应十分慎重。三，所谓“同时之书所并载者”，也要注意“并载者”的来源是否相同；如果各有史源，则不宜简单校改。四，要注意类书式的引用与作为撰著之依据的区别。即使我们知道甲书是据乙书编写的，但乙书如非类书或史料集而为撰著之书，则要注意乙书在撰写时会有所改动。这就需要仔细加以辨别，不宜简单对校。总之，在校勘中，既要重视相同或相关史料的校勘，同时也要注意这些史料来源的异同。如果是同一史源，当然可以互校；如果史源不同，则在互校时，就要格外慎重，不能将不同史料的不同记载，通过校勘而进行“统一”。

下面我们就以若干实例，略作说明。


例一


《隋书·炀帝纪下》大业八年三月条：

三月辛卯，兵部尚书、左候卫大将军段文振卒。癸巳，上御师。甲午，临戎于辽水桥。戊戌，大军为贼所拒，不果济。右屯卫大将军、左光禄大夫麦铁杖，武贲郎将钱士雄、孟金叉等，皆死之。甲午，车驾渡辽。大战于东岸，击贼破之，进围辽东。乙未，大顿，见二大鸟，高丈余，皜身朱足，游泳自若。上异之，命工图写，并立铭颂。
[3]



三月庚辰朔，辛卯十二日，癸巳十四日，甲午十五日，戊戌十九日；但以下又出现了甲午十五日、乙未十六日的纪事，显然系日有误。《通鉴考异》业已指出，点校本《隋书》校勘记〔五〕，称后一“甲午”疑应作“甲子”，属四月；校勘记〔六〕，称其后的乙未应属五月。但五月乙未（十七日），又不应系于其后的“五月壬午（初四日）纳言杨达卒”之前。所以，问题仍不能得到解决。

《册府元龟·帝王部·亲征》正有大业八年三月的系日：

三月辛巳，帝御师。戊子，临戎于辽水桥。辛卯，大军为贼所拒，不果济，右屯卫大将军左光禄大夫麦铁杖、武贲郎将钱士雄、孟金义等皆死之。甲午，车驾渡辽，战于东岸，击贼破之，进围辽东。于时诸将为奉旨，不敢赴机，而高丽城守，攻之不下。
[4]



辛巳初二日，戊子初九日，辛卯十二日，甲午十五日。从系日纪事而言，前后相续，且无段文振死事，所以系日似更可取。但甲午车驾渡辽之前，《册府元龟·帝王部》与《隋书·本纪》的系日完全对不上。这说明，此处系日纪事，《册府元龟》并非钞自《隋书·本纪》，恐别有所本。换言之，《册府元龟》与《隋书·本纪》，各有史源。在目前情况下，至多出异文校，而不能改。


例二


《隋书·食货志》记载东晋南朝的契税和关津之税时，称：

晋自过江，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率钱一万，输估四百入官，卖者三百，买者一百。无文券者，随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为散估。历宋齐梁陈，如此以为常。以此人竞商贩，不为田业，故使均输，欲为惩励。虽以此为辞，其实利在侵削。又都西有石头津，东有方山津，各置津主一人，贼曹一人，直水五人，以检察禁物及亡叛者。其荻炭鱼薪之类过津者，并十分税一以入官。其东路无禁货，故方山津检察甚简。淮水北有大市百余，小市十余所。大市备置官司，税敛既重，时甚苦之。（689页）

《通典·食货十一》杂税条也有记载：

自东晋至陈，都西有石头津，东有方山津，各置津主一人，贼曹一人，直水五人，以检察禁物及亡叛者。荻炭鱼薪之类过津者，并十分税一以入官。淮水北有大市百余，小市十余所，大市备置官司，税敛既重，时甚苦之。
[5]



两相比较，可知《通典》是据《隋书·食货志》而来，即《隋书·食货志》是《通典》此条的史源。但关于淮水北的市的数量，两书不尽相同。《隋书·食货志》作“淮水北有大市百余，小市十余所”，点校本《通典》同，但却是校改的结果，校勘记〔四九〕：

“百”原讹“自”，据《隋书·食货志》（689页）、《册府》卷五〇四（6046页）及王吴本改。（267页）

所谓王吴本，是明人王德溢、吴鹏校刻本，“亦刻于嘉靖年间，于古本窜易尤多”。点校本的底本是浙江书局本；此本据武英殿本翻刻，而武英殿本“基本上是据王吴本校刻的”
[6]

 。商务印书馆拼版影印的“十通本”《通典》，底本是殿本
[7]

 。从版本校勘“校异不校同”的原则来看，《通典》诸本中，只有王吴本作“百”，其他本子应均作“自”。我们覆核了十通本
[8]

 、日本所藏宋本
[9]

 ，确均作“自”。校改的另一依据是《册府元龟》。《册府元龟》的史源，唐以前的部分，主要是正史，这已无疑义；可知此条，《册府元龟》是抄自《隋书》——既可能是编《册府元龟》时所依据的《隋书》就是如此，也可能《隋书》本作“自”而《册府元龟》在抄写或后来刊刻时改作或误作“百”。

“自”与“百”，形近致误，可能性很大。但究竟是本作“自”还是本作“百”，恐怕不是一个校勘的问题，而是对史实理解的问题。

刘淑芬在研究六朝的市时，引用了《通典》作“自”的这一条，并认为大市百余，似嫌夸大，“因为唐代长安、洛安只有东西二市，故《隋书》大市‘百余’当系‘自余’之误”
[10]

 。将此处的大市与唐代长安、洛阳的东西市并举；似乎长安的东西市才能够得上“大市”。她的这一理解，可能与她所引用的《丹阳记》有关。《丹阳记》记建康有四市，作：“京师四市，建康大市，孙权所立；建康东市，同时立。建康北市，永安中立。秣陵斗场市，隆安中发乐营人交易，因成市也。”这四市中，大市是与东市、北市、斗场市并称的，此处“大市”是个名称——可能建得最早，且在初建之时，比较大，故名。不能见到史书中的“大市”，就认为是像京城中那样的市。我觉得《隋书》或《通典》中的这一条中所说的“大市”“小市”，是相对而称的。成为大市，可能会具有一定的规模，但不必一定要大到像京城中的市的那种规模。

唐长孺引用《隋书·食货志》，“百”径作“自”，称“淮水北有大市，自余小市十余所”，未作说明
[11]

 。

《隋书》这一段，主要是讲置关津，“检察禁物及亡叛者”，同时过津者要收十一之税；讲置市来收税。津有两处，即石头津、方山津。市有大市与小市之别，大市要“备置官司”，收税也重。如果淮水北只有一处是“大市”，是否需要强调“备置官司，税敛既重”呢？所谓“淮水北”，是指何处呢？

唐长孺将此处的“淮水”理解成秦淮河，将此“淮水北”理解成为“秦淮河东北岸”，称“秦淮河东北岸一线又有备置官司征税的大市及十余所小市”
[12]

 。刘淑芬也说“《通典》称六朝时秦淮河北有大市”
[13]

 。如果此处的淮水确是指秦淮河，则在此范围内，有大市百，确嫌夸大；但如果是指淮河呢？是否有这种可能呢？

总之，我想第一，此处的大小市，恐是相对而言，未必坐实。第二，大市是否有百余，值得怀疑，但也未必就是只有一处。所以，这一字之差，恐怕不是一个字的异同的校勘问题，而是一个对史实的理解问题——从校勘上说，《通典》本身的版本之间就有作“百”作“自”之异，而《隋书》各版本均作“百”，且《册府元龟》也作“百”。所以，不易判定何者为是、何者为非。但《通典》点校者将“自”改为“百”，稍显孟浪。好的作法，是出异文校——通过校勘，将不同的记载强行统一，是很危险的。好在《通典》虽然校改，但有校记，不致校书而书亡。


例三：


《隋书·食货志》载隋文帝于平陈之后劳凯旋师事，称：

（开皇）九年陈平，帝亲御朱雀门劳凯旋师，因行庆赏。自门外，夹道列布帛之积，达于南郭，以次颁给。（682页）

朱雀门，点校本校勘记〔一〇〕称“本书《高祖纪》下作‘广阳门’”（693页）。这当然属于本校的一个典型的例子。覆核《隋书·高祖纪下》，开皇九年四月载：

己亥，幸骊山，亲劳旋师。乙巳，三军凯入，献俘于太庙。拜晋王广为太尉。庚戌，上御广阳门，宴将士，颁赐各有差。（32页）

《通典·食货》《册府元龟·邦计部》，均作“朱雀门”
[14]

 ，而《北史·隋本纪》《资治通鉴》《册府元龟·帝王部》《通志·隋纪》，均作“广阳门”
[15]

 。这当然属于他校的例子。

略加留意，就会发现这些记载大致分作两类，一类是编年体的史料，一类是侧重典制的记载，而朱雀门与广阳门之异，正大致以这两类不同史料为归。我们曾将《隋书·本纪》与《北史·隋本纪》《通志·隋纪》作过通校，知道《通志·隋纪》完全钞自《北史·隋本纪》，而《北史·隋本纪》又与《隋书·本纪》有很高的相似度，可以说是基于《隋纪》而有所增删。《资治通鉴》是编年体，与同为系年体的“本纪”类史料相同就不足为奇了。另一类是志书类，《通典·食货典》中有关典制与《隋书·食货志》有很高的相似度，可以说是基于《隋书·食货志》而有所增删。至于《册府元龟》，“帝王部”属编年，“邦计部”则与食货志之记载食货方面的典制相同。可见，这个差异，可能是在最原始的档案性的资料中就已存在。

其实，这个差异并不是一个实质性的差异。广阳门是宫城的南门（后改称承天门），朱雀门是皇城的南门；朱雀门之南，便是长安的各城坊了。用于赏赐的这些东西，正是摆在这个门之间。当然，当时隋文帝究竟“御”的是朱雀门还是广阳门，现在已不得而知了（也可能在庆典期间，文帝曾由一门而行至另一门）。我们不应该，也不能将这两种不同的记载以本校为名加以统一。

从校勘的角度说，点校本《隋书》的这条校记本可不出；这是本纪和志的记载的不同，未必是一对一错。本纪和传、志史源不同，记载也就常常会有差异。差异未必属是非。这条校勘记，我们只能将它理解成是说明，不能视作校勘。


例四


《旧唐书·郭子仪传》，广德二年十月，仆固怀恩引吐蕃、回纥等南下，京师震恐，子仪出镇奉天。

虏寇至邠州，子仪在泾阳，子仪令长男朔方兵马使曜率师援之，与邠宁节度使白孝德闭城拒守。
[16]



《资治通鉴》卷二二三广德二年十月条，叙述此事，作：

怀恩引回纥、吐蕃至邠州，白孝德、郭晞闭城拒守。

认为应是郭晞不是郭曜，《考异》特加考辨：

《汾阳王家传》：“晞破吐蕃。”今从《实录》。《郭子仪传》曰：“虏至邠州，子仪在泾阳，子仪令长男朔方兵马使曜率师拒之，与白孝德闭城拒守。”按《实录》及《晞传》皆云晞拒怀恩，破之。《子仪传》云曜，误也。（7167页）

覆检《旧唐书·郭子仪传》所附《郭曜传》：“曜，子仪长子。性孝友廉谨。子仪出征于外，留曜治家，少长千人，皆得其所。”未言统兵事。《郭晞传》：“晞，子仪第三子，少善骑射，常从父征伐。……广德二年，仆固怀恩诱吐蕃、回纥入寇，加晞御史中丞，领朔方军以援邠州，与马璘合势，大破蕃军。”（3467—3468页）可见，此事确是郭晞所为，《郭子仪传》是写错了，而不是版刻流传之误。这样的错，就不能用校勘的方法加以订正。倘若订正，那便是改写了。可以考史，可以笺正，但不能改写。





现在经过整理的古籍日渐增多，这给我们的使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我们在处理校勘结果时，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出异文校而不改，第二类是校改。无论是校而不改，还是作了校改，我们在使用点校本以校勘他书时，一定要注意翻阅校勘记，看我们所校勘的这个字，在该书的各个版本中都作什么，不能仅仅根据整理过的本子进行校勘。最易引人误入岐途的，还有现在古籍在整理时采用了“择善而从”的办法，这就完全不能显示出不同版本之间可能存在的异同（当然，使用底本校勘时，校勘者认为底本不误而校本误者亦不予列出，因此并不能真正做到持一本而众本毕见的目的。这是无可奈何的）。这在我们作校勘时是要格外加以留意的。

他校的材料，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像类书所征引者（如《册府元龟》之征引唐以前正史）。在校勘中，与其将这些材料理解成书证，不如理解成版本更为恰当——编类书时所引用的，正是那个时候所见到的该书的版本。另一种，则是不同的书对同一事的记载。用这一种材料来校勘，就要十分小心；不能将不同书的不同记载，人为地“统一”成为一个记载。即使能确知其间存在着渊源关系，也要注意它毕竟是“撰著”而非“抄书”。

本校也应该作这样的区分。如正史的纪、传、志之间，传与传、志与志之间的差异，有的是因史源不同而致（比如本纪可能源自实录，而列传则可能是据碑传或家状等），有的是因撰写时疏于统稿所致。我们在校勘中，要对不同的情况先加以辨析，然后再决定如何据以校勘——只有在确定其为同一书、同一史源时，我们才能据以校勘。

总之，在校勘中，要充分认识到对校（版本校）与本校、他校的区别。我想，应该强调，本校和他校应当理解成一种特殊形式的版本校，而不应当将其理解成不同记载之间的比对和校正（不同记载之间的差异，不是校勘的范围，而应当属于笺正）。本校、他校的基础是对校；本校、他校的前提，是据以校者确系同一史源。切忌用本校、他校的手段，将不同的记载“统一”成为相同的记载。倘如此，那无异于校书而书亡了。汪辟疆曾在《题〈庸闲斋笔记〉卷八“重宋版书之无谓”条》中说，“明人以不善改古书而古书存，清人以善改古书而古书亡”
[17]

 ；这是我们需引以为戒的。

2011年8月初稿，2012年3月二稿


附记：


关于史源，陈垣先生极为注意，其理念和成果集中体现在《陈垣史源学杂文》（人民出版社，1980年；增订本，三联书店，2007年）中。从这些文章以及陈智超先生为该书所撰的《出版前言》，我们可以看出，陈垣对史源，更多强调的是后人引用或转用史书时，应加覆核；强调的是记载的对错是非，所纠正者多属于笺正而非仅校勘。这也体现在他对《廿二史札记》的校订工作中。我们所说的“史源”，是从史料学的角度，强调的是史料的“来源”，而不仅仅指某条被引用的史料出自何书。我们借用了陈垣的“史源”一词，却又赋予了其他的含义，这是要请读者加以注意的。

本文草就，获读王瑞来《〈宋史宰辅表考证〉前言》（《书品》2012年6辑），称：“《宋史》一书，本身的构成比较复杂。一般认识是元人修纂时原封不动地采用了宋朝国史，其实也不尽然。如前所述，《宰辅表》便非出国史。比勘纪、传、志、表的记述，多有歧异。其原因就是史料来源各有不同。从这个角度看，《宋史》纪、传、志、表之间的互勘，几乎不能视为校勘学所说的本校，而是接近于不同文献的他校。”（8—9页）

《朱希祖日记》（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1937年4月29日，“读日文《世界文化大系·汉魏六朝篇》‘商业条’”，称“南北朝时其国境大概以淮水为界，缘淮有大市百数十所”（792页），虽未标明史料出处，但显然是将《隋书·食货志》之“淮水”理解为淮河，而非秦淮河。


编校附记：


原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隋唐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编《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附记中的末两段漏排，今补足。





刊发后，承各方师友指正。“汪辉祖之《元史本证》”，陈垣原文不误，我征引时误乙为“汪祖辉”。承网友@鹿鸣书店指正。第一例，引《通鉴考异》，误标作者为胡三省，承孙文泱、@鹿鸣书店两位先后指正。第二例，“自”“百”之讹，小文云“唐长孺引用《隋书·食货志》，‘百’径作‘自’，称‘淮水北有大市，自余小市十余所’，未作说明”。顷得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吕博兄赐函，示知唐长孺在《魏晋南北朝史籍举要》（收入《唐书兵志笺正（外二种）》，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中已有说明：“又如《隋书·食货志》称东晋南朝‘淮水北有大市百余，小市十余所’。夫秦淮之地，壤地褊小，宁有置大市百余之理，汉唐京洛亦无此制，按之《通典》，则‘百’为‘自’字之讹文。”（77页）

网友@山中小宝指出，“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财政部分也指出来了，陈先生对过北宋本《通典》”。按，陈寅恪征引了《隋书》这一段，在“淮水北有大市百”之下，加按语称“《通典》壹壹食货典杂税门百字作自”；在“百余”之下作句读（香港，中华书局，1976年，142—143页）。可见陈寅恪认为当作“百余”，视“自余”为异文而已，否则即不词。至于陈寅恪对过北宋版《通典》，倒也未必，因通行的“十通本”即作“自”字。





对诸友好的指正，谨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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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志校证》校勘释例

——兼谈“《四库全书》本”的版本价值


胡适《一九三四年的回忆》，谈到校勘：

《说儒》之外，第二篇论学文字要数陈垣《〈元典章校补释例〉序》了。此序长八千字，实在是一篇《校勘学方法论》。大概中国论校勘学的方法的书，要算这篇说的最透辟的了。此文的意思是要打倒“活校”，提倡“死校”，提倡古本的搜求，——是要重新奠定中国的校勘学。

我在这二年中，也做校勘的工夫，但都是“活校居多”，够不上科学的校勘。近六七年中，我才渐渐明白校勘学的真方法被王念孙、段玉裁诸大师的绝世聪明迷误了，才渐渐明白校勘学必须建筑在古善本的基础之上。……这也是我自己纠谬之作，用志吾过而已。
[1]



指出对版本校即“死校”要格外重视。其实，我们用“他校”，即取其他书来校勘时，大多也是因为这些书见到的是较早或较好的版本。比如用《册府元龟》校唐以前的正史，是因为宋人编《册府元龟》所用的正史是宋代的本子；用《北史》校有关北朝的几部正史，是因为唐初撰《北史》所依据的这几部正史是唐初的本子。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他校，实际是版本校。版本校，是校勘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工作。我们也曾以若干实例强调过这一点
[2]

 。

版本校，所用的“版本”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直接的版本，即同一书的不同版刻或抄校本。

二是间接的“征引式的版本”。这至少又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类书的征引，一种是著作的征引。著作征引时，常常会删节，并略加字句以使前后得以贯通，如《资治通鉴》之征引唐人奏疏。至于像《新唐书》的“改写”，则已不能引作版本校了。

三是更为间接的“书证式的版本”。如《北史》依据《隋书》的部分，则这些字句可视作修《北史》时所看到的是唐初《隋书》的版本；《通志》依据《北史》的部分，则可视作宋人看到的《北史》的版本。

四是“同源式的版本”。两种或多种书的记载，有相同的来源，其字句可作校勘。

至于其他书的相关记载，就校勘而言，属于旁证，是“参证式校勘”。它们对疏通文意，不无帮助，但已不属于校勘的范围。

越直接，校勘价值越高；越间接，用以校勘时就越需要加倍小心。如同源式版本校，首先要考证确出于“同源”；在此前提下，还需要特别注意，撰著者可能会加以改动。书证式版本校也是如此。我们虽然已经知道了它们彼此之间“因袭”的关系，但毕竟是两部书，后者据前者加以撰写时，常常会加以改写。这就需要我们进行认真、细致的分析，确认哪些字句可以用来校勘、哪些字句不能用于校勘。一般来说，专门性的字词，或涉及是非的字词，才进行校勘
[3]

 。

版本校的第一步工作，就是要了解这部书的流传情况，尽可能将该书的所有版本收集齐全，并且能发现其间的流传、渊源关系，以最终确定校勘的底本。

就版本流传而言，一般都认为《四库全书》所收诸书，作为版本之一，并不理想。加之不便利用，研究者对《四库全书》本的利用并不充分。台湾、大陆先后影印出版了文渊阁《四库全书》、文津阁《四库全书》，才为学者的使用提供了很大便利。杨讷主持对这两阁的集部进行了全面的覆核和排查后，学术界对《四库全书》各阁之间的差异才有了更直观更深入的认识
[4]

 。文渊阁《四库全书》的电子化，则为学者查核、收集资料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许多论著正在大量征引《四库全书》本，这是从前不曾有过的现象。但在整理古籍时，作为校勘的版本，《四库全书》没有像史料引用那样受到应有的重视。因为一个偶然的机缘，我用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博物志》与范宁《博物志校证》作了通校，才真切地认识到《四库全书》作为版本的价值。

一

上世纪40年代，范宁因为收集神话资料，开始对《博物志》进行整理和研究，60年代已大致定稿，但直到80年代，这一成果方以校证的方式正式面世
[5]

 。与此同时，台湾也出版了唐久宠的校释
[6]

 。

《博物志》版本大体有两个系统，一是所谓通行本，二是士礼居本。士礼居本自称据南宋蜀大字本刻，但范宁认为不尽可信，疑其本出明本
[7]

 。范宁的校证工作，是以《秘书廿一种》本作为底本，所列校勘诸本中，无《四库全书》本。唐宠久的校释工作是以士礼居本为底本，参校诸本中有《四库全书荟要》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士礼居本的分卷、条目分合等，与通行本迥异。黄丕烈《刻连江叶氏本博物志序》称：

予家有汲古阁影宋钞本博物志，末题云连江叶氏，与今世所行本夐然不同。尝取而读之，乃知茂先此书大略撮取载籍所为，故自来目录皆入之杂家，其体例之独创者，则随所撮取之书，分别部居，不相杂厕，如卷首括地象毕方，继以考灵曜是也。以下虽不能条举所出，然《列子》《山海经》《逸周书》等皆显然可验。今本强立门类，割裂迁就，遂使荡析离居，失其恉趣，致为巨谬矣。
[8]



我们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以下简称“库本”）与《博物志校证》（以下简称“《校证》”）通校一过，除少数条目，《校证》本为两条而库本合为一条
[9]

 ，或《校证》本为一条而库本从中析出一部分、单列一条外
[10]

 ，全书分卷及条目排列等与《校证》本全同，则《四库全书总目》标注其版本为“内府藏本”者
[11]

 ，也属通行本。

《博物志》广为征引，与现在我们所见到的今本《博物志》多所不同，甚至有不见于今本《博物志》者。古人即作过多种解释，或以为原书已佚，今本乃后人掇取诸书而成；或以为后人整理时多有删节或窜乱。这其中自然以《四库全书总目》的说法影响最大。鉴于宋齐梁时人、唐人、宋人所引的《博物志》文字与今本《博物志》不同，认为：

或原书散佚，好事者掇取诸书所引《博物志》而杂采他小说以足之，故证以《艺文类聚》《太平御览》所引，亦往往相符。其余为他书所未引者，则大抵剽掇 《大戴礼》《春秋繁露》《孔子家语》《本草经》《山海经》《拾遗记》《搜神记》《异苑》《西京杂记》《汉武内传》《列子》诸书，饾饤成帙，不尽华之原文也。
[12]



范宁《博物志校证·后记》对此说颇不以为然，又重新梳理，作了通盘解说。无论实际情形究竟如何，有一点是共识，即今本并非原本
[13]

 。这一点，就决定我们在利用类书或古注标明为“博物志”的文字，与今本《博物志》进行校勘、辑佚时，要格外小心，不能轻易校改或校补。也正因为此，我们的讨论也仅以“直接版本”为依据，旨在揭示库本与其他版本的差异以及由此反映出的库本的价值。换言之，本文不涉及该书的内容；对征引式、书证式或同源式的间接版本，亦不作讨论。

《校证》据诸本而不得校正者，库本却大多文通字顺，与校证者疑应作某者正同。如第253条：

澹台子羽渡河，赍千金之璧于河
 ，河伯欲之，至阳侯波起，两鲛
 挟船，子羽左掺
 璧，右操剑，击鲛
 皆死。

库本作：

澹台子羽渡河，赍千金之璧，河伯欲之，至中流
 阳侯波起，两蛟
 挟船，子羽左操
 璧，右操剑，击蛟
 皆死。（卷七，3b/3—4）

《校证》卷七校勘记〔二五〕：“至”下疑有“中流”二字。但范氏所据乃《淮南子·览冥训》高诱注，云“阳侯……堕水而死，其神能为大波，有所伤害，因谓之阳侯之波”，并未言中流事，而库本正有“中流”二字，可见范氏校书之功力与卓识。鲛、蛟自可不校，但仍未能校出“掺璧”的“掺”因与“操”形近而误。这也说明了，他未能利用库本进行校勘，实属遗憾。

有的内容，有某种版本为依据，但范氏并未采纳，而是根据相关记载，作出了相反的判断。如第120条：“免舐毫望月而孕，口中吐子，旧有此说，余自所见也。”《校证》卷四校勘记〔四〕：“余自所见也。”《稗海》本作：“余目所未见也。”范氏认为“殆此事极不经见，故《稗海》本多一未字”。按，库本与《稗海》本同，以文气、逻辑而论，应是强调以前有此说法，但自己没有亲眼看到过。《稗海》本和库本是可从的。如果得库本之证，也许范氏会作出不同的判断。

又如第264条：“孝元景宁元年，南阳阳郡雨谷。”《校证》卷七校勘记〔三九〕：“案《四库提要辨证》曰，‘孝元竟宁元年……刊本竟讹景。’是景当作竟。”《四库提要辩证》乃《四库全书考证》之误
[14]

 。四库馆臣认为“景”应作“竟”，故库本作“竟”字。阳郡，士礼居刊本作“郡都”、《汉魏》本作“郡内”、《太平御览》引作“山都”，范氏以《汉书·地理志》南阳郡下有山都，故认为“当据《御览》改”。库本作“郡中”。若范氏得见库本，并有《汉魏》本之“郡内”为证，断不会如此大费周章，引《汉志》而认为“山都”为是了。

当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根据相关记载或理校得到圆满解决。比如第311条：

女人妊娠
 ，不欲令见丑恶物、异类鸟兽。食当避其异常味，不欲令见熊羆虎豹。御及鸟射
 射雉……卢氏曰：子之得清祀
 滋液则生仁圣，谓
 错乱之年
 则生贪淫，子因父
 气也。

《校证》卷十校勘记〔三〕：“御及鸟射射雉”不可解，疑作“及狂鸟秩秩雉，不”。库本此条作：

女人妊身
 ，不欲令见丑恶物、异类鸟兽。食当避其异常味，不欲令见熊羆虎豹并
 及射鸟
 射雉……卢氏曰：子之得清纯
 滋液则生仁圣，得
 错乱之气
 则生贪淫，子因母
 气也。（卷十，1b/4—5）

基本不必查检相关记载，即可明白其文意。

有的条目，因无版本依据和相关记载，范氏不得不据文意作理校，如第45条：

和气相感则生朱草，山出象车，泽出神马，陵出黑丹，阜出土怪。江南
 大贝，海出明珠。

“江南大贝”，《校证》卷一校勘记〔五四〕：“‘南’字依上下文意，应是‘出’字之讹误。”覆按库本，正作“出”字。

这里要说明一点。库本与《校证》本相同，即使同属讹误，也不在本文讨论之列。也就是说，库本也存在与诸本相同的讹误；同时，库本与诸本不同处，也存在库本误而诸本不误的情况。另外，无实质意义之虚词、通假字、异体字等，均不校。库本与《校证》本的通校结果，见附表。

通校的结果，不外是两种情形，即（一）库本只是直接版本之一，（二）库本是唯一的直接版本的依据。第二种情况最能反映库本作为该书版本的价值。

以《校证》的分条为准，全书共323条；我们此次用库本校出者，约有163条，即约一半的条目，可以用库本来再作校勘。在同一条中，可以校勘的往往有若干处；这其中，有的字词，范氏已用其他版本作了校勘，有的则只有用库本可作校勘。为醒目计，将同一条中既有其他版本校勘成果，也有库本的校勘成果者，单列为一项。表列如下。


库本校勘结果表

[image: 219-01]


二

我们下面就根据文末所附通校的列表，举若干实例，分类来加以说明。

第一类，只有库本可作校勘者。如第26条，周日用注：

余闻北海，言苏武牧羊之所去，年德
 甚迩，柢
 一池，号北海。苏武牧羊，常
 在于是耳。此
 地见有苏武湖，非北溟之海。

库本作：

余闻北海，言苏武牧羊之所，去部落
 甚迩，秪
 一池，号北海。苏武牧羊，当
 在于是耳。北
 地见有苏武湖，非北溟之海。（卷一，5b/4）

按，周日用的注，是想说明苏武牧羊之处的位置。他认为这个地方与匈奴部落相距不远，只有一池，称为北海，此即苏武牧羊之处。也就是现在北方称为苏武湖的地方，这不是北溟之海。

第28条：

南海短狄，未及西南夷以穷断。今
 渡南海至交趾者，不绝也。

库本作：

南海短狄，未及西南夷，以穷携家
 渡南海至交趾者，不绝也。（卷一，5b/7）

按，“以穷断”，不辞。库本称因穷而携家渡南海至交趾，则文通字顺。另，狄，疑应作“狭”。

第75条：“秦之西有义渠国，其亲戚死，聚柴积而焚之”，周日用注：

此事庶几佛国之法且
 如是乎？中国之徒，亦
 如此
 也。

库本此句作：

此事庶几佛国之法宜
 如是乎？中国之徒，不
 如是
 也。

按，库本与《校证》所据底本，意思完全相反。以库本为是。

第121条：

大腰无雄，龟鼍类也。无雄，与蛇通气则孕。细腰无雌，蜂类也。

第122条：

取桑蚕则螽子呪而成子，《诗》云“螟蛉之子，蜾羸负之”，是也。

按，这两条，库本作一条。在这两条之间，还有“无雌则负别虫于空木中，七日而化，盖”十五字。第122条，“则”，《校证》卷四校勘记〔五〕，认为应从士礼居本作“或”字，库本作“即”。

第312条卢氏注：

夫甲及寅申
 生者圣，以年在岁，德在甲寅，壬申
 生者则然矣。

库本作：

夫甲及寅年
 生者圣，以年在岁德，在甲、寅之年
 生者则然矣。（卷十，2a/1—2）

第二类，虽有其他版本的依据，并不如库本之善。如第43条：

山居之民多瘿肿疾，由于饮泉之不流者。今荆南诸山郡东多此疾瘇。由践土之无卤者，今江外诸山县偏多此病也。卢氏曰：不然也。在山南人有之，北人及吴楚无此病，盖南出黑水，水土然也。如是
 不流泉井
 界，尤
 无此病也。

校勘记〔五三〕称，“如是不流泉井界尤无此病也”，士礼居刊本无“界”字，“界”字疑是衍文。库本作：

山居之民多瘿肿疾，瘿
 由于饮泉之不流者。今荆南诸山郡东多此疾瘇。由践土之无卤者，今江外诸山县偏多此病也。卢氏曰：不然也。在山南人有之，北人及吴楚无此病，盖南出黑水，水土然也。今处
 不流泉之
 界，固
 无此病也。

按，卢氏的注文，肿疾之病主要是由黑水造成。现在黑水不流经的地方，就没有这种病。库本文通字顺。

第三类，《校证》依据其他版本作了校勘，或所校之本不如库本、或未能尽予校出，甚至关键之处，仍需据库本作校勘。如第80条：

汉武帝时，弱水西国有人乘毛车以渡弱水来献香者，帝谓是常香，非中国之所乏，不礼其使。留久之，帝幸上林苑，西使千
 乘舆闻
 ，并奏其香。帝取之，看大如燕
 卵，三枚，与枣相似。……长安中百里咸闻香气，芳积九月
 馀日，香由不歇。

《校证》卷二校勘记〔五二〕，（燕卵）“燕”，弘治本、《格致》本、《稗海》本并作“鸾”，士礼居刊本作“鷰”。〔五三〕九月，《稗海》本作“九十”。〔五四〕（香由不歇）“由”，《汉魏》本、士礼居本、《稗海》本并作“犹”。这几处，库本亦作鸾、九十、犹。但“西使千乘舆闻”句，颇不易解。库本“千”作“至”、“闻”作“间”，即“西使至
 乘舆间
 ”，文通字顺，诸本作千、闻，显属形近致误。

第93条：

文马，赤鬣身白
 ，似若黄金，名吉黄之乘
 ，复蓟
 之露犬也。能飞食虎豹。

《校证》卷三校勘记〔一二〕：士礼居刊本“文马”上有“犬戎”二字，“似”作“目”。又，“复蓟”之义难解，疑是“渠叟”之误。库本：

文马，赤鬣，身色
 似若黄金，即古之乘黄
 ，今谓
 之露犬也。能飞食虎豹。

按，士礼居本“文马”前有“犬戎”，较他本为长；但“似”作“目”，于义仍不如库本作“身色似若黄金”为胜（红鬃、通体为黄色）。“复蓟”确乎难解，作“今谓”则文通字顺。

第100条：

（冶鸟）鸣曰咄咄去，明日便宜急上树去；咄咄下去，明日便宜急下。若使去但言笑而不已者，可止
 伐也。若有秽恶及
 犯其止者，则虎通夕来守，人不知者即害人。

《校证》卷三只校出一处，即校勘记〔二五〕“咄咄去”，《稗海》本“咄咄”后有“上”字。库本除此之外，可供校勘者还有四处，该条作：

（冶鸟）鸣曰咄咄上
 去，明日便宜急上树去；咄咄下去，明日便宜急下树去
 。若使去但言笑而不已者，可往
 伐也。若有秽恶乃
 犯其树者，则虎通夕来守，人不知者即害人。

按，该条称冶鸟可穿大树作巢，“伐木者见此树，即避之去”，所以有“若使去但言笑而不已者，可往伐也”，并不是“止伐”。有秽恶犯树，是一事，而非秽恶与犯树者两事。

第178条周日用注：


曹
 虽好奇而心
 道异
 ，如何招引方术之人乎？如因
 左元放而兼见
 杀者
 ，若非变化，已
 至灭身。故有道者不合村
 之矣，既要试术，即
 可乎？

《校证》卷五校勘记〔二〕：《稗海》本、《古今逸史》本、士礼居刊本“因”并作“囚”、“村”并作“亲”，是也。库本除此二处亦作“囚”“亲”之外，还有五处可供校勘，其中最具实质意义的，就是“兼见杀者”，颇费解；库本作“将欲杀之”，则极顺畅。此条库本作：


操
 虽好奇而无
 道，如何招引方术之人乎？如囚
 左元放而将欲
 杀之
 ，若非变化，必
 至灭身。故有道者不合亲
 之矣，既要试术，则何
 可乎？

第270条：

武王伐殷，舍于幾
 ，逢大雨焉，衰
 舆三百乘，甲三千……

《校证》卷八校勘记〔八〕，据《荀子·儒效篇》杨倞注，认为“幾”当作“戚”。校勘记〔九〕：衰，《汉魏》本作“率”，士礼居刊本作“乘”，引《史记》，认为应作“乘”。又据《淮南子》，认为“乘甲”当作“卒甲”。库本作：

武王伐殷，舍于畿
 ，逢大雨焉，革
 舆三百乘，甲三千……

按，“幾”乃“畿”形近之误，“革舆”乃用革制成之舆，指舆之质地。如此，则下文之“乘甲”，即文通字顺，不必再据《淮南子》来作校改。

第四类，《校证》本引用了相关资料加以校正，如有直接的版本依据，则更为妥当。如：第74条：

楚之南有炎
 人之国，其亲戚死，朽之
 肉而弃之，然后埋其骨，乃为孝也。

《校证》卷二校勘记〔四二〕：“炎”，《墨子·鲁问》作“啖”。……（朽之肉）“之”字，《稗海》本作“其”。库本作：

楚之南有啖
 人之国，其亲戚死，朽其
 肉而弃之，然后埋其骨，乃为孝也。（卷二，5a/1）

更重要的是，《博物志》本是抄撮各书，是子部中的杂家
[15]

 。一些内容，虽然各书所记大致相同，但来源未必同出于一书；即使同出一书，或标明出自何书，也不能肯定各自在抄撮时丝毫未作改动。所以，使用不同书中的相关内容进行疏证，自无不可；用作校勘，或据以补、正，则应格外慎重。其实，相对于史部书来说，子部杂家类这些书，版本校或版本依据，远比征引、书证等相关资料更为重要。比如第125条：

鹊巢门户背太岁，得非才
 智也。

《校证》卷四校勘记〔六〕，引《论衡·难岁篇》，背太岁，不吉利，实非才智，“背”应作“避”。《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等引，“得”均作“此”，“才智”下有“任自然也”，应据补。库本作：

鹊巢门户背太岁、向太乙，
 智也。（卷四，1b/7）

虽然库本“背太岁、向太乙”与《论衡》所言背太岁不吉相矛盾，但不能据《论衡》而改动库本。

第192条，周日用注有一句，“况恒行阴旨，好书鼓，不善戈猎”，《校证》卷五校勘记〔三六〕：《史记》《汉书》淮南王本传“旨”作“德”、“鼓”下有“琴”字。库本此句作：“况恒行阴德，好书艺，不善戈猎。”（卷五，5b/4）

第217条：

始皇陵……北陵虽高大，不足以销六丈冰，背陵
 障使东西流。又此山名运取大石于渭北渚，
 故歌曰：“……千人唱，万人钩，金
 陵馀石大如塸（土屋）
 。”其销
 功力皆如此类。卢氏曰……故高作陵园山麓
 ，从
 难发也，高则难上，固则难攻。

文字错讹颇甚，《校证》卷六有两条校记，校勘记〔二一〕，（此山名）“名”，士礼居刊本作“石”；〔二二〕（其销功力）“其销”，《稗海》本作“其馀”，是。其他均据他书所引《关中记》《三秦记》等作校，如（渭北）“北”当作“南”；“渚”应作“诸”，下脱“山”字。“钩”作“讴”；（金陵）“金”当作“今”，“陵”下脱“下”字；“土屋”疑是“塸”的注释。但都没有版本的依据。库本作：

始皇陵……北陵虽高大，不足以销六十万人积年之功。其功力或隐不见，如骊山水泉本北流，
 障使东西流。又此土无石，于渭北诸山运取大石
 ，故歌曰：“……千人唱，万人钩，今
 陵馀石大如覆土屋
 。”其馀
 功力皆如此类。卢氏曰……故高作陵园山者
 ，使
 难发也，高则难上，固则难攻。（卷六，3b/4—4a/1）

覆按《长安志》卷一五所引《关中记》
[16]

 ，此段文字与库本多相合，但二者是否同源，我们并不清楚，且范氏校证，也未能校出最难索解的“六十万积年之功”及以下文字。可见，直接版本的校勘远比相关资料的旁证式校勘为更直接、更容易，也更重要。

库本虽然有如此多的优胜之处，但并不是说，出现差异的所有地方，库本都是好的。比如第73条，周日用注，末句“是以而蛮夷于禽兽犬豕一等矣，禽兽犬豕之徒犹应不然也”，库本即阙。此句诸本亦有异同，《校证》卷二校勘记〔四一〕：“而”，士礼居刻本作“如”，弘治刻本空格，《格致》本无“而”字。

《校证》的文字校勘工作非常严谨，即使有充分证据说明底本有误，可以校改，正文也一仍底本之旧，未作改动，只是在校勘记中作了说明。同时，范宁在校勘记中，常常引用相关材料进行校勘，称“宜据补”云云。利用相关记载，作“据补”这样的断语，对整理这一类古籍而言，是不可取的（当然校证者在正文中并未作补）。这些大致相同的内容，即使是同源，也可能使用了不同的记载方式，如字句有异。这些材料，作为校证的“证”的部分，为使读者更易于了解内容，将相关记载抄录出来，作些排比，以便疏通文字，这是可以的；但不能用以作校勘。

唐久宠《博物志校释》，并不是对该书作全面的点校和整理，而只是就自己认为有必要作校释、疏解之处进行考订；参校诸本中，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四库全书荟要》本。因《四库全书》只是参校本而未作通校，所以未能反映该书《四库全书》本的面貌。我们用库本与《校释》相校，发现士礼居本（《校释》的底本）与库本有着不小的差异。即以《校释》卷一示例如下。

第30页：“史记封禅书云：斋、冥、燕昭，遣人乘舟入海。”“斋”，库本作“威”；“冥”，库本作“宣”（卷一，6a/1）。

第30页：“尧舜土万里，时七千里。”库本作：“尧舜时万里，三代时七千里。”（卷一，1b/8—2a/1）

第31页：“小山有，其形如鼓，一足如蟸。泽有委邪，亲如兄弟毂，长，蛇音也，见之者霸。”“委邪”，库本作“委蛇”；“蛇音也”，库本作“如辕”（卷三，3a/4）。

第32页：“水石之怪为宠、罔象；木之怪为躨、魍魉；土之怪为坟羊；火之怪为宋无忌。”“水石”，库本无“石”；“木之怪”，库本作“木石之怪”（卷九，3a/8）。校释者引用《国语》来加以纠正者，正与库本同。

第32页：“东方有螗螂……短人处九寸。”“处”，库本作“身”（卷二，3b/3）。

第33页：“太山，天帝孙也，主召人魂；东方万物始，故知人生命之长短。”库本作：“泰山，一曰天孙，言为天帝孙也。主召人魂魄，东方万物始成，知人生命之长短。”（卷一，4b/3—4）

《校释》卷一，只有两处列出了库本，而且是说库本与其他版本文字相同。以上的版本差异，不知校释者何以未能校出。或因库本只是其参校诸本之一，校释者认为以上诸条并无参校价值，故未将校勘结果写出，也未可知。

在校勘时，我们一般会本着底本不误、校本有误者，即不出校记、不作说明的原则，以免繁琐。按这样的原则，点校本就不可能作到使读者“持一本而众本毕见”；同时，校勘者若判断有误，则校本的版本信息就会因此而被湮没。从这个意义上，点校本不可能完全取代各版本和抄本，读者也不应盲从点校本。在古籍被大量点校整理、古籍整理成为一个专业的今天，这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警惕，“尽信整理本不如无整理本”。

三

在以往的校勘工作中，一般对《四库全书》本不甚重视，认为清人编修时“寓禁于修”，常常大加窜改，甚至是借修书之名、行禁毁之实。但禁毁大致是有一个范围的。

乾隆三十七年开始收书，着手编纂《四库全书》。乾隆三十八年（1773）八月初五日上谕，称“各省进到书籍不下万余种，并不见奏及稍有忌讳之书……况明季末造，野史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词，必有诋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
[17]

 。乾隆帝并不是发现了违禁之书，才加查禁，而是认为本该有而没有上奏，于是要求各地着意搜查。接到上谕后，九月初九日江苏巡抚上奏：“臣原系满洲世仆，若见有诋毁本朝之书，恨深切齿……断不敢因书有忌讳，撤留不解，亦无在外焚毁之事。本年三月内，浙闽督臣钟音陛觐回任过苏，曾密传谕旨，令臣留心查察。”
[18]

 可见在乾隆三十八年三月，已密传谕旨，要查禁违碍之书了。但所查禁者大致属明末清初野史中抵触清朝之语。此后则扩大至胡虏等敏感字眼。这是学界所熟知的。

但是，政府以国家之力，以利诱之于前，以刑迫之于后，不少珍奇善本，藏书家不敢不献，因此在修书过程中也确实发现并利用了不少善本。况且，馆臣们并不是对所有的书都会随意加以窜改。相反，馆臣们在编修时，做过不少校勘工作。

馆臣在编纂《四库全书》时，曾对所收之书进行过校刊和考订，王太岳等《四库全书考证》即其校刊考订工作时的记录。此书所涉书籍，有一千一百多种，约占《四库全书》所收书的三分之一
[19]

 。有关《博物志》的考证，共计10条，分别是与《校证》对应的第7条、第23条、第30条、第40条、第89条、第128条、第179条、第218条、第264条、第305条。但我们用库本与通行本通校，校出一百五十多条，且明显优胜，因此我们颇以为库本所据的底本即所谓“内府藏本”是一个相当好的通行本。这应引起我们对《四库全书》所收各书版本的足够的重视。至少，在古籍整理时，应将库本作为参校或通校本之一。

当《四库全书》所收各书，作为版本之一受到学术界普遍质疑和轻视时，金毓黻因取校《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发现了库本的长处。他在民国三十七年（1948）九月十七日、十九日，取《续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三朝北盟会编》三书之印本与库本对勘，发现库本有关译字和违碍处有剜改之迹，说明在抄写时，所依据之底本以及当初抄写时并未作改动
[20]

 。他在民国三十七年九月二十二日的日记中针对《四库全书》的版本，大发感慨道：

近来始知四库著录多佳帙，一时读之无尽。往日多随人俯仰，以为皮相之论，所以多疏。
[21]



作此小文，是想说明，即使是公认的不好的版本，我们在校勘时，也要利用，至少要抽校一部分，以确认其版本的价值。同时，也是想提醒大家，要重视作为版本的《四库全书》所收各书。

校毕近廿载，今始写定。

2014年8月于西三旗


附表（其相异处，用黑体加下划线标识）：



库本与《博物志校证》校勘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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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30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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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遗·集部》，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


[5]
 范宁：《博物志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6]
 唐久宠：《博物志校释》，台北，学生书局，1980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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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第121/122条、第142/143条、第189/191条，库本则为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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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二。此书入小说家类三，其末称“右小说家类琐语之属，五部五十四卷，皆文渊阁著录”。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浙本，1983年，1213页、12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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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二，1214页。


[13]
 《博物志校证》卷九校勘记〔一一〕，引《四库提要》谓此书乃“好事者掇取诸书所引《博物志》而杂采他小说以足之”，范氏说“诚非诬语”（108页）。他虽然不同意《四库提要》剽掇之说，但也承认今本是杂采诸书而成的事实。


[14]
 此条不见于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应出自《四库全书考证》（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清内府抄本，1991年），1785页。


[15]
 唐久宠《博物志校释·序》称：“杂家者流，其初亦广记丛残小语，方术异说，俾便其言道方事之所资也，则《汉志》之小说家与杂家，殆同出而异名，非两《唐志》以迄《四库全书提要》所谓之小说也，故其所记者，亦出入四部百家，然非自创者也。”（17页）对杂家的认识，与黄丕烈士礼居刻《博物志》序大致相同（见上引）；唐氏强调的是杂家与小说家的不同，《唐志》以后将之归于小说家是不妥的。


[16]
 《长安志》，《宋元方志丛刊》影印《经训堂丛书》本，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1册，162页。


[17]
 《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251—2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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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254页。大学士刘统勋“字寄”两江总督、江苏巡抚、浙江巡抚乾隆三十八年三月二十九日上谕，一来是要求他们着力收书，二来就谈到“忌讳字面”的问题：“至书中即有忌讳字面，并无妨疑，现降谕旨甚明。即使将来进到时，其中或有诞妄字句，不应留以疑惑后学者，亦不过将书毁弃，转谕其家不必收存，与藏书之人并无干涉，并不肯因此加罪。”（70—71页）明里说，遇到这类书，不必有所顾虑，但暗里却传密旨，留心查访。五个月后，又公开责怪地方所进书中，何以没有违碍之书。借收书之机，查禁违碍，昭然若揭。


[19]
 参《四库全书考证》的出版说明。


[20]
 《静晤室日记》卷一四七，沈阳，辽沈书社，1993年，6681页、6683页。


[21]
 《静晤室日记》卷一四八，6691页。



明钞本《天圣令》的整理及唐令复原的得失

——校录、复原的“清本”问题


天一阁藏明代钞本“官品令”，经学界的研究，确认为宋《天圣令》。它包括《田令》《赋役令》《仓库令》《厩牧令》《关市令》（《捕亡令》附）《医疾令》（《假宁令》附）《狱官令》《营缮令》《丧葬令》《杂令》。每种令文又都分为两个部分，前一部分是“右并因旧文以新制参定”，即宋令；后一部分是“右令不行”，即唐令。

天一阁博物馆和中国社科院历史所课题组共同努力，完成了对令文的整理和研究
[1]

 。此书出版后，受到了学术界的极大重视，不仅发表了多篇评介文字，而且也发表了不少研究论著，充分彰显了此书的学术价值。同时，对课题组的工作，学术界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对此，本文不拟再作赘述。作为这项工作的参与者之一，我想谈一下个人对本书的一些想法。

这一工作实际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对令文的整理，即所谓校证；第二部分是唐令复原研究，即将宋令复原为唐令——目前学界普遍认为，这部《天圣令》是一本唐令并据宋代的实际情况进行改编而成（宋令都有它所依据的唐令，故可将宋令复原为唐令）。我也主要就校证和复原两方面来谈，同时，我也想就学界对这部书的使用，提一些个人不成熟的建议，请大家指正。

首先谈校证的问题。

因令文分为唐令和宋令，故校证所据史料也应区分为唐代和宋代的史料。换言之，唐令，须用唐代史料加以校证；宋令，须用宋代史料加以校证。但因宋令、日本《养老令》均本于唐令，所以在缺乏相关宋代史料为依据时，也可用唐代史料和日本《养老令》来校证宋令。这是不得已而为之。这一点，黄正建在《关于天一阁藏宋天圣令整理的若干问题》已作过说明
[2]

 。但是，宋令毕竟是宋令，不是唐令，否则也就不存在所谓“复原”的问题了。这正如研究宋代问题时，只能征引《宋刑统》，而不能征引《唐律疏议》。本着这样的原则，在校证宋令时，如果唐令、日本令的文字与宋令两通，则不必列出异文，如，《田令》宋1条，“亩百”一词，《通典》《唐六典》作“百亩”。亩百、百亩，并无实质差异。再如，《仓库令》宋1条：“于仓侧开渠泄水”，《养老令》作“侧开池渠”；宋12条“应纳”，《养老令》作“应征”，等。这些异文，将宋令复原为唐令时是必须使用的，但在校勘宋令时似不必列出。

此前令文曾经有学者加以整理发表，所以，在这次校证工作中，必须要重视、吸收已有的成果。但是，对原来误录之处，最多指出其误即可。如《赋役令》宋6条，“因”字，戴建国录为“回”，大津透录为“回？”。对此，有按语云“原钞本即作‘因’”。此类以前校录者的错误，似可不必加以说明。

校录有所谓“清本”，实无必要。读校录本，有校勘记，读者很容易了解整理者的去取、改易的原委与依据，也符合古籍整理的学术规范。否则，极易致人误会。比如，我在整理《关市令》唐5条时，对“入出”一词，作校勘记云“疑误倒”。刘馨珺仅举《唐律疏议》，即证“入出”为唐人熟语，不误。倘若只依清本，则不易发现这些问题（这一条，清本未据校勘记改动，纯属偶然漏改）。至于在标点方面，清本与校录本之间时有差异，如张文昌、刘馨珺所指出者
[3]

 。这一方面说明我们工作有疏失之处，另一方面也彰显了清本之无必要。

其次，谈一下复原工作。

关于复原，我们大体上有一个预设前提，即《天圣令》和日本令都分别袭自唐令；因此，如果这二者文字相同，则我们即认定其属唐令原文。比如，《田令》宋3条有“卖易”一词，宋家钰认为此即唐令所用原词，因为《天圣令》此条与《养老令》田令第26条
[4]

 ，都使用了“卖易”。罗彤华说：“宋文对何以用‘卖易’，而不用池田温的‘典卖’，未做讨论。”宋氏“未作讨论”的原因，即在于此。再如，《捕亡令》宋2条，有“从发处寻踪，登共追捕”一句。《养老令·捕亡令》第2条，与此句一字不异。于是，我认为此句即唐令原文。桂齐逊批评我没有说明理由，实即本着这一预设前提作出的判断
[5]

 。《唐律疏议》卷二八引《捕亡令》所作“从发处追捕”
[6]

 ，应该是对此句的改写或缩写吧。

复原可谓仁智互见。同样的材料，在没有更多依据的情况下，人见人异。比如，《田令》宋4条的复原（复原后为第33条）。宋家钰据《宋刑统》所引《田令》该条
[7]

 ，认为宋4条中的“若别县界新出，亦准此”中的“亦准此”，应依《宋刑统》作“依收受法”。罗彤华则认为《宋刑统》的“依收授法”不妥，应保留宋4条的“亦准此”。《宋刑统》所引该条还有一句“若合隔越授田者，不取此令”。宋家钰并不认为此句亦属唐令，而罗彤华则认为这一句原为唐令所有。两人的根据都是《宋刑统》所引的《田令》这一条；但对同一条的前后两句，宋、罗两位的去取正好相反，而且同一个人，对前后这两句的态度也正好相反——前一句，宋取而罗弃；后一句，宋弃而罗取。这属于“认定”。在没有更多材料的情况下，大家只能自说自话了。

再如，将宋令复原为唐令，依据何种史料来作判断，又牵涉宋令所据唐令的时代。唐令的时代问题十分复杂，研究成果很多，黄正建《关于天一阁藏宋天圣令整理的若干问题》也作了说明
[8]

 。我个人认为，宋人所据的唐令，应该是某一部完整的唐令，而不是收集多部不同时代的唐令，“择善而从”。宋人所依据的这部唐令，应该是唐前期的吧。本着这样的认识，在复原时，我尽可能采用的是唐前期的史料；当《养老令》与宋令文字出现差异时，我暂从《养老令》
[9]

 。比如，《关市令》宋3条有“递马”一词，我依据《养老令》及唐前期有关史料，复原为“驿传马”。刘馨珺认为：“虽然唐朝前期驿传并称，但是唐穆宗以后，多将馆驿马匹称作‘递马’。”
[10]

 我们二人对此词去取的差异，实际上反映的是对我们对唐令时代认识的差异。当然，我在执行这一原则时，也有疏误，比如，宋7条中“化外人”一词，我以为唐人不用，刘馨珺引《唐律》，批评我“太过于武断”，甚是。——其实，这哪里是武断，是我疏于检索，完全弄错了。

将宋令复原为唐令，与“右令”不行的唐令，加以整编，力图复原唐原来令文的顺序时，同样也存在着一定的随意性。在没有更多依据的性况下，这个顺序就主要只能按照令文内容之间的逻辑关系来编排了，而对逻辑的认定，更是充分彰显了仁智互见，且不易论证。

不少研究者将复原后的编号，也称“唐某条”；而在校证本中，我们是将“右令不行”（即唐令）标作“唐某条”的。这样，常常出现两种“唐某条”。比如，桂齐逊在评述《假宁令》的复原时说：“（赵氏）关于复原研究方面，似乎采取逐条复原的方式；但在复原过程中，缺少对于唐16和唐22的讨论。”《假宁令》唐令部分（即“右令不行”）只有6条；覆核之下，可知“唐16”“唐22”是复原号，对应的是宋13条和宋19条。这应该是指对宋13条和宋19条的复原未加讨论。之所以造成这样的麻烦，我想就是由复原清本所致。

同时，所谓“复原”，就是将宋令“复原”为唐令。如果本是唐令（即宋令后所附“右令不行”部分），即无所谓“复原”。这一点，黄正建在《关于天一阁藏宋天圣令整理的若干问题》的第九条
[11]

 ，及对应的注释中作了说明。我个人是本着唐令无所谓复原这一原则来工作的。但是，如果有所谓“复原清本”，则本无所谓复原的唐令，便也被给予了“复原”之名，虽然这其中不无复原次序的问题，但终觉欠妥。

更麻烦的是，本属于校勘的问题，因有了“复原清本”，变成了复原问题。比如，《捕亡令》唐5条，就文字而言，只存在校勘问题，并不存在复原问题。因为该条在复原清本中，置于复原后的第10条，于是桂齐逊称之为“复原唐10”
[12]

 ；“执”“捉”二字的差异，本是校勘上的异文问题，却变成了复原应采用何字的问题；我引《令义解》所引《唐令》来校这一条，疑其有脱漏，于是古籍脱文的问题又变成了复原订补的问题，以致于桂氏说：“此一校录意见似未被孟氏接受，故复原研究中并未修正该段文字。”于是，出现了我自己的校录意见，自己却不接受这样的尴尬。又如《杂令》唐19条“使有工能”中的“使”，黄正建引《唐六典》相关记载无“使”字；黄玫茵据“复55”，认为“复原令文”应作云云
[13]

 ，于是，古籍校勘的出异文校问题又变成了令文复原问题（其实此条本是唐令，不存在令文复原，最多是次序复原；至于此处黄玫茵所指出的标点问题，也是古籍整理问题，而不涉及令文复原问题）。这类问题，我们不能说桂、黄两位的批评没有道理，但在我看来，这实在是所谓“复原清本”的概念误导所致。

更为重要的是，将《天圣令》复原为唐令，加上“右令不行”的唐令，未必就是某篇唐令的全部；很可能两者相加之后的内容，要比原来的唐令条文的内容为少。这一点，黄正建在《关于天一阁藏宋天圣令整理的若干问题》第九条已作了说明：“其中不仅有几条唐令合为一条宋令，以及几条宋令本属一条唐令的情况，也有宋令只取唐令部分内容，而将剩余内容舍弃不录，或将剩余内容仍附钞于后等不同处理。”
[14]

 但使用“复原清本”这样的概念，难免会引人误解。换言之，我们的所谓复原工作，只是将某篇令中的宋令条文尽可能复原成为对应的某条唐令（就此条而言，也未必完整），而不是将某篇唐令完整的再现。

读者对复原工作，应格外谨慎。我建议在引用时，不要径引“复原清本”。因为，读复原的研究文章，能知道复原者的依据；如果径取复原清本，就容易被误导。在引用时，最好标明宋某条，整理者复原为第某条；然后再引出复原文字，并进行讨论。这样可能更严谨一些吧。

倘若有重版修订的机会，我很希望将校录清本和复原清本取消，同时，对校勘宋令时所列出的唐令和日本令的异文再予严格审核，对一些技术性的问题，如校勘记的撰写等，尽量作些统一，使之更符合古籍整理的规范。

以上只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不代表课题组同仁的意见。其实，在许多问题上，课题组同仁的意见也的确不甚一致，比如关于清本，我大概是“孤家寡人”。之所以要再三强调这一点，就是不希望用个人不成熟的意见来“绑架”或拖累课题组同仁。

2009年11月19日

（原刊《书品》2010年第3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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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御览》所引“唐书”的辑校与研究

——评吴玉贵《唐书辑校》


《太平御览》是古书辑佚和校勘的渊薮。它的重要不外两点，一是校勘上的版本价值。这是北宋初年编的类书，所用的都是北宋初年以及以前的本子；以此来校勘，就相当于用宋以前的本子来作校勘，当然校勘价值极高。二是辑佚的价值。在编此类书时编者当时所能见到的不少书，后来亡佚了，于是依靠此书才能窥见这些书的一些面貌。同时，这也为我们研究历史保存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

一、《御览》引“唐书”的研究小史

《太平御览》（下简称《御览》）引有“唐书”，这是早已为学术界所知道的。晚清校勘《旧唐书》时，岑建功就将《御览》所引“唐书”用作整理。那时，他是将“唐书”视作五代后晋刘昫领衔所编的、后代为与宋人所编的那部《唐书》相区别而名之为《旧唐书》的那部书。但是，《御览》所引标明为出自“唐书”的内容中，有不少不见于刘昫《旧唐书》；即使见于《旧唐书》，文字又与《旧唐书》不尽相同。因此，当时就有人认为，《御览》所引“唐书”，不仅有刘昫的《旧唐书》，还有韦述的《唐书》；因为岑氏在校《旧唐书》时，还大量使用了《册府元龟》（下简称《册府》），于是也有人认为《册府》多采实录，也不得视之为《旧唐书》。对此，岑氏从校勘的角度指出，即使《御览》中有韦述的《唐书》，但刘昫《旧唐书》即本之于韦述《唐书》，所以就校勘而言，这是“以其所本之书，校其所撰之书”
[1]

 ；至于《册府》，他认为主要出自正史，而非实录。这可以说是从校勘的角度，对《御览》引“唐书”作了一个认定。

但是，《御览》所引“唐书”中还有不少是不见于刘昫《旧唐书》的内容，这就是岑氏所谓“《御览》等书有与刘氏之书绝不相比附者”。对此，他说要“荟萃而加考订焉，别为《唐书逸文》”
[2]

 。这也就是他在《旧唐书逸文·自序》中所说的“诸书所引《旧唐书》颇有累牍连篇，与今本不相附丽，无须悉载于校勘记者，窃不自量，为之会萃成书，一一整比编排而加以考订，共得十有二卷，即名之曰《旧唐书逸文》”
[3]

 。——他将能与刘昫《旧唐书》相比勘的部分，视作《旧唐书》而加以校勘；不见于刘昫《旧唐书》的部分，他认为是《旧唐书》的逸文，加以排比辑逸。他所辑逸的内容中，有一例外，即“官品志”。他认为“官品志”不是刘氏《旧唐书》“职官志”的内容，而疑是韦述《唐书》的内容，所以，对这部分内容，他特别作了说明，并“列于诸志之后，别自为卷以俟考”
[4]

 。换句话说，他将不见于刘氏《旧唐书》的内容，除“官品志”之外，都视作刘氏《旧唐书》的逸文
[5]

 。

1940年代，岑仲勉著文，对被他称为“家贤”的岑建功的工作进行了批评
[6]

 ，认为《御览》所引“唐书”中不见于刘氏《旧唐书》的内容，即岑建功所辑的《旧唐书逸文》，并不是刘氏《旧唐书》的逸文。他从七个方面加以质疑，且提出自己的认识。他认为“《御览》之《唐书》，多韦氏旧著，非经刘昫增损后之《唐书》也”。这可以说是他对《御览》所引“唐书”的一个总体性的认识。有了这个总体认识，他还有点不放心，因为他觉得唐人所著唐史有很多，比如历朝实录、柳芳《唐历》、韦澳《续唐历》等等；这些书，在司马光修《通鉴》时即加征引，何以修《御览》者会不加征引呢？于是，他又进一步将这些他认为修《御览》时应该征引的著作统统涵括其中，说《御览》书前所附引用书目，即《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中所列的“唐书”，“并韦、柳两书言之”；所列的“旧唐书”，“指历朝实录等言之”。这样一来，“卷内引文又统称曰‘唐书’，则直犹通名之唐史矣”。《御览》所引“唐书”，在岑仲勉眼中，主干是韦述《唐书》，同时又是一个以一名而统括众书的所谓“杂烩”了。

1980年代，赵守俨作《扬州学派的重要校勘成果〈旧唐书校勘记〉》，主要强调《旧唐书校勘记》的成果，以及如何利用这份成果。在涉及对《御览》所引“唐书”的认定上，基本同意岑仲勉之说。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岑仲勉的立论，主要是根据岑建功的《旧唐书逸文》，而《旧唐书逸文》对《御览》所引全部“唐书”而言，仅仅是一小部分
[7]

 。只有将《御览》所引“唐书”悉数辑出，细加比勘，才有可能有一全面认识。同时，从唐史研究的史料利用来说，也只有将《御览》所引“唐书”悉数辑出，研究者才能对这批史料有一全面的把握和认识，否则就难免管中窥豹，其史料的价值也就难以得到充分的发挥。

1990年代末，吴玉贵开始对《御览》所引“唐书”进行全面的辑校工作。费时近十年，他的成果终于在近期面世，此即收入“二十四史校订研究丛刊”中的《唐书辑校》。

吴氏的工作，大致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辑、校，这就是现在出版的这部书；另一部分，是对《御览》所引“唐书”性质的研究。前一部分的工作，我们下面再谈。后一部分，也正是他着手做辑校工作的动因（见《唐书辑校·后记》）。因为他第二部分的工作尚未面世，所以，他在《前言》中所谈的相关内容，可以说只是点到为止，并未展开讨论（其实也无法展开）。所以，我也只撮其要，略作说明。

吴玉贵对《御览》所引“唐书”作了全面的清理。通过这番清理，认为岑建功之说不能成立；对此，他同意岑仲勉的质疑。但是，岑仲勉是破有余而立不足——对岑建功的质疑是有力的，但所提出的说法却是难以成立的。在我看来，吴氏对岑仲勉的驳难最为有力的是两点：第一，《御览》在引用其它同名异实的著作时，都作了区分（如多种《晋书》《后汉书》《荆州记》），何以“唐书”是作为统名来使用呢？第二，韦述《唐书》、柳芳《唐历》和唐历代实录的记述内容，最晚是到宣宗。照岑仲勉的逻辑，《御览》所引“唐书”不应有宣宗以后的内容。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8]

 。于是，吴氏提出了一个设想，即北宋在刊刻刘氏《旧唐书》时，有鉴于它的芜杂，曾对它进行过大量的修订，我们今天所见的刘氏《旧唐书》就是修订后的面貌；而《御览》所引“唐书”则是修订以前的面貌——《御览》修纂于太平兴国二年（977），对刘氏《旧唐书》的修订是在咸平三年（1000）。

汪桂海对吴玉贵的说法提出了质疑
[9]

 。汪氏认为，宋朝没有对刘氏《旧唐书》进行过所谓的修订；《御览》所引“唐书”，是两部书，一部是刘氏《旧唐书》，另一部是韦述《唐书》。因此，《御览》所引“唐书”中不见于刘氏《旧唐书》者，自属韦述《唐书》；即使与刘氏《旧唐书》有对应关系的文字，也可能是韦述《唐书》。这个结论，基本是认同岑仲勉的主张。

论证这一认识的对错，相对比较简单——韦述《唐书》止于代宗；我们就看《御览》所引“唐书”中，是否有既不见于刘氏《旧唐书》，而又属代宗以后的内容。如果有，汪氏的这个结论就不攻自破——吴玉贵作了回应，表列了不见于刘氏《旧唐书》的代宗朝以后的内容，计德宗朝39条、顺宗朝1条、宪宗朝20条、穆宗朝6条、敬宗朝2条、文宗朝16条、武宗朝2条、宣宗朝4条，共90条
[10]

 。这90条，说明就内容而言，《御览》所引“唐书”超出了刘氏《旧唐书》和韦述《唐书》。

关于《御览》所引“唐书”的研究，《旧唐书校勘记》开其端，并且较为全面地使用它以校刘氏《旧唐书》（在其凡例中，即已明示“是书之例，以宋人所引《旧唐书》为主”）；此前则极少有学者征引。对无法与刘氏《旧唐书》相校，亦即不见于刘氏《旧唐书》的内容，岑建功则辑为《旧唐书逸文》。这可以说是第一次全面对《御览》所引“唐书”所作的研究。略感遗憾的是，作《旧唐书校勘记》的罗士琳、刘文淇，本着严谨的校勘态度，并没有将《御览》所引“唐书”完全视作刘氏《旧唐书》，疑其中有韦述《唐书》，故其在校勘刘氏《旧唐书》的过程中，没有、也不可能去关注乃至讨论《御览》所引“唐书”与刘氏《旧唐书》之间的关系；将其视作刘氏《旧唐书》的岑建功，没有全面参与校勘的工作，只是将不见于刘氏《旧唐书》的内容辑为《旧唐书逸文》。换言之，当时并没有对《御览》所引“唐书”与刘氏《旧唐书》之间的关系，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他将《御览》所引“唐书”视作刘氏《旧唐书》，既失之于简单化，也就难以令人信服。此后的岑仲勉也只是就《旧唐书逸文》而立论，没有考虑那些与刘氏《旧唐书》“对应”的部分，更没有考察这种“对应”关系究竟如何
[11]

 。一直到吴玉贵对《御览》所引“唐书”进行全面的辑校工作时，才自觉地对《御览》所引“唐书”与刘氏《旧唐书》的关系进行系统、细致的梳理，指出：“在《太平御览》引‘唐书’的内容中，有1862条可以在今本《旧唐书》中找到相应的记载，占了《太平御览》引‘唐书’内容的绝大部分。”
[12]

 全部条数为2335条，有相应记载的条数占到总数的近八成。这也正是他将二者视作原本与修订本关系的一个有力证据。同时，他对岑仲勉、汪桂海的论点的否定——它既不可能是韦述《唐书》，也不可能是韦述《唐书》与刘氏《旧唐书》的混合物，就进一步说明了应该从探究《御览》所引“唐书”与刘氏《旧唐书》关系的角度，来研究《御览》所引“唐书”的性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吴氏在研究《御览》所引“唐书”性质的问题上，贡献很大，是对这一问题研究的实质性的推进——只有将《御览》所引“唐书”视作一部书，而不是许多书的“集合”，我们才能正确认识它与《大唐新语》（如1971条、2032条等）、《隋唐嘉话》（如1523条、1555条等）、《唐国史补》（如2068条）等书完全相同的条目，并非由于《御览》引“唐书”乃众书之集成，而是由于它们同出一源。由此，也才更可以彰显像《大唐新语》这样的子部书的史料价值。

学术研究真可谓破易立难，虽然破是为了立。我们可以证明《御览》所引“唐书”不是什么，但难以证明它是什么。所以，这个争论，恐怕还会继续下去。同时，由于对一些关键史料的解读不同，结论也就各异。比如，吴玉贵提出，北宋曾对刘氏《旧唐书》进行过较大规模的修订，汪桂海则不同意。两家所引最为关键的史料，就是《玉海》卷四三：“咸平三年十月，校《三国志》《晋书》《唐书》，五年毕。”其注称：“《唐书》将别修，不刻板。”吴氏认为“别修”是修订刘氏《旧唐书》，汪氏认为“别修”是指宋朝组织人力要重新编纂，此即宋祁、欧阳修的《新唐书》。至于汪氏所指出，如若咸平时曾对刘氏《旧唐书》加以修订，则何以其中粗率之处至今犹存，如一人两传等，其实，这类情形，在精心编纂的史书中，也时有发生，未必是经修订即可完全避免的；再说，何为“粗率”，恐怕认定起来也会更难。

二、《御览》引“唐书”性质臆测

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角度来对《御览》所引“唐书”的性质作一推测——也许《御览》所引的“唐书”与刘昫的《旧唐书》是同出一源，即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类似于纪传体唐国史那样一部完整的底本或母本。后晋刘昫领衔，根据这个底本，稍作统稿、润色，修纂了今名为《旧唐书》的这部书；《御览》修纂时，也是据此底本，选录了其中一些内容，分条按类辑入。至少，在我看来，吴玉贵所提出的种种例证，都无法否定我的这一臆测。特别是同样的内容，今本《旧唐书》多出《御览》引“唐书”的情况，以及《御览》引“唐书”中同一条记载而在今本《旧唐书》中分见于不同的两处的情况，与其视作宋人对刘氏原本所作的完善和补充，不如视为双方都是据同一部书而编就。

吴玉贵的结论，主要是通过比勘《御览》引“唐书”与今本《旧唐书》得出的。如果比勘范围进一步扩大，比如，将《册府》《唐会要》所涉及的相关记载，与《御览》所引“唐书”、今本《旧唐书》进行比勘，或许可以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一些线索。

首先，同样的内容，《册府》所引者，有的与今本《旧唐书》完全一致（可参《旧唐书校勘记》），而与《御览》所引“唐书”事同文异；有的则相反（可参《旧唐书逸文》）。

《唐书辑校》第1478条，内容是有关吐突承璀立“圣政碑”事。吴玉贵标示，该条与今本《旧唐书·李绛传》有对应关系
[13]

 ，同时引《册府》进行了校勘
[14]

 。但是，岑建功认为此条“与《李绛传》事同文异，故定为《宪宗纪》”
[15]

 。我们进行了复核，此条与《册府》完全相同，而与《李绛传》差异颇大。类似的例子还有，比如《辑校》第459条、第491条、第1252条等。这说明，《册府》与《御览》抄自同一部书，即《御览》所引的“唐书”。但为什么《册府》不采用刚刚修订完成的今本《旧唐书》，却要抄原本呢？

我们也发现了同一内容，《册府》与今本《旧唐书》相同，而与《御览》引“唐书”不同的情况。比如，《唐书辑校》第667条，《册府》卷三二三所引（3697页）与今本《旧唐书·韦贯之传》（4174页）相同，而与《御览》所引“唐书”的这一条不同；岑建功称“《韦贯之传》叙此事后半与此条约同，而前半迥异，故定为《宪宗纪》逸文”
[16]

 。

这说明，《册府》既采录了《御览》所引的《唐书》，也采录了今本《旧唐书》。

在编纂《御览》时，刘氏《旧唐书》尚未作修订；这时，编纂者不得不引用所谓的“原本《旧唐书》”，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已完成修订工作（咸平五年，1002）后的景德二年（1005）至大中祥符六年（1013）编纂《册府》时，何以还会既引今本《旧唐书》，同时又引修订以前的原本刘氏《旧唐书》呢？我想，在《册府》的编纂者眼中，大概不会将官府刚刚完成修订的今本《旧唐书》与未经修订的被视为芜杂的原本《旧唐书》一并采录吧？——它与《御览》分别采录的，都是一部名为《唐书》的唐朝国史。作这样的解释，似乎更加合理？

《册府》在编纂时，也可能曾参考或直接从其他类书中抄录；这在类书的编纂中，是一个十分常见的现象。换言之，也许《册府》所引与《御览》所引“唐书”内容相同者，系《册府》编纂者径从《御览》中抄录，而非录自修订前的《旧唐书》。如果《御览》所引“唐书”与今本《旧唐书》之间确实是原本与修订本的关系，而且是官府刚刚组织人力修订完成的，那么，在编修《册府》时，当然应该引用修订本。同时，编纂者也不可能不知道《御览》所引用者系原稿。如果出于讨巧而这么做，势必极易因此而致歧异乃至矛盾。当时，真宗对编纂《册府》非常重视，曾到修书处视察，并看过草稿，书成又赐书名
[17]

 。从《唐书辑校》来看，这部分内容与《册府》相比，实在份量太小。我很怀疑，编纂者会为了省这么一点力气，而甘冒这样大的风险。同时，《册府》所引与《御览》引“唐书”相同的条目，《册府》多有系时而《御览》却没有，这亦可证《册府》并非转抄自《御览》。总之，《册府》与《御览》所引“唐书”相同而与今本《旧唐书》不同的内容，是《册府》与《御览》分别引自“唐书”。《册府》与今本《旧唐书》相同而与《御览》所引“唐书”不同的内容，则是《册府》引自今本《旧唐书》。也就是说，《册府》既引有《御览》所引的“唐书”，也引有今本《旧唐书》；考虑到《册府》的成书经历，“唐书”与今本《旧唐书》恐非原本与修订本的关系。

其次，有一些例子，似乎可以说明，今本《旧唐书》未被宋人修订过。我们从吴玉贵校勘所引资料中，屡屡见到《通典》和《唐会要》。这两部书，都是在今本《旧唐书》以前成书的。如果《御览》引《唐书》的某条资料，既见于今本《旧唐书》，又同时见于《通典》或《唐会要》，三者相比，即可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一些问题。

比如《唐书辑校》第2073条：

高宗时，司农〔寺〕欲以冬藏余菜卖之百姓，以墨勅示仆射苏良嗣，良嗣判曰：“昔公仪〔休〕相鲁，拔去园葵。况临御万邦，而（败）〔贩〕蔬鬻菜。”事遂不行。

《册府》卷六七四“牧守部·公正”：

苏良嗣为京师留守。司农寺将市卖菓菜以收其利，良嗣驳之曰：“昔仪休相鲁，犹能拔葵去织，未闻万乘之主，与下人争利也。”遂止其事。（8053页）

《旧唐书》卷七五《苏良嗣传》：

则天临朝……为西京留守，则天赋诗饯送，赏遇甚渥。时尚方监裴匪躬检校京苑，将鬻苑中果菜以收其利。良嗣驳之曰：“昔公仪相鲁，犹能拔葵去织，未闻万乘之主，鬻其果菜以与下人争利也。”匪躬遂止。（2630页）

《通典·州郡下》“京尹·留守”条自注，引韩弘机为东都留守、苏良嗣为京师留守时事，其中苏良嗣事云：

武太后临朝，垂拱三年，文昌右丞相苏良嗣为京留守。时尚方监裴匪躬检校京苑，将鬻苑中果菜，以收其利。良嗣驳之曰：“昔公仪相鲁，犹能拔葵去织，未闻万乘之主鬻其果菜，以与下人争利。”
[18]



这项内容，四条记载均大同小异，特别是苏嗣良判或驳的内容，几乎完全一致。差异有二：一是时间，二是市卖果菜的官府。《御览》与《册府》，似为同一史源，皆称“司农寺”；《通典》与《旧唐书·苏良嗣传》，都称“尚方监”，且点出了裴匪躬此人。《通典》此条，出自注文，《旧唐书》的编撰者不太可能在作《苏良嗣传》时专门从《通典》注文中抄出此事。换言之，《旧唐书·苏良嗣传》与《通典》是分别抄自同一部书。但是，《旧唐书》与《御览》此条，并不相同。按照吴玉贵的推测，这是《旧唐书》修订所致。修订后的内容，却能与《通典》所引完全一致，我们便只能归于巧合。除巧合之外的第二种可能，就是这条内容，《通典》和《旧唐书·苏良嗣传》都抄自同一部书——《通典》注中同时列举韩弘机和苏良嗣二人，疑即从国史中此二人传中抄出。倘若这个可能成立，则今本《旧唐书》就没有被修订过。当然，此处实质性的一致，不过是“尚方监裴匪躬检校京苑”一句。也确实不能断然排除巧合的可能。

与这一条内容相关的，还有《唐书辑校》第1053条。这一条可以分为两小节，前一小节是浴堂北廊奏对；后一小节是教坊奉密旨取良家士女。这两小节分别见于《旧唐书·李绛传》（4287页和4289—4290页）。《御览》引作一条，我们可以理解为因同出一传，主题相同，故连为一条。

《册府》卷一〇一《帝王部·纳谏》元和五年李绛进谏一条，内容也是两小节，第一小节是吐突承璀立“圣政碑”，与《唐书辑校》第1478条相同，上已引述；第二小节是教坊奉密旨取良家士女，与《唐书辑校》第1053条的第二小节、《旧唐书·李绛传》（4289—4290页）相同。

这三小节内容，都见于《旧唐书·李绛传》。但《御览》《册府》的采录内容与今本《旧唐书·李绛传》的关系却颇值得玩味。吐突承璀立“圣政碑”事，《唐书辑校》1478条、《册府》卷一〇一前一小节相同，而《旧唐书·李绛传》则是“事同文异”。这说明，《册府》与《御览》抄自同一部书，即《御览》所引的“唐书”。但为什么《册府》不采用已经修订过的今本《旧唐书》，却要抄原本呢？教坊奉密旨取良家士女事，《唐书辑校》第1053条后一小节、《旧唐书·李绛传》（4289—4290页）、《册府》卷一〇一后一小节都相同。《册府》此处抄自哪部书呢？如果抄自未修订前的原本，则可佐证它上引吐突承璀事出原本；如果引用的是修订后的新本，即今本《旧唐书》，则它何以会既引原本又引改订本呢？

如果吐突承璀立“圣政碑”事是《册府》抄自《御览》；教坊奉密旨取良家士女事才是《册府》录自修订本即今本《旧唐书》，这样便可弥合上述矛盾。但上面已说过，《册府》不太可能转抄《御览》。

《唐会要》所引用的史料，同样的内容，有的与《御览》引“唐书”相同而与今本《旧唐书》异，有的则与今本《旧唐书》相同而与《御览》所引“唐书”异。《唐会要》成书时，《旧唐书》还未修订；《唐会要》所引者，就是今本《旧唐书》，亦即刘氏《旧唐书》并未修订过。与《册府》一样，《唐会要》既引用了刘氏《旧唐书》，也引用了《御览》所引的那部唐朝国史——“唐书”。

《唐书辑校》第1888条，不见今本《旧唐书》；如视作修订本，则应系原本文字而为宋人修订时删去者：

大中二年，福建进瑞粟十五茎，茎有五六穗。

此条内容又见《唐会要》：

大中二年七月十六日，福建观察使殷俨进瑞粟十一茎，茎有五六穗。中书、门下奏请：“今后诸道所有瑞物，俱报有司，不在进献。”从之。
[19]



这两条应该属于事同文异。我们比对了《御览》引“唐书”中不见于今本《旧唐书》的内容，但却见于《唐会要》者，两者相似乃至相同的程度极高。这说明它们可能抄自同一部书，或许就都是未修订前的《旧唐书》。像上述这一条，两书的记载事同而文异，即详略不同的情况，比较少见
[20]

 。这有两种可能：（一）两书相同的部分都出自修订前的《旧唐书》；不同者，则《唐会要》另有来源。（二）鉴于同时见于这两部书又都不见于今本《旧唐书》的内容中，相同的条目占绝大多数，也可能它们同时抄自同一部书，而对个别条目作了改写。

后晋的《旧唐书》修撰时间甚短，从天福六年（941）二月开始，到开运二年（945）六月即告完成，其间不过四年多。如此之短的时间，能修成在二十四史中分量并不算很小的一部史书，一定有所凭藉。参与其事的贾纬奏称：“伏以唐高祖至代宗已有纪传，德宗至文宗亦存实录。武宗至济阴废帝凡六代，唯有武宗实录一卷，余皆阙略。”参以监修国史赵莹为修此书而上的奏中屡屡要求有关方面提供武宗会昌以后至唐亡六十年的材料
[21]

 ，可知在开始修唐书时，代宗以前有纪传体的史书为依托，最可省事；德宗至文宗有实录，但据此而撰成纪传，也需费些精力；至于武宗以后，则缺少凭藉。在这种情况下，四年多即修成如此规模的全书，也实在令人惊叹——我们只要与唐初修“五代史”相比，即可见一斑（五代史的总分量与后晋所修《旧唐书》相仿佛）。所以，我颇怀疑，在后晋组织人力修撰唐书的过程中，可能发现了另外一部首尾完整的纪传体唐代国史；有此凭藉，修史工作才得以迅速完成
[22]

 。

但是，如果真有这样一部书，何以在目录书中不见著录呢？如果修《御览》时，此书已被引用，何以在此后的雍熙四年（987）直史馆胡旦所举唐代的史书，是当时俗称为“旧唐书”的韦述《唐书》
[23]

 ，而不列举这部首尾俱全的唐代国史呢？答曰，从情理上说，这样一部重要的著作，不会不见著录，不会不见征引。但是，第一，其确切的名称，我们不得而知，故我们无法认定它是否未见著录或未加征引。第二，十之八九是常理，但世上总有十之一二的例外。至于胡旦所言，是他从当朝人修撰当朝国史的角度来说的，所以，汉代的史书，他举的是《东观汉纪》，而未举自唐以来已成名著的《后汉书》，故唐代也未举这部首尾完具的纪传体国史，而举的是韦述《唐书》；其目的，就是要以汉唐盛世之例，强调本朝也要高度重视修本朝史，针对的是“自建隆元年至雍熙三年，实录、日历皆未备”的情况。由此，倒是可以推定，这部首尾完具的纪传体唐史，可能是五代，最有可能是以赓继李唐法统自任的后唐编纂的，所以一遵李唐的避讳，如干支之丙均避讳作景等。

总之，我推测《御览》所引“唐书”，是后唐编纂的一部完整的纪传体唐代国史。刘氏《旧唐书》即以此蓝本编成；《御览》编纂时，修撰者将此书部分内容分类摘入。编修《唐会要》《册府元龟》时，编撰者既吸收、摘录了后唐所撰《唐书》，也吸收、摘录了后晋刘氏所编的今本《旧唐书》。当然，就具体的条目来说，我们也不能排除《御览》编者因转相钞撮，或工作不认真所导致种种错误的可能。

我的这一臆测，完全是以吴玉贵所完成的细致的比勘工作为前提，同时，也是在他所指明的《御览》所引“唐书”与刘氏《旧唐书》有异乎寻常的密切关系的这一正确方向上作出的。当然，在存在多种可能性的情况下，我多提出一种假设，对解决这个问题，实在也是意义甚微。我的这一推测的最大“优点”，是既不易证是，也难以证非。我们期待着它被证是或被证非。即使被证非，我也相信，《御览》所引唐书与刘氏《旧唐书》之间有密切关系不会被否定，从其间的关系着眼来研究《御览》所引“唐书”的性质，应是正确的思路。我们应该沿着这一思路作进一步的思考和研究。

三、《唐书辑校》的得失

下面，我们谈一下吴玉贵此书的辑校工作。

从体例上说，吴氏所辑，完全按《御览》卷次，而没有像岑建功那样，将所辑条目分列于纪、志、传之下。这样的处理是谨慎和妥当的，不仅是便于操作而已。因为有些内容，特别是内容较少的条目，我们无法根据其内容即认定其所属的卷类。如果该条内容可与刘昫《旧唐书》相比勘，虽然稍易定夺，但如同一内容而分见不同的纪志传，判别就不易；如果此条内容不见于刘氏《旧唐书》，则判别尤难。岑建功在《旧唐书逸文·自序》中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其中有互见于志传，而实为纪之逸文者；有互见于纪传，而实为志之逸文者；有互见于纪志，而实为传之逸文者。”虽然他强调“为之条分缕析，详著其采入逸文之由”，但“归类”着实不易。他所辑逸文，本纪占到了一半的篇幅。即使是逸文，这与志、传的篇幅也实在不成比例。岑仲勉也批评道：

旧籍引书，往往不沾沾于字句，非徒《御览》为然，而《御览》亦数见之（参《御览引得序》十一二页），例如《逸文》十据《事类赋》注引卢携郑畋掷砚相投事，岂能决其非即一七八卢郑两传之文而必为《黄巢传》逸文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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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勉强归类，不如一仍其旧，逐条校勘为更可取。

吴玉贵的这次辑校，可以说是学术界第一次全面、完整、系统地从《御览》中辑“唐书”的工作。他对所辑出的每一条，都与刘氏《旧唐书》《册府》等相关史料进行了比勘。这不仅使《御览》所引“唐书”的全貌第一次如此完整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而且从史料使用的角度来看，也为我们提供了可靠的文本。他将每条编号，也大大便利大家的征引和使用。这一点在我们下面引文时就会看出。书后编人名索引，更是方便了大家的查找（如果能用四角号码编排，也许更易查找）。

因为在此前，只有岑建功辑过其中不见于刘昫《旧唐书》的部分。即以这一部分而言，岑辑工作也有一些问题。

首先，岑建功无缘见到现在我们所使用的《御览》最好的版本，他所使用的《御览》脱讹颇多
[25]

 。比如岑辑《旧唐书逸文》卷二，引《御览》卷八四八“高祖朝”云云。岑氏引《唐会要》卷五三乃龙朔二年事，作按语：“龙朔系高宗年号，《御览》之‘高祖’当改为‘高宗’。”（《会编》2册238页）其实今中华书局影印本即作“高宗”（4册3792页；《唐书辑校》第1842条）。再如岑氏《逸文》卷三引《御览》卷二二〇“开元二年紫微舍人六员每一头商量事”。岑引《唐会要》卷五五：“‘紫微’下有‘令姚崇奏中书’六字，‘头’作‘人’。”（《汇编》2册243页）其实，中华书局影印本此句作：“开元二年紫微令姚崇奏紫微舍人六员每议事。”（2册1046页；《唐书辑校》第274条）类似情况并不少见。当然，也偶有岑氏所引用的本子是，而中华影印本误者，如第164条、第459条。但从总体看，岑氏所用的本子没有影印宋本好。另外，岑氏《逸文》的惧盈斋本也有误刻之处，比如卷四，《御览》的出处刻作五六八（《汇编》2册261页），实应是五六二。

其次，岑建功所辑有漏。我将《唐书辑校》所辑“阙载”部分与《旧唐书逸文》作了全面核校，发现三十余条吴玉贵标示不见于今本《旧唐书》的“阙载”内容，岑氏未予辑出。

第三，就用于校正的材料来说，岑、吴两氏所主要使有的，有《册府》《唐会要》《事类赋注》《通典》等，其次是《文苑英华》《全唐文》等。在此基础上，吴氏搜罗更广，使用了《唐大诏令集》《太平寰宇记》《酉阳杂俎》《太平广记》等。当然，在从前那样的检索条件下，岑氏能做到这样的程度，已相当令人观止了，虽然疏漏也在所难免。比如，《旧唐书逸文》卷三所辑《玄宗纪》，开元纪年，有一条因无纪年而列于开元之末；天宝纪年，列入“年月无考”者四条。这五条中，《唐书辑校》引相关史料，说明了它们的系年。置于开元之末的一条，即引《御览》卷八二五“开元中上命宫中养蚕”条，岑氏：“按，此条但言开元，未言何年，今姑列于开元之末。”（《汇编》2册246页）《唐书辑校》第1786条，指出此条见于《册府》卷七〇，系于开元十五年五月丁酉。当然，此事亦非发生于是年，而是此时追述此前的举措，故此事应在此年之前的一年。“年月无考”四条中的三条，即引《御览》卷五九一“玄宗亲制春望台”条、“端午日玄宗自赋诗”条、“玄宗制令长新诫一篇”条（《汇编》2册247页），《唐书辑校》都引《册府》相关记载作了系年，分见第1235条（开元八年）、第1236条（开元十五年五月丁丑）、第1234条（开元二十四年二月），并作了校勘。再如，《旧唐书逸文》卷五“大和中赐修指南车”事（《汇编》2册265页），岑氏未引资料，仅加按语云：“此事未知何年，今姑列于太和之末。”《唐书辑校》第1762条，引《旧唐书·穆宗纪》、《册府》卷九〇八，加以校勘和考订，称“事在太和元年六月”。

吴玉贵充分吸收了岑氏的成果，比如，《唐书辑校》第1855条，径引岑氏说，将“承”改为“丞”；第1959条，引岑氏按语，订正了《事类赋注》所引“唐书”的讹误等。类似还有第370条、第161条、第818条，等等。

但有的线索未能加以留意，比如《唐书辑校》第1323条，《御览》似是将两条合并为一条加以采录，但时间并不一致，郑朗事在太和九年十二月，魏謩事在开成四年十月，故岑氏将此一条分成了两条，分别作了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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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件事分别对应着《旧唐书》卷一七三《郑朗传》和卷一七六《魏謩传》，吴氏在校勘中都已分别作了征引。如能进一步加以说明，则可提醒读者勿误视为一条。再如《唐书辑校》第2091条，“度支郎以宋谢眦诗云‘芳州多杜若’”；“谢眦”，中华书局影印本《御览》同，但《旧唐书逸文》卷一作“谢脁”（《汇编》2册236页），无说明。按，此即谢脁《怀故人》诗的第一句，《御览》因形近致误
[27]

 。

当然，在用相关史料校正时，对应史料的鉴别也是一个问题。比如，《唐书辑校》第2030条，长庆中，虢州刺史萧佑请求旌表湖城县阎酆五代同居。吴玉贵引《册府》卷一四〇，“阎酆”作“阎照”。但覆检《册府》，这一条系于元和九（元，误）年十月，系时不符。同卷有宝历元年六月虢州刺史陆亘上表要求旌表玉城县阎酆五代同居；此事又见《册府》卷七五七、八〇四。看来，这类事颇多，未易确定其“对应”关系。如不能对应，则人名校对即无意义。

第四，岑建功与吴玉贵对《御览》所引《唐书》的认识不同，故在处理相关资料时，眼光也就各异。《唐书辑校》在每条之后，都标出与今本《旧唐书》的相应之处；对不见于今本《旧唐书》的记载，岑氏认为是“逸文”，吴氏标作“阙载”。这反映了二人对这两部书的认识的不同。比如，对《御览》所引《唐书·官品志》的部分，岑氏视此为今本《旧唐书》的逸文，但《官品志》又与今本《旧唐本》关系不大，因此他说：“《旧唐书》无‘官品志’名目，故次于各志之后以俟考。”关于这部分容，他认为：“《御览》凡引‘唐书官品志’之文者，往往节取其数语，而唐之官品反未引及。今无从核其原文，姑录之以俟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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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对相关内容，他仍然要尽可能用唐代典籍来核对，因此他征引的是《通典》。而在吴氏看来，这部分既然不能与今本《旧唐书》找到对应关系，那么从史料学的角度，就更应重视其准确性和原始性，于是他引用了更具史源性的《隋书·百官志》。再如，岑氏视此为今本《旧唐书》的逸文。为将这些“逸文”插入相应位置，岑氏对各条史料的系年就格为重视，因为无论是列传还是志，叙事均依时间为序；况且他所辑“逸文”中有过半篇幅属于本纪，而本纪完全是编年体。但吴氏视之为今本《旧唐书》的原本，所以更重视与今本《旧唐书》的异同，即二者相关内容的对应关系与文字变动。

我们通过全面比对《旧唐书逸文》与《唐书辑校》中的“阙载”诸条，可以看到有少数条目，两家的认识不同，即岑氏认定为逸文者，吴氏从今本《旧唐书》中找到了对应的记载。这其中大部分条目，岑氏认为与《旧唐书》的相关记载是“事同文异”。我们通过复核，确认大部分确如岑氏所标识，属事同文异。但对吴氏而言，因为他认为这二者是原本与修订本的关系，所以“事同文异”正是修订的证据，不影响相关部分的比对。因此，从史料使用的角度看，吴氏所作的标识，绝大多数都是非常准确的，这大大方便了我们在征引史料时所需要进行的比勘。

当然，也有一些条目，特别是一些字句较少的条目，其对应关系则不易确定。比如，第820条，相关内容，既见于《唐书辑校》所标《玄宗纪》，也见于《舆服志》；即使从修订的角度，也不易确定它究竟原属《纪》抑或《志》。对这类条目，不妨两者均标；这不表示对应关系，而是给读者提供参考。当然，也偶有条目，如第672条，岑氏失察，未能找到与《旧唐书》相对应的部分。

最后，是关于《唐书辑校》的分卷。目前本书分为四卷，每卷分量都较重；不妨卷次再分细一些。特别是卷二与卷三，将《御览》“人事部”分在了两卷。其实，全书本可不分卷。另外，《唐书辑校》第583条，吴玉贵标作“窜入”。既是窜入，就不应编入正文、计入总数；作附录处理较为妥当。

四、结语

学术界之所以会对《御览》引“唐书”有如此浓厚兴趣，我想主要是因其校勘价值，史料价值倒在其次。因为，对于其史料价值，大家都不会怀疑。第一，它是从北宋初年编的一部类书中征引的，这部记载唐代史事的著作，不会晚于北宋。这一点，就保证了它的史料价值。第二，经过吴玉贵全面的辑和细致的校，特别是与刘氏《旧唐书》的比勘（这两部书有很近的“血缘关系”），我们很容易看出，哪些内容见于刘氏《旧唐书》，其间有何异同；哪些内容不见于刘氏《旧唐书》。这使我们在研究唐史时，作为史料来使用《御览》所引“唐书”，变得异常容易和便利。

《御览》引“唐书”可以校今本《旧唐书》。《旧唐书校勘记》就已经开始这样做了。吴玉贵《唐书辑校·前言》，从《御览》所引“唐书”保留了今本《旧唐书》原貌的角度，列举了可以据之校正今本《旧唐书》之处。但是，在用以校勘今本《旧唐书》时，一定要注意《御览》所引“唐书”与今本《旧唐书》毕竟不是同一部书（吴氏的辑校工作，即可充分说明这一点）。在上引赵守俨的文章中，他已经作过强调：“应该只校实质性问题（如人名、地名、名物、时间的歧异之类），而这里（指《旧唐书校勘记》）却像是辑录《旧唐书》的佚文，这显然是不妥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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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在认定其确属讹误的情况下，在审慎辨析之后，才能据以校勘。记载的歧异等等，均不能校，也不必出异文。

无论是从文献学，还是从史料学的角度来看，类书最大的价值，一是辑佚，二是校勘。《唐书辑校》，就是从《御览》中辑出了《唐书》，并用与之密切相关的典籍刘昫《旧唐书》作了比对和校正。这是利用类书来整理文献的最为典型的一种方式。现在学术界有种对类书进行“逆向整理”的倾向——用传世之书，即类书所由抄撮之书，来校类书。这样的工作，学术意义甚微，因为原书俱在，我们在征引时，一定会引原书而不会径引类书；用原书来校类书，可谓舍本逐末、买椟还珠。这是要引起大家注意的。





2009年12月25日初稿，2010年2月27日二稿，10月13日又作修订。


附记：


《唐书辑校》的出版，又引起了学术界对《御览》所引“唐书”性质的关注。本文最后校对时，得见温志拔《〈太平御览〉引“唐书”之性质考论》（《史学史研究》2010年2期）、唐雯《〈太平御览〉引“唐书”再检讨》（《史林》2010年4期）二文，在征得主编同意后，补记如下。

温、唐二氏的主要观点，是申论岑建功、岑仲勉的已有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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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御览》所引“唐书”是包括唐朝实录、吴竞等所编《唐书》、刘昫的《旧唐书》，乃至《通典》《会要》以及笔记杂史等有关唐朝史书的通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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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在前面（第二部分）也对《御览》“唐书”的性质作了些推测，所以，不破不立，我很愿意在此对温、唐二文略作辩难。

温志拔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针对吴玉贵的北宋年间“修订”说，指出是“校勘”而非修订（这一点，汪桂海此前已经提出）。同时，又指出“在《御览》中，一条书名而实际包含不同文献的现象，不仅限于‘唐书’，他如‘后汉书’、‘晋书’，亦复如此”；还说“《御览》引‘后汉书’并不仅指今本一家，其引‘晋书’亦是如此”（34页）。显然，温氏是想用《御览》征引有多种‘后汉书’‘晋书’，来说明《御览》所引“唐书”亦是如此。非常凑巧，吴玉贵也是用了“后汉书”“晋书”等同名著作的例子，来说明《御览》在征引这类著作时，是力图加以区分的，进而反驳岑仲勉将众书混为一名加以征引的说法：

《太平御览》在引用同名著作时，往往在著作前标识作者名加以区分，如王隐《晋书》、臧荣绪《晋书》、虞预《晋书》、沈约《晋书》、谢灵运《晋书》、朱凤《晋书》；范晔《后汉书》、薛莹《后汉书》、华峤《后汉书》、袁山松《后汉书》、谢承《后汉书》；盛弘之《荆州记》、范汪《荆州记》、庾仲雍《荆州记》、刘澄之《荆州记》；宋膺《异物志》、曹叔雅《异物志》、杨孚《异物志》等等都是显例。虽然《太平御览》因为资料源复杂，尤其是有许多内容直接抄自前代类书，在引用书名时难免“错误杂乱，至不一致”，但从处理同名著作的做法可以看出，《太平御览》的编者至少是在努力减少不同的著作因为名称相同而混淆的可能性，不能想象《太平御览》会在尽量区分开同名著作的同时，将一大堆不同类别的著作在同一个书名下混杂在一起。这从反面证明，岑仲勉先生说《太平御览》引《唐书》“兼举数种唐代之史”，不仅在道理上窒碍难通，而且与《太平御览》处理引用资料的通例也是相违背的。（《唐书辑校·前言》，7页）

对此，温氏举出第1596条未标明作者名的《后汉书》，“大部分应出自范晔，即今本《后汉书》，但也有明显出于今本之外的文字”；同时，还引用了标明出自《晋书》却不见于今本《晋书》的一条，说吴氏指出的用作者名以区分同名著作，“亦不尽然”（34页）。我认为，“不尽然”，是区分得不彻底（正可以用“错误杂乱，至不一致”来作解），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吴氏“《太平御览》的编者至少是在努力减少不同的著作因为名称相同而混淆的可能性”的结论，除非温氏能证明未标明作者的“后汉书”，绝大部分都不出于今本《后汉书》。不能以少数例外，来否定整体的情况。

温文第二部分，讨论《御览》引“唐书”包括但不限于刘昫《旧唐书》。温氏引了《御览》卷九五二所收的一条（即《唐书辑校》第2022条），与《旧唐书·五行志》、《册府》卷二五进行了比较（《唐书辑校》已引用作了校勘），认为《御览》此条并不抄自《旧唐书·五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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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温氏是要据此说明，《御览》所引“唐书”，并不完全是从《旧唐书》抄来的。随后，又引《御览》卷一一一所收安禄山一条（即《唐书辑校》第52.1条）、《御览》卷一一三顺宗安皇帝一条（即《唐书辑校》第59.3条），通过与《玄宗实录》《肃宗实录》及《旧唐书》比对，说明《御览》所引这两条都是出自《旧唐书》（36页）。结论是“岑建功之说最为合理”（36页）。确实，岑建功《旧唐书逸文》的工作，就已足以证明温氏在此节所想要证明的；相对于岑氏的工作而言，这一节是在作重复工作。

温文的第三部分，是《御览》“唐书”所可能包括的唐史文献，指出其中有国史、实录、《通典》《会要》、杂史笔记、《唐年补录》等。这是对不见于今本《旧唐书》或与今本《旧唐书》不同的那些史料的属性的推测。既是推测，就可能出现本着不同的逻辑，推出截然相反的结论的情况。比如，温氏说：“《御览》引‘唐书’主要是武宗以前史料，其‘阙载’或‘逸文’部分473条，除少数几条记录四夷风土物产难定年代外，仅4条宣宗大中年间史料属于武宗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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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此亦可推测‘逸文’与国史实录之间的联系。而《御览》卷二十八《时序部·冬至》引有一条《唐玄宗实录》，也可见《御览》确以唐实录作为史料来源之一。一方面唐代编有众多实录，另一方面《御览》仅仅见引一条，岂不奇怪？”（36页）可巧的是，吴玉贵在《唐书辑校·前言》中，也引用了《御览》卷二八所引的这条《唐玄宗实录》，而所得出的结论，又恰好相反：

从常理而言，唐代各朝的实录和唐历是编年体著作，而作为国史的《唐书》是纪传体著作，《太平御览》的编者没有任何理由将不同种类的数十种史书放在一起，然后以《唐书》的名义辑入《太平御览》之中。实际上，《太平御览》卷二八就明确征引了《唐玄宗实录》，这与岑仲勉先生说法是直接抵触的。（7页）

吴玉贵的逻辑是，既然引《唐玄宗实录》时，是以该书本名来征引的，那么，其他地方征引《实录》时，就不应该将这些有专名的实录归入作为泛称的“唐书”之下。此其一。其二，与今本《旧唐书》对不上的内容，吴氏统计为473条，内容涉及武宗朝者2条、宣宗朝者4条；宣宗朝以后，则付阙如。温氏所谓“据此亦可推测‘逸文’与国史实录之间的联系”，大概是想说，唐实录修至文宗朝，以后各朝未修实录；《御览》所引“唐书”阙载的部分也恰好止于宣宗朝，由此，可以佐证《御览》所引“唐书”是依据了实录国史之类。如果我对温氏的理解不误，我倒是可以用同样的材料、同样的逻辑，对温氏之说加以否定——据吴玉贵《也谈〈太平御览〉引〈唐书〉》所列表（12页），顺宗朝1条、敬宗条2条，而这两朝是有实录的。有实录而条数如此之少，可以反过来说明，《御览》“唐书”所征引而不见于今本《旧唐书》者，并非主要据实录，除非我们说《御览》的编者有意少引几至于故意不引顺宗、敬宗这两朝实录。其三，《御览》标明引自唐朝实录者，仅一条。温氏认为，唐朝编有众多实录，却仅见此一条，所以推测编者是将众多实录编入了“唐书”中。我倒是别有一解，即，这说明《御览》的编者并没有将唐朝实录作为征引的对象；仅有这一条，或是书名标注有误，或系转引而来。

唐文在将《类要》所引唐实录与《御览》所引“唐书”比对时，发现“《类要》所引唐实录文字合于《太平御览》引《唐书》者七条，其中五条不见于《旧唐书》”（71页）。这五条中，又有四条叙述的是代宗、德宗、宪宗、文宗朝事；而吴竞、韦述所编《唐书》止于代宗。这四条，《御览》标明引自“唐书”，但它们既不见于《旧唐书》，又不可能是吴、韦所修《唐书》，而与《类要》所引唐实录相比对，“二组文字虽有详略之不同，但关键内容及文词表述皆高度一致，由此可以证明《御览》所引‘唐书’实系唐实录”（72页）。至于武宗至哀帝的内容，既无实录为依据，又有溢出今本《旧唐书》者，因此唐氏认为《御览》所引“唐书”还应包括唐代官方档案、《武宗实录》《唐年补录》等（73—74页）。于是，唐氏认同岑仲勉所说的《御览》所引“唐书”是包括了唐史文献的通名。

为了进一步说明“唐书”是包括各种唐史文献的通名，唐文的第二部分考证了唐宋人的“唐书”的观念——时人在使用“唐书”时，既用以指纪传体的国史，又用以指编年体的实录，甚至刘昫修成《唐书》后，“唐书”也并不是该书的专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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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认为，唐氏通过文字比对来确定《御览》所引“唐书”的方法，是不妥当的。“二组文字虽有详略之不同，但关键内容及文词表述皆高度一致”，不能排除这二组文字分别出于同一史源的可能。不见于今本《旧唐书》，也不能驳倒吴玉贵的“修订说”——吴氏完全可以说，这些不见于今本《旧唐书》的内容，是被修订时删去了。至于“唐书”之用通名，即使唐氏所举诸例无误，也不能断定《御览》也是在泛称的意义上来用“唐书”的——编者在引同名异书的多种《后汉书》《晋书》时，力图作出标示和区分，为什么对唐代的异书异名的著作，却要使用这样一个通称呢？！不能驳倒吴氏的这一点，举再多的这样的泛称的例子，也是无用的。

从总体上说，温、唐二文，意在驳吴玉贵的“修订说”，而坚持岑建功、岑仲勉的说法。但吴氏的立论，是以反驳岑建功、岑仲勉的说法为前提的。如果要退回到二岑的说法，必须要做两项工作：第一，如何看待岑仲勉对岑建功的七条反驳；第二，如何看待吴玉贵对岑仲勉的的四条反驳。只有逐条驳倒了岑仲勉对岑建功的批评，才有可能捍卫岑建功；只有逐条驳倒了吴玉贵对岑仲勉的批评，才能捍卫岑仲勉。我认为，温、唐二文，没有做到这一点。不破而立，不过是增加了一种说法而已。

我认为《御览》所引“唐书”应系通名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吴玉贵已作了很好的驳论。鉴于温、唐二文要退回到二岑的努力，我想对吴玉贵的驳论的第三点，即类书的编法（《唐书辑校·前言》7页），作些补充。

就一般而言，类书的编法是确定门类，再分头从各种书中去按类抄撮。比如，《御览》的门类确定后，某人读实录，则将实录中可以纳入《御览》所定的分类的内容，一一抄出，然后分门类，归入相关类目中。不大可能某人负责某一类，就由此人从不同的书中将他所负责的那个门类的内容一一加以抄录。因此，某人负责某书，他从该书中抄出相关内容后，无疑都会随手将该书注为出处。如果这个工作程序是可靠的，那么，这些本已分别注明了出处的材料，在往一起汇集时，怎么可能将原来标明的出处的书名，替换为一个所谓的通名呢？换言之，不可能将抄录时标明为“会要”“通典”“某朝实录”等的材料，在分门别类汇入《御览》时，将这些专名统统替换而统一为“唐书”。《御览》中的“唐书”，一定是一种书，而不可能是多种书的合称。

但是，由于《御览》是在前人所修类书，特别是《修文殿御览》的基础上编成的，所以，一书而有不同的书名、书名有误乃至怪诞不经者，往往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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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御览》标明为“唐书”者，并不能肯定所有内容都准确无误地出自《唐书》。同理，标作其他书名的书，也未必就完全排除原本出自《唐书》。当然，这类讹误，总不会是占大多数。但在引用某条、某几条进行讨论时，我们便需要考虑到这种可能性。

同时，在论证方法上，温、唐二氏主要是选择若干条来比对。但是，如果所讨论的这些条的内容并不是很多，那么，这样的比对就很难说明问题，因为，我们无法排除它们分别出自于同一史源，或递修沿续的可能性。比如，就某人之传来说，实录中的传与韦述、柳芳的《唐书》中的传，以及刘昫所修今名为《旧唐书》中的传，大概核心内容和表述方式，当无实质差异吧。我们将该传的某几句加以比对，又怎么能肯定这几句是出于实录，而绝不可能是出于韦、柳《唐书》呢？某一段材料，虽然通过比对，知道它与《通典》或《会要》相同，但我们又怎么能完全排除它不是从韦、柳《唐书》中抄出的呢？因此，通过比对几条、几十条的办法，是不能证实《御览》“唐书”究竟出自何书的。也许，我们需要增加一些想象力，换一个角度来审视这一问题。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我们对《御览》所引“唐书”的性质作出多么富有想象力的推测，从史书的辑逸、整理，史料的使用来说，《唐书辑校》本身才是最为基础、最有价值的工作。

2010年12月16日


编校附记：


原刊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1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为醒目计，此次为各小节补加了小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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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岑建功：《旧唐书校勘记序》，《隋唐五代正史订补文献汇编》（以下简称《汇编》）影印惧盈斋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1册48页。惧盈斋刻《旧唐书校勘记》及《旧唐书逸文》，均据《汇编》影印本。


[2]
 《旧唐书校勘记序》，《汇编》，1册48页。


[3]
 《汇编》，2册216页。


[4]
 《旧唐书逸文·自序》，《汇编》，2册217页。


[5]
 赵守俨《扬州学派的重要校勘成果〈旧唐书校勘记〉》（《赵守俨文存》，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引《旧唐书校勘记》凡例中的最末一条，说“他们把与传世《旧唐书》对不上‘口径’的文字一律视为韦述国史旧文，不予采录”（205页）。按，这条凡例讨论的是《御览》所引“唐书·选举志”和“唐书·官品志”的内容，认为《新唐书》始有选举志，刘氏《旧唐书》无；官品志，刘氏《旧唐书》名“职官志”，而文亦不同。因此认为此二志“当为韦述所编，《记》中悉不登载”。换言之，这条凡例只是将《御览》引“唐书”中选举志、官品志这两部分，视作出自韦述之书，而不是将所有对不上口径的内容，都归之于韦述之书。岑建功所辑《旧唐书逸文》中没有“选举志”；他将官品志，视作韦述《唐书》的内容，这与这条凡例基本一致。


[6]
 岑仲勉：《〈旧唐书逸文〉辨》，《岑仲勉史学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


[7]
 吴玉贵《唐书辑校·前言》（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称：“岑仲勉先生立论的依据主要限于《旧唐书逸文》辑出的内容，而岑建功辑录《旧唐书逸文》时有很强的随意性，只辑录了他自己认为不见于《旧唐书》的记载。”（11页）


[8]
 《唐书辑校·前言》，7—11页。


[9]
 汪桂海：《谈〈太平御览〉所引〈唐书〉》，《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简报》第37期，2009年9月。


[10]
 吴玉贵：《也谈〈太平御览〉引〈唐书〉》，《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简报》第41期，12页，2009年12月。


[11]
 赵守俨《扬州学派的重要校勘成果〈旧唐书校勘记〉》，已指出了《旧唐书校勘记》的作者罗士琳、刘文淇与岑建功对这一问题认识的分歧（205页），可参看。


[12]
 《唐书辑校·前言》，13页。


[13]
 《旧唐书》卷一六四，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6年，4287页。


[14]
 《册府》卷一〇一，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明本，1988年，1209—1210页。


[15]
 《旧唐书逸文》卷四，《汇编》，2册259页。


[16]
 《旧唐书逸文》卷四，《汇编》，259—260页。


[17]
 宋真宗对编纂《册府元龟》的关心和重视情形，可参刘乃和《〈册府元龟新探〉序》第二节，《励耘承学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272—277页。


[18]
 《通典》卷三三，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92年，904页。


[19]
 《唐会要》卷二九“祥瑞下”，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1991年，628页。


[20]
 还有若干条，如《唐书辑校》第22条，系节引，而《唐会要》卷四七则是全引（978页）。《唐书辑校》第1473条，是完整引用，而对应的《唐会要》卷三一则系撮要叙述（673页）。


[21]
 《五代会要》卷一八“前代史”条，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1978年，294—298页。参黄永年《〈旧唐书〉的修撰》，《〈旧唐书〉与〈新唐书〉》，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25—36页。


[22]
 后唐曾几次收集唐后期，特别是与后唐密切相关的唐宣宗以后四朝的史料，比如，长兴二年十一月史馆奏请购求宣宗以来的四朝日历报状百司关报等；甚至猜测当年已撰有实录，只是值乱亡失，要求两浙湖南巡属购求（《册府元龟》卷五五七，6691页；参《五代会要》卷一八“史官杂录”条，302—303页）。这可能都与当时修撰唐代纪传体国史有关。


[23]
 详见吴玉贵《唐书辑校·前言》，9页。


[24]
 岑仲勉：《〈旧唐书逸文〉辨》，593页。


[25]
 在上世纪30年代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宋刻本（所缺以他本补）以前，坊间流传诸本并不甚好，错讹较多，参张元济跋。1960年，中华书局据《四部丛刊》本缩印，聂崇岐序中亦言及。此据中华书局影印本。


[26]
 见《旧唐书逸文》卷五，《汇编》，2册265页和268页。


[27]
 此条亦见《隋唐嘉话》（《唐宋史料笔记丛刊》本，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20页），原作“眺”，校勘记称避宋讳改。


[28]
 《旧唐书逸文》卷八，《汇编》2册284页。


[29]
 《赵守俨文存》，203—204页。


[30]
 温志拔文，承刘琴丽先生检示；唐雯文，承荣新江先生检示。谨此致谢。岑建功指出《御览》所引唐书不止是刘昫《旧唐书》，还有其他如《通典》《会要》等；但没有用“通名之唐史”这样的概念。岑仲勉将《御览》所引“唐书”包括了多种史籍概括为“通名之唐史”，但却认为其中不包括刘昫《旧唐书》。温、唐二位，认为其中包括刘昫《旧唐书》，这是对岑仲勉观点的修订。


[31]
 唐文对《御览》“唐书”是否包括笔记，似乎存在矛盾。一处称，包括了“笔记小说的《唐国史补》之类的杂史”，但在全文结论中又说它是“官方史料文献的通名”（76页）。


[32]
 岑建功《旧唐书逸文》卷三辑出此条，并据《册府》卷二五作了校勘，作按语称：“案五行志云，大历十二年五月甲子成都府人郭远因樵获瑞木一茎，有文曰天下太平四字。与此条事同文异，故知此条乃代宗纪逸文。”（《汇编》2册252页）此条是否即《旧唐书·代宗纪》异文，姑置不论，他已指出与《旧唐书·五行志》事同文异，当然不会是钞自《旧唐书·五行志》了。


[33]
 吴玉贵《也谈〈太平御览〉引〈唐书〉》曾将《御览》所引“唐书”中代朝宗以后各朝、不见于今本《旧唐书》的所谓“阙载”的部分列为一表，其中宣宗朝是4条，但并未说，这4条是除去了四夷风俗难定年代者。吴玉贵此文刊于中华书局内部出版的《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简报》，温氏未曾寓目，也未可知。


[34]
 吴玉贵已指出过所谓“旧唐书”“新唐书”的名称的变化。北宋胡旦将韦述所修的百三十卷《唐书》称作“旧唐书”，苏易简将刘昫所修的《唐书》称作“新唐书”，见《唐书辑校·前言》9页及10页注①。


[35]
 参聂崇岐《〈太平御览引得〉序》，《引得》第23号，北平，哈佛燕京学社，1935年；此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重印本。胡道静《中国古代的类书》第六章关于《御览》的介绍，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全唐文补编》杂议

——兼议断代诗文的分别总集


清人所编《全唐文》
[1]

 ，劳格、岑仲勉、陈尚君等先后有札记之作，指疵纠谬，有功于读者。我在拜读陈尚君《全唐文补编》之后
[2]

 ，颇欲效颦，但限于学力，只能就编集技术层面的一些问题提出一些个人不成熟的意见，而于辑文之内容，了无所涉。我之杂议，可谓买椟还珠，于读者毫无帮助，是不言自明了。

就翻阅所及，我以为此书最大的问题，就是与《全唐文》的重出。《全唐文》篇幅甚巨，做辑补工作而要做到完全不重复，几不可能。但是，如能充分利用有限的工具书，或许可以有效地减少重出。我只作示例，具体的重出篇目，见文末所附“表1”；希望此表能给大家利用《补编》所收录的这些重出文章时，提供一些比勘的便利。至于该书其他一些细碎问题，作为一部大书，实难避免，所以，对这些所谓的问题，我也只是例举一二，请读者在使用时留意而已。

一

《补编》的《凡例》第一条规定：

本书收录《全唐文》及《唐文拾遗》《唐文续拾》未收之唐代文章。

这个原则是非常重要且非常正确的。给《全唐文》作补编，首先就要确认所补之文，为《全唐文》所未收录者，这是题中应有之义。当然，这也不能一概而论，需要分析《全唐文》所收录文章的具体情况。为此，《凡例》第六条又规定了“例外”：

《全唐文》及陆补二书已收之文，残缺较甚，可补录较多阙文，或可全文备载者，予以重录。仅可补少许阙文者，不收。凡重录者，皆说明与原收文之差别。

这一“例外”也很有必要。对残缺过甚之文的补足，亦可视作“补编”工作之一部分。况且辑校者对此“皆说明与原收文之差别”。可以说，凡与《全唐文》重复者，均应属这种例外的情形。在《前言》中，作者交待自己的补遗工作时，说：

本书着手纂辑之初，就唐人著述和存世典籍作了广泛的调查，编成几种书目……逐书检阅，并逐篇与《全唐文》对核，以期广收佚文，不使遗漏。（上/5）

有了这样充分的准备和周密的核对流程，应该说可以避免与《全唐文》及陆氏二书的重复了。即使有重复，也应是偶尔一见。但是，我们略加复核，发现却并不然。

这些重出，有的是因文章“归属”有异载所致。如《补编》卷二唐太宗《准式检勘冬荐官敕》（上/17），出于《唐会要》。此敕又见于《全唐文》卷五二、《通典》卷一五（作贞元九年）。《唐代诏敕目录》分别系于贞观九年和贞元九年
[3]

 ，并有相应说明。唐太宗《禁自刑害敕》（上/18），又见《全唐文》卷二九，置于玄宗名下。有的已标出了与《全唐文》重出，但在据其他史书重录时，偶有疏误，如《补编》卷一《武德年中平窦建德曲赦山东诏》（上/1），出《文馆词林》卷六六九，“另据《唐大诏令集》卷一二三补一句”；按语称：“《全唐文》卷二收此文……较此省六十余字，且异文较多，今重录，异文不出校。”其实，所缺少的那一句，是根据《全唐文》补上的，而非《唐大诏令集》。另据《诏敕目录》，此诏又见于《册府元龟》
[4]

 。再如，《补编》卷三法琳《齐物论》（上/38），见《全唐文》卷九〇三；作者虽同，但题目作《广析疑论》（10/9426）；《上太宗皇帝表》（上/39），亦见《全唐文》卷九〇三，但作者系于智实名下，题目又作《论道士处僧尼前表》（10/9428）。又如《补编》卷三六据《酉阳杂俎》录《安西道进娑罗枝状》，并作按语称：“《酉阳杂俎》称此状为天宝初安西道进。夫蒙灵詧于天宝元年至六载任安西四镇节度使，因收其名下。”（上/436）其实，此即《全唐文》卷三七五所收张谓《进娑罗树枝状》（4/3806）。

有些篇章，在流传中有误，以致《补编》在收录时也沿袭了以往的失误。如《补编》卷五〇据《唐大诏令集》卷一一八收入德宗《谕朔方将士敕》。这道敕很有问题，作者也意识到了，末附按语称：“《册府元龟》卷一六五收此敕，后半大致相同，仅据以补四字；前半‘皆被怀光隐匿’以前，全不相同。附收于次。”（上/603）其实，“皆被怀光隐匿”以前的部分，出自陆贽《授王武俊李抱真官封并招谕朱滔诏》（《全唐文》卷四六三，5/4734）；《唐大诏令集》误排，将上一制，即《授王武俊李抱真官封并诏谕朱滔制》的末尾，误植于下一道诏敕即《谕朔方等军将士敕》之前，而将该敕之前半脱漏
[5]

 。换言之，《补编》所录的《谕朔方将士敕》，前半截是《授王武俊李抱真官封并招谕朱滔制》的末尾、后半截是《谕朔方等军将士敕》的后半部分；此敕应据《册府》卷一六五过录，而不应据《唐大诏令集》过录。

上述的重出还可以理解的。但同一作者的作品，很容易就能与《全唐文》所收作出比定，而编者却失之眉睫，造成重收，就很遗憾。比如，《补遗》卷一三据《旧唐书》辑出许敬宗有关释奠的一篇作品，拟题作《请国学释奠奏》（上/152）。按，《全唐文》卷一五一即收有许敬宗近似的一篇，名曰《请定释奠主祭奏》（2/1545）；略一复核，完全相同。检《全唐文篇名目录及作者索引》
[6]

 ，许敬宗名下共收作品33篇，除去6篇诏、4篇碑记、1篇赋、2篇启、1篇序、1篇笺，所余表、奏、疏、议不过18篇；在这18篇中比对与释奠有关的文章，即非难事，况且《全唐文》收入的这篇文章，题目中就明列着“释奠”二字。该作者的作品为数并不太多，居然出现了重复。更令人不解者，同一作者的作品极为少见，却也出现重收。比如，王方义的作品，《全唐文》卷一六一只收有3篇，即《劾李义府疏》《请重勘李义府致死毕正义奏》《祭海文》（2/1653—1654），《补编》卷一二仅收录王氏一篇作品，拟题作《劾李义府奏》（上/149）；《补编》所收的这一篇，即与《全唐文》所收的三篇中的一篇重出。再如裴耀卿文，《全唐文》所收一共不过14篇，《补编》所收的4篇中就出现了将一篇分裂为两篇且与《全唐文》重出的情况（详下）。

有些文章，似乎可作为独立文章收入，按其实，则出于《全唐文》已收之文。比如，《补编》卷三三录司马承祯《王羲之赞》（又）、《辞征召表》，出处标为《天台山记》（上/388）。但《唐文拾遗》卷五〇已收入了《天台山记》，其中当然有《补编》所录的这两篇共十几句话。再如，《补编》卷三七收苑咸《孙逖除庶人制》，仅两句“西掖掌纶，朝推无对”（上/453）。苑咸的这两句话，出自颜真卿《孙逖文公集序》（《全唐文》卷三三七，4/3416）所引。《补编》标示的出处是《唐诗纪事》卷二六；复核该书，则正引自颜氏此文，并已注明“已上颜真卿序其文”
[7]

 。又如《补编》卷四七收杜济《自祭文》，出处标为《颜鲁公文集》卷八《剑南东川节度使杜公神道碑》（上/563）。颜真卿此文，亦见《全唐文》卷三四四（4/3488）；杜氏之《自祭文》，正是颜真卿为其写《神道碑》时所引，称“仍自为祭文以抒意，其略曰”云云。再如《补编》卷五七据《权载之文集》卷三三《唐故漳州刺史张君集序》，收录了张登的《赋》，共四句（下/693）。《全唐文》卷四九三也收录了权德舆此文，其中当然也有这四句（5/5035）。

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有没有必要在《全唐文》已收的文章中，再析出其中所引的另一作者的文字？这类情况在公文中尤为常见。如《补编》卷五〇据《通典》卷一六五录《诸曹置律令格式敕》（上/604）。我们覆检原文，这是《通典》的自注，其上是“贞元二年七月，刑部侍郎韩洄奏”云云
[8]

 。《全唐文》卷四四二收有韩洄这篇奏，题作《请诸司于刑部检事奏》（5/4505），其中就已包括了《补编》所收录的这篇敕。再如《补编》卷五〇据《册府》卷一〇七收录了《阴雨朝谒不得走马敕》（上/606）。覆检原文，此敕之上，有“（贞元十三年）五月丙戌朔，以雨，罢御宣政殿。是日令宣示宰臣及百官曰”；此下有“宰相等上表陈谢”（2/1279）。《全唐文》卷四八六收录的权德舆《中书门下谢雨雪量放朝参表》（5/4966），正是《册府》所谓“宰臣等上表陈谢”的谢表。在这个谢表中，以“臣等奏言，伏奉今日进止”起首，全文收录了这道“敕”。《册府》也是在叙述此事时，涉及了这道“敕”。又如《补编》卷六四据《册府》卷四九三收录了张叔平的《上利害十八件奏》（中/784）。覆检《册府》，称“（长庆）二年三月张叔平为户部侍郎判度支，上言度支所管榷盐旧法为弊年深，臣今请官中自粜盐法，可以富国强兵，劝农积货。疏其利害十八件，诏下其奏，令公卿议。中书舍人韦处厚抗论不可，以叔平条制不周、经虑未尽、以为利者反害、以为简者至烦，乃即其条目随以设难”（6/5901）。《补编》所录张叔平奏，即出韦处厚驳难所引。《全唐文》卷七一五以《驳张叔平粜法议》收录了这篇文章（8/7345）。

公文多是层层援引，如果一一剔除，不但不可能，恐亦徒增混乱。再举二例。《补编》卷七四据《册府》卷四九四录卢弘止《请依司空舆表奏》（中/942）。这实际上是《全唐文》九七四阙名《条奏盐法状》中末尾所引用的文字：

以前户部侍郎判度支卢宏正奏，臣又得两池榷茶使检较司封郎中兼侍御史司空舆状，自领职以来……伏望圣慈许依司空舆所请，即冀私盐杜绝，榷课增加。（10/10103）

阙名的这位作者，引用了卢弘正的奏，而卢弘正的奏中又引用了司空舆的状。我们可以将司空舆的状剔除出来，作为司空舆的文章；也可以将司空舆的状归到卢弘正的奏中；当然，还可以将卢弘正、司空舆的文字统归于这位阙名者。因为在层层递引转述时，有可能根据自己的需要，作过缩略或改写，虽然相当有限。最后一句“伏望圣慈许依司空舆所请，即冀私盐杜绝，榷课增加”，因为我们不知道《全唐文》所录是不是这位阙名者的状的全文，所以，无法准确判定这是卢弘正的意见，还是这位阙名者的意见。《补编》卷一二五据《唐会要》卷五九录《停废三卫资奉》（中/1541），是太和五年三月兵部上奏中引用的上年五月起请条节文。原文又见于《唐会要》卷七一（《唐文拾遗》即据此录，11/10992，是）。

总的来说，对这类文章，我认为没有必要再作为单篇收录；析出若干零句，实在意思不大。当然，如果编者认为有必要单列，则须加按语，说明单列者与《全唐文》已收者的关系，否则即易流为“隐性重出”。对这类情况，我在附表1中，在相对应的《全唐文》的篇目前用“出”字作了标示。

与《全唐文》的重出中，有《补编》据以所录者乃节选，而《全唐文》所收为全文者。如《补编》卷二四据《通鉴考异》所引《玄宗实录》收录《与降附突厥诏书》（上/289）。实则此数句出自《全唐文》卷四〇唐玄宗《再赐三姓葛逻禄书》（1/439），又见于《册府》卷九九二（12/11650）。《补编》卷五〇据《册府》卷六八、卷六四五收录拟题为《求贤制》（上/606），即《全唐文》卷五五《南郊大赦文》的一部分
[9]

 。《补编》卷五九据《册府》卷七〇八收录拟题为《归登吕元膺充皇太子诸王侍读制》（中/717），实则此乃《全唐文》卷六三所收的《册皇太子赦文》（1/674）；任命归登、吕元膺充皇太子诸王侍读，只是这道赦文的一部分内容。

有的则是编者另据他书辑出，实则《全唐文》及《拾遗》已收录，且字数较《补编》为多。如《补编》卷二《叙骨利干献马》（上/25），仅22字，出自《玉海》；《唐文拾遗》卷一已录，引自《唐会要》卷七二，计193字（11/10376）。《补编》卷四颜师古《禘祫议》（上/49），出《唐会要》，近百字；《全唐文》卷一四七《功臣配飨议》似为全文，共约440字。《补编》卷五马周《论宗室群臣袭刺史疏》（上/57），出《资治通鉴》，约130字；《全唐文》卷一五五《上太宗疏》（2/1585）似为全文，约900字。房玄龄《表》（上/57），出《玉海》，仅24字；《全唐文》卷一三七《谏伐高丽表》（2/1384），近千字。

还有将同一文章分拆分为数篇以收入者。如《补编》卷三九从《旧唐书》中录出的《李光弼封魏国公制》《崔光远特进行礼部尚书制》《李岘封梁国公制》三篇（上/465），实际就出自《全唐文》卷四四收入的《收复两京大赦文》（1/489）。又如《补编》卷九五据《五代会要》卷一四和卷一六分别收录了《特恩授官敕》（中/1169）和《少府监铸印敕》（中/1170），这其实就是《全唐文》卷一〇四所收的《禁征纳礼钱制》（2/1064）。《补编》卷九六收有《准往例补监生敕》（中/1183）、卷一二六收《监司出给光学文抄奏》（中/1555），这两篇相合，就是《全唐文》卷八三九收录的《请令国子监学生束修光学等钱充公使奏》（9/8831）。

因为收录的只是全文的一部分，所以在文章拟名时也就难免有误。比如《补编》卷五〇收有德宗《阴雨朝谒不得走马敕》（上/606），其实这是出自权德舆《中书门下谢雨雪量放朝参表》（《全唐文》卷四八六，5/4966）；重点是“量放朝参”，不是“不得走马”。再如《补编》卷九八据《旧五代史》卷四七收录了《限荐人诏》（中/1213），恐即《全唐文》卷一一〇所收的《量增奏荐员数敕》（2/1130）；拟题与内容完全相反。又如《补编》卷一〇三《与吏部南曹敕》（中/1283），即系《全唐文》卷一二一《详核增户添租敕》（2/1220）的一部分；其内容是“招添户口、增长税租”与“减选加阶”的关系。因为只看到了其中的一部分，如此拟题，也是无可奈何。

同一文而见于几处，应选取最为原始、最为完整、最少错误，即最能保持文章原貌者。这个道理并不难懂，编者也已经指出
[10]

 ；对原见于《全唐文》篇什所作的重录，正是本着这样的原则。当然关键是要知道同一文章都有哪些出处，并加以比勘。如《补编》卷一二刘伯英《请击松外蛮疏》（上/149），出处是《新唐书》卷二二二。按，《册府》卷九八五，贞观二十二年正月刘伯英上言：“松外诸蛮虽暂降欵，旋即背叛，请出师讨之，西济（洱）河，天竺道可通也。”（12/11573）《新唐书》似为改写，而《册府》收录乃原文。所以，《补编》此文以据《册府》为宜。再如，《补编》卷三五收录裴耀卿《请于河口置仓议》和《对诏问救人之术》（上/422），前者出《旧唐书·食货志》，后者出《旧唐书·裴耀卿传》。稍加比勘，即知《食货志》乃据《裴耀卿传》所载上奏改写，而本传所载上奏，与《全唐文》卷二九七裴氏《议缘河置仓纳粟疏》（3/3014）全同。但在工具书有限的情况，将所有见于不同之处的篇什均作比勘，着实不易。对唐代的诏敕，因有《诏敕目录》，这一点是可以做到的。比如《补编》卷一八《禁取和籴物敕》（上/217），出《册府》卷五〇二；检《诏敕目录》，该敕又见于《唐会要》卷九〇，二者几乎完全相同，只是末句，《册府》作“亦不得遣人替”，《唐会要》作“亦不得遣人替名代取”。两相比较，似应依《唐会要》辑录。《补编》卷二二《南郊赦文》（上/264），利用《册府》卷八四，补《全唐文》卷一六《拜南郊制》（1/194）所缺之后半部分。检《诏敕目录》，该赦见于几处，其中收于《唐大诏令集》卷六八者乃全文。此处辑补，似应用《唐大诏令集》；无论是《文苑革华》《全唐文》，还是《唐大诏令集》，都有明确篇题，亦可省却编者因选用《册府》而不得不再行拟题之劳。

《补编》也有自相重复者，如卷九八收李愚《与太常帖》（中/1214），即与卷一二七所收阙名《定乡饮酒仪注帖》（中/1560）重；前者出《册府》卷六四二，后者出《五代会要》卷四。这恐是因出处各异而致。

此书编集时，电子本古籍甚少，得用的索引，也不过是平冈武夫等《唐代的散文作家》《唐代的散文作品》
[11]

 以及马绪传《全唐文篇名目录及作者索引》、池田温等《诏敕目录》等极为有限的几种。因此，重出实难完全避免。但是，我们在对重出篇章一一比对时，发现编者似乎并没有能充分利用那时已有的这几种有限的工具书。

《补编》卷二四《巡幸东都赐赉扈从赦天下制》（上/289），出《唐大诏令集》卷七九、《册府》卷八〇。检《诏敕目录》，《唐大诏令集》系于是年五月而非二月，见于《册府》者凡六处，而《补编》选用的这一处是迻录最多的一条，同时也纠正了《唐大诏令集》的系年之误
[12]

 。再如同卷《赐突厥书》（上/290），作者按语称：“见《册府元龟》卷九七四，《全唐文》卷一七误收中宗下，今移正。”检《诏敕目录》，在标注这两处出处后，又注：“《全唐文》误当中宗。”这都说明了作者对《诏敕目录》成果的利用。作者在前言中也的确表达了对该书价值的重视，说：“近年日本学者编纂的《诏敕目录》，逐年著录，并将一文见于各书情况注明，为对检群书提供了极大方便。”（上/6）

但是，在编者的实际工作中，不少地方对该书利用得似乎又很不充分。如《补编》卷三一苏颋《听百寮进状及廷争敕》（上/371），录自《唐大诏令集》卷一〇五，系于开元三年十月七日。检《诏敕目录》，作《求言诏》，除列出《唐大诏令集》，还列了《册府》卷一〇二、《全唐文》卷二七，并注出了《唐大诏令集》该诏的作者、名称与《全唐文》不同。再如，《补编》卷五九据《旧唐书》卷一二四录出《宥淄青胁从诏》，系于元和十四年（中/721）。检《诏敕目录》，是年无该敕；据其内容，知此敕颁布于李师道被平定之前，由此往前翻，在元和十三年十二月找到了此诏，《全唐文》卷六二（1/661）、《唐大诏令集》卷一二二（651页）均已收录。这类一索即得，极易避免重出的例子，不在少数。至于略有歧异，需多加翻检者，也有不少。如《补编》卷六唐高宗《详议明堂定诏》（上/66），出自《册府》卷五六四，系于乾封二年二月。检《诏敕目录》，是年并无此诏，而是系于总章元年三月；此诏实为《改元总章大赦诏》，见《全唐文》卷一二（2/153）、《唐大诏令集》卷三（14页）、《册府》卷八四（1/993），而《册府》卷八四的系年是正确的，且所录为全文。同卷《诸州免税调诏》（上/67），出《册府》卷四九〇，仅35字，系年作“永隆元年正月”；检《诏敕目录》，此诏应系永隆二年正月，全文见《全唐文》卷一三《减贡献并蠲贷诸州诏》（1/160）和《册府》卷一四四（2/1749）。《补编》卷二三《诛张易之等赦文》（上/281），出《文苑英华》卷四三一
[13]

 ，且据《册府》，确定作者为韦承庆。检《诏敕目录》，按图索骥，略一查核，便可知此即《命皇太子监国制》，已见《全唐文》卷九五（1/987），系年为神龙元年正月；据《补编》体例，移正于韦承庆名下即可，文不必录。《补编》卷二四《祠后土制》（上/292），出《文苑英华》，引《新唐书》卷五考订其系年为开元十一年三月。检《诏敕目录》，开元十一年三月无此制。《文苑英华》所收之制，《诏敕目录》居然漏收，值得怀疑。细读该制，罗列了高祖、太宗、高宗、武后、中宗，然后便是“朕”，则有可能是睿宗。检《诏敕目录》睿宗部分，果然在延和元年找到了这道制，除《文苑英华》外，还见于《唐大诏令集》《全唐文》。

当然，《诏敕目录》也有疏误，特别在诏敕有全文时，偶然会对节文且经改写者漏列。但作为编纂相当认真的一种工具书，即使该书有误，也能为我们提供一些有用的线索。如《补编》卷一八《勋官等不得任清要官制》（上/218），出于《旧唐书·职官一》，系于神功元年。检《诏敕目录》，未见，但《诏敕目录》不应对见于《旧唐书》这类常用书中的诏敕漏列。《诏敕目录》所列神功元年诏敕共8条，略一检核，便知《补编》辑自《旧唐书》的这条诏敕，就是《诏敕目录》所列的第二条，即《定伎术官进转制》，系于是年十月
[14]

 ；《全唐文》卷九五即载有全文（1/983）。再如《补编》卷二三《诫励风俗敕》（上/280），系于睿宗，出自《唐大诏令集》。我们覆按该书，此敕末并无系年。再检《诏敕目录》，此敕系于“睿宗中”。我们虽仍不知其何以会系于睿宗年间，但它还给我们提供了此敕的另一个出处，即《文苑英华》卷四六五
[15]

 。覆检《文苑英华》，《诫励风俗敕》共收四道，前三道均有系年，分别是文明元年四月十三日、唐隆元年七月十九日和开元二年正月；第四道，即《补编》收入的这一首，虽无系年，但据其体例，似不应为睿宗之敕，而似应为玄宗之敕。有了这样的疑问，在排比资料时就要格外留意。其实这道敕，就是开元九年二月的《科禁诸州逃亡制》，全文见《全唐文》卷二二（1/256）。

对工具书的不善利用，不止于《诏敕目录》。《补编》卷二二据《册府》卷四七四收录卢棨《论皇太子纳食封物奏》（上/273），即《全唐文》卷二七一卢粲《驳奏皇太子服用疏》（3/2754）。翻检几种常用的唐代人物传记索引，如《唐五代传记资料综合索引》
[16]

 《唐五代五十二种笔记小说人名索引》
[17]

 ，均不见此人，可见此公甚为罕见，即需留意。该篇谈皇太子事，作者拟题中也有“皇太子”字样，至少应翻检一下《唐代的散文作品》中“取材篇目的人名索引”。“皇太子”列为一项，每项“皇太子”之后又都标注了具体之所指。《册府》此条起首，便说出了卢氏上奏的缘由：“神龙二年冬十月，初有制皇太子在藩府，日食封物，每年便纳东宫。”据此，则更容易判断此处的“皇太子”之所指。有此线索，复核不难。其实，卢粲两《唐书》就有传，《旧唐书》本传中即有此疏（15/4972）。

所谓重出，主要是通过内容比对来认定的。但是，不同的诏书，内容有的大致相同或相近，语句有些也如出一辙。如《补编》卷九三据《册府》收录了梁太祖两道《求贤诏》（中/1136），相对应的是《全唐文》卷一〇一所收的两道制诏。好在时间不同，又有两篇诏制可以对应，否则，仅从《补编》所录的这几句，很可能被误认为是一篇。再如《补编》卷一〇二据《旧五代史》卷七七收李详《沙汰文武臣僚疏》（中/1271），共两句，讲了两方面内容，一是“沙汰在朝文武臣僚”，二是“不得多奏衙前职员”。检《全唐文》卷八五三，收有李详《条奏节度刺史州衙前职员事疏》（9/8950），谈的正是第二方面的内容。李详当时所上是一疏抑或两疏，我们不得而知；但《旧五代史》在撮要改写编入时，并非原文，且有关“不得多奏衙前职员”的内容出自《全唐文》所收的这道疏，我想是可以肯定的。《补编》卷八八据《唐大诏令集》所录《裴胤鄂岳观察使制》（中/1079），其中有几句话（即“而乃首居帷”至“咸推上相之尤”），就与《全唐文》卷九〇所收昭宗《贬杜让能梧州刺史敕》（1/940）的末几句完全相同。因此，我所揭示的所谓“重出”，也未必乃同一篇。列表，只是想给大家在使用《补编》时与《全唐文》相比勘提供些方便。

《补编》与《全唐文》的重出，如果是“无心之过”，那么与《全唐文补遗》的重出
[18]

 ，就可说是“明知故犯”了。编者在《凡例》第一条中说：

近世所出墓志，今人已辑为《唐代墓志汇编》，一般不重复收录。

在1997年所写的《附记》中，又说：

1993年得见周绍良先生主编《唐代墓志汇编》出版，乃于是年秋遵照中华书局编辑部的意见，将该书已收诸志一概删除，并补入部分新见遗文。

应予说明的是，近年所出《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另存唐墓志近千篇，因份量太多，本书已不可能补录。三秦出版社所出《全唐文补遗》二册，有新见之文近百篇，为免掠美，亦暂不取。

可见对墓志的处理原则是：第一，见于《唐代墓志汇编》者不录；第二，《全唐文补遗》前二册所收者不录。但事实是，对《唐代墓志汇编》已收的墓志，《补编》大体已删削殆尽，虽然也偶有失删；但对《全唐文补遗》，却并没有严格执行“为免掠美，亦暂不取”的原则——与《全唐文补遗》第一、第二这两册重出的，就有近五十篇。此外，还有一些是从第三辑以后的各辑中钞录出来的
[19]

 。总计约二百篇。这其中有近二十方，编者明确标明其出处为《全唐文补遗》。编者最近编就出版了《唐五代文作者索引》
[20]

 ，当然很轻易就能发现这一重出的问题。在该书《前言》中，说《补编》“与周绍良、吴钢两个系列重见文章约仅十分之一左右”。在数量上说，这的确算不上多。但何以明知与《全唐文补编》重出，却不予删去呢？这实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该《索引》以作者为经，在一人多文时，并不能直观地反映出哪些文章是与《全唐文补遗》重复的。我在文末附一目录（附表2），以利大家检核和使用。

在电子本日渐其多、检索手段十分发达的今天，我们回头去审视十年前的工作，未免有些过于苛刻。如果放在今天来做，无论是哪位学者，都不太可能出现像十年前这样的大面积的重出。没有今天这样的检索手段，即使我们是当初的审稿人员，恐怕也很难发现如此之多的重出，虽然，作者当初的工作，也确实存在对已有工具书未能充分利用的问题。如果作者能充分利用已有的工具书，并且在此基础上，在编出几种书目的同时，再能仿照《唐代散文作品》的作法，在其所编“取材篇目人名索引”的基础上，至少编一种作品中的人名索引，对大幅减少重出，或许不无帮助吧。

二

以上是与《全唐文》《全唐文补遗》的重出问题。下面就《补编》所收零句、残文，文章的拟题、系时，疑伪文的处理，出处的标注等项，略作说明。同时，也想就辑佚、断代诗文分别编集等与此密切相关的一些问题谈些自己不成熟的想法。

关于零句，《凡例》第五条规定：

唐人文章，无论完残，皆予收存。残文包括零句及后人转引之零段，凡原文有部分残存者皆得存录。然如后人转引时仅提大意，不存原句者，不取。诏敕仅存措置，不存原文者，亦不收。

规定要收录“残文”包括零句和零段。这一点，颇不易把握。好在其后的第七条又作了一些限定：

收文以作者已落笔成文、略具文意为限。未及成文之谈话不收。

可见必须是“文”（落笔成文、略具文意），而不能是“谈话”。但是，操作起来，亦颇有难度。比如，《补编》卷一有《劳秦叔宝诏》：“卿不顾妻子，远投于我，又立功效能。朕肉可为卿用者，割以赐卿耳，况子女玉帛乎。”（上/4）出自《太平御览》卷二八〇引《唐书》。此段文字亦见《旧唐书》卷六八本传，文字几乎全同（8/2502）
[21]

 。这段文字，与其“认作”诏书，还不如视作面谈为更好，特别是此下还有一句“卿当勉之”。再如《补编》卷六唐高宗李治《每日常坐敕》（上/65），检《诏敕目录》，无，覆按《册府》，才知此文上有“（贞观二十三年）九月十一日，太尉无忌等奏请视朝。坐日，帝报曰”云云，则“报”未必是敕吧；也许正因为此，《诏敕目录》才未予收录。

编者见有“赦”字，便将以下文字视作赦文，但如何区别赦文与史家之叙事呢？比如，《补编》卷一收《赦幽州管内官民诏》（上/3），出自《册府》卷八三。覆按此段文字，与其视作赦文，不如视作叙事。同卷所收祖孝孙《为大唐雅乐奏》（上/14）：“陈梁旧乐，杂用吴楚之音，周齐旧乐，多涉胡戎之伎。”出处是《旧唐书》卷二八。覆按原文，此数句上是“孝孙又奏”，此数句之下是“于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作为大唐雅乐”（4/1041）。《册府》卷五六九也有此事，作：“（贞观）二年六月，祖孝孙奏所制雅乐。先是，陈、梁旧乐，杂用吴楚之音；周、齐旧乐，多涉胡戎之伎。于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作为大唐雅乐。”（7/6835）因为《旧唐书》中有“奏”字，于是辑补者视之为“文”；如按《册府》，我们亦可视之为叙事。我并不是用《册府》来坐实其为叙事而否定其为“文”的色彩——史家亦是据文来叙事的，而只是想说，从常见书中，因“赦”“奏”等字样，便摘出此等零句，辑补的价值恐不算太大吧。

关于文章的拟名，编者力图用原文的名字。如《补编》卷八上官仪《册张延师为左卫大将军文》（上/94），按语称：“见《唐大诏令集》卷六二。《全唐文》卷一四收高宗名下，题作‘册张延师镇军大将军文’，详文意，似以《全唐文》之题为是。”既然《全唐文》题名为是，则可仍用《全唐文》之题名，而据《唐大诏令集》，将作者移正，而不必再用《唐大诏令集》之题名。更重要地，这反映出编者对文章的拟名十分重视，力求用原名。但是，编者似又未能完全贯彻这一原则。如《补编》卷一《武德中平窦建德曲赦山东诏》（上/1），《全唐文》作“平窦建德大赦诏”，《唐大诏令集》作“平窦建德赦”；此处所题乃据《文馆词林》。题中“武德中”，显系《文馆词林》编者所加，原文绝无此语。又如《补编》卷六六韦处厚《上敬宗疏》（中/809）；敬宗乃庙号，不可能皇帝活着，臣下即称其死后的庙号（此文即《全唐文》卷七一五所收韦氏《论左降官准旧例量移疏》，8/7344）。

《补编》卷一〇四《关被奸决杀敕》（中/1300），据《宋刑统》二六录；覆按原文，此乃“敕节文”，节文，即节录、节选，不是敕的全文。在拟题时，亦应予标注。

编者对诏敕尽可能予以系年。这是很有见地的。但也有能系年而未作系年者，如《补编》卷一卢楚《授李密太尉尚书令兼征讨诸校事诏》（上/5），参以《资治通鉴》卷一八五所引此诏句
[22]

 ，似可系于越王侗皇泰元年六月。有不少则属误系，如《补编》卷三《谏户殷处徙宽乡表》（上/34），应系于贞观元年
[23]

 ；卷六《五日一度太极殿视事诏》（上/65），原系于永徽元年，应为二年；卷六《详议明堂定诏》（上/66）
[24]

 ，原系于乾封二年二月，应为总章元年三月；卷六《诸州免税调诏》（上/67），原系于永隆元年正月，应为二月；卷一八《韦什方正谏大夫同平章事制》（上/217），原系于延载元年五月，应为七月；卷二二《谒太庙大赦文》（上/263）
[25]

 ，原系于景龙元年十一月，应为神龙元年，等等。也有的系时未必是错，表述则欠准确，如《补编》卷一收卢楚二文，按语称“以上二文，皆代隋越王杨侗作，时在唐高祖即位后。《全隋文》卷一九收薛德音下”（上/7）。其时高祖虽然已即位，但东都的越王侗并不在李唐的控制之下，而是秉隋正朔；这两件文书，是以隋室名义颁布。就作者而言，他是被王世充所杀，并无“入唐”之幸；置于唐文，欠妥
[26]

 。卷二三《钟绍京同三品制》（上/279）、《钟绍京中书令制》（上/279）、《钟绍京户部尚书制》（上/279），均出（道光）《赣州府志》、（同治）《兴国县志》，时间分别署作“景云元年庚戌六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二十六日。但是，改元景云是在是年七月己巳（二十）日；是时尚未改元，朝廷下诏所署时间不大可能提前使用新年号。

对疑伪文，编者随时予以指出，如《补编》卷四颜师古《汪华封越国公制》（上/49页），按语称“疑伪”
[27]

 。卷四李靖《兵要望江南序》（上/50页），按语称“此篇当出依托”。卷五李怀琳《搏赤猿帖》（上/64），按语称：“附识于此，以俟知者。”卷六高宗《诏陈政镇绥安县地》，“疑伪”（上/72）。卷一八陈元光《圣作物覩赋》（上/224），按语称：“谢重光《陈元光与漳州早期开发史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94）考证《龙湖集》及《全唐文》卷一六四所收元光二表皆为伪作，举证甚确，可参看。此仍予保留，以便研究。”我以为，与其这样来处理疑伪文，不如单独作为附卷处理为宜。特别像陈元光文，编者已认同学人考订，认定其为伪作，何必滥入正编？再如薛收，仅有一文（上/13），即属疑伪，列入正卷，亦显不伦不类。又，对作者时代不明者，也以作附卷处理为妥。

《补编》所录，都标明了出处，但间或有标注不明者，如《补编》卷二《叙骨干献马》，只标出《玉海》，无卷次。类似者，又如卷七四白居易的几篇文，作“转引自顾学颉点校本《白居易集》”“转引自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中/912—913）。如引《通鉴》，最好能标示年月，以便查核。有些出处，可能有问题。如《补编》卷九二据《容斋三笔》七引《唐昭宗实录》，录李克助《放皇亲出身奏》（中/1117）。但是，唐朝并无《昭宗实录》，此疑后唐以李唐继嗣自居，用天复年号，故洪氏误将后唐的实录视作李唐实录？有的书，《补编》引用了该书，但却未被列入“引用书目”，如《昭陵碑石》，书中一见再见，却不见于参考书目。对转引材料的复核工作尚有疏漏，如《补编》卷二四玄宗《注道德经敕》，“转录自《道家金石略》”（上/298），但该书出处已注明，除艺文堂拓片外，尚有“《曲江集》卷七”
[28]

 ，至少作者可移正。

收文范围，似应严格限制，不能多多益善。特别是对一些已成专门之学的文献，要另作处理，如敦煌、吐鲁番文书，如以墓志为大宗的唐代石刻资料等。因此，对唐人作品的搜辑工作，可以考虑采用专题式的资料集的形式，而不必用给《全唐文》作拾、补这种名义。道理很简单，囿于《全唐文》的体例，像敦煌文书、吐鲁番文书，在给《全唐文》作拾、补的名义下，势难全部收入；同时，鉴于敦煌、吐鲁番文书已成专门学问，学者们在研究相关问题，征引敦煌、吐鲁番文书时，大概不会离开诸如《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敦煌愿文集》《敦煌变文集校注》《敦煌社会经济文书真迹释录》《吐鲁番出土文书》等，而征引《补编》；况且，《补编》中的相关文字，还是从相关专门录文或论著中转录过来的
[29]

 。

再如墓志。现在出土的唐代墓志非常之多，而且还在不断有所发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是给《全唐文》作拾补，则这类唐人文章势必不应不收；但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劳动，已经刊布的墓志又需尽量删削。与其这样左支右绌，就不如将墓志等石刻资料，也像对待敦煌、吐鲁番文书一样，作专门处理
[30]

 。

其实，对这一点，编者是有高度自觉的，在2001年1月为香港大学中文系举办的“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的回顾与前瞻”研讨会所提交的论文中，就曾明确指出：“近代以来，甲骨、金文、汉简及敦煌吐鲁番文书，已各成专学，分别有大的结纂，除少数特例外，补全文者一般可不必采及。”
[31]

 对照《补编》工作，真令人有知易行难之叹。

总之，我觉得在当前检索日趋便利的条件下，就辑佚工作而言，资料收集的“舍”比“取”似乎更难做到，因此也更应当引起注意，一定要尽量避免出现因“宽”而“滥”的情况。

当然，作拾补的学者，与使用文献的学者，立场是不同的。对辑佚者来说，片纸只字都弥足珍贵，而不必考虑其意义；对使用者来说，又未必尽然。比如诏敕，与其从《唐大诏令集》《册府元龟》《唐会要》乃于《旧唐书》等常见书中抄出《全唐文》所未收录的诏敕，还不如订正、补充、完善《诏敕目录》更有学术价值。因为对研究者来说，即使是从《补编》中见到相关诏敕，他们也仍然需征引原出处的文字，而不能径引《补编》；从这个意义上说，《补编》所做的，也是一个索引的工作。好在现在文献的辑逸者，大多同时又都是文献的研究者，一定会考虑用一种更科学、更合理的方式来做这项工作。

与对《全唐诗》的研究相比，对《全唐文》的研究，似乎有些滞后。与其花工夫在常用的书中去收集残篇断简，乃致零语碎句，还不如对《全唐文》本身下一番研究的工夫。至少将其资料源作一番考订，这不仅可以校订字句，弄清许多篇章作者张冠李戴的情况，而且最为重要的是，有助于我们判定所收各文的史料价值。比如，《全唐文》卷五一六收了畅当的《除服议》（6/5243），此议录自《新唐书》卷二〇〇《儒学传·畅当传》（18/5718—5719）；《补编》卷五六收录了柳冕的《皇太子服纪议》（上/689），出自《旧唐书》一六五《柳冕传》（12/4031—4032）。这实际是同一篇奏议。《新唐书》在编纂时，对原始资料做的“加工”较多，而《旧唐书》则保留原貌较多，所以，这篇奏议当然是以用《旧唐书》所录为宜。我们只有弄清了《全唐文》的资料源，才能更好地利用这部巨著。这于我们利用《全唐文》，实在是功莫大焉。

诗文分列，分别编就一代的诗文总集，对唐以前，或许较为合适。但宋以后，在别集较多的情况下，仍然赓续诗文分别编集为总集的体例，照我看来，是不合适的。遗憾的是，近十几二十年来，《全宋诗》《全宋文》《全元文》《全元诗》《全明文》《全明诗》等先后纷纷上马。最好是先整理流传有自的别集，在此基础上，再广搜逸文，以一代诗、文之“补编”或“外编”的形式，单独编集；或以人为主，将其诗文合编为别集。总之，要在诗文别集基础上，合成为一代诗文之总集。这样，既可以做到“全”，又可以不打散原来别集的流传和体制。大可不必割裂诗、文，分别编集。况且，目前所编，都要交待出处，这样的诗、文总集，充其量只能起到一个索引的作用；大家在征引时，仍需要“溯源”而用。





编者曾就《全宋诗》的编纂情况发表过意见，指出“以专治一人一书的态度来评价这些大书，显然有失公允，希望严厉的批评者能站在编修者的立场上予是谅解和宽恕”；“应该理解此类大书编纂的过程和方法，不要轻率作出过分的非议”
[32]

 。要求批评者“站在编修者的立场上”，也许批评者不易做到。比如，就敦煌吐鲁番文书来说，编者一方面说，这已各成专学，补全文者一般可不必采及，但事实上又多所采录，虽然编者可将其采录者视作“少数特例”，但于我了解编者的立场而言，终究有些无所适从。其实，在我看来，批评者既可以也需要站在编者的立场，了解编者的逻辑，同时，应该且必须跳出编者的立场，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客观、冷静地审视编者的工作。无论是编集者还是批评者，都是学术工作和学术积累的一部分，都要接受学术史的检验。缺点和错误，不会因不予指出而消失；贡献和光芒，也不会因不当批评而被湮没。这是批评者所差可自慰的吧。


附表：



附表1　《补编》与《全唐文》重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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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全=全唐文；补=全唐文补编；拾遗=唐文拾遗；续拾=唐文续拾

《补》与《全》《拾遗》《续拾》所录作者不同时，分别标出作者名，否则即不标识


附表2　《补编》与《全唐文补遗》等重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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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汇编=唐代墓志汇编；续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





（原刊中国社科院历史所隋唐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编《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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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后论：中国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

——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及相关诸问题研究的反思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没有生产力的质变，生产关系就不会发生质的变化。因此，没有工业革命的发生，资本主义萌芽就不可能发展成为资本主义。近（现）代化的基础是工业化，撇开工业化而谈近（现）代化的实现，意义甚微。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演变，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但并非每个国家、每个地区都会成为这个演变的突破点；从人类社会的发展来看，学习与原创不过是社会发展的不同方式。

中国具有源远流长、从未间断的文明，这在世界上是罕见的。然而，当西方世界发生工业革命并因此取得飞速发展之后，在人们看待中国的眼神中，既有对她过去的钦羡，也有对她现在的不屑。于是，大家在追问：为什么中国会变得如此落后？——对此，我们曾提出过许多解释，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从资本主义的产生、近（现）代化以及科学技术等方面所进行的探讨。然而，这些研究角度或概念，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偏差，导致了认识这一问题的误区。

一、资本主义萌芽：从生产关系着眼来认识社会发展的症结

按照马克思主义者的一般理解，人类社会的发展有规律可循，发展的阶段，可依次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社会。中国社会的发展也不例外。但事实上中国又未能进入资本主义；对此，毛泽东在1939年发表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所作的解释是：“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
[1]

 也就是说，在西方影响以前，我们即已具备了进入资本主义的因素，于是，中国进入资本主义的问题就变成为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

大多数研究者对“资本主义萌芽”的界定，都是以其所征引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为讨论的前提
[2]

 ；从征引的情况来看，人们重视的是生产关系，即没有人身依附关系的雇佣劳动，可以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成为讨论这一问题的核心。与此相关，还有对商品经济的重视，即把它视作自然经济的对立物，并力图在其中发现“资本”。同时，资本主义是从欧洲发展起来的，马克思的理论根据也主要是欧洲的历史，因此，被认为在欧洲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起到很大作用的行会、城市及市民、手工工场等，也成为研究者重视的对象，甚至成为研究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几个最为重要的指标。可见，“资本主义萌芽”并不是研究者从史料中发现的历史现象，研究者是要用史料或历史现象来证明，中国历史也符合马克思主义者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认识。这就决定了在对这一问题进行反思时，史料是次要的（事实上，在研究资本主义萌芽时，研究者主要使用的也是例证性的材料），最关键的是要反思这一研究所依据的理论。

对我们所界定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在中国的情况进行研究，未尝不可，但如果勾勒这种“萌芽”是为了说明中国可以由此“萌芽”而发展到资本主义，则这一前提尚未得到证实。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当然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非资本主义社会中也存在，它们是否均可视作资本主义的萌芽？奴隶社会也有雇佣劳动，但并未因此而发展成为资本主义，而是进入了封建社会。可见，第一，在非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要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并非出现这种现象即可视作“萌芽”。第二，从马克思主义者所理解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序列来看，封建社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一定会发展成为占社会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即进入资本主义；但这一发展是否需要具备必要的条件？如果需要，它是什么呢？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其前提是资本主义生产力的确立。只有当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成为社会的主导生产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才会成为占社会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可以说，在封建社会中，生产力如果不发生足以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由依附地位上升至主导地位的质的飞跃，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只能永远停留在“萌芽”状态。如果我们认为封建社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不通过生产力的质变也一定会慢慢发展成为资本主义，那岂不是将生产关系当成了社会发展的动力？如果我们将此视作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是不是说建立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后，就会在这种先进的生产关系的反作用下，自发地实现工业革命？——生产关系可以阻止或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不能使生产力发展质的变化，否则，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就不存在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

与资本主义关系最为密切的生产方式——手工工场——的发展，最能说明这个问题。从手工工场向制造厂的飞跃，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质的变化。马克思非常重视这一飞跃，但他认为这一飞跃是手工工场发展的必然结果。我们在研究资本主义萌芽时，也十分重视生产组织的变化，如纺织业中的包买商问题、手工工场问题等。特别是对手工工场，我们将它视作可自发地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东西。但据桑巴特的研究，并不存在从手工工场到制造厂自然的和合乎逻辑的过渡。对此，布罗代尔说：“在这个孤立的问题上，桑巴特赢了马克思一个回合。”
[3]

 手工工场之所以不能够自发地发展到制造厂的程度，就是因为从手工工场到制造厂的飞跃，不仅是生产组织或生产关系的质变，更是生产力的质变；前者不过是后者的结果。制造厂的出现，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得以确立，但这是生产力质变的结果，而不是生产关系发展的结果。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不仅仅存在于欧洲或英国，在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史中，确实自发地出现了这种生产关系（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外铄”或“移植”而来，是不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的）。但撇开生产力的质的飞跃，所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就不可能慢慢发展到资本主义。那么，我们所研究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能够说明什么？——我们只能说，一些行业、一些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但不能说它们一定会发展到资本主义。换言之，离开生产力，二者之间就不再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商品经济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出现的条件，雇佣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表现，但这些并非资本主义社会所独有，非资本主义社会中也会有这些东西，甚至会相当发达；不能因此而断言，它们必然会发展到资本主义。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分配、交换等各个环节，但对其基础——资本主义生产力——却少着笔墨。我们想，也许是马克思所处的社会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即生产力已经发达到了确立资本主义的程度。他之所以要讨论这个社会的生产关系，是为了说明以这个生产力为基础的生产和生产中人与人关系的不合理。他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分析的前提，是生产力已发生了质的变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成为占社会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资本论》从对商品的分析开始，导出资本，进而揭示出了剩余价值，但商品、资本、剩余价值都已经是资本主义生产下的商品、资本和剩余价值了。退一步说，即使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尚未占主导地位时，其本质与它已占主导地位时是一样的，即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非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其本质并无不同。因此，分析生产关系的本质，不必严格区分它是否占主导地位。我们可以像马克思那样，从生产关系入手来认识资本主义的本质，但却不能根据一种生产关系的出现
 ，来断定它是否一定会成为占社会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换言之，生产关系的本质与这种生产关系是否能占社会主导地位是两个问题，二者并无必然的关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与之相匹配；但反过来却未必能完全成立。

如果进入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的必然，是对前资本主义的质的飞跃，那么，我们在讨论“如何进入资本主义”时，其关键就应当是生产力而不是生产关系
[4]

 。

另外，对一些所谓生产关系的概念的理解存在分歧，也易使我们对社会演变的认识出现偏差。以“资本主义”而言，《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中所说的“资本主义”，与西方经济学家和史学家所理解的“资本主义”就不尽相同。所谓“慢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中的“资本主义”是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社会；而后者所理解的“资本主义”是指一种投资或生产组织形式，它本来是在商业活动中的，但也扩展到了生产领域，所以布罗代尔以“资本主义在别人家里”和“资本主义在自己家里”来作比喻
[5]

 。它既包括我们所讲的“资本主义萌芽”（非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包括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活动。

从欧洲的经济发展史来看，至迟到中世纪的晚期，城市、商业发展起来，出现了重商主义。他们所理解的“资本”开始逐渐活跃起来，新的生产组织方式，如包买商制度、手工工场，逐渐得到了发展，商业资本也因此得到了迅猛发展。这在西方史学家眼中，被称为“前工业革命”的资本主义，即工业革命以前的资本主义；这一时期的工业，他们称之为旧的或传统的工业。这些东西在我国历史上也有，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萌芽”。双方虽有量的巨大差异，却无质的不同。即，这些东西都是农业社会中的、以手工劳动为主的生产，农业仍然在社会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经济增长的方式与工业革命之后的情形有本质不同。可以说，没有工业革命，就没有马克思主义者所理解的资本主义社会；西方学者也同样认为，工业革命前后的资本主义有本质的不同。

与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密切相关的，还有对宋代农业发展水平的估计。从欧洲历史的发展来看，工业革命以前的所谓传统工业的发展，是以农业的发展为前提的；农业的发展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6]

 。我们既然认为明代中后期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那么，此前一定需要
 一个农业飞跃的阶段，这就是对宋代农业估计偏高的理论前提
[7]

 。然而，至少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农业的生产技术只有精耕细作水平的提高，手工业中也只有工艺的提高。总的来说，这些还都是农业社会中生产力水平的量的变化，而不是质的飞跃。农业真正的革命，是以工业革命为前提的。

当然，围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研究，使我们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特别是明清时代，尤其是这一时期的某些地区的社会经济的一些方面，如手工业、商品经济、高利贷、工商行会等有了更深入、更具体的认识。这些具体的研究成果，不会因它不能说明中国社会是否能进入资本主义而失去其学术价值。

二、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演变：生产力与社会发展

与其使用容易导致理解歧异的生产关系来衡量社会的发展，倒不如直接用生产力为标尺。如果用生产力来衡量，到目前为止，人类社会经历了前农业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在前农业文明，人们主要以采集、游牧为主。进入农业文明，虽然人们能够种植、畜牧，但生产（包括农业生产和所谓传统工业生产）仍以人力为主。工业革命的发生，是人对自然的前所未有的解放，是生产力前所未有的大提高，人工操作让位于机器操作，动力也第一次出现了以非人力、畜力为主的情况。

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是世界上最主要的经济区域都曾发生，或都必将发生的。换言之，从生产力的角度来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是人类单线性的发展，而非多线性的发展。事实虽然如此，但这是不是我们用后来已经发生的事来比照历史，认为“发生的都是必然的”呢？按照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解，人类发展的终极目标是向自由王国迈进，其具体内容不外两点：一是人越来越自由于自然，二是人越来越自由于社会。这样的概括和理解是正确的，用一句非哲学的语言来说，就是人要过得越来越好；这个“好”既包括物质的享受，也包括社会的公平和合理。工业革命的发生，使人类的劳作从手工阶段到了机器阶段，这无疑是有史以来人对自然解放的最大的一次飞跃。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地球上的哪个民族、哪个地区，能不通过工业革命而取得如此巨大的飞跃。目前我们正在经历的所谓信息时代，也是以工业时代为基础的；没有工业，信息的价值和意义就会大打折扣。因此，人类的主要或重要文明区，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是必然的，是单线性的。

在不同的生产力阶段，会有不同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配合；在相同的生产力阶段，与之相匹配的生产关系也可以有多种形式，而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比如，同样是农业文明，从横向上看，中国的社会形态即与欧洲的社会形态不尽相同；从纵向上说，欧洲存在着划分明晰的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两个发展阶段，而中国却至少很不明晰。同样处在工业社会，北欧与美国的发展模式不尽相同，也可能还会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差异。但是，农业文明与前农业文明，特别是与工业革命后的工业文明截然不同；这反映出生产力水平以及由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经济发展情况和社会状况的巨大差异。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认识，就从是否能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以及何时过渡、如何过渡，变成了中国能否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以及怎样实现过渡。后一种所谓“过渡”，其实质就是中国是否能工业化以及如何完成工业化。

所谓“工业革命”，亦称“产业革命”，照一般的理解，只发生在英国，是许多必要条件同时具备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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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其他国家的工业革命都是属于“输入”，都是“外铄”或“移植”，是向英国学习的结果，而不是自发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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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革命一经发生，未发生工业革命的国家或地区就不再有慢慢自发地发生工业革命的必要和可能了。

首先，发生工业革命，远比学习工业革命的成果要艰难得多；自行发生革命所耗费的时间越多，成本也就越大。工业革命之后的生产力，其发展速度要比此前快得多，可以说是以几何速度在增长。当别人已飞速发展之时，自己还要自行发生工业革命，即使最终能够发生，但革命初始阶段的工业水平，与已经发展了相当时间的工业水平相比，其差距又何啻千万里！如果后来者不学习，就只能永远跟在别人的后面！这个成本和代价，比及时学习要高得多得多。

其次，欧洲工业革命以前的传统工业或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的规模、程度要远远超过中国；从理论上说，它们自发进入工业化资本主义的可能性要远远高过我们，然而，它们并没有自发地进入，而是学习。在工业革命发生多年之后，一些国家所具备的工业化条件要比英国当时发生工业革命时还要优越，但却没有成功地实现工业化。因此，这不是一个地区或一个民族自觉选择的结果。

第三，地球上较大、较重要的文明区都不可能与外界没有丝毫交往而完全独立发展。在农业时代，如果不同地区、不同文明的交流还处在经验的、点式的交往阶段的话，那么工业时代的到来，就使全球一体化不可避免（现在的信息技术，不过是更进一步促进了这一发展而已）。工业革命一经发生，它就必然会向外扩展。这一方面给未发生工业革命的国家或地区带来了工业化的种子，同时也遏制了它们的成长；扩展未及的地区虽然不多，但这些地区无一例外都没有自发地发生工业革命。因此，工业革命原发国家（英国）之外的国家和地区，能不能自发地发生工业革命，是一个永远无法证实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探讨这些地区发生工业革命的可能性，意义不大。

工业社会的到来，使社会的经济关系变得异常复杂；为了保证社会经济的正常、有序的发展，它要求对社会制度进行全方位的调整。不仅要求生产组织的变化，同时也要求国家与经济之间关系的合理化（这具体表现为政治的透明和对经济自由的维护）。这是一个漫长的、渐进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地完成的。农业文明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及其发展，成为这个过程的起点；它发展的程度越高，这一过渡完成得也就越快、越顺利。所谓资本主义萌芽，或者工业革命以前的资本主义，其意义也就在此。换句话说，所谓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或生产组织、生产关系，为工业革命的发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虽然它并不等于工业化，也不会因此而必然导致工业革命的发生。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农业文明中的资本主义，是连接工业革命前、后两种文明的桥梁。

改变人类命运的发明及其应用，大多是在一地发明而被广为传播的，比如中国的四大发明，对人类文明进步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特别是对欧洲社会发展的作用尤其巨大，然而，欧洲各国是向中国学习，而不是自己发明的。从世界历史的范围来看，这样的东西一经发明，就会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这是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的原因。不同地区、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交往越频繁、越深刻，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力量也就越大；这种交流也符合人类共同的要求和利益。国家、地区出于自身的局部利益而对文化成果的垄断，都必然只能是暂时的。因此，不同地区、不同文明间的交流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之一。英国以外的国家或地区，对工业革命成果的学习，从人类的整体来看，不正是很正常的现象吗？！

许多学者在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道路进行反思时，提出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模式是多样的，不是只有欧洲一种模式；他们想以此来解释所谓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资本主义只有萌芽而未发展到资本主义等重要问题。我们认为，只有在承认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是单线的前提下，谈发展模式的多样性才有意义。

三、一个假问题：中国为什么没有发生工业革命？

从前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是在论证：如果没有鸦片战争，中国也会像西方那样发展到资本主义。近来的一些研究，是在承认中国已经“落后”的前提下，提出：为什么中国会落后？为什么在西方发生工业革命的同时，中国作为农业文明时代一个非常有创造力和影响力的地区，却没有能发生工业革命？——关于这个问题，国内关于18世纪的研究，国外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的解释最具影响。

弗兰克认为，在西方兴起以前，东方已经处在一个经济周期的低谷，而欧洲正是利用这个时机，站在亚洲的肩膀上兴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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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天才的想法，遗憾的是，我们无法证明，如果当时的中国处在他所发现的经济周期的顶峰，是不是一定会自发地发生工业革命；虽然事实上中国在农业文明时代始终站在顶峰。

国内研究18世纪的学者认为，18世纪是世界历史的一个分水岭。欧洲经过18世纪的巨变，进入了资本主义；中国在同期没有这样的变化，因此未能进入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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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历史演变的角度，对中国18世纪的状况进行系统研究并无不可；但值得思考的是特别提出对这一百年的历史进行研究的理论前提，即为什么要强调中国的18世纪，甚至提出“十八世纪学”？——从欧洲历史来看，18世纪是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转折时期，当然值得着力研究；从中国历史来看，既然18世纪的中国与自己此前的历史相比，并未发生质的变化或飞跃，为何也要强调这一时期的历史？显然，人们认为欧洲在这一时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也应该
 在同时发生同样的变化；但事实上没有发生，于是提出了“中国为什么没有发生这种变化”的问题。

以上两种认识虽结论不同，出发点却是一样的，即都是以欧洲历史，至少是以欧洲所发生的工业革命作为参照系来认识和衡量中国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的理论前提与以前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并无不同。然而，这个理论前提是有问题的，它是一个未经证实的预设；以此为出发点所提出并要解释的问题是一个无法证实的问题！

从历史的发展趋势来说，机械化是人类的共同要求，工业化是人类共同的追求目标。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国家或地区都要成为或都会成为工业化的原发地。人类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是必然的，但哪一个国家或地区成为过渡的起点，却是偶然的；怎么能要求所有的地区或国家都成为这种偶然的幸运儿呢？事实证明，具有原创性的工业革命只发生在英国，我们无法确知这场革命得以发生所需要的充分必要条件。所有的分析以及据以分析的指标，都是事后历史学家的归纳，是用工业革命以后的经济发展指标和模式，来衡量此前的经济发展；我们也许可以罗列出许多条件，但却很难证实这些条件或指标（因素）在工业革命的发生中所起的作用和所占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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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怎么能探求，到底是什么因素使其他国家或地区未能发生原创性的工业革命呢？

就历史研究而言，我们研究的都是已然的东西，因此有人讽刺说，在老牌的历史学家眼中，一切发生的都是必然的。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历史学家便把发生工业革命以前的社会经济变化视作工业革命发生的必然条件或必要背景；这也不足为怪。但对那些没有发生这场革命性变革的国家或地区提出“为什么没有发生”，则是一个无法解答的问题，事实上，这场革命性巨变的原发地只有一个。同时，并不是所有的历史现象都能在一定的条件下重现，这正是历史学区别于其他科学的最具本质的一点，因此历史不能假设；假设只能为我们认识和理解历史提供一个“参照物”，其目的不在于说明这个参照物，而在于说明已经发生和能够证实的。“为什么没有怎样”只能成为我们思考“为什么怎样”的一个角度，其目的是要解释已经发生的，而不是解释不曾发生的。“为什么没有怎样”不能直接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这样的研究永远不会有答案，永远无法证实。

之所以会提出“中国为什么没有像西方那样发生工业革命”，一是因为把工业革命的突发点看作是人类每一个国家或地区都应经历的，二是反映了欧洲中心论——似乎很少有人在研究人类同处于农业文明阶段时，追问为什么只有中国发明了影响人类社会进程的四大发明。

与此相关，还有所谓的“李约瑟难题”。李约瑟在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时，发现中国的科技在经验阶段曾达到了很高的程度，但却未能实现由经验向近代科学的飞跃。为此，他提出了一些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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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这是一个永远没有答案的问题，虽然有许多人致力于解答。由于工业革命需要科技的支持，于是也有人将二者联系起来，认为中国未发生工业革命，就是由于中国传统的科学技术未能实现向近代科学的飞跃。然而，遗憾的是，这也是一个没有答案、不能说明什么问题的问题。首先，科技只是工业革命所需的一个条件，而非充分必要条件。英国在工业革命前即曾出现过日后在工业革命中起过很大作用的科技发明和进步，但那时它们却并未成为促成工业革命发生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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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科学技术由经验向近代科学的飞跃，也并非每个国家、每个地区都是自发实现的。通过交流、学习，科技才得以取得飞跃，这已是人类文明史上司空见惯的现象。我们既不能苛责每一个国家或地区成为所有科技成果的发明者，也无法证明为什么某项成果或某种质的飞跃未发生在某一个国家或地区；至多我们可以分析和探讨一下某地为何会发明某种成果，或何以会产生某种飞跃。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就不能简单地以西方的历史作为参照物，认为18世纪的中国已经“停滞”，已至日落时分，并进而多所指责，批评她没有抓住学习或发展的大好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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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将当时的中国与西方相比，与其说中国落后，不如说西方国家突然加快了发展的步伐。当它们发生工业革命并因此而向工业文明过渡时，中国仍然处在农业文明阶段，二者由此而产生差距是当然的。将正在进行工业革命的欧洲，与根本还没有开始工业革命的中国进行比较，除了说明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发生工业革命之外，还能说明什么？至少不能说明中国为什么没有发生工业革命
[16]

 。这正如我们让一个步行者与汽车比快慢，除说明汽车的确比步行快之外，恐怕不能再说明什么。

我们既不能从原创的角度来讨论，也不应简单地予以指责，而只能从学习的角度来讨论这一问题。我们应当及时、主动地学习工业革命的成果，以推动我们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但是，学习也需要具备基本的条件。我们在农业时代发明的指南针，成为欧洲地理大发现的物质条件之一，并因此而刺激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在我国，郑和下西洋的规模、航行的距离也许并不比欧洲的航海家差，但它却没有起到像欧洲航海那样的作用。明末以及清前期的传教士给我们传来了许多对中国来说是先进的科学技术，康熙帝也对这些东西十分爱好，但这些始终都是个人行为，并未社会化，成为推动社会变化的动力。难道中国人的智商要比欧洲人低？显然不是。一个社会总会有超前者，但这毕竟是少数；整个社会的认识水平和接受能力，是受当时社会发展的水平决定的（这通过“社会需要”表现了出来）。从世界范围来看，当时的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之间的交往或碰撞还只是刚刚开始。中国作为一个正处在农业文明的社会，在尚未全面接触工业文明之时，怎么会产生向工业文明学习的需要呢？当时整个社会还没有意识到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我们既不能据此说明中国是否具备产生工业革命的条件，也不能苛责她为什么没有及时全面地学习工业文明。这正如现今科技界已惊呼进入信息时代之时，要让一个以手工劳作为主的农民购买电脑而十之八九会遭到拒绝一样。况且，作为学习者，对所学习的对象抱有抵触情绪，并在学习中不能很好地掌握，也是正常现象。

我们应当用历史的眼光来审视历史，而不能用后人的眼光批评、苛责前人当时闭关锁国，没有抓住向西方学习的机会。这种批评是后知后觉，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却低下头来指责他们过于低矮！

工业化有个过程，工业社会也有它自己的变化过程。工业化初期的情况与基本完成工业化以后的情况不同；二战前后的情况又有很大差别；信息时代的到来，也使工业文明发生了许多变化。对于学习者，就有一个切入点的问题；切入点不同，实现工业化所要求的条件就会不同，其方式、途径也会因之而异。比如，英国进行工业革命时，紧随其后开始工业化的主要是欧美；当时英国还没有能力完全控制以及遏制欧美的工业化。欧洲基本完成工业化之后，其他如亚洲地区开始学习工业化，但这些地区的工业化过程已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欧美工业国或工业经济的影响乃至控制。现在正在进行工业化的国家，它们所面临的形势，与二战前后的世界经济、政治背景又有很大的不同。虽然如此，也有其一以贯之的核心，这个核心，或许可以概括成生产机器化、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

生产的机器化，使经济发展的速度、模式与农业社会出现了天壤之别，经济和社会生活也因之而变得非常复杂。面对空前的如此复杂的经济与社会，过去曾经几乎是惟一对社会经济进行主动控制和调整的国家，已经不再能继续以原来的方式发挥作用。市场的作用日渐重要，几乎所有重要的社会经济活动都要通过市场来进行调节和磨合，这就要求经济的自由化。为了保证在如此复杂的社会经济关系中得到公平与合理，也就是为了市场以及市场规则的合理，人们就要求对具有强制力的国家职能发挥的方式作出调整，而且要求法治化和程序化，以保证其合理和透明。于是，随着工业化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市场在社会经济中作用的陡增，政治民主化成为必然。民主是法治的基础，可以说，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没有法治，就不能有市场的公平与合理；没有公平、合理的市场，就不可能建立良好的经济秩序。

四、近代化或现代化：中国社会内在的发展动力？

从民国初年开始，国外留学生大批回国，他们面对中国社会的落后，自然会用他们曾经到过的、比当时中国更为发达的国家作为参照物来进行认识和反思，这也是我们所说的“新文化运动”兴起的背景之一。强调“科学”，正反映了他们对生产力这一根本因素的重视；强调“民主”，反映了他们要从社会整体入手来改变中国的面貌。使用“近代化”或“现代化”的概念，就是他们这种认识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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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年代以后，我们又一次睁眼看世界，发现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水平已相当高，于是，近代化或现代化，又成为我们认识自己的一个重要角度，成为追赶别人的目标和动力。

从学术上看，西方学术界也有人从“近代化”或“现代化”的角度来认识他们一百多年的社会发展；他们的研究成果，也成为我们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时的借鉴。但是，“近代化”或“现代化”是一个具有很强时间性的概念，即使可以为它作出一个明确的界定，也不能完全掩盖这个辞汇本身所具有的时间性。如果再过500年或1000年，我们的后辈在研究这个问题时，难道还能用“近代化”或“现代化”这样的概念？即使我们今天对它的界定再明确，后人也不会用这样的概念；他们一定会有他们的“近代”或“现代”。

用“工业化”来表示人类社会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会给人以过分强调经济因素而忽视其他因素的感觉。为了表示工业文明是全方位的变化而不仅仅是经济的变化，用“近代化”或“现代化”也未尝不可；但这必须有一个前提，即充分重视“工业化”这一因素在社会演变中所起的关键作用。比如，布莱克、罗荣渠、吉尔伯特·罗兹曼等在研究现代化时，都特别强调了工业革命在现代化中所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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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的学者认为，在工业革命以前，已经开始了近代化；他们把“近代化”看作工业革命发生的前提或基础；相对于此前的农业社会而言，这些是全面而崭新的变化。具体到中国而言，她虽未发生工业化，但也一定存在这样一个过程。

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近代化，未尝不可，但需要强调的是：第一，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知道具备怎样的充分必要条件，即可发生工业革命；因此，我们不知道中国在工业化以前所发生的什么情况是属于“近代化”的东西，更无法证明，这些东西是否一定会发展到占社会主导地位的程度。第二，近代化与工业化的关系：是不是这些“近代化”的东西一定会导致工业革命的发生？如果不是，强调这些我们认为属于“近代化”性质的东西，能说明什么？恐怕最多只能说明出现
 了这样的东西而已。第三，从研究的方法来看，在罗列我们认为的工业化以前已属于“近代化”的现象时，必须先论证这些现象（1）与此前类似的历史现象相比，是否具有质的不同？（2）是否具有普遍性（例证式的论证，是远远不够的）？即使是，还需要进一步论证这些现象是否已发展到要发生质的变化或飞跃的前夜——这是我们认识鸦片战争以前的社会变化时需要格外注意的。

社会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基因”，关键是哪些因素会成为社会变化主流的决定性因素，而哪些因素永远不过是基因之一而已。照我们的理解，近（现）代化的基础是工业化，绝大多数的地区和民族都会有机械化的愿望，一些重要的文明区，处于经验阶段时的科学技术都曾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属于这种性质的机器发明和利用也层出不穷，但是，并不是绝大多数地区和民族都因此而出现了自发性或原创性的工业革命。从逻辑和概率上说，让它们各自自发地发展，也许有发展到资本主义的可能，但也有发展不到的可能，各占五成；从史实上说，似乎也不能说明其所存在的这些基因肯定能变成主流。因此，这与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一样，永远不会有结论。如果研究这些近（现）代的基因是为了说明自发实现近（现）代化的可能性，那么，这些研究意义甚微。





从人类社会的发展来看，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是必然的，但对具体的民族或地区而言，它们又不可能都自发地进入工业文明（即成为工业革命的原创者），这似乎是一个悖论！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不是工业革命的原生国家，但并不会因此而妨碍中国通过学习实现工业化，这可以说明人类社会不同文化或文明之间的交流，会成为历史发展的动力之一。也正因为此，中国在工业化上只能学习，而不可能有第二种选择。但是，从另一方面说，不能因为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就简单地以一方为参照物，来进行类比；如果要比较，也只能在同样的标准下来比较，不能用欧洲已进入工业文明的情况与中国尚处在农业文明时的情况相比较，这样的比较是没有意义的，无助于说明问题。

历史的发展，即使有规律，也不会很多！我们知道历史在变化，我们可以在某种认识的层面上，指出它变化的趋势，但这些未必都是必然
 的。历史现象间，有必然的联系和因果，但更多、更重要的，是在某种或某些条件下的多种可能中的一种。历史的演变，绝对地受时间序列的限制，“某种或某些条件”正是某一时间点或时间段以前的历史的总和。因此，在前一时段偶然出现的现象，可能会成为此后历史演变中起决定作用的必然因素。我们没有发生工业革命，但一旦我们学习到了工业革命的成果，那么工业社会所要求的经济自由、政治民主就会成为我们社会的必然要求。


编校附记：


原刊《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4期。近来学术界对“封建”与“专制”有些争论，这涉及对古代中国社会与政治制度的名与实的认识。因与此文颇有关联，故借此机缘，略作申述。

1939年毛泽东发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第一章第二节“古代的封建社会”，称“中国自从脱离了奴隶社会进到封建社制度以后……这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特点，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二是封建的统治阶级（地主、贵族和皇帝）拥有最大部分土地，而农民则很少土地，或者完全没有土地；三是地主阶级的国家强迫农民缴纳贡税和从事无偿劳役；四是地主阶级的封建国家，“如果说，秦以前的一个时代是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那末，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

1940年代，翦伯赞《秦汉史》（此据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重排本）第一编第一章第一节用“秦族的渊源与秦代封建专制主义国家的创立”作为该节的名称，于节末称：“在初期封建社会的废墟上，建立起一个崭新的封建专制主义帝国。”范文澜1954年针对修订版的《中国通史简编》所存在的问题，撰写了《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立“汉族封建社会的分期”一小节，称“秦始皇为统一事业作出了许多重大措施，建立起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范氏在谈到“一个社会的性质是由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即基本的所有制来决定的”时，引用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引用的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定义：“在奴隶占有制度下，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料和占有生产工作者”；“在封建制度下，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封建主占有生产资料和不完全占有生产工作者”。

中国封建社会的性质，经由《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联共（布）党史》在政治上定调，又经范文澜、翦伯赞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从学术上进行阐释后，秦统一之后中国的历史被概括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这几乎成为上世纪50年代以来史学界的惟一正确表述。在遵从这一概括的大前提下，对进入封建社会的时间、土地所有制的形式、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变化过程，学术界也曾展开过讨论，大家也还是有各自不同的理解和认识。当然，对这种概括本身，也有学者有不同意见，但在学术政治化的干扰下，这些意见影响甚微。

上述的理论建构，“封建社会”，是从生产资料的占有以及由此决定的生产关系来着眼，谈的是社会的性质；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讲的是政治制度：“专制主义”强调的是皇权，“中央集权”谈的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所以君相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直是解释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发展变化的重要视角和原因，而“皇权”也被用来解释农民战争的屡兴屡灭。

近十数年来，政治对学术影响逐渐减弱，学术与意识形态正不断进行区隔，学术政治化在不断褪色。在这一背景下，有学者对上述概括开始进行全面反思。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不少学者质疑甚至批评把秦统一之后的中国古代社会概括为“封建社会”，其中最具影响的是李慎之《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兼论中国的专制主义》（《战略与管理》2000年4期，此据《李慎之文集》，自印本，2004年），集大成的则是冯天瑜《“封建”考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用五种社会形态来分析和认识中国历史的发展，借用了“封建社会”这一术语或概念，却又抽掉分封以及由分封带来的封君—封臣之间的关系、分封贵族与农民之间的强制依附关系等这些“封建”本来所包含的实质性内容，成了没有“封建”的“封建社会”；更尴尬的是，封建的本义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水火不容，而秦汉以降，中国社会中存在的主要是国家与自由民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地主与农民的依附关系。这也难怪有学者说封建一语乱天下了。其实，在二三十年代的社会性质大论战中，这个尴尬和矛盾即已突显了出来。胡适就曾批评过周谷城，说：“‘封建的形式’诚然是至秦始皇时才完全毁坏，但‘封建的实质’在秦始皇以前早已崩坏了。”他还批评周氏，“把‘中央集权制度’认作封建国家，便是根本的错误”（《胡适日记全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5册744页）。“文革”结束后，不少人将“文革”归因于封建遗毒，李慎之说，这些人口中的封建主义，实际上就是他所讲的专制主义。

“封建”或“封建社会”，词汇相同而所指内含却如此不同，这就造成了种种的不便乃至混乱，但只要使用者作出明确界定，也无不可。况且，在现时代，用五种社会形态来解释中国历史的发展，也渐成一家之言；虽然不是像胡适所批评的，只是“专爱用几个名词来变把戏”，但对秦汉以来的社会，我们不使用封建社会这种概括，也不会妨碍我们对具体的历史问题进行研究。当然，长期习惯用封建社会来概括中国历史，并将一系列本来与封建社会并无必然关系的现象如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自然经济、个体小农生产等都视作封建社会的逻辑的组成部分的学者，难免会有无所适从之感。

对“专制”的认识似乎就不这么简单了。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照一般的解说，中央集权，是指将地方的权力集中到中央；专制主义，则是指集中到中央的权力又最后集中到皇帝手里。这在一些对中国历史和文化怀有温情的学者看来，实在是不大能接受的。比如钱穆在上世纪30年代末发表《国史大纲·引论》（此据商务印书馆1994年《国史大纲》修订版），就专设一节进行批评，认为中国人多土广，“非一姓一家之力所能专制”，平民可以入仕，官员的选拔和任用“皆有客观之法规，为公开的准绳，有皇帝（王室代表）所不能摇，宰相（政府首领）所不能动者”；这体现的就是“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精神。最近也有学者在强调这一点，认为在日常政治的运作中，并非皇帝一个人说了算；他至少需要一班朝臣出谋划策，有辅佐者、参与者，况且国家权力是分级、分类的，权力运作还要受到制度的种种牵制（比如唐朝的皇帝按照制度，就不能直接任命六品以下的官员），这哪里能是皇帝一个人想怎样便能怎样的呢？

如果把专制或专制主义理解成皇帝一个人的独裁，实在是太过狭隘了。照我的理解，专制是指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与国家权力有制度性的分权和制衡、社会能有效参与国是决策相对而称的，是指权力高度集中的集权体制。其实，魏特夫早在1924年就将此概括为“官僚专制国家”或“官僚专制制度”（《东方专制主义》1957年导论，汉译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16—17页）；至于这种专制体制是怎样形成的，那是另一个问题（我就很怀疑他的所谓治水说）。

秦以来的中国政治制度，就是权力高度集中于官府和官僚；皇帝是官僚的一分子，皇权是构成集权体制的一个特殊的部件。这种政治体制之下的社会，是身份性的官僚等级特权社会。它的主要矛盾是官府与社会的矛盾，是官与民的矛盾。整个社会结构的核心是权力；一切的一切，都不过是权力的婢女。拥有权力的人员在不断变化，进入官僚体系的方式也在变化，但权力及其运作却不曾有过实质的改变。如果用“专制”来概括这样的体制，容易产生个人独裁的误解——如果据李慎之《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兼论中国的专制主义》对“专制主义”的概括，完全可以避免这样的误解，而魏特夫在《东方专制主义》中也很清楚地指出过专制主义与独裁政治的关系：“当非政府的力量不能有效的约束一个政府的统治时，它就变成为专制政府了。当专制政权的统治者的决定不受政府内部力量的有效约束时，他就是独裁者。”（102页）——我们或许可以用“集权体制”来概括。

政治体制，是集权体制；社会，则为官僚特权社会。合之，可称为集权官僚特权社会。所谓集权，就古代中国而言，首先是指社会或民众对官府的监督几乎没有任何制度性的保障，更遑论对国是的参与（科举入仕，那也是须首先成为官僚，才能以官员的身份参与）；官府在权力运作中，有牵制但无法定的分权和制度性的制衡（主要是上下级之间的监管和负责）。其次是社会资源的集中；这既是官府权力集中的体现，也为官府权力的集中提供了保证。

如果设立御史台、都察院这样的监察机构，我们就认为古代的社会对权力有了制度性的监督，那是不是设立了人民代表大会，设立了法院、检察院，组建了纪委，就是实现了宪政、建立了民主体制呢？如果将权力运作分等、分类，我们便认为权力运行有了制度性的制衡，那是不是党委有了分工便是将权力关进了笼子里了呢？如果平民可以通过科举考试等方法入仕且升迁有一定之规，我们就认为政权是开放的，那是不是有了公务员考试就意味着政府就是民选、民有的呢？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标榜已实现了五权分立，并允许私人办报，这是不是就改变了那时它一党专政的实质呢？苏联有政治局、政治局委员有分工，这是不是就意识着它已不是集权体制呢？——个人独裁是专制，官府的集权也是专制。如果秦汉以来的体制不是集权体制，那这个世界上还有“集权体制”这种体制吗？这样的体制如果在一些人的眼中也能产生民主机制（也许吧，我不知道），那为什么二千多年了，依然故我？为了研究历史，作同情之理解（它确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避免以现代的眼光去苛求古人，这是应该的；但总不宜美化这样的体制，美化被这种体制扭曲的社会，甚至于要否定它的集权体制或专制主义的实质吧。美化，也是歪曲。

热爱祖国历史，颂扬传统文化，不是不可以，但在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观照下，面对今天的现实，我们总须要反省，至少要警惕。胡适在1943年10月12日的日记中称，读张其昀所办《思想与时代》，蒋介石出钱，主要人物为钱穆、冯友兰、贺麟、张荫麟。“此中很少好文字……张其昀与钱穆二君均为从未出国门的苦学者，冯友兰虽曾出国门，而实无所见。他们的见解多带反动意味，保守的趋势甚明，而拥护集权的态度亦颇明显。”（《胡适日记全编》，7册539—540页）——在他眼里的所谓“反动”，主要是指他们“拥护集权的态度”颇明显。的确，在钱穆看来，民国以来实行的“所谓民选代议之新制度，终以不切国情”；古代的“考试”与“铨选”，即证明了政治体制不是专制。这何止是保守，已经是在为专制体制唱赞歌了（说到这里，我对民进党人提出收回素书楼，多少也有了一些同情之理解）。1961年9月，胡适又发表《怀念曾慕韩先生》：“三十年前，我对他的议论曾表示一点点怀疑：我嫌他过于颂扬中国传统文化了，可能替反动思想助威。我对他说，凡是极端国家主义的运动，总都含有守旧的成分，总不免在消极方面排斥外来文化，在积极方面拥护或辩护传统文化。所以我总觉得，凡提倡狭义的国家主义或狭义的民族主义的朋友们，都得特别小心地戒律自己，偶一不小心，就会给顽固分子加添武器了。”（《胡适日记全编》，8册781—782页）我想，胡适的话，放在今天仍有现实的意义。

2014年1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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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学者对此已有认识，如吴承明在《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几个问题》（《文史哲》，1981年5期）中就明确指出：“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前提，归根到底是要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尤其是农业生产力。”但大部分的研究，跨过了对生产力的论证，直接研究生产关系，进而使这种生产关系最终成了无源之水。


[5]
 参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2卷，第三章、四章。按，在他看来，“经济”与“资本主义”是有区别的。我们在此处所用的“经济生活”是包括二者在内的泛称。


[6]
 在研究工业革命的产生时，学者们首先考虑的是农业的变化，参卡洛．M．D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汉译本）第3卷，第八章，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第六章中的“工业革命在英国各部门的表现”开宗明义地说“首要因素是农业”。


[7]
 在研究明清手工业资本主义萌芽时，大多数的研究著作都要回溯宋代的农业发展水平，如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史》第1卷“导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7页，等。李伯重《“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1期）从研究方法上分析了“宋代江南农业革命”之所以“成立”的原因。他的分析还只是史料学的分析，即在使用史料时，未能充分考虑史料本身的时间性、地域性和代表性。但在研究宋代农业时，之所以会在史料上出现这么大的问题，最重要的原因是研究这一问题的理论前提，即无论是主张宋代农业革命或明清农业生产的停涉，都是为了说明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的农业基础，或之所以只萌芽而未进一步发展的原因；都是自觉不自觉地将欧洲经济史的发展当作考察中国经济史发展的参照物。研究方法的失误，根源于研究的目的；对史料理解的失误，根源于对通过这种理解来加以说明的问题本身的误解。


[8]
 参《欧洲经济史》第4卷第三章“英国工业革命”，上册，1989年；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2卷第六章“工业革命与经济增长”；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汉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


[9]
 参《欧洲经济史》第4卷“工业社会的兴起”，上册，1989年；下册，1991年。


[10]
 贡德·弗兰克：《白银时代》（汉译本），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本书最大的贡献在于对工业革命以来所形成的欧洲中心论的批驳；对中国的看法，正是这一史观的表现。书中颇多极具启发的宏论，但似是而非之见亦复不少。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将另文讨论。


[11]
 参戴逸《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导言卷》，沈阳，辽海出版社，1999年。


[12]
 对工业革命前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描述和分析，可参《欧洲经济史》第3卷“工业革命”。


[13]
 参潘吉星主编《李约瑟文集》第一部分“科学技术史通论”，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


[14]
 参《欧洲经济史》第4卷第三章“英国工业革命”、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2卷第六章“工业革命与经济增长”、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


[15]
 参《学习时报》编辑部《落日的辉煌——十七、十八世纪全球变局中的“康乾盛世”》，《学习时报》2000年6月19日；佩菲特《停滞的帝国》（汉译本），北京，三联书店，1993年。


[16]
 戴逸在《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导言卷》中，对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进行了全面的比较，可参看。


[17]
 参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18]
 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一个比较史的研究》（汉译本），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1—4页。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序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3页；第一编第一章第二节。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汉译本）“导论”，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4页。



跋

2011年，承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的垂青和荣新江先生的盛谊，约我担任中心的兼任研究员。虽有此名义，自己也参加了中心组织的一些学术活动，但几乎没有真正承担过中心的工作。现在有幸接受中心的资助，出版论集，思之赧然。

有机会仔细审视自己若干年来的所谓成绩，才明白评职升等填表时所列出的论著，与编集时所可收入的论著，相差实在不可以道里计，愈加体会到古人所谓集须自定的道理。虽认真采择，这些篇什是否值得集存，殊无自信。

编出目录，方真切地意识到，近十数年来我所留意者，多是所谓新史料，如汉晋简牍、《天圣令》等。讨论的问题，则涉及汉唐间的法典以及土地、赋役、驿传、过所等相关制度。新出资料，需要一个释读、理解的过程，特别是与传世资料的比对，尤需慎重，名同实异者，在在多有。但文字记载的历史，主要框架确由传世典籍搭建而成，这犹如历史时期的考古，必须强调考古的体系，但总是绕不开文献记载。

历史研究离不开史料，对历史的勾勒、复原、认识和理解，都要以对史料的研究为基础。史料的收集、排比、考辨、分析，实际上是研究历史的一部分。对历史的理解不同，对相关史料的解读、处理就会不同。难怪前辈史家说“史料即史学”了。历史文献的整理、研究等，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

末一篇，属大而无当的所谓理论性文字。理论无所谓对错，只要能自圆其说即可。这篇小文，也谈不上自圆其说与否；收入，只是想说明我对中国历史发展趋势的一个认识。在我看来，中国自秦以降，政治体制是集权体制，社会则是官僚特权等级社会；社会的主要问题，是民与官的矛盾，由单纯的财富集中而导致的所谓阶级对立尚在其次。走出传统社会的惟一的路径，大概就是经由经济自由化、政治民主化而迈向宪政。

此外，我还围绕藩镇问题，发表过一些唐代政治史的文字，考虑到主题比较集中，单独结集为宜，故未收入。

念书时，常听老师们说，他们是过渡的一代；他们的大好年华，都在各种运动中度过了，连念书的时间都不能保证，遑论自由地进行思考和研究；到上世纪80年代，他们已渐入老年，无力铺开，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工作了。其实，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问题。现在政治干扰少了，但经济生活和学术量化考核的压力，也足以葬送一个极有研究潜力的年轻学者的学术生命。

我们这一代人，多已站在半百的线上。回头看我们的读书、研究经历，求学经历比较完整，念书时间尚有保证，自由思考的空间也较大，但是，静下心来，系统地念书，特别是反复点读基本书，仍未做到。随着典籍的大量电子化，更使系统翻书不再必要。因此，我们对于“书”的感觉，远逊于前辈学者；我们的作品，成文快、貌似资料丰富，但却少了一些咀嚼的味道。将来更年轻一辈的学者，大概还会面临“传统断裂”之困——一些传统社会的“常识”，会当作“问题”加以考察。这是无可奈何的。

这本小书，只是自己研究心得的一个小结。所收各文，为全书统一，作了必要的技术规范处理，除鸣谢及附记所及，一律删去先生等尊称；内容则除个别地方略为润色或增补零星材料外，基本未作改动（偶有说明之处，用“编校按”或“编校附记”作了标识）。存真是一方面，重要的是，虽同一题目或内容，又有学者进行了考察和研究，但我的这些认识，似乎尚不必改动。这也许只是自己的固执而已。能不能对将来的研究有些微的启发，也只能请后来的研究者作评判了。

本书从拟目、编集到出版，都得了到荣新江先生的悉心指点和关照；编辑中的种种问题的处理，都蒙刘方先生劳神费力。文稿最后又承责编张晗兄细心校阅。书名英译，则请陆扬兄相助。谨致深深的谢意。

2014年11月，于西三旗寓所

OEBPS/Image00076.jpg
2

(AR SCHh ) (&)
(F AN () (B scse ) i
% 1 W % i IYa
BTG A
JE O A8 98 CHa) [ 2% (IR 8 % B) — h,
i 1229 11/10476
HH14 BB -0  |IIBaK) () *
R
WM B R 2 %=
Jut 1231 |-EARZE |4 #I s 8/7937
LJu repa. N b i
B#(S5% LR
Julv Bk EI S £+ =) 1231 ik ml"%1@(5%;&10/10084
R T B g2
HH)
00 R Ik 1242 |\ O ks 9/8929 [(#h) & 1
. L RH
A% THEAR '
—O BT AETE AR | 1265 | ——/\ | BEEEE AR A 2/1199 [{#h) RE
—O0= |ig M 3} % K
HMERHE s | A |woremm | 297 |0 FDR
F
FELHF(LR Rl 2t E
-0z 1266 | AT 9/9065
FRERY ARy
) KA(KREES B
ESTRECT PN o (ys=+
—0= 1266 |N\FH | & K B B %) 9/8968
EHGER) RKE
By
&E M
—o= |wramEten |on | azz | EREM s [omy R
o T AL 5
i &
—o= f:fﬁ% EE o | i [oeemmrm | osmoe |Grymn R
2
(SN P S ) WA WA K%
—o= 1272 |\ # M 9/8962 |(#h) R 1T %
i B B
—O= |EAEHH 1283 | ——— A REER | 271220 [(Hb) R






OEBPS/Image00075.jpg
2

(ARG (€359
(&) (& R SCHE ) (R SCEEAR ) ) #E
& i3 I # i3 Wt/ BT
FREWRE(EZS
b i 5 /
= SRS RER) | 1214 |——— RIEALED) (5 A R (B
(i)Y AN0,11/ 1560) &
11051)
] l kS 1|
Jun WK R 1218 [ AL %m?ﬁ“‘kgﬁ 9/8920 |(#h) AT F
SR B LR
CHagt) (8R4 (4 b IR
IVAN B¢ AR ) i 1219 11/11036|
v e | HARFRE)
. (H) » =
Jui RUIBE GEEf#H | 1225 |——0 |SREESEBGIHE | 2/1165 b=
L B A TR
Ll SMEE [T 1225 |——H 2/1172 AR
B[] 3 AE A (Y&
B
Jui P AN 156 BB | 1226 | ——7% jzﬂg%m & 2/1178 () R %
HOT R[] M 2
Jui 1226 | ——7 |SAER%EME | 271179 [CRh) R0 %
——— N | GER%S CRhY FR A
i JE O (B 557 (HA) Eﬁ%%(ﬁﬁn/lmw(ﬂ»?ﬁ*i&
2
ki) Ju EX-3 9]
& 5% (O
REERGER o n:f;%; A
A |BamnEeR| 227 | N 11711039\ CGib Y #, (T
Eiv° (ERR2E) —
%) &) W
)
o FECER S
FERH(EE CHadt) |Je B o (O 5%
M e |7 0 AU ARG o,
' YRR






OEBPS/Image00078.jpg
E£4

(&R 30k (&R0
(FCHAY) (A RSOl ) CRESCEER) ) i
% o I # i1 /5T
it +Fi
—OfH o ) I 1317 v j(ft;(ﬁii;%ll/lmswwxv‘c
(BTG —) e ) -
—H)
BB D
’ oy | T O A
—ON | (B4 A )| 1333 11/11253]
bal %1
—Ju)
R EC AR 2
B KA CHa sy | MR (B 3 E) — +;
—0+L 1355 11/10911
PFELCRY w3 CHh) 8%, it
SHx#E L
HE(nfe
JE( A
—O-L | IR B 1355 | \RH [iB#HRIN 979068 T
AR
LT
——— | R BITILY | 1389 | AL | HIBRKCRRACIL) | 979125
—— | S EMRAE 1398 l(&ﬁ:ﬁ) FURH i L 11/10907|  #h) 2 1 5%
—— RS 1399 |At+ | LEFTIER 9/9173 [(#h) R 1%
—— I | #EHEX 1405 | AL | 485 I8 9/9277 |{#h) F A%
——X TR (Z) | 1446 [A=0 | AHEILITIR 9/8750 |4 R4 %
= 2k
tF " LK
——Ju |HEP AT A| 1478 | JLmm - 1079810 | 3] H ¢
WA R E "
ZR(HEME Bk PR A (O 7 B
—— 1485 | \JLO 9/9304
W) *)
5 2 Rl B waos |xnm 5 B CE N B 71140 |Gy RH R
= iy SO mxerpriz) "






OEBPS/Image00077.jpg
24

(€3 s ¥ )] (&R0
(F ) (& RSOl ) (R SCEEH) ) #IE
# i i % il Wt/
—O= | SHFH # B 1283 | —Z— | PRI PR | 271220 (KR RATR
i i € R T 4F J& R A OB
_|EAZ+B®E () | SR i %6 8
—0= 1285 11/10472)]
) (B (RIS =0 (W(HR2E)
== —J)
e € B W oG 4 J& R ik o
| EAZtR¥#E () || XE AR BXHY Rk
== 1285 11/10472|
WO (RIS —0 (RS %E) REHSR
—H) —=45)
—Om |BEIRRIAH | 1298 | —== |HEFBEE | 271235 [(Hh) R4
o R
—Om SRR ASH | 1299 | == W;R+ BT aim |y win
—OM | &L RFH 1300 (——== | dCEfE 2/1229 (R RV
J& R KA B (yp_)’cﬂﬁﬁ(%&'ﬁ
—Om | % I i # i8] 1300 L'(’)m T 45 I 7 3 |1/11045
) ARt
R B E % B b 4y 4t o1 % G b
—om [(BEOMAEY A =| 1301 | | B (4 (T AR 2 [11/10482)
) EH)—1)
3 g &
—om |mmienz |10 |8y g |10 R
ot EY—N
IR Z 1Tk _
i B ETmy
—Om |ZH WA BEREE| 1311 L= oo 10/9611 | 3T B £
WD) .
) i FRE
—OH ME B AR 1314 | ——h | EHWHARE 2/1260 ettt
BT e






OEBPS/Image00080.jpg
£

(LR %) (&)
(& CHERNY) (& R scpst) OB SCgEdh ) ) #E
% i I % o /5t
e CEXE R ¥:8 ] 532 | = W (T 273013 |0y B
%) UM IR 2 )
| i e R B _ 3kl 5 B (Y r=+
R ] 1532 |=—— 4/3159
S %) WK R ) RF
| TR R R o mEt R R [6) 4 Bt )
—=% 1532 [ A= 1079992
s e Eu)
——% WEEL R 1533 | A= | BKRBHGR |10/9993 ks
ELUE 24 Enu]
RAE S, Gl
| TR FE (HE CHr st ) | D BUBR R 2 (4
——% 1533 11/10970| ) S A B
GEf)—T) = [(E2E)=)
i
LA B, R
0 — B T B AT A2 XA
_ ity | | ERR, f
—ZH | %= (4 (il ) — | 1534 172 (4 (RF 2{11/10971
= -~ F(GER) B
ANAE) Ey=H)
i
WA % (i 58 bt £ OE B E B
—Th | ¥E)(EGEMY | 1534 (W= |%E) (F (S| 574457
—AT) EYRN—=
. ) [ ()P =+
—Zh |HEVEE 1534 | LU | W REHE  [10/10098 B
W 4 (il 2 % T EMCRF AR
——% 1536 |5\ 7/6996
Ay RERE)
N EXS 2E R 8 A O 5% %
——# 1537 | A O 6/5661
BR%E) =)






OEBPS/Image00079.jpg
2

(ARG [€339)
(& CRFANY) (B CRESCHA ) R CEER) ) ik
% i W % i W/ 5T
—== R 8 R AT 1522 | JusZ | E&AFES 1079987
257
CHbY H, B
B % b I % K CRLE €% s
— g 1527 |73 /79 |AWKFES
1) ) N
%A
I T R O K 2 4
——H 1528 | g\ 1/529 |WF
+#0) (3T F39)
o5 2 ) s U
—=m AR | 1528 W ﬁ; /504 | LB %
SEW
Bk by 2, B
= o n 1529 [l |[fRECREE) | 1510 [ & %
W HHE)
R
g |BEGEERE | [EROGIRRK ——
T i)y FUBRH) )
UPXC £ £ .
— 1530 [£— CE(HE W) 1/753
H1E209)
CXCER T~
— B G AR 1530 [£= ;;;((ﬁ%f:: 1/757
T R ) -0
Wy
5 4 5 X 4
i mz@ﬁﬁ EH | iz0 | [FSCRMHME ——_
VR ) 1B )
XF(E W
PACT L X HLE LN (2) x 7
——m 1530 (£ — S P KRR AL | 17761
i) ) Bk
FHWE)
5 8 T 4
@z(%@ N CH Sy |9 i 9+ — CGrhy B (8
—ZH |5+ — 8 ) 1532 11/11157
b Lo [zoEREZ) ) S






OEBPS/Image00081.jpg
2

(& RE 3R (&30
(B CHAN) (3 RSO ) (R OB ) %
# 2 0 & ) /5T
CEIRFY 5 =
— R % 3
(BB L
UEXE T N — AN = A
g (R O ) | e b R X
T kY A= x il = F RS
(BEEIND) MFZEWTF
RHBOC, =
AbAR A B O
) B 3CF
AR, H
BT ¥ (2
EBE SR CHRa) |2 BB % R ¢ X
— = 1539 11/10983| 22 ) B4k 7 4
%z Eoy| #E -
% R, B
(b)Y £
——h |REE 1539 [JUNT [EEBEEZE (10710021 R AR E
BV R BTk B Al IE 5P AR VR R E R M,
—ZF |B(E(ELE)| 1540 ﬁ;m Bk 2= (4R (O [11/10984) (H ) 0T
+£N\) MYAR=—) Mtk
EERY- 5
| EBEHEERWY CHal) | BB & #aE= E) = #,
—=% 1541 11/10978|
LS Hg ah P AR % () &
R
| ERABARZE WEIEFE R AR Z
—Z& 1541 | Ju-ty 10/10098| it A 7]
HE 31
# iR FE,
BFEE=1D %% e =T % (i) 2,
—ZT [(E(E2E) | 1541 j_{:im (48 (R 2 Y AL |11/10992] CHb ) B % T3
) —) 5| b4
AREEN X






OEBPS/Image00072.jpg
23

(&34 ) (€339
(A ) (B CRE SO (R CEER) ) #iE
% A i o3 i) Wt/ 5t
B ST
A X B B ) 971 |kl ) 1/826 |(#b) R4
ANO T B % 977 |-LM= |iHEBBIRIRZE | 8/7686 [(Hh) R
RE AR BT H AR
A= 1006 | & =g 8/7453 (R B
PAEEFEAAA A oy
fER (s £ 8 M (Mt R E
= 1020 | fL= 1/959 2
P e e R
i it B AL (8 (Had) kil
AN 1073 |57 g AL (B2 (11710454
CGE%) ZHN) A
(ESEYL
- LG ]
[ = EICE R
p=  |BAERTRET G U ECY (4 [11/10454) R4
T weo ceemm| A (‘;wt}\) "
$)=0T) =
= REHRFF= 136 |—o— | o (rby > H A+
) REF
n= i)ﬁﬂ(ﬁmm 1136 |—0— |Ru 21036 | (1) Rt
I RRER 1169 |—O M |5 AE 44 4L 4k 8 2/1064
CHhY BT 33X
NEH | SR 1170 [—OMW | L [Fl L [P (2)
1 —if,
R | EBKIEIEBLEC | 1179 | ——= |BIfIACC 2/1143 [(H) R
s HERBEEEE | 1179 |—OL | mBIFMIA 2/1092 |{Hh) AT #
i
pIva K IR 1179 | — O | % ih W& 2/1064 ;j;> ¥






OEBPS/Image00074.jpg
LR

(€3 pe ¥ H] (€3 p'e)
(B (A R SCs ) (R SCEER ) ) #iE
% 1 0 # o Wt/
Ha kAR AR RERLHERAAN
Jux 1184 |—O-k 2/1096 |#h) R 15 %
FITFRE# i
e N 3 B AL 43 B B CHbY IR
Jux 1185 | ——— 2/1131
2 5 A +¥
() 2 A+
Jux PSSRV | 1185 | ——— | vl itk 3R HO 2/1136 s
4R Rk
x| TEERRE sl e 2/1133 |(Hh) Rt
T
HHEMERFM
I 1186 | ——— [EFEEHFEOR | 2/1134 | () RATR
HH
7 WO
Jux AAEHE AT BB | 1186 | ——— S AKAE 40 30| 2/1134 | R 1R
il
HE 17
Aok |mEEmAE | uss |——o | RREEE 2 o swe
A
Ja R (R 2 £ PR AR,
kel G B G A
S AR | diss | e 11711032 () T
E 20 ATz 2=
EEF(HLA . ERPB(CHE
et 1187 | A= 9/8828
BOAREW) BWIEE)
3 )-8 il &
g |[TEORTER s o [BECERRE onlcey v
DALY ES) 5%)
J5 R8N E
KT (AW | ¢ CETGERN
JUA 1213 P 4 R 45 U M [11/10472)
it B3k iy 480) —0 LR vy
#0
Jun FRERL 1213 [——O oo i 2/1130 |(Hh) R4
A 28 BB +






OEBPS/Image00073.jpg
%R

(A RESCH) (€359
(& CHANY) (& CRESCHR i) O SCEER) ) %I
S L iy = o ot/ BT
LK 3 A 1180 |—O N |#H & R 2/1107 |(#h) R A%
OB Ak A B E R EOE
U 1180 |—O K 2/1109 [(Hh) 74
L7 e L o (YR
BAEGE W E A
I 2 A 1181 |—OJ - 2/1110 [{Fh) R %
= s
N |MAFERENRE | 1181 |—OR RFAMMER 2/1110 [ {Fh) RT3
(W30
A2
E R () | AR R Z2) = =
R 1182 11/10471
N4 —0 | BREK () 3
fe==)
. BT M B AR A 183 |G [CE-=g AT 21095 |G EH
8 2 B NGRS
o W5 i B4
o 0T = 0 i 1183 | — O, B 5 R 21120 |Gy o+
28 S8
M5 e
HED(ESE P &
NN | RGN A | 1183 (A= b 9/8831 By (o
A Tlrsanan 1555) M4,
%) Bl (42) 2
S
) 250 B F R 4E
hx | HTMERE R | 1184 | ——O 2/1123 [{F) R F
FHik
Py A (B Cirag) kil Ghy =+
ik = iga | G (BEC AR 2 (11710469 -
ORI AR== -0 RF
Ey-—)
WAL i (TS
oA TR i R N84 | ——0 |mEERL K ii5E (€]
HEREH %






OEBPS/Image00001.jpg
A1 K SR A
240 SO B AR

EWELE

1S At
ING UNIVERSITY PRESS

™
[ NED
& v





OEBPS/Image00087.jpg
£

(€3 3w b )] (&)
(ECHAD) (8 R Scami ) CRESCBEAR ) ) #i
% L iy % L Tt/ 5L
EE ISR EFIES
CEAC TS _ HEER L HH (F) RE=
— g ju 1808 | —O-+k 3/2095
BERM) B R A +F
)
—H |k ASRZ 1861 CRRY MEEFRAR 11711201 CRp) ik B
=H=2 ERIC
| B R 2 3 B RCEM R ® (Y= +
—H= 1875 |4 —— 5/4304
i AL Rt ) T
X+ % j
Ly |REOEREER] G %;ﬁ(f;f 1066 Y EHE
HEAREHK) ™ SR
| R oA R CHp )[R R B R &
=TI\ 1912 11/11120)]
EH Ak A
2R
(€3 58E:2 )] (&R
(B R Sl ) CRESCBEHR) ) ik
& i3 n % £ /5
= 5FEFFH 2252 | = | SfFERMREIEC | 1/388
WAL KBTI (st ) | B 4 (5 = o 4
= BB T 2| 2263 | FEE 07
A= @)
)
(2 3CS: 4] | R i CHY RV R
g 2286 (UK = 5/4725
R KA ) W EEFE) P&
ju R O 2287 (WA= f?;;gtﬁ 5/4726 | {#h) RATR
W) A et :
i)
B K IE () & F
] 2294 U= ) 10710292
) L [ZEZG & b s>
R (Rl [ 4 ol B CHb) Ik =
Fi i 2302 11/10671
—+t ikid TAE






OEBPS/Image00086.jpg
2

(A FE3CH4R ) [E3-3'9)
(&) (& CECn ) (R CEER) ) %
% & i # g Tt/ 50
- (L)
—=W | FRF RS 1640 | IREPIERIT (11711293
_ EXS 333 . WA TF(RARB
—=mn 1641 | JLH L 10/9961
KD TaH)
SEM B E e R (Eay SE M il B e R
—=+& [MEFWBKZ| 1678 O” OO 1B & % (11711285
a#HFE(ZIE) ¥ A AT
—MO |FIFREEH 1701 | AL |4 HERIE 10/10207
—MO | BiREEBR L 1703 | LA |ERIBREERIT (10710207
kB RITA % ]
—mo 1706 | JLLO | A R [10/10242)
mOoooog
W4 CH R S (i) | B % (ol 1Rzl
—mo 1707 11/10613
2Z48i0) —= |#ig)
[3:3 Ealivhie
—— 1717 UL |EBISREERIE (1010207
®ic
i 3 VAK€
—m= | HERERIT 1731 (i) BRFERIT 11/11059”‘I~> i
A= ) 2k
—m= | RAREGD 1731 i) BERFERIT 11/11059(*”71(%
A— WY ZJE¥
—pm= L 1732 e J S B Be s R (11711058
&id A—
—m= FHER+ -8 1733 (Rt FHEE®RIZ  [11/10951
AT H—
| S R 3 B0 B % R
—m= 1740 | JUANA 10/10229)
Pal & widid ZWEH
| B R MR A (i) | SR (R
—mH 1763 11/10556|
WL4R B ) —N Lkl






OEBPS/Image00089.jpg
& RE R D (2RECHED
#E
i /7 Wt/ 3

Bl 55 % EG H IR E 1R 4 ka4 7/3

VE e 3 A 49 6/223
EET A BHEREZEW 56 6/223
B 74 1/12
J5E S 2 T 94 6/4






OEBPS/Image00088.jpg
Bz

(4 R SC LAY (&R0
(B R ) (R SCEER ) ) HUE
# i) s £ i) W/ 5T

v X Q=" Z= 48 M (g Y

H 2309 |AJL 7/7182
i) RS D)
O 8 (b = Ak H CEE4) | BR & (T T R

Ay 2329 11/11326
) —1Iy Y
XIS 3B M R s CEedn) | & &%+

Ay 2337 11/11284
H W BT —0 ML)
7 2 < 4 Rl g = (R ) | T2 (& Rk

N 2373 11/10936
R&(H#)) Wi | R&%)
0T 25 Bk B B R () |k x O % & 2

i 2391 11/11297
ZiEE T —— i

Ju ABODES & 2393 \=R) Y5 AR TR 11/11085
& e A=

—0 A KR I 2404 Mi%» B KFE 11/11280

—0 F L 2417 (BB} SRR N 11/11086

rayl SEFEE






OEBPS/Image00091.jpg
gk

(€ s et )] (2 RESCRME),
ik
% o it/ 5L /BT

== |BERT 395 7/41
== |IvEm 397 3/69
== | BEBEEE 399 7/45
== | #EbiEk 400 4/22
== | MREE 402 6/64
EAN | BUR AL A A 442 7/53
=N | REREEY 444 3/79
=X | ERLIEES 444 3/76
=N | AREE 445 4/48
=N |EELEEK 446 3/88
= | REFE 471 1/4

WO | F-H A 485 3/712
MO | EZIEE 486 7/58
W= (AR 528 3/92
AL | R e 568 1/35 (Y N=FLF
hT KRB E 629 5/30
H= |RFFHID 641 5/1

| FEAFIC 652 4/3
TP | AR 658 6/103
TG | s REE R 660 1/225
LU | AR AT 4 /722 4/10
L | EMBEEFRFWARIC | 724 4/3
ANO (RS 732 5/1
AN | BEHE 749 3/147
AN | TERIHH 750 3/154






OEBPS/Image00090.jpg
LR

(&3¢ )] (A RE3CHRMNE)
#HiE
B i) /5T LI

—O |kEREE 128 1/44

—— | H A 129 7/4

—— |NEAES R 132 6/6

—= (AP 153 1/20

S — - s Crhe) 1 i 4 (42 K
b ”

S e — 159 . (i) E AR “ B (2
JE SCRh ) B — 48

—WN | FERETERH 168 1/29

—N | EHE 189 6/25

—t | 210 6/10

—+t | XREK 214 3/18 (BE4) BIK 034

I - 55 a7 CRbg) ¥ 4k S “ R 4
SCRMEE) LR

—/N\ | HTTHFEE 226 1767 (:4) 6 003

S P — 541 v jis CRbG) T Ak S “C 42
SCRM ) BB LR

—O |Ewmm 240 7/19

T R 251 7/24

T |EEREE 268 1/69

—= |ERZEEE 277 3/42

TN | ENHEM 336 1/33

= b AAS 357 1/14

e P i - CRMGY B Ak S “C 2

Scabig) S






OEBPS/Image00071.jpg
E£3

(4 SCHM ) (&3
(ECHER)) (B R STl ) CRESCEEAR) ) #IE
% H w|o% s W/ 5L
R CGE KRR & CHv ) |4 T (st el
+= SR 885 | Skt 53 1171067680, ( # &)
- - FRENE
)L B
RE(FHPRE G
G 885 |[[A] I Al | I i W5
1’39
g
| W AR R AL B4 B (AR R
£= 899 |-LAT 8/7956 |(¥h) %
wy Fil)
HR(EB A PR, RFECENRE
Lm | i) (dE| 908 A" ELHO) (45 OBHAT ) (11710448
(BEEIAN) HOWM)
i g% (AR #6 L i s o (AR 6 i
Ji ) Ji #0)
NS SRS e 908 |NO BEIEE ORI | 1/839 W%‘Iﬁc‘ﬁi
B2 5
P B A (B CRR ) |28 WE B 3 (38 CH ol ) &
L 910 11/10449)
(RMGE) 1) A (BRE)=N) R
X 8 (M
El (R EM R A
L 916 (KOO |2 B & #& % —| 6/6064
BRR)
&)
X B (R M
i ER(BER) 916 |ROO |2 B & I % —| 6/6064
*)
LH | B 924 [N (Bl 7/6975
Ak Ok Gl K R L EAE 3N
LA 942 [Jutm 10/10102|
73 BT 2R ) BEARY






OEBPS/Image00000.jpg
A1 K SR A
240 SO B AR

EWELE

1S At
ING UNIVERSITY PRESS

™
[ NED
& v





OEBPS/Image00069.jpg
2

(2 RECHRRD [&3: 59
(E(HFN)) (& R scHvalt) (R ST ) ) %
1 I # & it/ 5t
TN e
A RE 2K S 780 |7k JroT— A (Hh) B
A HE
RF (LA | AR R (B K
Py 784 |b—TH 8/7345
FAHZ) AR )
(o) o
ZE(IFFE A [ 4 CBb ST 28 5% =
| 786 11710985 ( jF 2 %) —
%) E I ETE 3 ) ’
L RAE
Zih (i WA W Z@m(it W HE R
| 787 |b—= 8/7308
BB ZE) %)
Ak
= %6 5% (4 B fr 3
L |mRZwR i)
VAVAY O (R IR 803 - FOR B ) (4811710436
— (E2EYLEN)
=R)
7 B 3 PR
KA ﬁb.ﬁ CIN /T IN s |6 mHEEAFR vras |Gy B
i i
G % R E Y ERCR T
AA 804 |- 1/773
S A
S R AR R B PRI LEXG KRR
AN | HIEEED (BECARE| 805 ml EIE 4R ZE) (4R [11/10992) i) 35 %
#)—LTF) (ESEYRT)
N FERMIA 807 |-L= HENLEEH 17764 | (#b) & #
J& R "
AN I 807 |—OJL Jllqli);jf(jz 2/1112
D e e '
#0)
I I AR
Wl 2R A A8 - 1,
(Frit) (2= AAR K
AN (BUE(ESE)| 808 11/10445
+ CHE O ) < =
L) Ly






OEBPS/Image00083.jpg
gk

(€3 et D) (€3 39
(& CERN) (ECREICmB) (ECEAR)) %
# i | % @ it/ 5T
HEAT 5% i 44 4K A U KR T+ AL () %
==K 1550 [fusiL 10/10063
EliE] TR S AER
— TN | EBAEEAE | 1550 | UAE Z: I 10/10007| € #h) F& 45 5%
WA (ESA K 2= P SE )
—=X 1551 | A -k 9/8900 |{#h) RLE
7 rmes) A MZER L) .
H5 R U
] o (i 4 A A
L EXS | TR AER Mok )
—=R 1555 |\\=J 9/8831
TR FHEREANM ( H1/1183 )
%) A, WK
(&Yzem.
. HERERRER i858 (i) (e ERBERAR 0| cry R
2 A |HREZE
—ZK | KFHEITWE | 1557 |[Lh— WLz 10/10075| 4 A [F]
L |WER e R YR E-% 8
=ZA 1557 | A 9/8917
$i2z %)
| W 3E 0O oW B T P R
—=X 1558 | jLL— 10/10080
L BHG%E
I e N (Frag) | BAHiEKA R X
—=+ E 1559 | ¥ T lsto4 sy w ik, &
iz patel REzE
HARIE
| WM 2 LS LY N
==+ 1559 | LT 10/10111
EATH % i
(€9 e
—= |WEEEEZE | 1559 i RS REL |11/11051) R4
/N






OEBPS/Image00070.jpg
BR

(&) (€35 9]
(&CHAY) (R SC il ) R SCEE4R ) ) F3:4
% 24 n & it it/ BT
AN |AmlERTIE | 808 L= [RAHILE 17765 |CHh) A5 5%
wz 1R
Fava R G 809 |L—1 TRENE 8/7344 | (b)Y ZAT
i
AR AR A
AN 810 |-b—/ |#E(HZEVTH) | 8/7389 | () R
Wi 325 )
HIE S (M
ax o |micmg | s o |DEIOVER o s
IRIE )
i Ay 5K F H -
Favay 810 |FiNO |H{HImEER) 6/5671
g
HWACEEE KR BMAa(EEKE "l #% €18 /%
Faval 810 |JUAT 10/10021
JEFREERL) wE%E) ByHR=
W R AN At A g R A
At 818 |APH 7/6534
ik PSS
B (EFH CHor i) | o B AIA (o B
At 830 11/10699)
MBS BE T 52 ) —h R b % 22 )
E Q¥ R
¢ _ E4% CGF BRI K
AN | R=ES — | 841 | AT 6/6220
EHkAZE)
%)
+to HETRIM P | 865 |LEL |R#ETCRIEIES | 8/7856
[ Sk ) EXG AE 3
+0 865 | JLAN 10710222
ROEF 2R [i5' )
. FREM(RER
R R B W5 _
H= 884 b |Hidosk 4 k| 7/7161
2L )
)
R e
L= | REE R | 884 LAk Zf(% & 10/10044






OEBPS/Image00082.jpg
gk

(€S- SE ¥ D) (&30
(&R (E (R ) (B XER)) i
i iy L
15 BL A1 B I 25 BrEARES
— | (HECIH B ) | 1542 | Jusas | (HE R 4 ) A(10710034|(42) R A
) )
17 4 € R 2
E 5 I A5 LB bR (il ) | R B & B R E) A O,
1543 11/10989)
ALz O I R (#it) &
R
_ CEXGC N £ -8 WA GER
—=H 1543 |-LOM 7/7232
BWi%) BRI AR )
; . P
o wewmz |15 |08 a0 ;ffj‘g
A
T E 48 LB St H . OE B L
e i1 1544 | J 5 10/10043|
Haz= i 3
——H |BA(LEEE) | 1544 FRB AR 7/7244
WRHESR)
BA(ENEL EEBQGELE
—=% 1545 |[-LO— 7/7197 |(Hh) R
Fbrzz) 2/
R R R B I W E BUE RS — RERF; B
— T [( (% s %] 1545 | N B 25 (1171101245 L )
&H)—) (B&EYXRL) Kk
- ZEAQLR IR 34 i CHra) |10 3 € 0 i e P
LI LIEED) L |mREZE)
Z2RMALLALZE | 1547 ) 2 JEAE 11711019/ ] F
i AE(RR S
2EMHLE LS | 1547 —— iR NZE (11711019 —

H)—






OEBPS/Image00067.jpg
23

(&%) (2EX)
(& CHRD) (B R SCH ) CRE B4R ) ) &
% i w| % 4 /9
4 - &
o) HE N 633 ) BlE Mz 11/10626| ikl
== EYRT
H5(#)=%H
,; B 4 (R ; -
h=  |[EHHRHD 642 | LA - 10/10195| % % £ (H1)
i i ( 1/424)
| E(ECQHE i) | WS4 22 (BB (M
"= 646 11/10610)
A AT ) == |#HH))
X T IE A 4 Gy ) | WV E F J6 A 4
Ty 650 11/10609)
% () = F(HELE)
X 3 VO B ERCN ' F ¥4
Ei| MO % B Z 4% | 657 | JLANIU |3 (WTIEAN 4 IE 10710015
%) AHE)
BT Al A A B R
AN 677 |=Lu |REFE 4/3847 |(Hb) Rk
[[ES
LB €PN 1% 24 B R W)
A L) (FECIAFE| 689 |H—7 |(HECH E S - #| 6/5243
) Af%))
A 7 B OF
it |KEOR) th/693| MO JL= | N d e kA 4R | 5/5035
J¥)
. Ik ZE IR @ M . b A (0 5% 52| 6/5661
HA 704 | HAO
e st il £
B EAICHE X B
EIWAN 704 |4 I [N 6/5663
A
ERBMALE
EIWN 704 | AL |FL 6/5672
J& it
L IR BN A N7 RS [ BERRTFH 1/674 | (Hh) RV
L — = R
' KT R ” '






OEBPS/Image00085.jpg
B4

(2R SCH ) (&R 30)
(& (FF30) ) (3 CRE S il ) CRESCEE4R ) ) i
# i i % L Wt/ 5t
B4 ik &g PUR:-R K@ N
—=A 1569 (A O— 6/6072
=) ik EHE)
ZEAC RS BTG5 M
—=A 1569 |7<7578 7/6769
€3 AR
EE 5 (8 L3
BE(RLES A
==\ 1569 |R"AA |8 JF K # K F|7/6771
PN €3]
®)
Fr
—ZJu | EmAE - it | #ERE 10/10105
| msE (s ER LY X PN
—=0 1594 |=A= 4/3684
ABRAEEH) SARH)
B EXC 8 &N 3 QSR E RN
—=0 1594 [JUHH 10/9918
B B
—=0 |BACHPEN) | 1594 [Z=0— |TRE(HHrHE Y | 4/3055
UL E-RGS R R S FF BE Ol s
—==0 1594 | Lt 10/9938
HAEH) SR FHD
. B4 (e sk fa HES (TR
—=0 1595 [A~L= 7/6857
HY EI T )
—== |WHEFERRE 1616 [JuA\-L |EHREZIC 10710211
o |BAED AR L € v A 1 ) B
—== 1620 [A=JL 7/6345
(59 - DA
—=W | AR 1634 el AF# 11/11066 gL LIk
N ')
) F %,
_ (Ha) . Mt
—= | HaOE RS 1636 | KAOBERKIC 11/11059|€ # 38t ) Bt
A—
RS






OEBPS/Image00068.jpg
(€33 et )] (&30
(B RN (& R3Oy RESCEER)) HE
% i D i /5T
% % G i B e By
Fowi 721 | NS 1/695
R#) BRI
wil | REEH 721 | A= | EHE#K 17675 |CHh) ATk
) MoE
1, RAE R
FR|EWEBAE | 720 A= | mwEsER | veel |
JLR A+ = AR
+=A
W B E AR [€ii3:9) & 4% € B &
AO 731 fic) 11/10637,
HPiZ | E)R=
5 U
r— |BEORRET ko [momssd) | e/se
B
WM R | A (&) Fr s
AN 748 | H=— 6/5388
RARENS %= 2% & 7.3
; o |EfEEE TR (&) B
A—  |BIEFMFRHESE | 748 | H=— 6/5389
18 % 5 S 3T
Se— - N i3
R 755 |mA= LEBERLE g |
pul:] s
TCH (KR f 2 Bl QR & 20
AT 760 | H—JL 6/5278
EF) B
A= AR CRWIRY | 767 (AT | ER(BBR) 7/6490
BBE(LHR
payu] 779 |ARH— |7E RBCIRY | 7/6621 | (HbY) B ATk
N A, S TEHCER B BUR Y CRY R
Al R 779 |NW | E RN 17681 [(#h) R4 %
LEXE T L EXCA Sk
A 780 LA 10/10024| B [7]
20 D)






OEBPS/Image00084.jpg
£

(€3 peit )] (& FE30)
(& CHR)) (& CRECHm ) (RESCEEHR) ) f3:3
& 1 I # a it/ 91
ZEXE: 2 % PN
A( H () &
B 4 (GE % K (fa) |56 1T % 1k W AL
——+t 1560 11/11051(( /1214 )5
Y AO Wy (B R ——
CHY R R
—.,2/1137)
R
B o i) |E E B R et 4 5
——k |WiTERE 1560 | 11/11034| 5, (# )
Ei)R $%E
FRER
UEXG ¥ F-N:1 x| e (i 22 W @
—=+t 1560 | AT = 9/8953
iL®FE) SR B OB )
—Zb [WLEREEE | 1561 | JUNE IR R 10/10007
— b [ RGEALZE | 1561 [Jub | ERR 10/10104]
. FiRHFHFLALE BMIELH &AL (# @) &
——=t 1562 [JL-£O 10/10073
PLEL 2% %= AER
&1 b < 4
g | | ises [P | BEAEEI, ol R
A0 5%
T4 T R A
_ LR 3 BN E e il 2 R SO
—=+t i 1564 | AT A 9/9068 |(#h) R4 E
(HRLEIN) (4 CHEHE) 75 O
)
LERG SN ak i R oK
T o 1564 |\ 9/9058
BEED) %)
L EXS T E S - BT E R
—==/\ 1568 [ —— N\ 3/2208
#) B A A AL
CEAC S & = 2 i (O i ACE
— N ik N T | 1568 | A | ik dm o0 # O AT K | 3/2476
k) L&)
EEHREAHTTF (P
—=A 1568 | JLAZ 10/9993
CEE HER)






OEBPS/Image00065.jpg
ek

(4 RS04 [&3-59)
(& CHERR) ) (& CRESCHR ) CRESCEEAR) ) ik
% i) I % il Wt/ 51
o B A Y
=4 WFEHOEEE | 422 | “ht ? g L 3/3014 () RUE
f= )
[P
= MERHAZAR | 422 |2t ? B 3/3014
B i
H()Y =
X
=h [EEAOGD 424 | JLAN [FamH (DR 10/10195| 75 o 2 (H)
5]
A (_L/642)
_ BMIELSE W ik B8 € 52 1 /%6
=% 424 | == 3/2260
ZAALE) BRI
3 [3:RE. % g
— RERB(EWN 436 | = oI itk % B R 4/3506 | () B9 28
bt Y 252N AR
_ B R €T 38k B B | mE
=% 453 | ==+ 4/3415
Fhly SCARIF)
= ZRWMAHELNE | 465 UM W R W E KMo | 17489 | (Rh) BV
=y |[PEESEEL o lam |me Ml [l
i 3
S | ZMEHREEAS | 465 | ] L L | Rk
() |
. o (B & (i) | R (85 8 i Al (E2E)X
=h 467 11/10456|
TN ) A ZEHEH) L, R TF
Mo
[ X€ PN 87 (g | 3Co (i 4 8 [ 4 (R 2
g — 491 11/10441
o7 ) + i3 4043 9 By
AR (2 5 T () (R (ZHay [ 4 (R 2
g — 492 11/10626|
AT HE ) ZE | FREEE) BE)AX






OEBPS/Image00066.jpg
2

(&3 ey )] (E3-3'9)
(F Y (& QR scHg ) (R Scsedn ) ) i
& 4 0 % 2 it/ BT
m— A B 493 | 30 A BE T A 1/530 [(Hh) Rk
g el S e 493 | L Al £ ALt (R
— B A L Al |R
o
RE(EM BT LEXCAES
m— ¥ 493 |m—1% 5/4246 | (H) R it
A AT KBK T
—_— AR s ol e o A a9y | R o e AL /4245 |G R
B i 4 B A S
AR (G CHp ) |30 (T IR AR & () & A
g— 494 11/10442
LY m— I8 B R A 4k
R A
m-t AP EHC 563 |=pupm 4/3488
Gl sl M)
g A H 1 Py ﬂ@
%O FRERL 0 150 %J‘ WEE| st |omymwm
[23%] JCBEH
T2 BB
B 8 5 il 9 7 | ERBEBREE
HO 603 A= 5/4734
LW Eagbi kil S
)
HESGEY R 5 (3 i R
O 604 |pupy— 5/4505
A =0 Ewiikitie =9
() & W
sk, & MR
HO  |RBEH 606 |FH  |RIXBMOC 1/588
(BLAESLTEIL
HE+—H)
. I A B (R
) 5% O 38 .
HO 606 MU\ |IT7F i %5 & H | 5/4966
ERCY 22 9) )
LEEI)
% G B 2 B R Cifl i 38 M
H— 620 | 1/533
LRESTEH) % 58 7 IR F )






OEBPS/Image00063.jpg
gk

(&3 eiY )] (&)
(ECHH)) (& R SRS ) (R SCEEAR) ) i
% i W B 1 T/ 5
K i K5
=% BEERARE 303 (== |WEERE 1/358 (Chh) RATE
S
T | SACEH R | 304 | TH AR 17286 |(Hh) Rk
T | ZWR 304 | =X M. 1/396
FE G H
SEB AR = . A : - AN
=h 305 |=h 17428 |(Hb) A
Al [ 98
B LR HN L |EEGEHNE
=t Y 306 [Z==A 4/3323
EFH) F)5IBIUHS
ZH | EERMESE 308 |=+k i 1/402
H A 2 Yt
SH | ERCERGE) | 310 |~ |FR(ETHR) 17232 (3£ 32 F
—H | 5ESESSH 310 =X 153 7] T 45 17401
FFIC = 4F MR K i fE RE R H W
=3 311 [ZO— 1/247
FH# Jai il
B Bk W S Ak 35 FARE (K
=X 321 [—Ad 2/1908
P&zier=d) Inhar i)
=N REFHER 327 | W |IBRIER AR | 3/2489
. X (H) 7 W
o (i 2 ot #. CIH
S |BEEY (W (GE| 346 | A~ |[BROTHCHAR) | 3/2846 |
BYHB
Jey) o
W 0 5 43
B9
B b W 5 i B
=0 | F MR B R | 354 | SA— 3/2846
%) KHEEH)






OEBPS/Image00064.jpg
gk

[€3-3€ ¥ ] (2B
(FCHFNY) (& RSO ) (B X)) i
5 iy 1 it/ 9T
TR
AR RERS 355 | A |MIE#R 3/2858 VRS
% WZF
[YWAN )
Tf(fﬁ‘;(:i 355 (=== i G 3/2252 f‘.l*l\zt;ik
i A H] o N
- AT %)
#) KB L
4 OF T A S
caanlda 371 ZR(CREH) 1/306
R R FE 4 )
U (AL A 4 76 | = 4— L ICE IR 372765 | (Y T
Y Wy
WEBELIREE | 376 | == |ZBIEMELELRIL | 3/2255
KB CH e = 4
_ |zs(nEBR
CASDHEEF| 377 |M=— 5/4382
) TR
%)
A KGR S _ HHHE(REMm
384 | =10 3/2749
55— A RR)
T4 W I B % W 4 (O
385 |=kO 3/2749
W=k PR
Ji% & T BT 3K B (B dt) | W4 (= W E
386 11/11302
) bt V)
A R CE # (i) (R RF(X &
388 11/10944
ZHY X 1 1iz)
A HiCREGE A (i) | R R (R &
388 11/10947
#*) gy
i il 18 395 = | E A | 3/2770 [(Rh) R E






OEBPS/Image00062.jpg
gk

{42 8 SCkN ) (&R0
(B (FFFN)) (F OB CRCss)) 23
% 21 w| B b4 it/ 51
OB = e
g HHEMRBEHE | 289 MO n 17439 | (Hh) R HE
it 1] L 290 [—k LRMEA 311
i
iy 1 AERERLE 291 | =g PN 377
Shik F
KR(ERALR (BB HBRF(RA
it 1 292 11/10947
iR O gy
=y T B 4 % ) i 292 |ZJU |SENARHERE 17326 |#h) &A%
(#h) &= W
I N %, B & AR
ft 1 ZECHE LMD | 292 |—Ju | FECERRHCC) | 17229 B
( i R JE F 76
)
B ZER(EHEMEER B (PN X ]
et 1} 297 [Z AW 3/2880
29 b5y
EE XC Ok K
o |ERC o lEamcss
—m Wil E R OTR 4| 298 | A 3/2879
ALY
#O
i [
—g R P 300 | =— BE T FR A THOR 17347 | (Hh) R EE
H il
A€ 8 k- (R H#Om
—H 303 |-t 5/4572
HWRFH) (F)), &5
RIS
e SN FEAE TC TG & W AL
= FH WA R OJE B 303 (== 1/356
FiE
R






OEBPS/Image00060.jpg
(&9 )] (&9 5'Y)
(B CHEN)) (B SCHRB) CRBCEER)) #iE
i) i * il W/ 5
K7 T ik 7 A ) WKL RILA
- /T H 1/64
NiFE =
. B/EFF G (Hrast) |7 Rl T 2 5 4L
= 25 11/10376
(22 %) — (193 %)
= FHI 38 | JLO= | &L 10/9426
B B L RFER B EGeE 4
= 39 | hLO= 10/9428
R A
g I 49 | —m-E |[hERAIN 2/1495 [{#h) Rk
) WEERFERH -
1 57 |—HA | EKEH 2/1585 | (*h) B ik
7 52 9
5 * 57 |—= PRAK = 0 = 2/1383 |(#h) RV ik
#h) UK
¥ VE I A A 4 ¢ N
1 60 (JLOM |EH(HrEEie) 10/9434 | 3¢ % 7] Z
[ 51 B ) -
E BT H
F kT % B W .
P 65 |—I | RFAHIEZBE | 1/164
ZH






OEBPS/Image00061.jpg
EZ.

(A RECH %) (2EX)
(&) (B R St ) R SCEEAR) ) #E
# i I S il Wt/ 5L
N PRSI 4 66 |—= |BUTHTAMIE | 17153 |[{(H)D 5T F
s 5 (H) & W
A [EMemEE | &7 |—= ﬁ:ﬁ#ﬂﬁ% 1/160 |, R4
I
(REfEZ4E)
£ WALRA L 79 |—mhi W 2/1504 GO
HR HHE
—= | BENNE 149 | —x— |ZhZE LATH 2/1653 |(#h) b 42 F
| EERGERE VR CHE R CHb) 4 $oim
—= 150 |—H— 2/1543
iE) PIHZER) s
—=  |WEERENSE 152 |—fi— |HEBEERSE |2/1545
B4R A AE
—A i = 218 |Juhi | EHCREEERS | 17983 |(Hh) L
BEH
2R (£ B
B ZELC(RRE e ,(ﬂyiﬁ i
—— —— 254 | P= | ARER M B3| 3/2461 | (R L
EE A EER)
FiBE T
B FECGERKT B SRR KT ) %
= . 273 |=&— RS 3/2754 | Z B, (4 )
e
- ’s N
- 2 5% Ol b K AR oy - KRR M %6 |Gy RSE
#) et p)
. |mEREGKRKS . | RE(R2EKT
- 281 | LT 17987
Z M) Wi )
. T3 5% b O /A . BEE(HEA
== 282 (=X 5/4451
FALADY FALF)






OEBPS/Image00058.jpg
ik

T R 4 S BGE) SO ERE A | B
1304 [105/48] 2| % | 3a6 |
KBEZAE | (=) B LR T2 2
DU 305 [105/f8] 1| ARZBEHBER | L F R IEIHME K Z DY 328 | RBZENR
E ............ *Ezﬁ ...... &M
14306 | 106/3 BN U 3b/5 |HikEEN
xat _
WREN(—-=IREAH R L
1307 | 106/5 Uia/1—2
EF . mF
Mz %R B, B3R
J1308| 106/7 UL 4asa
N N
4{310| 10974 |mRiE R % {1 a/5—6| B HE R 1T 25
109/6 |®KEE i)
(ZIR#, 44 3%
B R B 8|5 B R B ER RN
{311 [109/7 - § +H 1b/1
i LR S B, e
¥4 IR
iR W OW W W
------ B AL B
109/10 1b/4
ZE - F Zi ...... F
P A2 Al R B Al
BF BN
EBNER 1b/5—6|
TR
H312| 11071 | LA M + 221 |%
DS by
e ﬂa suyy | R
ey ZELHN






OEBPS/Image00059.jpg
%R

¥ Y B IE ) SCUH 1] Y A A A i
314| 110/5 |#E H 2a/7 |k
%E&t ......
315| 110/6 F 2b/1 | i
DL BRI A
320 |110/f8) 2| [ PR - H 3a/5 |24
321 111/1 |BiEEH H 3a/8 |1
VYKBATFE|I(-Z)EXEE.H ARCER -
11172 |k eeeees BE|RBREHERE, & Bb/1—2{ L akE
323| 111/10 |H_EA 4a/6 |+
L 4a/7 |4+
(—H ) iesIERS EKER
111/11 |FKEEA 4b/1
REH . BA
111712 | 58 b BAIK B RBRIKIE
111/13 | bt 3810 2 4b/3 |
B | TR BUMAEE
A E T TR SRR =
111/14 | W3 . B Wb/4—5| B3t
ie5], B E B, R
u} BEH A
W AERRLE B IE -






OEBPS/Image00056.jpg
gk

T T G R IE Y SCMEmESSA | B
ZYRNAE
kT B F
EZ W oK B, M@z
(ZZ)BE A, XA
96/5—6 | A H, R Ba/4—5|FF H & &
fEET. e
kA B, FAE
Ko HA
E AR g
Sl E(Z)WAMBET,| |58 |l EH
96/8 |- BIRIE | HALE A H “ERE — e B
Z MBS (1, i, 5b/1 |iEZ, BB
KF BT A RF LA
96/9 M. XER 5b/2 |z, X
B FERBE
)0 AR E A R
L1 R S O
EH,ATTF
[ At R R O )
\[283| 96/10 |, BMA W 5b/4 |i&
— “ET,‘H" F B
SRR
ZiRo
(ZR)EALEAET
\|284 | 96/18] 5 | % i 3% \| 5b/6 |%figmaE
HARE, -
SHE AU (W) B4k, HEA UK
\[287| 97/3 \| 6a/5
RE AR B
LEEBEM (ME)FM BRRF kAR
\[288 | 97/6 CfE RR(TIR M, B b, B PABb/ 12 I fF
B35 fEE. #:55
W E
J1/290| 104/4 |WEE ZA U 2a/5 . =






OEBPS/Image00057.jpg
U B BAE ) SCUH i D 2 A A i
LB =+ EEBF=
L
291 |104/5 - 6| Tii 3 , % —+ U 1b/t | T E, & o
Jg—%
i 35 F
f292| 1047 |WEE [E]aﬁz‘wﬁt'ﬁn 1b/3 |1
- Wik
1293 |104/(8 4| PRI E | (T)BEAAEE. Py b6 |5k
U296 | 105/1 |4 R KTH | 204 |5
U299 | 105/5 | Z#At UuUBEAERF. U 2b/1 | EZ s
(—OJshiaA AL
WEEBE | B dnEERe
U | mmA R T ==
fE IR R E”
(——)1HEE 5K
105/ EhKE R - ;&1?‘!& # 87 SGE
302 WREHE| P 208 R
10-11 a FREREM . &, 8K Rn
gIfERE, B IE. —
105/11 |HIR & 3a/1 | %
i e 5 0 T 4 o5
M, B E Z,MEE,
105/
i HEEERE Ba/1—2|# B
Ju s, a2k Ju i, e S
(4 H#
ﬂ'ﬁﬁ ......
g2 :zi ®
Ao RER z_ﬂasma
B S E & i
...... %E& i’—#%
U303 | 105/13 = U303 -5 | GEREAR R, T
Sy SR
& F KR
Ao HEBE
...... gﬁ
LK, T %K .
TR, T &
aR#E
FAYIE






OEBPS/Image00054.jpg
Lk

T R T4 A REIE ) SCM A | B
*ﬁg *%E ......
\|268 | 93/7 (MIECFRiAMEF . P\Lb/1—2
B, I I B3
(RI&EH, FHETF,
\[269|93/f8 4 |H2 FIE R, ¥AF = MR PIb/3—4H = FWiE
1238, Rl o
(R Mg 4 4 ik I8
93/f83 | HHZ 1b/5 |BH
= | AER. £
N [ P ONYH F 5% R 4 J 21 |
- LRI U R K
DU AR, 4L
RE=ZHE, | BAAeR, HLigfsx "
A= &L RAER, WAL
Y Fe P LA
Bk EALE A
ETFR, & N .
\[271| 94/3 .y fi& . ALFFIBEE L P\ 224 (&
- FRT AEFE.
i I A
94/4 \| 205 &
Moo PR
HhEZER 20/5 |fFEZER
94/5 | HBATT IR 2a/6 |l
LB LR ()8, W#4s . +
T LR A, R
AR 4 2a/7 |78 .1
R AL B I B “ h &
ZHR".
% W AR
94/6 2b/1
ERAL
SR T A J& A AT 8 T
Zoen R B2 e B
\[274| 94/13 |BR IR M\[3a3—4|k 2 8 £
EAWmALE [ e WILTF
Bt AT ESE






OEBPS/Image00055.jpg
Exd

1 B R ) SO ESSA | B
_|[(Zo) A feat, ®UHH
\|275 | 94/f8] 1 | LLH i iz \| 3a/6
T |BIERNEERE, iz
RHE ok (=) T,
95/1 3b/1 |t
R i fE4 A o
i (Z=)FFHEM, )
95/2 |BH/NILE 3b/2 |Bi/NLEE
- il -
KR L il KA LT
95/3 |53 B 3b/3 |BHE
LR EHpHE
EXANE HEATHE
95/4 3b/4
x4 53
FEE e B (ZH) HALE A B R e
I\|277| 95/7 | 3b/8
BE=% |\AEE O R, B Ot = 5%
U278 | 95/8 |BANARiE W 4a72 |¥F
RO @ (AR, BB = Eh
{280 95/13 |- Bl ORL|EEE, R FIF XIF PN das8 | # R
e Y, AR IE HE
U\ 281 (95/f8] 1 | U\ 4b/6 |E
g e ]
EHUHAR
96/1 4b/7 (Wb, it
%o ik e
i3
(=—)1MBEA G5
AR R
96/2 Sis: 4b/8 |tk
RiR Hx, R 8K K,
BT
\[282| 96/4 |B#EE U\ 5a2 |
HEFZE HEREY
9%6/4—5 |\ W &, BT 5a/3 | %, BT
LAk ¥ EY)






OEBPS/Image00052.jpg
£k

T B R ) A E S | B
) B, K&
T
253| 85/3 o M LUE =+ H. L] 3b/3 | TeZEE
b1
HALBARAEG %,
(CH)EFEA B R
—F T RE,
BV, BB, B I
EYGli i) mlﬁm HEEK,E sb/3—g = 2IE
AR R
KT BE, B M Bk
W 2
G2
H A, T LEES R
Eeb Lo FHER
85/3—4 3b/4
# 51, & & B A4R8,
5 3E AT
(ChIR%E, B
o, 8
W, 3 B Sk [MERELAER . ML
H|254 | 85/5 He| 3b/6 |, W dE
WLokERE|E =43 T 8
_ A E
R AT
(ZA)EAL B A
ERE S, |8 O %10 1 & 5 & %0
85/6 |Hh #l % FE|WEF&”, ALK | 367 |5, hEHR
it B, MfE“H %P A EFE
T IR T AR
B UL
RILH I, =
Anthan W T
WELTIE 3b/8
— w, % i
wEF R
E3)






OEBPS/Image00053.jpg
ik

T T4 B AR TE Y M ES A | B
(Z0)#iwrs e+,
LERIR SN A, 28
o R 3% 8
H|255| 85/7 |#iMRikSI B, B RS A | 4a/1 P
7]
Ko BIfE“% MR, & -
SIMA” o
=)W R IR
Ry | AR o/ |3
£]256| 85/9 ESL NN S
Fa) ) 4-5 |AE
E N
Ho(258 | 85/12 ’i%lﬂﬁi Ho|l 4b/1 | &R
R IT A 0
| 259 | 85/{8 3 Ho| 4b/5
Ao H—2k
AT N
Hl260| 86/2 L5a/2—3| Wik W, i
i 4b
i & B
Ho|261| 86/3 | BB - & | sa4 |BIR B
Hk i
SEIEAEEH
BiiEmy, B & m
t262| 86/6 WA LR AE R, L Sa8
R A I R
WIlE, BEi#E,
HAEmA =
HEWA=Z([(ZA)BRE, AKE B R
FORTE, A | Ao “JL" TR, =
86/7 Heb/2—3| U H 38,
H#3E, 2 /\H | BHEMRE, 2 RWIL” )
%\ H @4
BHARE |5, ElEH, =
BRE
0 BE B AE, 35 T
S P R | BTN,
JCA-, P
|| 264 | 8631 4 %;aﬁm@ B, AL A AR, | 6a/3 | MK
SO e, 4 54 GES
Wk






OEBPS/Image00051.jpg
ik

i T S R ) SO A | B

(—EIXFIE=4
B SCHE fF E
RRER", BT HK

N T WU, R
sag |D B i el 2be |2 R
R s Rk
AR R AR, W&
Py s 5 A = I
FLHHEIE,
Ho{251| 84/10 | AL [—ﬂ]fﬁ%&ﬁ:ﬂzm.‘b 2b/7 |

B, MR

(ZO) k& kES
X A b 3 A o
4 W f | BB =EAT M
84/12 th| 3a2 |Z, EEE
EEHEE (HTIEEZRTEE ;

Fo HEHMEIE, KR

CRHE EARE,
0 MR
nbatalott Mi e
84/ |M,HMNE= =
Ba/d—s| = + 7 H,
Bl4—3 |+ E AL [——
RS i '
R
(ZZ)HEFE. BiEAx
%, F¥
84/f81 3 FERE, A gii#f;z:;j 306 |R !;gﬁi
RBPH | e ’
el . B, B P
BB EARE,

(== K1, 4k
HE|252| 85/1 |#gAkEE LA AR . ¥ k| 3b/1 | F
ShALZ AT,






OEBPS/Image00049.jpg
sk

R B EGE) SCUH P YA A A i
(=—)dt#HBH—O
ANEIEEX IR IR
BRI EA T Xt x
St W RIE | —
— |, 4 AR A B, FRE
RAEFR . veswase| 0 wuEnx
o 3 T iz
IR LG =
B DB L e A B, HHKE
+ A KA T
WL B
(ZZ)RBORK%E
| —mBIEREe S .
EHRA K . SBRA K
TA KW+ R
73/10 LML TR, & %S, | | 3b/8 DEEE,
B, sem| o Hepoh
J1 8 il e
FER, Ky, sk
PEHAR LR
b 1y
o FE B B il
73/11 N 4a/l |E, B O
B % ==
b2
218 | 73/ 3 | s ok (:E]ﬁ?ﬁiﬁﬁ?* s MEE
Ak ok
W
EE 37304 ?sg
N[222| 7473 | EMIEE 4b/3 |3k il jj
M
—%.
PN|223| 74/5 | fLRE R PN 4b/6 | FLEIRZ AT
BHE | (Z0)3IKR R, B
N|225| 74/11 ppa/6—7
iy 3 FREHEFE, R
x|220| 75/5 (gt 5b/7 |4k
i 5b/8 | L






OEBPS/Image00050.jpg
Gk

R S B E ) SCUH A A A BLHA
) S
75/6 |HETH
i
KFHE
SETH
75/7 | THFEDR PN 6a2 | FAHEFELELL [ oee . B
SR
—%,
PR s T nE A
N234 | 757812 |5 k B B 6b/1 |%, ¥ 5 %
) RIRZH BN . R
Wb ZREBE
il 3¢ Fe Je | HE A
Hi{243| 83/5 1a/7
AR H—%
ME e % G, R S
Ho{244| 83/8 — 1b/1 -2
e Je &
ey AT, FEY
Y% R B (RILWEFAT,. B T & A 1%
. WA ECE F A A Z,
5O Z
83/9 Fro R, EALEAE 1b/3 |HEEFW
HEWET
=, REaErE, 8 ATHEE
BATREL
WEOCRE, B AR i
(B)EALE A W
Mo 245 | 83/f8] 2 | B IH & el 17 |#%
- AAEH
(—O)&, 4B,
(247 | 84/1 |BRAEEZ B (M4 290K 8 AL 202 |[BREZ
#®.fi—H.
(—RIBFEHKHR
W RZ T SH
PAS & O I S ]|
He(250| 84/7 |HKHaim ol 2b/3 |3
- PG RAY S B
FAMCAEZ . £
ALE AN, R HIE,






OEBPS/Image00047.jpg
LR

M R4 BB IE ) SCUH P g A 5 A i
(ZER)@ S E&, L PR
7191 | 64/10 |.0FEMisE | TR, T BAE T, (B Sa7 [T 189 %& K
T R A A —%e
HYS K %
7192 | 64/f8] 4 #| 5b/3 [
]k
. (ZAR)2HiE 4% o
sl e | | sba | B
il HE
HE,
1 A # KA ,
7[193] 65/1 1| 5b/7 |3
wA
BEE WA T XFEME T
...... B e R TR
11194 | 65/2 KR € H il 7o R[] 6a/1
KE ok H S "%, kok
7~ Wi o
I A 8 I
1| 195 | 65/7 |RTi#Z 7i| 6b/1 |4
fH o B (=) 5] 5 kA a1 T
196 | 65/11 Ti| 6b/6 =
il fe KA 3 o fili &
Ho# ok
ke B
/51198 | 71/4 ;‘Bfﬂ( bx| 1a/5 [eoeeee D
- Pk
51200 71/6 | fRB YA 5| 1a/8 ki
H—%
(Z)a#, £4L A&
bxi201| 7177 |B&%E N 1b/1 | BEFHE
8 SUTES | femn, ) SETEE
(L)AES2MEET
P W T R, B )
X ‘R
N|205 | 72/1 |FEMERAE | BAEfERES BN 201 i
£ RGHEE", T -
2R, HREZ IR






OEBPS/Image00048.jpg
ik

T T4 B AR TE Y M ES A | B
5 Tz HE,
TiEE B4
B A AT
72/1 -2 | 3t A T 44 88 T
B8, &
B AL s
WA
ZHARA|VVORKES AT
N206 | T2/4 (T M M8 B | AR GHT XA — Wi pN| 204 |20
AN FLEER
aos| 128 |zwmman || OVFEEIREL s g
= I XMEH . HANE,
209 72/10 | % &R PN 2b/4 | REXEME
e E T (— =) 8, LB A
211 | 72/18 2 5| 3a/1 [
v fE#
(=) LA S A B
213| 73/4 |FA WA S e A RPN 308 | A
A E A
EEBMA | (— L) B R ERE, % B W
214| 73/5 | 3b/1
E 23 o WEER. M
N216 | 73/7 (KB R S| 3b/3 |1
(ZO)HiEHEAL
EX RBORKEE+ ANTFAR
P R (47 23, %
BRI ARRUMEA+ WABER
bk, B
217| 73/9 TABAEZ ) H A2 pBb/5 -6| I, 0 5 1L
R 25 V9 ,
SRR, R, W34
g5 111k AL T B WA
W B R W, H [P
b






OEBPS/Image00045.jpg
R

0 A A B ) SCUH PR g 4 A i
BEKY D
HEHERE
E3
Hzs
61/6 | BIAF 477 AT P
| Wt % | () B A |
180 | 62/7 h| 207 | %
bEE (=
(E)BEW A H e
B 0 4 —m
g, | R AEE W
62/9 ) H— 2, M HHRb1—2% B, &
[y
LR H AR 4 UM
B EEA
62/10 | AfEf b 2b/3 | ARRETR
(—O)k, Aotz —
i) 181 | 62/11 RS At WPISARIRME R 2b/ |5 ]
B AT 3
T 3 BN B
(—=Z)BEAELA EEitE,
W5 Bk M
62/12 g HE_F, ks kt]| | 2b/6 | Bk & M,
’ ABA T, #AIR
(—m) 536 H e
LT,
7| 182| 62/f8 3 | WHBE S Al s I+
T THEE" MAEH
HI BT
% =
62/f82 | SEH 382 (=
EPN
—# < 45, Y
62/ 1 | 2t 5t [‘ L) B fE B, N A
sk
(=) EAEA 5L
o e RA MBOR B4, N
HEF R, 5 -
B,






OEBPS/Image00046.jpg
B

T T4 Ak B TIE ) SCUH PR Y 25 A B
15| s |zgmn |- COABETREL m
B LT - 3073 )
(—A)BLRAEE,
63/4 |hiJER—HE | A Btk R W AR B73
—E" .
ABHBE 3b/2 |BL
1| 184 | 63/6 gﬂa‘ 3b/5 |JL
71| 185 | 63/10 | 5LE A (Z—=)5liEfgiE. @ 401 |F
HEREZ DEUEZ
| () EA B A%
7] 187 [ 63/18] 1 |44 6 18 < . 1| 4b/ |LAH LR
BT ‘ WL K
&& j]— :& ...... ﬂ]:
i - (ZHIEAEAS | £
(T 188 | 64/3 [ B N «oeee [TL#b/5 -6
&$gﬁg HRFo ABEA, EX- X & |
'k
(ZE)EALEAUT
R R M| AR, RTE, 5
64/4 4b/7 |l
SYBE  |(fEC Gk TR %
L7178 3 -1
— i, %
— R e
64/5 | N 4b/8 |hiE, % B
LS A
[GETk$: N it € &
= ZAN) W, -
1189 | 64/6 ﬁ‘i%jﬁ‘b;é ) ngkﬂgﬁ Sa/1 | B, B+ #H
PN Ee KOTIR L
SEE)DMA L4,
S | W BLfEZ. BiEA s, |5
- FF 79 A A A
(190 &) F, L&,






OEBPS/Image00043.jpg
R B BHE) SCUH B U R A A L
Q> z
Iy 138 | 46/f8] 1 TEFERZ Ba/3 -4 ngfzﬁ
------ AT
g X
142 FE A& H
I Bb/2 -3
143 —%
JE A A
144 Z% 11,
3b/4 HYB"
F, R R
—%
| 144 | 47/8 B 3b/5 |k
*E
Pyl 144 | 47/9 | BUAHELITA 3b/8 | K
G HRO3E Fh '
(151 | 48/6 (ZN)BE AR 4b/4 |2
A4
DU 153 | 48/11 | % - 4 5a/3 |fgtleee it
S5 LR ES
B AR
| 154 | 48/12 | NHIZRA 5a/5—6| -
- ax. /b1
FE A&
—HE &Y 5a/6
X
(g — ) f5 G E R
W52 F7ORMER, s
FAIGE B, FEA T
BREL, HHEUT
B 5 2Z [/
A Ly
48/13 |A£ WL ARl






OEBPS/Image00044.jpg
gk

L ERC T A E ) SO A | B
BEHEHTF WL
5a/7 |t
e
48/14 | HEE i85 e AR
P 155 | 48/f8] || Z5F0A Y | ()R AERE, (M) Sb/ |3
EiTiR m| 5b/2 |
49/1 |HEFF 5b/3 | %
() B A 3,
BRE R, 5lBRTE&T,F 3k
A3, I B O
49/1—2 | ZEK-FH %
(HA)FRER.H
Pi1s8| 49/6 | AT WA T AH " F, M 5b/8 (AFIEAT
HAbo
mi160| 49/8 |BBELMIME | (HO)EMSAIENE, U 6a/6 |BLABHIME
gl 166 | 49/{8] 1 | RAIA i 6b/1 |5
5071 | K& 6b/2 | RiGEB
EEY (R )RR, 6b/3 |
B 5
9| 168 | 5074 | A W | 6b/8 |¥
BRI H R R HAR
50/5
~~~~~~ e Z % Ulk:3
F O FHT A
50/5—6 7a/1
R A H R
=) BB E
WA (=] FERE B B 4P T
[1[178| 61/5 51 A B 0 e, BR (T 1a/6
LER il
o
LV la/7 |TiHHEAZ






OEBPS/Image00042.jpg
gk

L G P A B TiE ) S ESSA | B
122 45,8 |WF&EM | LALEAMER, 1b/2 |Hp
[ £
BRHRZ B
123| 45/9 |FHRIE i 1b/3 | #&
125(45/18) 2 | BEA U@ | 1b/7 |FXZ
B4 5 A LR
126 | 45/18] 1 | 2a/1
ETRAT PN
tRenit, 588 R 1 st AR
127| 46/1 |WIFRH,HCE | ()% BR5IMEZ. U 222 1§, 58% 5
AL BF AL
— O )%, B MiE
P e A %
46/1 -2 LARBTHHAY"
wghea | 4]
=T
TIPS A
46/2 | 2a/4
SELAH S M| (D) B A HURS,
129 46/5 | 2a/7
L% 4 W, GEEAZH. 18 b 5T 4%
(—H) MRS, #
130| 46/6 |[RTEA m 28 |tRTFHR
- MR T
#® KWW
FEARPEBOK
131 46/7 S k, 8K
- ¥k
i 461 5 T £
i (Z=) A, B Ak RaTrE
g 11 5E ) £ B, 2L
L, FUhK, HFET
135 46/12 R, BILS mupb/7 -85 & 7
I R _
EER H, &EE &
47 B
i i 3% 48






OEBPS/Image00040.jpg
15 16 14 2 e iE ) MM A A | B
HALIE A 4 B
gunzy [FLBFEERT i 2 e
Zx.
(4
BB 28w, S
el
=| 94 | 36/10 | BES [=EIREERL o |2
Fo R
— ) R
HOR B ‘ %
B,
L IR LS &
Fi ” ’ #ib
il (—AIBEHER . ®
Bt B4R A R KA
36/13 3a/3
IRt &
=[100 | 37/7 |0 Enn (=E)REFxH I=| 3b/8 wERN
L, k%
OB E 1 H
4a/1
aF TRi%
37/8 ﬂ'gﬁziﬂ 4a72 |
REHIEH TEHBH
=|101|37/f83 | SEHE =Ha/7—8| H i E) &
SERPERL EVOR S LT
3—2 |fi% e, B 1t %
A 1 & A ok 4 L. L R 7k o gt
=102 [37/48] 1 =] 4b22
i Ih
- (ZO)BMEXREK | "
= w R e, -






OEBPS/Image00041.jpg
ik

R4 B B SO ES A | B
LA 2
38/2 = ab/5 |4
HZ
=103 | 38/4 |HETEE |[(Z=-)HEAERL. = 4/ (&
L] KEPAEE () EHmA #H|
=107 38/9 = 587 |4
At WARES R,
0L A Lgb
) . ZEH L] R, B4
=113| 39/3 =| 6a/1
" oH B EHHAR.
HI, B
=114 | 39/5 | Bk =] 6a/3 |#
AR FL|((NZ)EANE, B HELE,
I=|115| 39/6 =l 6a/5
Bt hEE |FUAERILZER, WL
HER 4
(=3 F
B, A A Z
=|117(39/8 -9 BRELE =| 6b/1 ﬁ}:a %
| ] HEHE, & N =
= #, Wl 7
TREREZ
&2
118 | 45/4 | SLER AR Ll B | 1a/5 |k
- R
()R 51 fE
253 S
ml120| 4576 |#mpRs E,Ez:ﬂxﬂrvézwﬁ L7 # B &
- [l B A fE A H BT LA
KA. BT SAEM
YR,
. T |55 122
B TG M, e s
121 | 45/7 . mo1b/1 (MABEF| KA N
‘ sA®,HH|— &
i, =






OEBPS/Image00038.jpg
£

R Y S B SR A | B
(ZH)BRBAEL.
23/8 | K& 3b/4 |
- BERENZRZ W,
1= 66 | 23/10 |MR =l 3b/7 |ARE
— 69 | 24/1 |HERAENIZK (SH)BASRMK 4a/8 IR
—| [\ —
- A EALEAAER .
= 70 | 2472 |BH&LTFHE | 4b/1 |EL T
=71 | 243 |mBA (SEIEAREEL L) |
- Ko RBo
A K
1= 73 |24/7—8 [ Ao oee I=| 4b/8
Ji%a]
HRAZHE HHAZE
. (M=) %, 8F k. -
= 74 | 24/9 |- AT Z AT > A = Sa/1 |5 E AT
#zZ ’ ‘ #z
= 75 | 24710 |B#EZFhZ = 523 |®&
WEZ%EA
24/11 5a/5 |H
LUP-E 3
12/12 | IR gk s 506 | R
1= 78 | 25/3 | Bkt I=| 5b/6 (M
p— (g ) B A 1 L sivr |im
T LR
BEA B A AL R A R i |
- R
25/4 | Kt 5b/8 | %
(G N
= 79| 25/8 |E£R ) = 6a/7 |f&
- 2.
25/10 | RLHRIRA 6b/2 |4
L Wl F 5 L W E R
I=| 80 | 25/181 3 I=| 6b/6
g Hig






OEBPS/Image00039.jpg
P

i R S BGE) MR ES A | B
()L %A BE
Kinggsn (A BEAEL, 2, )
TALEAEE,
"= ] g
26/1 |BULA%H : L ﬂ)&ztﬁ;: T2 |+
- +, R
(M) WA HE
FHARHK | A EALEAER, b ki
ety @
ErELRE
—| 82 | 26/5 = 7b/1 |
N>
L)L, B A
%JMMH[ JEL, B 3
26/6 - K HEA MEBA K
fEdE. £,
A BUE Kk
|| 85 | 26/12 —| 8as3 |F
B K
L) (Z) fb A e, |
=87 | 35/7 |BRTF%&E =] 1b/2 |
Mz
= 88 | 35/9 |BMEHH = 1b/5 |
35/f83 | & EEFEH 1b/6 |7
B 72 0 B b7
35/f8 2 [k b EIMRR 1b/7 |3k E, W F
Bk IR R B
R, e Ik 1b/8 | % Jonguk
= 90 | 36/4 |Z# = 22/5 |2
= o1 | 365 | [—O]%Lvéz:\i%; 207 | %
- JE AW LR
FREE. M FR. BB
= 93 | 36/7 T | HALEAER . =| 2b/1 =
EHE RS






OEBPS/Image00036.jpg
gk

R ¥ S B ) SCUMPE A A | B
(ZZ)shwm B A&,
= 9/10 |#HALE |(BEAER, £ALE | 402 |[R
AAER AR
wHE=F
19| 1072 |NE%, 4b/1 | =
RFH#
H 21| 1074 |(EREB) 4b/5 | HR
— 106 |RETHZ 4b/8 |
H 26| 11/1 BremS 5b/4 bl
IR %20 ZEEE K
H—t S
BETREH E|
Jl: N
e E[4
H AR
& B ¥ R KREPIFER, |5 27,28
28 | 11/5 |LA%5HN, S 5b/7 |LAGFEERUE| P 4%, L
Fﬁi‘@ ...... @?& ...... ﬁl“ﬁ:*ﬁi
30 %,
(Zh) 4L @ &% HE A& 4
30| 1179 |IMER | 5ICKRIE) %, | 6a/6 (B Ho“
HHEIE, BN
()| EXKRER
EHFEID b1
= ¥ W L BE RO
T a— (W=)50R4 B a1 |
TR EKEMEIEK.,
(o) 8%, 8% 4
s . EEBE, |BORU® HRRY b/l R,
Fpsd (5IERBRTE. BT Ly 4
Fh T B L .






OEBPS/Image00037.jpg
gk

BT B BE ) SCUH ) I A A |
32| 12/1 |IiRZEH | 6b/7 |%
. EH/A
33| 1274 | AR — 7a/3
— A
LM, EZ. Vi
{43 | 13/2 | 8as3
HF T
pUESR e - . & AR
(=)t EmAERE
13/4 |#R. £ Ba/S-6|Z A&, E
I BB, ek
T T e
(o) 4% & F 3,
45| 13/9 |[LEAN | 8b/6 |
- DA
47 | 13/13 |HZ W | 922 |R
R =8 %
9a/3 |HR
Ti%
ZBR M A R P A B
13/14 9a/4
Kz L fe—%
=149 | 2174 |R¥EH = 1a/5 |74
N)EsEaE, AT
—s52| 2179 |HR = 1b/3 |fEZ
- HZ.
BRZE,
BEFRR,
—| 53 |21/f812 P |=| 1b/5 | RH i fag
- B
= 57| 22/7 | & I=| 2a/6 |5
|-l 62 | 23/3 |BEcER (gﬁjﬁ?ﬁzkﬂzz 3a/5 | B
- B R
— 64 | 23/7 |ERZE = 3b/4 |R
(ZH)EALEAHE
23/7 |#H HOHITMMN B 4| | 3b/4 |48
Tt o






OEBPS/Image00034.jpg
1 B 1 4 & BIE) M mESSAE | B

UV FA K dic & AT FA

T/ 1| R VI REVERF | 1b/6 |fRIR

—
=

() # % 51 48 .
8/1 |HEZH —{ 1b/7 |&§,
- WA B,






OEBPS/Image00035.jpg
A B R SCUH P PO 4 A3 AR BLEA
() B %51 42 5 R
2| 81 |AExA |4, £ AL B F 1b/8 |1
Jao 2o
2 8/2 %%;HE 1b/8 |Bf
B ER . FHE —
2| 82 |WLETR |FAEZREHLTE, H 201 ;$T
WUEERFN LT R i
M=
2 8/2 |BEMESLE 2a/1 |fh% L5l
e
6| 87 |AfEHE 207 |K
(== A
8 | 8/10 | k& RN, & 5908, F 2b/3 |IK
Bl
(—m) MK —KH
. B, 0L I AR A AR
9 | 8/10 |WiEBH 2b/5 | %
- PrRE EH . B Eh
EH .
MhZE, MM Z IR,
10 | 8/{8] 4 2b/8
|2z E b B 2
T, ERZE,
12 | 8/8] 2 3a/3
il 2 % il
13 | 8/f8] 1 | R RAGE 3a/4 |[%
—LIgELES
wgm, | DIERNMER AAEL,
16| 92 X, FHHEEAEMEDL—Pb2-3
EM R ) WA
LR
g on |wmma (ZOo) 4l a4 % 37 |
El = [, H =4 R EEE,






OEBPS/Image00032.jpg





OEBPS/Image00033.jpg
FEAR R AR FEAS 2 7] — %% o, WA R A Ay i —
A — K 3z BARZ— | RYEAL BN A Z — 4t
1/6/8/9/10/12/13/19/21/26/
#%— 16/%/31 2/30/43
28/32/33/45/47
% — |49/52/53/57/66/70/73/75/85 |62/69/71 64/74/78/79/80/82
= (88/90/102/113/114/115/117  [87/91/103/107 |93/94/100/101
121/123/125/126/127/129/
118/120/129/
019 [130/131/138/142/144/153/ 122/155/166
135/151/160
154/158/168
178/184/185/187/191/192/
B 181/189 180/182/183/188
193/194/195/196
o 198,/205/206,/208/209/216/ 201/211/213/
PN
217/222/223/225/229/234 214/218
245/247/264/
% -t |252/255/256/258/260/261/268 244/250/251/253/254/262
269/270
268/277/280/
%\ (274/278/283 269/270/271/275/281/282
284/287/288
292/293/
¥ JL |296/303/304/305/306/308/310 302
299/307
#+ |311/312/314/315/320/321 323
it 91 & 38 % 34 %






OEBPS/Image00029.jpg





OEBPS/Image00030.jpg





OEBPS/Image00027.jpg





OEBPS/Image00028.jpg





OEBPS/Image00025.jpg





OEBPS/Image00026.jpg





OEBPS/Image00023.jpg





OEBPS/Image00024.jpg





OEBPS/Image00031.jpg
e





OEBPS/Image00098.jpg
E2S

(A RESCHE R (A= RE3CHbiE)
HE
% i ot/ T I
= | DR 2121 6/104
= | EREEH 2124 5/36
= |kBEEHK 2129 6/143
= |ERI T 2129 1/9
= | B RE B 2131 7/115
W | mER A A mas | oy || RN
bl )"
(AR A oA B T 2135 1/5
M| RS 2139 1/358
T | Ak SR 2146 5/52
[€3: 398 %)) (& FE3CHhR)
#iE
% il it/ 5T Tt/ 5T
= | RBREEE 2238 8/10
P «
= | AR 2244 7/24 ibalaadhaa
SCRh i) B -L AR
= |EAO#HZ® 2246 7/29 ikl e
SCRh ) 5 L AR
¥ Sl 4
—  |BHAAER)OD0 2249 7/21 kel
SCHbiE) S -L AR
= |EEmALBRAEER 2255 7/46
= [EERERBRIC 2263 7/40
= | WERAME A 2269 3/13
| EFAZAWMERORE
= 2272 7/54

i






OEBPS/Image00022.jpg
21 &g
= A = z AT
2 KATH-—ERE(AK) —EFHgE)

23 HHLENELE, EX TR, ARIAGE)

24 BB, EAL
25 B 4R e owr, E S
26 METEZ R HH BREES





OEBPS/Image00097.jpg
gk

(2R3 (AR 3cHh)
ik
% 5 Wt/ 5T /9L
G345 1525 7/206
Bl A2 B Hh BT SR MG 2% | F/1616|  6/228
— = | EASEE wa | mame |CPMOELEETGER
SCRb IR SR AR
— = (L R 1632 6/229
— = | BRI R 1633 6/226
— = (MR EEEEREFEE | 1634 7/225
— = 3B R 1645 7/225
—hE (R AEEE 1874 5/368
(AR (AR 3cHhE)
i
& 5 /5 it/ 51
— | FEEE® 2080 2/1
— | HEEEH 2086 5/9
— | BHEE® 2089 1/55
— | IR 2092 3/5
— | BWEEEE 2095 3/28
— | EAIREER 2112 5/29
= | BREER 2113 6/85
= |ikSPEEK 2115 6/62 (@R UL R (2R
ORI A
= |A#UtEs 2117 6/90
= [RARTEE G 2118 3/1
= | AIREEH 2119 17197
= |BEAEL 2120 5/32






OEBPS/Image00100.jpg
A1 K SR A
240 SO B AR

EWELE

1S At
ING UNIVERSITY PRESS

™
[ NED
& v





OEBPS/Image00099.jpg
gk

(A RESCUEHN (A FE3CHMEL)
#IE
% =) i iV
D% “
2 e 3 75 2276 7/52 el
RSB
RIT I 2288 6/13
BV H bk« B
0 | BEZAEEED 2292 3/3 (HaE L2
SCHbIE )R =
I I &S 2297 3/139
CHMR Y 7 | b b« 5
F | AR A 2302 6/15 ERE BB E: Py
ﬁn
V=% b Sk «
5 |mmmaonm 2307 i CrbR Y B4k “ (4 FF
SCHhiE ) B AR
N | BAMEM 2318 8/178
N |EERMEBAEAEEAWN | 2324 8/204






OEBPS/Image00018.jpg





OEBPS/Image00019.jpg





OEBPS/Image00016.jpg





OEBPS/Image00092.jpg
sk

(€ e Y D) (AR 3CRME )
I
% 4 /5T it/ 5T

AN | EARUREES 752 3/161
NI | RAHAT 758 6/16
AN | RAaEm 759 6/17
NI | WA R 761 7/69
NE | BBATEEH 715 1/259
AN | ZEGEEH 788 6/140
ANE | L 792 7/99
ANh | EREEH 801 4/112
ANt [ ERRIE & 815 4/127
AL | R BT 821 7/108
At | W REEE 831 3/190
At |FBEREER 831 3/194
At [ BRERAEE 832 4/128
ANt |HTtE R 833 4/132
Nt | EWHEEH 835 7/107
At | FRARES 835 7/110
AL | B EREEHK 836 1/292
AN RFIL 837 6/1
AU | BLAR VY A L D 861 6/2
LO | FITWE 862 1/8
L— |BEES 878 7/110  |CGEH) K 101
L— [HERRALLEH 879 7/117
t— [ZREK 881 17314
Lt— |[AmKEEH 882 4/145
L— |G 883 6/151






OEBPS/Image00017.jpg





OEBPS/Image00014.jpg





OEBPS/Image00094.jpg
£

(4R SCHM ) (A RESCRNEEY
#E
% E /3L W/
N— AR LE G 1002 1/318
N— [EEREE 1002 1/392
N— |HREEE 1003 4/232
N— |RRIREE 1004 4/236
ANZ [ELEEH 1012 4/240
NZ | AfkA R 1013 4/248
AN | EAREH 1014 4/231
N |ERCEERES 1015 3/266
N= | ZZWEE 1023 7/153
NZ | ERHESY 1030 4/259
N= | EBEEH 1031 5/44
N= | HHEARE 4 1032 4/263
N= | EEEH 1034 5/45
N | R B BB AR 1064 1/11
PAUASIE <2 30373 A1) 1077 7/159
AL | TR HETR B 1092 7/159
O | ZFREEK 1104 6/183
O | B L 1106 7/152
O | BREHH 1109 17430
= | EBARE®R 1120 1/37
= | EdEEH 1128 1/430
= | HEREEH 1146 7/170
L= |BHLES 1148 6/205
W | EREKS 1158 17439
L | AT EAT 1159 17436






OEBPS/Image00015.jpg





OEBPS/Image00093.jpg
(€4 s @i M) (AR SCRME)
#IE

% & /5 /3
L= R 895 4/169
L= [#AE 897 7/113

= |k RS 904 3/217

= | MIREEIEH 904 3/198

= | EREEES 905 4/172

= | EARESH 906 6/156
tm | 5AH 912 1/4
L (5XEHH 912 1/3
LM | SEEEsR 912 1/3
L [ SREERE 919 3/155
LH (X 928 4/187
LH (| EREEH 931 4/176
LH | FRES 931 1/336
LR (| 932 1/352
Lh[EARERE 932 4/192
L [REREEGRE 956 4/194
Lt [ERDARTELH 857 3/227
Lt |AEEEH 957 3/234
+tt |AREE 958 7/132
Lt |EETEER 959 3/238
L [FRELREE 973 7/139 %) HGE 025
NO | REH AT 985 7/141
N— | MR X 998 5/1
N— | RfARERE 1000 6/177
N— | EWEILER 1000 1/377






OEBPS/Image00012.jpg





OEBPS/Image00096.jpg
&R

(AR 3R (&R SCRME )
i
% L YA /5T
—O= |EAEEE 1290 1/444
—O= |EHHKLK 1291 5/2
—O= [R5 1292 1/446
—O= |BTHEH 1293 2/80
—OmM | B M 1305 6/22
—OM | MR 1311 6/221
—Om X3tk 1312 1/447
— O |BlLAWTIZ 1333 6/2 CHBRE BT (2N
SCRME) SN A
— O X EREEE# 1337 1/449
— O |XDEHEE 1339 1/451
— O |ZEBEEH 1340 1/450
— O |EIREEH 1341 5/85
— O |BARKH 1343 1/152
— O |HEBIER 1344 1/456
—ON | REHEES 1346 1/458
— O |[WabZsE®H 1347 5/87
—ON |TElksEk 1367 1/454
— O | EREERH 1373 4/280
—OJu | BB 1374 7/187 | (RMEY T RA S
——7 |E#HAEK 1448 7/182
——\ | EHEERY 1473 7/173
——Ju |ERERK KA EEEH 1479 4/276
——Ju [T 1481 7/203
| EEB A P R s B Crbo) vE i Ab b (2 %
T |sEmas Rl I P






OEBPS/Image00013.jpg





OEBPS/Image00095.jpg
gk

(AR 3CHh ) (& RESCRbl)
#HIE
% & Mt/ 5L /5
um | B AR 1161 1/436
Ju | RATE 1161 5/53
Jum | E R R 1162 5/54
WA | ERERE 1177 5/58
LR | E KRGS 1178 5/59
Jut | FFICIEH B 1197 7/186
it zgﬁj\ﬂ&ia%mg 1200 5/61
bt | EEEEE 1202 5/60
[k 1203 5/64
L | ISR 1203 5/63
b | KR 1205 1/438
L PO IRE K 1207 1/439
L | BB 1208 5/65
e | FREEH 1210 5/69
Jut | REER /AN T 1232 7/189
—00 |EMHXELH 1244 3/293
—OO | BB EH 1248 1/441
—O0O0 |#EFEK 1250 3/296
—00 |EREKH 1250 1/442
—00 | AL REXRH 1252 5/15
—OZ |ENFEL 1276 6/216
—O= |ERREH 1277 5/57
—O= | RIREEH 1278 1/443
— O |EERIERH 1280 6/217






OEBPS/Image00020.jpg





OEBPS/Image00021.jpg





OEBPS/Image00007.jpg





OEBPS/Image00008.jpg
(H9): HFAREEETEA
(B 10):A5X 04T A
(B11):FE2Fut LA





OEBPS/Image00005.jpg





OEBPS/Image00006.jpg





OEBPS/Image00003.jpg





OEBPS/Image00004.jpg





OEBPS/Image00002.jpg
HY = SRS B0 R LRI 52

) Ae i X ¥ it

£ SN
&
Sss77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OEBPS/Image00011.jpg
J





OEBPS/Image00009.jpg





OEBPS/Image00010.jpg
%





